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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编　辽代社会与文化

第一章　契丹部落联盟与辽初政体

一　契丹族源

契丹族属东胡族系，为鲜卑宇文部别支。东胡自春秋战国以来，与燕国为邻，后被燕灭。秦末，东胡强盛，后被匈奴冒顿击败：“大破东胡王，而虏其人民及畜产。”[1]
 剩下的东胡人分为两支，一支退居乌桓山，称乌桓；一支退居鲜卑山，称鲜卑。

鲜卑分为宇文部、慕容部和段部。公元4世纪初，慕容部势力强大，建燕国（前燕）称王。前燕王慕容晃联结赵王石虎，攻灭段部。东晋建元二年（344），又北攻宇文部，宇文部单于逸豆归走死漠北，其残部分为契丹和库莫奚，而独立于世。

北魏登国三年（389），契丹和库莫奚相继为北魏所破。契丹败退到潢河（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以南，土河（内蒙古老哈河）以北，从这时起，契丹之名正式见于史籍。契丹的族称，始见于北齐时成书的《魏书》。今辽宁义县万佛堂景明三年（502）北魏石刻《慰喻契丹使韩贞等造窟题记》，是契丹名称见于实物的最早记载，说明《魏书》的记载是可信的。《魏书》记载契丹的族源：“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异种同类。”“（契丹）东部宇文之别种也。”《辽史·世表》中同样记载着：“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异族同类，东部鲜卑之别支也，至是（元魏）始自号契丹。”可知，契丹源出东胡，为鲜卑宇文部之别支。而东胡自先秦以来就是中国北方民族的一支。《史记·匈奴列传》：“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赵世家》记武灵王说赵“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2]
 。东胡为中国境内北方民族，其支系拓跋鲜卑建立了北魏政权，契丹建立了辽朝，而蒙古族则建立了元朝，之后，契丹民族遂逐渐融于周邻各民族中，其大多数与汉族融为一体。

二　大贺氏与遥辇氏部落联盟

建国前的契丹社会，曾先后建立起大贺氏部落联盟与遥辇氏部落联盟。大贺氏部落联盟大约建立在唐武德年间（618—628年）。据《契丹国志》卷23《并合部落》记载：“初，契丹有八部，族之大者曰大贺氏。后分为八部，部之长号‘大人’，而常推一人为王，建旗鼓，以统八部。每三年则以次相代，或其部有灾疾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为元约如此，不敢争。”

从以上史料可知：契丹部落联盟是以强大部落为核心而建立的。契丹部落联盟内存在着三级权力机构：一为“王”，即部落联盟长，统领八部。部落联盟长每三年重新选举一次。二为议事会，由八部的部长组成。部落联盟内的军政大事，要由议事会来决定。三为人民大会，人民大会有任免部落联盟长的权力。“八部聚议”，就是召开八部成员在内的人民大会，重新讨论、决定部落联盟长的人选。《辽史·世表》记载：“邵固，咄于之弟，国人共立之。”“国人”，是指契丹部民，他们用民主公选的方式，推选出契丹部落联盟长。

在契丹部落联盟内，除“王”（部落联盟长）之外，还有一名专管征讨的军事首长——夷离堇。从大贺氏部落联盟后期开始，军事首长夷离堇的权力逐步增强，管辖范围已大大超过了军事职权方面。如唐开元年间担任大贺氏部落联盟军事首长的可突于，除担任军事征讨任务外，还对部落联盟长实行控制。据《辽史》和《资治通鉴》记载，他的权力甚至超过了部落联盟长。可以随心所欲地对部落联盟长或攻，或杀，或撤换，左右着大贺氏联盟的局势。值得一提的是，军事首长有时甚至可以破例升任部落联盟长。唐贞观二十二年（648），曾担任大贺氏部落联盟军事首长的窟哥担任了大贺氏部落联盟的联盟长，被唐朝封为松漠都督府都督，封无极男，赐姓李氏。[3]
 唐显庆五年（660）前，曾任大贺氏部落联盟军事首长的阿不固，在大贺氏部落联盟长窟哥之后，任大贺氏部落联盟长。唐万岁通天元年（696），曾任联盟内军事首长的孙万荣，继李尽忠之后，任部落联盟长。

据上可知，大贺氏部落联盟有如下的特点：

1.联盟内实行两头首长制，设部落联盟长与军事首长各一人。

2.军事首长可升任部落联盟长。

3.军事首长的权力大大超过其职权范围，甚至可以独揽联盟内的军事、行政大权。

4.联盟长实行兄终弟及的世选制，即部落联盟长都在同一家族内选出。新的部落联盟长为前任部落联盟长之弟。

5.部落联盟长握有军事统率权、祭祀权、军政大事的决定权。但在可突于专权时期，部落联盟长则受制于军事首长。

6.设有议事会。由契丹各部部长所组成，统领部民，平时佃猎，战时作战，有商讨、参与、决定部落联盟军政大事的权力。

7.设有人民大会。在大贺氏联盟初期，契丹部民有参政、议政，实行民主公选的权力。后期，人民大会遭到破坏，可突于的专权擅政，使部民丧失了民主议政、参政的权力。

大贺氏部落联盟后期，内部纷争不断，最后一任部落联盟长是李过折。他任期不到一年，被涅里所杀。自此，契丹中衰，大贺氏部落联盟解体。

大贺氏部落联盟瓦解之后，唐天宝四年（745），当时任契丹八部大帅的迪辇阻里建立了遥辇部落联盟，并任遥辇氏部落联盟的首君——阻午可汗。遥辇氏部落联盟的结构如下：

设部落联盟长一人。部落联盟长统领部民，掌有军事大权。阻午可汗曾“发兵十万，与（安）禄山战潢水南，禄山大败……”[4]
 部落联盟长有制定礼仪、祭祀的权力。部落联盟长（可汗）即位仪式“柴册仪”，就是首任联盟长阻午可汗制定的。部落联盟长握有任命下属的权力。痕德堇可汗“拜太祖为于越，总知军国事”[5]
 。

设军事首长一人。军事首长的主要职责是协助部落联盟长处理联盟内部军国大事，有领兵作战的权力；率领部民进行生产；掌握刑法大权。涅里担任部落联盟军事首长时，既统兵，又领民，“刻木为契，穴地为牢”[6]
 ，“自涅里教耕织，而后盐铁诸利日以滋殖”[7]
 。

设立部落联盟议事会。部落联盟议事会由各部大人（部长）组成，议事会参与、决定联盟内军政大事。阿保机在担任部落联盟长第九年，“诸部以其久不代，共责诮之”[8]
 。辽建国初期，在帝位继承仪式上，仍留有联盟议事会民主公选联盟长的遗迹。“述律后爱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楼，命与突欲俱乘马立帐前，谓诸将曰：‘二子吾皆爱之，莫知所立，汝曹择可立者执其辔’。诸将知其意，争
 跃曰：‘愿事元帅太子。’后曰：‘众之所欲，吾安敢违？’遂立之。”[9]
 诸臣执辔，推选其可立者，正是部落联盟议事会推选联盟长仪式的残余。但也只是徒具民主的形式而已。述律太后在立耶律德光的过程中，杀酋长及诸将数百人，已无丝毫民主可言。

遥辇氏部落联盟内设有人民大会。人民大会有参政、议政的权力。辽建国前夕，安端、迭剌等人发动叛乱，耶律阿保机“召父老群臣正其罪，并其子戮之，分其财以给卫士”[10]
 。这里的“父老群臣”包括普通部民与联盟内的头领。正是人民大会行使参政议政权力的缩影。但是，到了遥辇氏部落联盟的后期，在刀光剑影、血腥镇压反对派的斗争中，人民大会也只具形式而已。

在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契丹社会内已发生一系列深刻的变革，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联盟内部，特权阶级已出现，同时已有贫富的差别与阶级分化。各部首领在对外族征讨过程中，俘获了大量的人口、牲畜，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成为部落中的显贵。而被俘获的人口以及部落中的普通部民，因犯罪而籍没为奴的，因风雪牛马死伤，畜产减少沦为贫民与奴隶的，也为数不少。

第二，出现了初期国家的萌芽。设置了管理刑狱的官吏。“契丹国自唐太宗置都督、刺史，武后加以王封，玄宗置经略使，始有唐官爵矣。其后习闻河北藩镇受唐官名，于是太师、太保、司徒、司空施于部族。”[11]
 同时，设立了本族主管刑狱的官员、夷离堇、决狱官等，以解决联盟内由于财富、争斗所引起的各种纷争。

第三，农业、纺织、矿冶业与畜牧业的发展。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已有农业、纺织与矿冶业。《辽史·百官志》记载，部落联盟初期的军事长官涅里，“究心农工之事”，“教民耕织”。这时期，契丹社会生产力已有很大的提高，到阿保机伯父述澜为夷离堇时，“始兴板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习组织”。

第四，各部落已划分固定的“分地”，开始定居、半定居的生活。“契丹之初，草居野次，靡有定所。至涅里始制部族，各有分地。”[12]
 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契丹已由血缘组织向地缘组织转化。

三　由部落联盟向部族、国家的转变

部族是指氏族和部落之后，古代民族形成前的民族共同体，是在血缘关系解体过程中产生的。部族形成之初，是与部落联盟的形成及其逐渐巩固的时期相一致的。部落联盟的形成一般经过两个阶段：开始是由亲属部落之间暂时的、紧急的需要而结成的临时联盟，后来发展成为永久性的联盟。部落从分散状态结为永久性的联盟，这样就朝古代民族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契丹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为契丹部族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一是血缘关系逐渐薄弱，而地域性加强。在联盟中的八部之中，只有乙室部与迭剌部、突吕不部与突举部、乌隗部与涅剌部是互为兄弟的部落，至于他们彼此之间就未必存在这种血缘关系了。二是变民主公选制为世选制。例如部落联盟长只限于遥辇氏一族内当选，军事首长夷离堇则由涅里所在的迭剌部一族内当选。一经获得世选联盟长、军事首长的特权，就促进了各氏族中贵族家庭的形成。三是联盟内强大部落核心的形成。这一强大部落为当选联盟长之一部。这为以后契丹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民族共同体就是以其强大部落为核心逐步统一其余各部而形成的。四是纲纪、条教的确立，起到了约束和控制各个部落的作用，同时也是一个民族统一族俗形成的重要前提。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阻午可汗命涅里为夷离堇掌刑狱，始有纲纪，约束诸部及个人犯罪行为的发生。在部族形成的同时，国家的各种因素开始萌芽。国家的雏形也正在发育、成熟。

10世纪初，遥辇氏部落联盟长痕德堇可汗立，任命涅里的后裔耶律阿保机为夷离堇，统领兵马，专管对外征讨，俘获大量的战俘与牲畜，使得阿保机的实力大增。当时后唐统治下的幽、涿地区，由于赋役繁重，不少汉人逃入契丹，阿保机把这些汉人安置在头下军州内，让他们仍旧从事原来的农业生产或手工业制造。公元907年，痕德堇可汗拜耶律阿保机为于越（契丹尊官，非大功德者不授），总知军国事。阿保机由此掌握了联盟军政大权。

公元907年，“八部之人以为遥辇不任事，选于其众，以阿保机代之”[13]
 。阿保机成为契丹部落联盟的首领——可汗。阿保机担任部落联盟长后，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他开始了建立国家政权的一系列准备工作。

首先，变三年一选部落联盟可汗制为连任制。按契丹的惯例，阿保机的弟兄们也都有三年一选为联盟首领的资格，他们觊觎其位已久。阿保机任联盟首领后，汉人谋士对阿保机说：“中国之王无代立者。”阿保机益以威制诸部而不肯代。

平定诸弟叛乱。在阿保机任部落联盟长的第五年，阿保机诸弟剌葛、迭剌、寅底石、安端等共同谋反，两年内举行了三次武装叛乱，并且一次比一次规模大。其目的是要夺取部落联盟的领导权。耶律阿保机经过近两年的时间，才平定了三次武装叛乱，稳定和巩固了他在部落联盟内的统治地位。

计杀八部大人，统一契丹各部。叛乱平定后，部落联盟内仍存在着反对阿保机的势力，“诸部以其久不代，共责诮之。阿保机不得已，传其旗鼓，而谓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吾欲自为一部，以治汉城，可乎？’诸部许之。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有盐铁之利，乃后魏滑盐县也。其地可植五谷，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阿保机知众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诸部大人曰：‘我有盐池，诸部所食。然诸部知食盐之利，而不知盐有主人，可乎？当来犒我。’诸部以为然，共以牛酒会盐池。阿保机伏兵其旁。酒酣伏发，尽杀诸部大人”[14]
 。

阿保机在担任契丹部落联盟首领期间，为建立世袭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扫除了反对派设置的种种障碍和契丹部族中的贵族势力的反对，于公元916年正式登基，做了皇帝。

四　辽初国体与政体

关于辽初政权的性质，学术界看法不一[15]
 。辽初政权实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在龙化州即皇帝位，国号契丹，建元神册，群臣上尊号为“大圣大明天皇帝”，其妻述律氏为“应天大明地皇后”。立长子耶律倍为皇太子，确立了世袭皇权的统治，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国家。

在政治制度方面，设置了中央与地方各级管理机构，从事对国家和民众的管理。辽初官制是按因俗而治的方针设立，分为契丹本族官制和汉官制（详见下一节《二元制下的中央行政机构》）。

改编契丹部族为十八部，由北、南宰相府按地区进行统治。北、南府宰相由皇帝任命，而各部的“大王”，也由皇帝派遣，成为北南府统辖下的国家官吏。十八部的部民成为隶属国家的属民，承担国家的赋役。

对汉人俘户，以头下军州的办法进行统治。把俘获的汉人编入头下军州，头下军州由朝廷任命节度使进行管辖，其户数则由朝廷赐额，头下军州多由契丹贵戚、诸王、公主创立，头下户输租为官，且纳课给其主。这是根据中原州县制的办法，结合契丹的头目制设立的，以管辖汉人。

改渤海为“东丹国”，仍按渤海原有的制度治理东丹国。公元926年，辽太祖灭渤海国，派皇太子耶律倍任东丹王，治理东丹国，设中台省，置左、右、大、次相及百官，一用汉法。派皇弟耶律迭剌、契丹人耶律羽之分别担任左丞相、右次相，以渤海人大素贤为左次相，原渤海丞相为右丞相。

军队的改编。契丹国家建立后，太祖耶律阿保机设置“宫卫骑军”入则居守，出则扈从，葬则守陵，成为皇帝的警卫队。地方有州县部族军、五京乡丁、属国军等，成为捍卫皇权、维护统治的重要工具。

制定法律。耶律阿保机即位后，命突吕不撰“决狱法”，又命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辽境内的汉人则依汉法律。同时，在中央设置了决狱讼的法官“夷离毕”。法律的制定，对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巩固契丹的统治，起到重要作用。

建都城。公元918年，耶律阿保机在契丹故地建造皇都，为上京。

造文字。契丹无文字，刻木为契。公元920年正月，阿保机从侄鲁不古和突吕不受命，仿汉字偏旁，制契丹大字。之后，阿保机弟迭剌仿汉字、大字，制契丹小字，同在辽地颁行、使用。

耶律阿保机所建立的国家，是在“部分地改造氏族制度的机关，部分地设置新机关”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这个国家是一个封建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

契丹皇帝有独断一切的权力：有立法权、军权、行政权、任免百官之权等。阿保机已由部落联盟首领变为统领天下的君王。契丹国内的政治、军事、行政、司法大权都牢牢掌握在皇帝的手中。

封建制的推行。阿保机即位后大力推行封建制。经济上，对汉人实行赋税剥削，建立头下军州，用中原州县制的统治办法，安置俘获的汉人。汉人要“输租为官，且纳课给其主”，“夫赋税之制，自太祖任韩延徽，始制国用”[16]
 。

对契丹及各部族实行集中、统一的管理。阿保机在天赞元年（922）因迭剌部“强大难制”，于是把迭剌部分为五院、六院两部，各置夷离堇以统之。改编后的五院、六院部夷离堇，成为北、南府直接统辖下的国家官吏，直接听命于朝廷。

在政治制度上，实行中央集权的领导体制，把中原三省六部制引入辽中央官僚体制中，任用汉人官僚建章立制，使辽朝制度从开始建制就与中原封建制接轨。同时，把契丹原有的官职纳入中央官僚体制之中，采取因俗而治的办法进行统治，在原渤海封建地区，保留原来的体制。

辽朝跨越了奴隶制的发展阶段，直接进入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其一，辽国家的建立，是耶律阿保机用武力镇压内部诸弟的武装叛乱，统一契丹八部后而建立的。为了防止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与颠覆，必须实行专制的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才能安邦立国。

其二，契丹原有的氏族机构已远远不适应社会的急剧变化，因此建国后，原有传统体制保留的较少。判断一个政权的性质是奴隶制的抑或是专制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可以从氏族部落联盟旧体制保留的情况判断。辽朝建国，摒弃了原有的氏族部落联盟的旧体制，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辽建国后全面采取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统治制度，内部机构体制上没有阻碍它发展的制约因素。

其三，是否全盘或部分地接受中原政治体制也是判断一个政权性质的重要依据。辽朝从建国伊始，就全盘接受中原的政治体制，把中原的官僚机构移植到辽中央政权内。虽然也保留了契丹旧有的官名，但都赋予了新的含义：“凡辽朝官，北枢密视兵部、南枢密视吏部，北、南二王视户部，夷离毕视刑部，宣徽视工部，敌烈麻都视礼部，北、南府宰相总之。惕隐治宗族，林牙修文告，于越坐而议论以象公师”。[17]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以中原王朝政治体制为蓝图，制定辽朝的各项制度，使辽朝从建国之始，就迈上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道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这一体制，经过太宗、世宗、景宗、圣宗等几代人的苦心经营，使辽朝政治体制逐步完善，渐次完成了封建化的历史进程。

其四，辽初统治者采用何种生产方式，也是判断政权性质的重要前提。辽太祖建国初，占领了封建经济较为发达的渤海地区，辽太宗又占领了封建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燕云十六州地区，辽统治者面临着是用原有的生产方式来统治汉人、汉地，还是倒退回去，用奴隶制生产方式来统治汉人汉地的问题。辽初统治者明智地选择了前者，使得辽朝走向了封建化道路。正如马克思所说：“所有的征服有三种可能：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强加于被征服民族（例如，本世纪英国人在爱尔兰所做的）；或者是征服民族让旧生产方式维持下去，自己满足于征收贡赋；或者是发生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生产方式。”[18]
 辽的头下军州是采用中原州县制与契丹头目制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综合的生产方式。辽朝在原燕云十六州继续实行封建制的生产方式；把隶属于头下军州的二税户逐步转变为国家的属民，实行封建租佃制。

五　二元制下的中央行政机构

辽朝的官制分为中央北、南面官制。北面官制是以契丹游牧民族为治理对象而设立的制度。在北面官制中，包括契丹本族原有的官职，还有的是源于契丹沿袭唐朝以来的中原王朝的官职，以及建国后又吸收一部分中原王朝的官职。南面官制是以燕云十六州、辽五京所居汉人为治理对象，基本上沿袭中原政权（唐、五代）的官制。地方上实行府、州、县制和契丹部族制。

（一）北面官制

辽朝的北面官制，分为如下几类。

1.北面朝官

辽主管军政的机构为北、南枢密院，也称契丹、汉人枢密院。北枢密院“掌兵机、武铨、群牧之政，凡契丹军马皆属焉。以其牙帐居大内帐殿之北，故名北院”。[19]
 北枢密院的组织机构为：北院枢密使、知北院枢密使事、北院枢密副使、知北院枢密副使事、同知北院枢密使事、签书北枢密院事等。还有僚佐人员北院都承旨、北院副都承旨等。北枢密院的隶属机关有北枢密院中丞司。

北枢密院掌兵机武铨群牧之政，因此有军政关决权。《金史》卷75《左企弓传》：“辽故事，军政皆关决北枢密院，然后奏御。”需要说明的是，在辽中央南北面官制中，只设契丹（北）枢密院，汉人（南）枢密院，而无《辽史·百官志》中所列的“契丹南枢密院”。据《辽史》卷81《萧孝忠传》：“国制，以契丹、汉人分北、南院枢密治之，孝忠奏曰：‘一国二枢密，风俗所以不同。若并为一，天下幸甚。’事未及行，薨。”可证实辽朝只存在两个枢密院。

北、南宰相府：

北、南宰相府与北、南枢密院同为皇帝的辅佐机关，其职掌：“北宰相府。掌佐理军国之大政，皇族四帐世预其选。”“南宰相府。掌佐理军国之大政，国舅五帐世预其选。”[20]
 但据《辽史》中的各传记载，北府宰相多由萧氏（后族）担任，南府宰相多有皇族担任[21]
 。可见《辽史·百官志》的记载是错误的。

北、南宰相府设北、南府左、右宰相、总知军国事、知国事等。

北、南大王院：

北、南大王院初为迭剌部，太祖分迭剌部为北、南院。太宗会同元年（938）改夷离堇为大王。其职责为：分掌部族军民之政。均赋役、劝耕嫁，并承担行宫斡鲁朵的马、衣等用品的贡赋。北、南大王院下领三司。北大王院设北院大王、知北院大王事、北院太师、北院太保、北院司徒、北院司空、北院郎君。下设三司为：

北院都统军司：掌北院从军之政令。设北院统军使、北院副统军使、北院统军都监。

北院详稳司：掌北院部族军马之政令。设北院详稳、北院都监、北院将军、北院小将军。

北院都部署司：掌北院部族军民之事。设北院都部署、北院副部署。

南大王院与北大王院的职掌与组织机构基本相同。

宣徽北、南院：为太宗会同元年（938）设置。“掌北（南）院御前祗应之事”[22]
 ，是谓“宣徽院视工部”。

夷离毕院：执掌刑狱，是谓“夷离毕视刑部”。

大林牙院：掌文翰之事，设都林牙、林牙承旨等官。

敌烈麻都司：掌礼仪。“敌烈麻都视礼部”。[23]


2.北面御帐官与诸帐官

北面御帐、诸帐官是由辽的四时捺钵习俗而来。“辽之先世，未有城郭、沟池、宫室之固，毡车为营，硬寨为宫，御帐之官不得不谨。”[24]
 其内部机构有侍卫司、近侍局、北南护卫府、奉宸司、三班院、宿卫司、禁卫局、宿直司、硬寨司等机构。

北面诸帐官设遥辇大常衮司、大国舅司、渤海帐司、奚王府、乙室王府等。

3.北面宫官

辽朝建诸宫斡鲁朵，其蕃汉户，统以北面宫官。其机构为：

诸行宫都部署院。总契丹汉人诸行宫之事。

契丹行宫都部署司。总行在行军诸斡鲁朵之政令。

行宫诸部署司。掌行在诸宫之政令。

某宫都部署司。掌本宫契丹军民之事。

某宫提辖司。

（二）南面官制

辽在中央设南面官制，“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25]
 。《辽史·百官制》说：“（辽）既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诚有志帝王之盛制，亦以招徕中国之人也。”[26]
 南面官的官吏任用，主要是汉人，也有契丹人。南面官是兼采唐宋官制而逐渐增置的。

三师府：下置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府：下置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与三师为荣誉称号，属虚职。

汉人枢密院：掌汉人兵马之政。由辽太祖时的汉儿司演变而来。设枢密使、副使，知枢密使事，知枢密院事等。

中书省：初名政事省，太祖时置官，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改为中书省，设有中书令，大丞相，左、右丞相，知中书省事等职。

门下省：设侍中、常侍、散骑常侍、给事中、门下侍郎。

东上
 门司：设东上
 门使、副使。

西上
 门司：设西上
 门使、副使。

通进司：设左、右通进。

登闻鼓院：设登闻鼓使。

尚书省：太祖时候初设，置左、右尚书。其职官有尚书令。左、右仆射。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左、右司员外郎。

六部：《辽史·百官制》中只罗列几个官职，具体的官职及六部的设置均未见记载。现据辽代碑刻、墓志铭补充如下：

吏部：设吏部尚书、令史、主事、郎中（见《全辽文·王说墓志铭》）。

户部：设户部使、户部判官。不但在辽朝中央设置户部，在五京也分别设置户部（见《全辽文》卷六《张俭墓志》）。此外，还设置四曹：一曰户部；二曰度支；三曰金部；四曰仓部。《全辽文》中记载刘泾、程冀同郑恪、张绩等人分别任四曹官职。

礼部：设礼部尚书、礼部郎中、礼部贡举。

兵部：设兵部尚书、兵部侍郎。

工部：设工部尚书、工部侍郎。

刑部：设刑部尚书。

御史台：太宗会同元年（938）置。设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等。掌纠察百官。此外，北面官中的中丞司，也负有纠察百官之责。

翰林院：掌天子文翰之事。设翰林都林牙、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翰林祭酒等职。

国史院：掌修国史。设监修国史、史馆学士、史馆修撰、修国史。

宣徽院：掌御前祗应之事。此外，还设有宣政殿、观书殿、昭文馆、崇文馆、乾文阁、司天监、国子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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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因俗而治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

一　契丹族的部族制

辽代契丹族的部族制度，是建国前契丹部族制度的保留与发展，它不同于建国前的契丹部族制。在契丹古八部与隋十部时期，基本上是以血缘联系为其主要特征，部族制度及民族共同体尚未形成。在大贺氏部落联盟与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古代部族制度已逐渐在契丹氏族社会内部生成与发展，并且已出现民族共同体的萌芽。建国后契丹部族制度是以地缘联系为其主要特征，已形成统一的民族共同体。其统治方式也由氏族社会的部族制转变为国家直接统辖下的多民族汇聚的部族制。在辽中央集权制下，按照“因俗而治”的国策，对建国前契丹旧部族进行改造，使之成为辽中央政权直接领导下的地方行政机构。在研究辽代部族制度时，有必要对建国前契丹的部族制度作一历史的回溯，以便寻找出新制与旧制的联系及其变化。

（一）建国前契丹的部族组织

建国前契丹的部族组织，曾先后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古八部与隋十部时期；大贺氏与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古八部与隋十部为氏族部落时期，而大贺氏与遥辇氏部落联盟为契丹部族制开始形成与巩固的时期，也是契丹民族共同体逐步形成的时期。

古八部与隋十部时期，契丹氏族部落的特征如下：

1.母权制已让位给父权制，但是仍旧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据《辽史·部族志》记载：“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1]
 这八部按照父系计算世系。每个孩子在其父亲的氏族注籍，女性自出嫁后，便丧失了原来的姓氏，连同她所生的子女均属男性氏族，这八部互为兄弟，属于同一血缘系统。

2.其社会组织的基本形态为“部落”。古八部时期为八个部落，隋十部时期则为十个部落。古八部的名称为：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絜部、黎部、吐六於部。隋十部名称不详。各部落有“酋帅”，统领各部。

3.各部落分散行动，不相统属。元魏时八部各以名马文皮来贡，得以在和龙、密云之间互市。

4.在氏族部落时期，各部落无定居，四季迁徙，逐寒暑，随水草畜牧。大贺氏部落联盟与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为契丹部族制度初创与形成时期。部族是指氏族和部落之后，古代民族形成前的历史阶段，它是在血缘关系解体过程中产生的。部族形成的开始，是与部落联盟的形成及其逐渐巩固的时期相一致的。部落联盟的形成一般经过两个阶段：开始是由亲属部落之间的暂时的、紧急的需要而结成的临时联盟，后来发展成为永久性的联盟。与此同时，其部族制度也逐渐形成与巩固。

建国前契丹的部族制度有如下的特点：

1.契丹各部分地而居，血缘联系薄弱、地域性加强。大贺氏部落联盟时期，唐朝在契丹内地设置松漠都督府，以联盟头领窟哥为都督，八部各有所属之地：以达稽部为峭落州、纥便部为弹汗州、独活部为无逢州、芬问部为羽陵州、突便部为日连州、芮奚部为徒何州、坠斤部为万丹州。伏部，有州二，为匹黎州与赤山州。

2.制部族、分其氏。部是原来部落形式的继续和发展，族是新改编的以氏为主要内容的族。后来由于战争的需要，出现了由一个最富有的家族把自己家族兄弟派到他部去代替原来的部长，以部为氏，乃分其氏。在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阻午可汗“分营置部”，把军事上作战的组织，改编为部族。这八部之中，只有乙室与迭剌、突吕不与突举、乌隈与涅剌等是互为兄弟的部落，至于其他几部彼此之间就未必存在血缘关系了。

3.变民主公选制为世选制，契丹的部落联盟首领只限于在大贺氏、遥辇氏一族内当选，而一经获得世选联盟长的特权，就促进了部族中显贵家族的形成。

4.部族是以强大的部落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辽建国前的契丹部族是以迭刺部和乙室部为其核心建立的。直至建国后，迭剌部和乙室部仍为辽代部族之中的四大部族之三大部族（辽太祖分迭剌部为二：五院部与六院部）。

5.这一时期，生产力有了显著的提高。涅里担任契丹遥辇氏部落联盟军事首长时，教民耕织，发展生产。《辽史·百官志》记载：“始祖涅里究心农工之事。”“自涅里教耕织，而后盐铁诸利日以滋殖。”

6.建国前的契丹部族内，已经有了用来约束与制裁部民犯罪行为的习惯法，有了牢狱。《辽史·太祖纪赞》载：“传至雅（涅）里，始立制度，置官署，刻木为契，穴地为牢。”

在契丹部族制度形成的同时，国家的各种因素已开始萌芽，契丹民族共同体也在逐步形成。

（二）建国后契丹部族组织的发展与变化

建国后，契丹部族组织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保留了建国前部族制的外壳与名称，但其内部，已发生深刻的变革。部族内的部民，已由原来隶属于部落联盟下的部民，转变为隶属于国家的属民。他们有共同的放牧之地，泰州“二十部族水草之地”[2]
 ，有自己的畜群，有国家发放给他们的一定数量的耕地，他们每年向国家缴纳租税、俸羊等，还要承担国家的各种赋役如兵役、修城役，等等。国家派遣官员对部族进行管理，各部设夷离堇为各部的部长，太宗时，把夷离堇改为大王，又增设都监、司徒、闸撒狘、辛衮等官员，共同管理部族。部族中的首领，为国家派遣的官吏，各部的部民，成为国家的属民。

建国后的部族组织经过两次改编，第一次为辽太祖时期，把契丹旧部族改编为二十部；第二次为辽圣宗时期，把契丹原有部族改编为十六部，增置十八部。共计三十四部[3]
 。辽圣宗把各部首领由设夷离堇（大王）而改设节度使进行管理。节度使分别隶属东京都部属司、黄龙府都部属司、西南、西北招讨司、乌古敌烈统军司、东北路统军司等。由上可知，部族的节度使以军事职责为主。

太祖时期把皇族与后族列为辽内四部族：遥辇九帐族，横帐三父房族，国舅帐拔里，乙室己族，国舅别部。其中的横帐三父房族，为辽部族的核心，是皇族御帐。辽太祖二十部，实际上只有十八部，因二国舅别部升帐分，不在此列。

太祖十八部为：五院部、六院部、乙室部、楮特部、突举部、品部、乌隈部、涅剌部、突吕不部、奚王府六部五帐、突吕不室韦部以上十一部隶属北府管辖。

涅剌拿古部、乌古涅剌部、图鲁部。

迭剌迭达部、乙室奥隈部、褚特奥隈部、品达鲁虢部。以上七部隶属南府管辖。

太祖时期的部族组织有如下特点：

1.部族组织具有军政合一的特点。部族组织及其部民的首要职责为守卫边防。《辽史·营卫志》云：“分镇边圉，谓之部族。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佃渔为生。”各部的部民为国家的属民，承担着戍边与生产的双重任务，军政合一，亦兵亦农（牧），是契丹部族制的一个显著特点。

2.各部族有固定的放牧之地与戍守之地，国家按各部地区实行分地，按地区进行管理。如五院部的戍守之地为南境，太宗会同二年（939），把五院部的瓯昆石烈迁到水草丰美的乌古之地，后来，又把海勒水的土地给瓯昆石烈，辟为农田。建国前与建国后的部族组织的一个重大区别就在于国家是按地区划分它的国民。建国后，部族居民已开始定居，国家按各部所居地区进行管理。

3.公共权力的设立。“这个特殊的公共权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不可能了。”“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4]
 部族中的部民，在部落联盟时期自愿当兵。到建国后，征兵成为一种强制性的义务，“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5]
 。在部族内，设有双重管理机构：管戍军的节度使、都监；管民事与生产的司徒。他们分管的任务不同，驻守之地与办公的地点也不同。节度使、都监多在镇戍之地统领契丹戍兵，司徒多在契丹部民所居之地统领“留后户”进行生产[6]
 。留后户，指妇孺老弱，留守在家从事生产的契丹部民。各部的管理官员由国家派遣，而不是如建国前，部民公选各部的头领。圣宗时期，“划离部人请今后详稳只于当部选授，上以诸部官长惟在得人，诏不允”。[7]


4.部族组织的基层单位为石烈（弥里），由各石烈组成为部。石烈，契丹语为乡之意，其长官为辛衮、牙书。每部内最少设两个石烈，也有的部内多达十几个石烈不等。

5.在部族内，已掺杂进大量降俘的人口，这些降俘的人口有的为汉族、有的为渤海、女真、室韦、奚族。各民族杂居，促进了民族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融合。

辽圣宗时期，契丹部族组织经过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时期近百年的发展，有了很大的变化。辽朝对周邻各族的征服战争，使大量的降俘人口涌入部族内。为适应社会的发展，辽圣宗对部族组织进行了改编，以旧部设置十六部，另增加十八部。圣宗以原有的旧部族设置十六部，又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以太祖时期所设的宫分户，各置为部。“太祖伐奚，乞降，愿为著帐子弟，籍于宫分，皆设夷离堇。圣宗各置为部，改设节度使，皆隶南府，以备畋猎之役。”[8]
 有窈爪部、稍瓦部等。

二是析置原八部的部分民众，重新组部。最初，从八部中各抽二十户以戍奚，侦候落马河及速鲁河侧，置二十详稳（辛衮音译），圣宗因户口蕃息，置特里特勉部，设节度使管辖，隶南府。

三是把原隶属辽朝的北方少数民族室韦等族置部，分隶北、南府。

圣宗时期增置的十八部，多为俘降的北方各民族人户，如女真、乌古、敌烈、唐古、鼻古德、五国部等。圣宗把上述各族人户置为部，分隶北、南府，节度使属各路统军司、招讨司。这十八部分戍各地。

辽圣宗改编后，辽代部族组织的特点如下：

1.在原有的部族组织内，增加了大量少数民族的降俘人户，为契丹部族组织增添了新鲜血液，扩大了部族组织的范围与民族成分，促进了民族融合。

2.析置诸斡鲁朵户，使其部民由隶属诸宫改隶国家，使农奴制因素逐步得到控制，推进辽朝封建化更加深入。

3.辽代部族制度，以契丹部族为其中心，逐步外延到降俘的人户之中，再外延到边境少数民族之中，处于部族制外圈的边境少数民族，虽然编入部族之中，但是，仍保留原来的社会形态不变。例如五国部，圣宗时来附，命他们仍居本土，以镇东北境，属黄龙府都部署司，他们仍保持原有的社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不变，对朝廷只履行出兵、贡赋的义务。

（三）部族组织的管理机构

辽代部族组织的管理机构，分为中央与地方两级管理机构。辽中央管理机构，为北、南宰相府，辽代各部族分隶北、南宰相府管辖。太祖时期的辽部族，隶北府的有十一部，隶南府的有七部。圣宗时期的辽部族，隶北府的有二十六部，隶南府的有八部。在辽中央还设四大王府，管辖辽部族内的最为强大的四大部族。四大部族为：五院部、六院部，乙室部、奚王府部。五院部、六院部原来为迭剌部，因强大难制，太祖分五石烈为五院、六爪为六院，也称北、南大王院。

北宰相府：掌佐理军国之大政，设北府左、右宰相，总知军国事、知国事。太祖时，隶北府管辖的部族有十一部，圣宗时为二十六部。

南宰相府：掌佐理军国之大政，设官与北府同。太祖时，隶南府管辖的部族有七部，圣宗时为八部。

大横帐常衮司：掌太祖皇帝及九帐皇族之事。

大国舅司：掌国舅乙室己、拔里二国舅帐之事。

遥辇九帐大常衮司：掌遥辇九世宫分之事。

北大王院：分掌部族军民之政。设北院大王、北院太师、太保、司徒、司空。掌部族、军民之政。

南大王院：分掌部族、军民之政。所设官职与北院同。在北、南大王院中，又设北、南院统军司、详稳司，掌北、南院从军及军马之政令，设北、南院都部署司，掌北、南院部族、军民之事。

乙室王府：设迪骨里节度使司，掌管乙室部的部族、军民之事。

奚王府：设二常衮，二宰相及太尉，掌管奚六部的部族、军民之事[9]
 。

辽朝廷把号称强大难制的四大部族即五院部、六院部、乙室部、奚六部，直接隶属中央，起到了监督、控制这四大部族的作用，是为了防止地方分权而采取的必要措施。四大部族虽直接隶属中央，但在其上，又增加了一层管理机构，即北、南宰相府，使得骄横难制的四大部族不能完全我行我素，而听命于北、南宰相府的管辖。即便如此，也仍然存在着中央集权与分权的矛盾。据路振《乘轺录》载：“西南至山后八军八百余里，南大王、北大王统之，皆耶律氏也。控弦之士各万人。二王陆梁难制，虏每有征发，多不从命，虏亦姑息……”

北、南大王的职掌，史书无载。现据散在史料分析，可归纳为两方面：一为主管军事，二为主管生产。耶律吼任南院大王时，太宗亲征，他以所部兵随征。耶律屋质与耶律挞烈在担任北、南院大王期间，“在治所不修边幅，百姓无称，年穀屡稔”，“朝议以为‘富民大王’云”。[10]


辽代部族组织的地方管理机构，是以部为单位，每个部内设部族节度使司、部族详稳司来管理。在节度使司内，设节度使、副使、节度判官等职。在详稳司内，设详稳、都监、将军等职。节度使司与详稳司主管军事，兼理狱讼，民事则由司徒掌管。统军的节度使、详稳与统民的司徒有各自不同的管理区域和办公地点，这是由于各部的戍守之地与居民的居住地不同所致。如迭剌迭达部，节度使属西南路招讨司，戍黑山北，部民居庆州南。

各部下设石烈或弥里，石烈，契丹语为乡之意。弥里为小乡之意。石烈是契丹部族的基层组织，每石烈少则几十户、多则几百户，甚至上千户，由数个石烈组成为部。小乡之抹里，石烈，都设有官员进行管理。石烈官长为辛衮、牙书，抹里的官长为闸撒狘[11]
 。

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部族官员，都由朝廷来任命。为了加强对部族内各少数民族的控制，辽中央选派契丹人充任少数民族的部族节度使，并给予一定的自主权。“五国、隈乌古部节度使耶律隈洼以所辖诸部难制，请赐诏、给剑，仍便宜从事，从之。”“划离部人请今后详稳只于当部选授，上以诸部官长惟在得人，诏不允。”[12]
 都说明了在辽中央集权统辖下，部族制度管理较为严密。

（四）部族组织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辽代部族制度与辽代社会相始终，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具有自身的特点，并对辽代社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辽代部族制度的特点：

1.辽代部族制度保留了建国前契丹部族组织的外壳，并加以改造，使之更适应社会的发展，但仍以部为其基本单位。

2.辽代部族组织具有军事、行政相统一的特点。在部族的管理方面，节度使、都监主管军事与戍守，司徒、司空主管民事、生产。他们各自的办公地点不同，每人各司其职，各管其事。

3.辽代的部族组织，具有兵、民合一的特点，即《辽史·营卫志》所说：“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佃渔为生。无日不营，无在不卫。”“有调发，则丁壮从戎事，老弱居守。”

4.辽代部族组织，具有优遇统治民族契丹族的特点。诸部族节度使的选授与任命，由朝廷统一掌握。少数民族部族节度使，都要由契丹人担任，体现了作为辽王朝统治民族的契丹族，在政治上的优势。如“五国、隈乌古部节度使耶律隈洼以所辖诸部难制，请赐诏、给剑，仍便宜从事，从之”。各部族以部为单位，耕种与放牧，输纳赋役也以部为单位进行。泰州与静边州，都为契丹二十部族水草之地，实际上是各部共同的放牧之地。又如“乙室奥隈部黍过熟未获，遣人以助收割”。朝廷由于涅剌、乌隈二部额少役重，而减少赋役，都是以部为单位进行的。

辽代的部族组织对辽代社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部族军是保卫辽朝廷的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它为辽王朝提供一支骁勇、强大的骑军。众部族军分隶南北府，守卫四边，对防止外部武装力量入侵，起了重要的作用。

辽代部族组织是维系二百余年辽王朝统治的基础，是其赖以存在的基石，是辽王朝重要的物资供应地与稳定的大后方，是提供兵源、物资、马匹的供应站。辽代各部族有向辽朝出贡赋、出兵作战的义务。而处于辽部族外围的边疆各少数民族部族，由于受辽朝的压迫，时服时叛，具有离心力的作用，从而削弱了辽朝的统治。

二　斡鲁朵

斡鲁朵是辽代契丹民族特有的一种制度。斡鲁朵为宫卫组织与官府治事之所，始终护从着契丹皇帝，并有相对固定的地点。斡鲁朵辖有斡鲁朵户，分州县、部族斡鲁朵户和行宫斡鲁朵户。前者承担朝廷的力役、租税、行军作战、守卫陵寝等职责，不随行宫四时捺钵；后者侍奉帝、后、皇室饮食起居、游猎，禁卫等，不承担生产任务，随同皇帝四时捺钵。斡鲁朵的最高管理机构为诸行宫都部署院。

（一）斡鲁朵及其所在地

翰鲁朵为契丹语。关于斡鲁朵的语义，史书记载有以下几种说法。《辽史·营卫志》云：“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辽史·国语解》云：“斡鲁朵，宫也。”《金史·国语解》则云：斡鲁朵，“官府治事之所”。由此可知，斡鲁朵包含以下三层含义：一为宫卫之意，二为宫、行宫之意，三为管理斡鲁朵民户的官府。

斡鲁朵的设置，最初是因防备寇贼奸宄而设立的宫卫组织。据《辽史·营卫志》记载：“并、营以北，劲风多寒，随阳迁徙，岁无宁居，旷土万里，寇贼奸宄乘隙而作。营卫之设，以为常然。其势然也。”“有辽始大，设制尤密。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分镇边圉，谓之部族。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渔为生。无日不营，无在不卫。立国规模，莫重于此。”由于斡鲁朵是因防备寇贼而设立的皇帝的宫卫组织，因此又被称为“宫卫”、“亲卫”。辽朝历代皇帝都建有自己的斡鲁朵。之后，斡鲁朵又增加了守陵、出征、生产等任务。“太祖以迭剌部受禅，分本部为五院、六院，统以皇族，而亲卫缺然。乃立斡鲁朵法，裂州县，割户丁，以强干弱支。诒谋嗣续，世建宫卫。入则居守，出则扈从，葬则因以守陵。有兵事，则五京、二州各提辖司传檄而集，不待调发州县、部族，十万骑军已立具矣。”[13]
 辽代斡鲁朵也含有行宫之意，为契丹皇帝的居所。契丹皇帝的行宫，据北宋使者宋绶所见：“东向设毡屋，署曰省方殿，无阶，以毡籍地，后有二大帐。次北，又设毡屋，曰庆寿殿。去山尚远，国主帐在毡屋西北，望之不见。”[14]
 这里所说“国主帐”，即为辽朝皇帝所居的行宫。

斡鲁朵又含官府治事之所之意。辽代斡鲁朵共十二宫一府，设北、南面宫官进行管理。各斡鲁朵有固定的管辖范围与职责，“总辖图般（版），兼领禁卫”[15]
 ，“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16]
 。

隶属斡鲁朵的民户，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汉人、渤海人为主的州县斡鲁朵户，《辽史》中称为番汉转户；另一类是以契丹人为主的部族斡鲁朵户，《辽史》中称为契丹正户。州县斡鲁朵户，由南面诸宫官进行管理；部族斡鲁朵户为契丹正户，由北面诸宫官进行管理。石烈、瓦里、抹里、得里、闸撒为北面宫中的基层管理机构。瓦里“为官府名，宫帐、部族皆设之”。抹里，“官府名。闸撒狘亦抹里官之一”。[17]


斡鲁朵所辖州、县、提辖司、石烈、抹里主要分布于辽上京、中京、东京。此外，南京、西京也有数量不多的斡鲁朵户。由于其统辖地域辽阔，作为官府治事之所与管理机构的斡鲁朵，应该有一个固定的办公地点，才能对散布于五京的斡鲁朵户进行管理。据史书与辽代石刻资料记载，作为官府治事之所的斡鲁朵，确有固定的办公地点。王师儒曾于辽乾统元年（1101）任诸行宫都部署，他上任不久，即死于任上，“感疾薨于广平甸之公府”[18]
 。冯从顺曾任“敦睦宫汉儿渤海都部署，归义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上京户部使……于太平三年口月十五日寝疾，薨于上京之公署”。[19]
 从上述史料可知：作为诸行宫都部署与各宫都部署的北、南面宫，是有固定的办公地点的。文中的“公府”、“公署”，即为斡鲁朵官府所在地。

不但作为官府治事之所的斡鲁朵有固定的公署、公府所在地，而且，管理契丹游牧部族的各部首领也有固定的官府所在地：“六院部……隶北府，以镇南境。其大王及都监春夏居泰德泉之北，秋冬居独卢金。”“乙室部……隶南府，其大王及都监镇驻西南之境，司徒居鸳鸯泊，闸撒狘居车轴山。”[20]


上文中泰德泉、独卢金、鸳鸯泊等是管理契丹部族的官府所在地，同时也是辽帝捺钵之所。

管理斡鲁朵内契丹正户的石烈、瓦里、抹里、得里、闸撒狘，既是官府名称，也是官职名称[21]
 。他们同管理契丹各部族的官员一样，有固定的办公地点。《辽史·营卫志》中所指的斡鲁朵所在地，即是管辖斡鲁朵户的官府所在地。这个官府所在地，又为契丹皇帝捺钵地之一。如：“算斡鲁朵，太祖置。国语心腹曰‘算’，宫曰‘斡鲁朵’。是为弘义宫。以心腹之卫置，益以渤海俘、锦州户。其斡鲁朵在临潢府，陵寝在祖州东南二十里。”耶鲁盌斡鲁朵，世宗置。“兴盛曰耶鲁盌，是为积庆宫。以文献皇帝卫从及太祖俘户，及云州提辖司，并高、宜等州户置。其斡鲁朵在土河东，陵寝在长宁宫北。”[22]


辽建十二宫一府，九位皇帝各置一宫，二位皇太后各置一宫，孝文皇太弟置一宫，大丞相韩德让置一府。其斡鲁朵所在地能够确指的有十个。这十个斡鲁朵所在地名，又分为两种类型：一为府州之地名，二为山水之地名。斡鲁朵在府州的有三个：太祖弘义宫，其斡鲁朵在临潢府；应天皇太后长宁宫，其斡鲁朵在高州；兴宗延庆宫，其斡鲁朵在高州西。斡鲁朵在山、水之地的有七个：世宗积庆宫，其斡鲁朵在土河东；承天太后崇德宫，其斡鲁朵在土河东；太宗永兴宫，其斡鲁朵在游古河侧；穆宗延昌宫，其斡鲁朵在
 雅里山南；景宗彰愍宫，其斡鲁朵在合鲁河；圣宗兴圣宫，其斡鲁朵在女混活直；道宗太和宫，其斡鲁朵在好水泊。以上七个斡鲁朵所在地，有两个地理位置明确：世宗积庆宫与承天太后崇德宫，其斡鲁朵都在土河东，为辽上京道永州所在地，也为辽诸帝捺钵处之一。其余五个斡鲁朵所在地不能够确指，但也可以判断其斡鲁朵是在辽帝捺钵地之一处。如：应天皇太后与兴宗的斡鲁朵在高州西，高州属中京，境内有平顶山、落马河、松山等。高州既为斡鲁朵官府所在地，又为辽帝捺钵之处。辽圣宗曾“连猎于有柏、碎石、太保、响应、松山诸山”[23]
 。世宗与承天太后的斡鲁朵在土河东。土河东有龙化州、广平淀、长泊，为辽诸帝冬捺钵之地。据此可推定：斡鲁朵作为官府治事之所，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其地点正是辽诸帝捺钵处之一。因此，其余以山水命名之处，当为各斡鲁朵官府之所在。以山水命名斡鲁朵官府所在，其捺钵的含义也包含于其中。

（二）契丹皇帝的行宫及其随行者

契丹皇帝终年盘桓在春水秋山之间，作为宫卫组织的斡鲁朵，始终伴随着皇帝，进行着周而复始的四时捺钵。

契丹皇帝的行宫，是用鹿皮、毛毡木柱、竹榱搭盖而成的帐篷，作为皇帝的宫殿、寝殿与朝廷百司之所在：“皇帝牙帐以枪为硬寨，用毛绳连系。每枪下黑毡伞一，以庇卫士风雪。枪外小毡帐一层，每帐五人，各执兵杖为禁围。南有省方殿，殿北约二里曰寿宁殿，皆木柱竹榱，以毡为盖，彩绘韬柱，锦为壁衣，加绯绣额。又以黄布绣龙为地障，牕、槅皆以毡为之，付以黄油绢。基高丈余，两厢廊庑亦以毡盖，无门户。省方殿北有鹿皮帐，帐次北有八方公用殿。寿宁殿北有长春帐，卫以硬寨。宫用契丹兵四千人，每日轮番千人祗直。禁围外卓枪为寨，夜则拔枪移卓御寝帐。周围拒马，外设铺，传铃宿卫。每岁四时，周而复始。皇帝四时巡守，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并应役次人，及汉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从。汉人枢密院、中书省唯摘宰相一员，枢密院都副承旨二员，令史十人，中书令史一人，御史台、大理寺选摘一人扈从。”[24]


文中记载契丹皇帝的行宫是用木柱竹榱、毛毡、鹿皮搭盖的帐篷。皇帝的行宫由契丹兵士守卫。跟随契丹皇帝的为契丹北、南面官员及应役次人。

与史书记载不谋而合的，是北宋朝廷派往辽朝的使臣宋绶亲眼所见的契丹行宫：

“复渡土河至木叶山，本阿保机葬处，又云祭天之地。东向设毡屋，署曰省方殿，无阶，以毡籍地。后有二大帐，次北，又设毡屋，曰庆寿殿。去山尚远，国主帐在毡屋西北，望之不见，尝出三豹，甚驯，马上附人而坐。猎则以捕兽。”[25]


北宋使臣沈括于辽道宗大康元年（1075）也曾出使辽国。据他所见：

“是时，契丹以永安山为庭，自寨至其庭三十有六日……顿程帐，东南距新添帐六十里。帐西北又二十里至单于庭。有屋，单于之朝寝、萧后之朝寝凡三。其余皆毡庐，不过数十，悉东向。庭以松干表其前，一人持牌立松干之间，曰阁门，其东相向六、七帐曰中书、枢密院、客省，又东，毡庐一，旁驻毡车六，前植蠹，曰太庙，皆草莽之中。”[26]


北宋使臣宋绶、沈括出使辽朝所见到的契丹行宫，有皇帝、皇后所居住的毡屋、帐篷，还有数十座毡庐，为辽朝中书省、枢密院等官署所在，并未见到有斡鲁朵民户所居。这与《辽史·营卫志》记载基本相同。

守卫契丹皇帝行宮的，为斡鲁朵兵士，即北面御帐宫中所隶属的侍卫、卫从。辽道宗时，耶律重元叛乱，南院枢密使耶律仁先就是率领宫中近侍、宿卫士平叛的：“乃环车为营，拆行马，作兵仗，率官属近侍三十余骑阵柢枑外。及交战，贼众多降。”[27]
 “涅鲁古以事泄，遽拥兵犯行宫。南院枢密使许王仁先等率宿卫士讨之。涅鲁古跃马突出，为近侍详稳渤海阿厮、护卫苏射杀之。”[28]
 由此可知，担任皇帝行宫护卫的，为近侍、护卫、宿卫士等宫卫人员，而不是斡鲁朵人户构成的游牧集团。

除了担任皇帝的近侍、护卫、宿卫士等宫卫人员跟随行宫外，还有辽朝的百官及其家属：“虏所止之处，官属皆从，城中无馆舍，但于城外就车帐而居焉。”[29]
 辽世宗时期，在显陵附近行宫内，耶律察割趁机举行叛乱，“百官不从者，执其家属”[30]
 。

随同契丹皇帝行宫的还有为皇室服杂役的著帐户，他们“本诸斡鲁朵析出，及诸罪没入者。凡承应小底、司藏、鹰坊、汤药、尚饮、盂漱、尚膳、尚衣、裁造等役，及宫中、亲王祗从，伶官之属，皆充之”[31]
 。著帐户也称做行宫斡鲁朵户。行宫斡鲁朵户与其他斡鲁朵户的不同之处在于，行宫斡鲁朵户一般不从事生产，而是承担皇帝行宫内的各种杂役。承担农业或畜牧业生产的，为州县斡鲁朵户与契丹斡鲁朵户。

行宫斡鲁朵户除著帐户外，还包括随从契丹皇帝出猎的猎人，如鹿人、獐人、鹰人、狼人。这些猎人有自己的家庭，他们居住在契丹皇帝的行宫附近，随从契丹皇帝四时捺钵。辽穆宗经常醉饮于侍从、虞人之家：应历十三年（963）十一月，“猎，饮于虞人之家，凡四日”；应历十五年（965）十二月甲辰，“以近侍喜哥私归，杀其妻”；应历十六年（966）十二月甲子，“幸酒人拔剌哥家，复幸殿前都点检耶律夷腊葛第，宴饮连日”[32]
 。

供给皇帝行宫的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种物品，如饮食、衣物等，是从辽朝的南京、上京等地，源源不断地用车马运送而来。北宋使者沈括在《熙宁使虏图抄》中记载：“契丹之粟、果瓜皆资于燕。粟，车转；果瓜，以马送之虏廷。”“祖州……东为州廨及诸官廨舍，绫锦院，班院祗侯番、汉、渤海三百人，供给内府取索。”[33]


由此可知，契丹皇帝的行宫，并不是有一个生产组织的部落跟随、扈从着皇帝，而是担任皇帝侍卫、禁卫的宫卫组织以及以著帐户为主的行宫斡鲁朵户侍奉、守卫着皇帝的安全。南京、上京等地，是供给契丹皇帝生活必需品的内帑。所以，契丹皇帝的行宫，可以不必有契丹生产部落跟随，就可以有衣、食、住、行等方面充裕的供给。而一个浩浩荡荡的契丹生产部落，是无法跟随契丹皇帝的轻车快马往来于春水秋山之间的。

（三）州县斡鲁朵户、部族斡鲁朵户与行宫斡鲁朵户

辽代的斡鲁朵户，可以分为州县斡鲁朵户、部族斡鲁朵户与行宫斡鲁朵户三种。《辽史·营卫志》记载得很明确：“辽国之法：天子践位置宫卫，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凡州三十八，县十，提辖司四十一，石烈二十三，瓦里七十四，抹里九十八，得里二，闸撒十九。为正户八万，番汉转户十二万三千，共二十万三千户。”

在《辽史》中，州县斡鲁朵户称为“番汉转户”；部族斡鲁朵户称为“契丹正户”；从诸斡鲁朵中分出，另组成的行宫斡鲁朵户，称为著帐户。州县斡鲁朵户的来源如下：

1.用俘户建置的斡鲁朵州县。祺州，“太祖以檀州俘于此建檀州，后更名。隶弘义宫”。宗州，“耶律隆运以所俘汉民置，圣宗立为州，隶文忠王府”。仪坤州，属长宁宫，应天皇太后俘掠有技艺者多归帐下，谓之属珊[34]
 。

2.从原来隶属州县的民户中分出，使之成为斡鲁朵户。奉先县：“世宗析辽东长乐县民以为陵户，隶长宁宫。”山东县：“穆宗割渤海永丰县民为陵户，隶积庆宫。”康州：“世宗迁渤海率宾府人户置，属显州，初隶长宁宫，后属积庆宫。”[35]


3.没收契丹贵族私城为斡鲁朵州县。贵德州，“太宗时察割以所俘汉民置。后以弑逆诛，没入焉”[36]
 。

4.由流配的犯罪者而建置的州县斡鲁朵。泰州，州隶延庆宫，统县二。其中兴国县，“本山前之民，因罪配递至此，兴宗置县。户七百”。长春州，隶延庆宫。统长春一县。“本混同江地。燕蓟犯罪者流配于此。”[37]


部族斡鲁朵户之来源是由各契丹部落中划分出来。“辽国之法：天子践位置宫卫，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38]
 文中的“析部族”，即从契丹部族中分出一部分民户，成为部族斡鲁朵户，也就是各斡鲁朵中的“契丹正户”。辽建十二宫一府，各宫、府均由契丹部族斡鲁朵户即契丹正户与汉人州县斡鲁朵户即番汉转户而组成。

除州县斡鲁朵户、部族斡鲁朵户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斡鲁朵户，即随从契丹皇帝行宫的斡鲁朵户。他们的来源如下：

1.挑选诸部豪健而组成。辽太祖建国初，“时制度未讲，国用未充，扈从未备，而诸弟剌葛等往往觊非望。太祖宫行营始置腹心部。选诸部豪健二千余充之，以曷鲁及萧敌鲁总焉”[39]
 。

2.自动投附而来：“太祖始置宫分以自卫，欲稳率门客首附宫籍。”[40]
 他们组成皇帝的禁卫，负责守卫皇帝，守卫行宫的安全。

3.从诸斡鲁朵中析出，及诸罪没入者，成为行宫中的著帐户。他们的职责是侍奉帝、后的饮食、起居、娱乐、围猎等。

州县斡鲁朵户与部族斡鲁朵户承担着生产、军事等方面的职责。他们有向朝廷输纳赋税，出征作战等方面任务。具体如下：

1.承担朝廷的力役：道宗大安四年（1088）二月，“曲赦春州役徒……赦泰州役徒”。春州即长春州，与泰州同隶延昌宫。大安四年七月，“曲赦奉圣州役徒”[41]
 。奉圣州，统州三、县四。望云县，直隶彰愍宫。大公鼎任沈州观察判官时，“北枢密院大发濒河丁壮以完堤防”[42]
 。沈州隶属敦睦宫。敦睦宫的斡鲁朵户有修河堤的任务。耶律仁先任契丹诸行宫都部署时，“奏复王子班郎君及诸宫杂役”[43]
 。说明诸宫斡鲁朵户要向朝廷服杂役。

2.斡鲁朵户要承担生产任务，向朝廷缴纳赋税。马人望任松山县令时，“岁运泽州官炭，独役松山，人望请于中京留守萧吐浑均役他邑……以事闻于朝，悉从所请”。[44]
 泽州统县二，神山县、滦河县，属永兴宫。隶属泽州的斡鲁朵户，要每年向朝廷缴纳生产的官炭。

统和十五年（997）三月，通括宫分人户，免南京赋税及义仓粟。朝廷对逃匿的宫分人户进行通括，并免除逃税、义仓粟。宫分人户要向朝廷缴纳赋税和义仓粟。道宗大安三年（1087）三月，“免锦州贫民租一年”[45]
 。锦州，隶弘义宫。隶属弘义宫的斡鲁朵户，要向朝廷缴纳租税。

3.斡鲁朵户要承担出征、作战的职责。辽圣宗时，东征高丽，为此下诏：“及命上京、中京洎诸宫选精兵五万五千人以备东征。”统和十二年（994）八月，圣宗命皇太妃“领西北路乌古等部兵及永兴宫分军，抚定西边”。[46]


4.斡鲁朵户要承担戍守皇陵的任务。辽兴宗为其父辽圣宗建永庆陵，置番、汉守陵三千户，并隶大内都总管司。这三千守陵户，隶属兴圣宫。山东县，“辽穆宗割渤海永丰县民为陵户，隶积庆宫”。[47]


上述四方面的职责，州县斡鲁朵户与部族斡鲁朵户基本上相同。行宫斡鲁朵户，主要指跟随皇帝行宫、侍奉帝后饮食起居，担任近侍、守卫、围猎等的著帐户及侍卫司等。“凡御帐、皇太后、皇太妃、皇后、皇太子、近位、亲王祗从、伶官，皆充其役。”[48]


州县、部族斡鲁朵户与行宫斡鲁朵户的区别如下：

1.州县、部族斡鲁朵户不随行宫四时捺钵，而行宫斡鲁朵户要随皇帝的行宫四时捺钵。

2.州县、部族斡鲁朵户承担生产任务，负担朝廷的租赋、力役，而行宫斡鲁朵户则没有这方面的任务。

3.州县、部族斡鲁朵户有一定的人身自由，而行宫斡鲁朵户则没有，甚至连生命保障也没有。辽穆宗昏庸残暴，身边的近侍、鹿人、獐人多因细故被杀，前后被杀者有数十人。如应历十三年（963）六月癸未，“近侍伤獐，杖杀之”。应历十五年（965）三月癸巳，“虞人沙剌迭侦鹅失期，加炮烙、铁梳之刑而死”。[49]
 在同一年十二月，因近侍喜哥私归，穆宗杀其妻。

州县斡鲁朵户、部族斡鲁朵户与行宫斡鲁朵户的共同之处是：他们都属于皇室所有，其社会地位较低，甚至可以随意赏赐。世宗大同元年（947）八月，以崇德宫户分赐翼戴功臣，及北院大王洼、南院大王吼各五十，安抟、楚补各百。[50]
 辽圣宗之后，赏赐宫分户的现象逐渐减少，随意处置、杀害宫分人要受到惩处。但是另一方面，随从皇帝行宫的近侍、护卫，由于经常接近皇帝，得以晋升的机会较多。据不完全统计，《辽史》记载，出身宫分户的辽朝官吏近20名。如：耶律瑶质，积庆宫人，统和十年（992），累迁至积庆宫使[51]
 。耶律良，著帐郎君之后，咸雍初，任同知南院枢密使事，为惕隐。姚景行，隶汉人宫分，后来出宫籍，为北府宰相，南院枢密使。[52]
 他们入仕的时间，大多在辽圣宗统和年间以后。辽圣宗时期，随着封建化改革的加深，宫分户的地位有所提高。辽圣宗下诏，放宫帐奴隶置部[53]
 ，从而使宫分户成为隶属于国家的属民。对于滥杀宫分人要给予处罚，即使契丹皇室贵族也不例外。圣宗之女赛哥公主，因为杀无罪家婢，被降封郡主，骑马萧图玉被罢使相[54]
 ，赛哥公主因此而被贬出宫，之后，“薨于贬所”。[55]


三　少数民族的属部与属国制

辽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属部，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管理。与辽朝东北地区相邻的王氏高丽，则依附于辽朝，成为其属国。

属部

辽境内女真、室韦、奚族等北方各少数民族实行部族制，部族内设置夷离堇、节度使等官职，大多由本部人担任。统和七年（989），“以女真活骨德为本部相”。开泰元年（1012），“长白山三十部女真酋长来贡，乞授爵职”。[56]
 直到辽朝末年，生女真的节度使仍由本族人担任。阿骨打就是袭任其兄乌雅束之职而担任女真部族节度使的。也有的部族内派契丹人前去担任官职，与本族人一同管理部族。圣宗时期，“划里部请今后详稳止从本部选授为宜”，圣宗回绝了这个请求：“诸部惟在得人，岂得定以所部为限。”[57]


属国

《辽史·属国表》卷首记载：“辽居松漠，最为强盛。天命有归，建国改元，号令法度，皆尊汉制。命将出师，臣服诸国，人民皆入版籍，贡赋悉输内帑。”在《属国表》中，辽朝把高丽作为其属国而载入史书之中。所谓属国即依附于契丹的国家，处于羁縻状态。属国与属部不是固定不变的。有些属国、属部叛服不常，已归附者，有时叛而离去；未归附者，经征服亦可归顺。高丽与辽经过或战或和的多次摩擦，最终在圣宗统和年间，确立了藩属国关系。辽圣宗时期，居住在东北的女真各部，有的先后归附辽朝；也有的游离于辽的管辖之外。辽统和年间，开始征讨居住在鸭绿江东岸的女真人。几乎与此同时，王氏高丽也开始对鸭绿江沿岸的女真人进行征伐。公元980年，王氏高丽建立了清塞镇。984年，又在文州（今朝鲜江原道）修筑要塞。至992年，高丽将鸭绿江下游南岸的女真人基本驱逐到长白山以北地区，并在那里建立了威远镇[58]
 。王氏高丽的军事行动，显然已形成与辽朝争夺女真旧地的态势，引起辽朝的不满。统和十年（992）十二月，辽圣宗派东京留守萧恒德等伐高丽。这次用兵，以高丽王治遣朴良柔奉表请罪而告终，辽朝取女真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之。统和十三年（995），辽圣宗遣使册王治为高丽国王，并以东京留守萧恒德之女嫁之。王治死后，辽朝又册封其子王诵为高丽国王。王氏高丽与辽最终确立了藩属国关系。辽第二次征伐高丽，是在统和二十八年（1010）。高丽王诵即位后不久，被西京留守康肇杀死，另立王询为国王。辽圣宗于同年十一月，亲率大军渡过鸭绿江，攻打高丽叛逆者康肇，攻下铜、霍、贵、宁四州，占领开京城。王询弃城逃走。辽军于次年正月班师回朝，并在鸭绿江上设置来远城。加强了对辽东部边疆的防守。辽第三次征伐高丽，是由于高丽王询在战败后，虽“乞称臣如旧”，但对辽朝依然采取对抗的态度。辽帝“诏王询亲朝”，王询称病不朝。于是，开泰二年（1013）六月，辽派中丞耶律资忠出使高丽，索取六州旧地。高丽王询拒绝归还，扣留了耶律资忠。自辽圣宗赐鸭绿江东六州给高丽后，便开始了辽金王朝与高丽的边界争端，成为辽金与王氏高丽战争的导火索。开泰五年（1016）正月，辽第四次发兵征讨高丽。在郭州西大败高丽兵，斩首数万级，缴获全部辎重。接着，辽又在开泰六年（1017）五月、开泰七年（1018）十月、开泰八年（1019）八月连续征伐高丽，遭到高丽军队激烈的抵抗，辽军失利。开泰八年（1019）十二月，王询“遣使乞贡方物”。第二年，高丽把耶律资忠放回。高丽国王“王询表请称藩纳贡”，于是圣宗遣使释王询罪，并允其请。辽朝虽没有收回鸭绿江以东的六州之地，却取其保、定二州。保州、定州都在鸭绿江东南岸，即今朝鲜平安道西北部，是控制高丽的要地，成为辽朝向高丽进攻的前沿阵地，也成为高丽的心腹之患。从统和年间起，辽与高丽的关系基本确立，高丽向辽称臣纳贡，成为辽的藩属国。辽与高丽的藩属国关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高丽新王即位，必须向辽朝皇帝禀报，由辽帝册命新皇帝为高丽国王。如统和十三年（995）十一月，辽遣使册王治为高丽国王。统和十五年（997）十二月，高丽王治薨，侄诵派王同颖来告。同年十二月，辽遣使祭高丽王治，“诏其侄权知国事”。[59]
 太平二年（1022）冬十月，高丽国王王询死，辽册封王钦为高丽国王。至辽天祚帝乾统八年辽册立王俣为高丽国王为止，高丽各新王几乎无一例外都经过辽朝册封为王。其二，自统和年间至辽末，高丽几乎每年向辽朝进贡。其三，从994年起，高丽开始行用契丹年号——统和，表示奉辽廷为正朔。

四　东丹国

辽灭亡渤海后，设立东丹国，改忽汗城为天福城。册立皇太子耶律倍为人皇王，主持东丹国。任命皇弟迭剌为左大相，渤海老相为右大相，渤海司徒大素贤为左次相，耶律羽之为右次相。赦免国内殊死罪以下[60]
 。在东丹国所设四相之中，渤海人占二位，渤海人与契丹人共同参政，管理东丹国。渤海人担任其他官职的还有：王继远，任东丹国翰林学士，其孙担任宫中使；高保义，任东丹国大理评事；列周道，任东丹国南海府都督；乌济显，任东丹国政堂省工部卿；高模翰，任东丹国中台者右相[61]
 。

关于东丹国及中台省的废止时间，过去一直认为是在圣宗乾亨四年（982）“省置中台省官”。“大东丹国中台者。太祖天显元年置，乾亨四年圣宗省。”[62]
 但是，在《辽史·圣宗纪》中记载，圣宗统和十六年（998）二月，“以监门卫上将军耶律喜罗为中台省左相。”可知，中台者在统和十六年仍存在，其废止的时间可能还要靠后。但详细的时间，无可考知。

辽朝把渤海王族迁徙到上京，在朝廷中设渤海帐司，进行管理。辽太祖天显元年（926）三月班师，“以大
 举族行”。“天显元年（926）七月，卫送大
 于皇都西，筑城以居之。赐
 名曰乌鲁古，妻曰阿里只。”[63]
 同时，在朝廷设渤海帐司。下设渤海宰相、渤海太保、渤海挞马。设渤海近侍详稳司管理。辽取消东丹国中台省后，继续任用渤海遗民担任辽中央或地方的官员。例如，大仁靖，在圣宗统和初年任东京宰相府右平章事；高清明，任渤海详稳；大康义，任南府宰相；罗汉，任渤海帐司宰相，权东京统军使。

太宗天显三年（928）十二月，把东丹国民迁徙到辽东。升东平郡为南京，即辽的东京辽阳府。设东京安抚使司，下设安抚使。设渤海大都督府。圣宗开泰八年（1019），设东京渤海承奉官。东京道下设府、州、县制。在辽代的东京道，多为渤海人，也有汉人。有的州县隶属于斡鲁朵，如奉先县。世宗析辽东长乐县民以为陵户，隶长宁宫。山东县、归义县、辽西州、康州都隶属于长宁宫。宗州，耶律隆运以所俘汉民置。圣宗立为州，隶文忠王府。

五　因俗而治的道、京、府、州、县制

辽朝采取“因俗而治”[64]
 的方针，在汉人地区实行道、京、府、州、县制。

（一）道、京、府、州、县制

辽代的地方行政区划，是以五京为中心，分全国为五道，包括上京道、中京道、东京道、南京道、西京道。五道“总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65]
 。辽五京为上京、中京、东京、南京、西京。在五京设留守司与其他诸司。如设上京盐铁使司、东京户部使司、中京度支使司、南京三司使司、南京转运使司、西京计司。另设长春路钱帛司、辽西路钱帛司、平州路钱帛司。又在西京道、奉圣州、蔚州、应州、朔州、保州、西山等设置转运司。

州县制下，州设刺史，同知州事；县设县令、县丞、县主簿和县尉。其他地区，也基本沿袭中原汉制，设州置县。

（二）头下军州

头下军州是辽代特有的一种制度。契丹贵族把俘获的战俘或私奴，聚集起来建置州县，进行管理。《辽史·地理志》中说：“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团集建州县以居之。横帐诸王、国舅、公主许创立州城，自余不得建城郭。”又说：“其节度使朝廷命之。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官位九品之下及井邑商贾之家，征税各归头下；唯酒税课纳上京盐铁司。”即头下军州由朝廷任命节度使掌握，在行政管理方面，刺史以下由头下主委官自理。在经济方面，凡市井之赋，各归头下，惟酒税赴纳上京，归于朝廷。头下军州所属的头下户，是既属于官又属于头下主的二税户，所受的剥削较一般平民为重。头下军州的建置可分为州、军、县、城、堡五种类型。主要依据各州的大小、人口的多少，地理位置等方面因素而设立相应的类型。辽朝的头下军州共有四十余个。辽圣宗以后，头下军州逐渐减少，这是由于战争减少，朝廷对私行俘获的人口进行限制，以及受中原封建文明的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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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社会阶层、家庭结构与人口

一　社会阶层

（一）统治阶级

1.皇族耶律氏和后族萧氏

辽朝社会阶层的划分，依其在一定生产关系中所处地位，可以分为互相对立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皇族耶律氏和后族萧氏是辽朝社会中最上层的统治阶级，他们是统治集团的核心，掌握着政治、经济、法律、行政等大权。史书中说“耶律、萧二族世柄国政”。

2.契丹、汉族、渤海、奚族的各级官僚

辽朝南北面官中的中央与地方的各级政府官员，契丹族各级政府官员，在政治上享有较大的特权。契丹贵族、驸马、公主允许建立自己的头下军州，头下军州大多以俘奴建立。汉族、渤海族各级官僚，掌握着中央或地方的权力，行使着各级行政管理权。

3.汉族地主、契丹及其他少数民族地主、牧主

汉族地主阶级是辽朝统治阶级中的一员，是契丹贵族在政治上的同盟。汉族地主中最有势力的是韩、刘、马、赵四大家族，即韩知古、韩延徽家族，刘景家族，赵思温家族及马人望家族。史书记载：“耶律、萧、韩三姓恣横。”汉族的韩、刘、马、赵形成勋贵势力，朝廷对汉族地主实行优遇政策。例如，为大丞相韩德让专门设立文忠王府，拨斡鲁朵民户若干，成为韩氏家族的私属民户。又如，刘景家族多与皇族联姻，刘景之孙刘三嘏、刘四端为驸马都尉。

（二）被统治阶级

1.平民阶层

包括部族制下的契丹部民、渤海、奚族等平民（牧民）和汉族自耕农民。契丹族衡量其地位高下的主要标志是占有牲畜的多少，即所谓“其富以马”。“番汉人户亦以牧养多少为高下”。[1]
 据此，契丹平民又可以依其财富的多少分上下两个阶层。上层是占有各类牲畜和畜产品较多的中小牧主，他们对国家所承担的主要义务是服兵役，包括在边境地区的契丹诸部部民要应役戍守和应召从军作战，以及缴纳赋税。契丹族平民的下层包括了小牧主和牧民，他们是朝廷的属民，负担朝廷的赋役，但是有相对的自主权。

农民主要是燕云地区的汉人、东京地区的渤海人。他们是朝廷的百姓，有小部分土地或租种地主的土地，在身份上较头下户、宫分户自由。他们承担朝廷的各种赋役。

2.头下户、二税户

头下户隶属于头下军州，他们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活动。头下户一般拥有自己的家庭和土地等财产，生产活动是以个体小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其主要生产资料是从其主人头下贵族那里分配得来的，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之上，对头下主具有人身依附关系，承担着繁重的租赋、徭役剥削。头下户在成为契丹贵族私属的同时，对国家也存在依附关系。他们要向朝廷、头下主缴纳赋税。因此头下户同时受到头下主和朝廷的双重剥削，而被称为二税户。凡头下军州的“市井之赋，各归头下，惟酒税赴纳上京，此分头下军州赋为二等也”。

3.宫分户

宫户是辽朝斡鲁朵所属的民户，又称斡鲁朵户或宫分户。宫户中分正户和蕃汉转户，正户是指契丹民户，蕃汉转户是指汉族、渤海、女真等各族民户。辽朝的宫户与部曲、奴隶，对皇室、贵族具有很强的依附关系，不具备完全的人身自由。其来源一是在战争中降俘的各族民户，二是自愿投附而来的民户，三是犯罪籍没者。宫户的任务，依各斡鲁朵所隶宫户多少，各出一定数量的骑军，平时护卫本斡鲁朵安全，战时听从调遣出征，是辽朝国家常备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斡鲁朵内畜牧、农业、手工业生产任务。

4.部曲、奴隶、婢女

辽朝的奴隶来源，主要是在对周边诸政权、部族的战争中掠获而来，契丹贵族把其中的一部分作为奴隶驱役。此外，因犯罪而被籍没为奴隶。辽朝设有著帐司，收容宗室、外戚、大臣犯罪者被籍没为奴的家属，称为著账户。“凡承应小底，司藏、鹰坊、汤药、尚饮、舆漱、尚膳、尚衣、裁造等役，及宫中亲王祗从、伶官之属，皆充之。”[2]
 辽朝的各族大小贵族依其地位高下各拥有数量不等的奴隶、部曲、奴婢。圣宗即位后，采取措施，抑制奴隶制因素，在法律上禁止对奴隶、奴婢的迫害，放宫帐奴隶置部，客观上有利于他们身份地位的改善提高。

二　家庭结构与家庭人口

辽代汉族与契丹族是辽境内人口最多的两个民族。他们的家庭结构与家庭人口有所不同。

1.汉族的家庭结构

辽代汉族的家庭结构，既有三世同居的家庭，也有核心家庭，即父母与子女同居。其中以核心家庭为主。

关于辽代汉族的家庭人口数，文献中很少有记载，现依据辽代石刻中所见汉族妇女生育子女数的平均数，统计出家庭人口数。


辽代石刻所见汉族家庭中妇女生育子女数统计表





续表





续表




上表中一共记载了75个汉族家庭，其中有子女454人。平均每户有子女6.05人。


辽代石刻所见契丹族妇女生育子女数目统计表[3]






续表




上面表中统计的契丹族家庭数为26户，子女133人，平均每户有子女5.12人。汉族家庭中的子女平均数为6.05人，汉族、契丹族家庭平均每户有子女6人。扣除其夭折、早亡之数，每户按照5个子女计算。辽代汉族、契丹族家庭，按核心家庭计算，即把父母、子女计算在内，每户以子女的平均数5人计算，加上父母2人，为每户7口人。在上表中，有的是在一人的墓志铭中，直接提到其父辈家庭的子女状况及其子孙辈的子女状况，在表中都分别按照独立的家庭分开计算。值得一提的是，辽朝廷多次下达诏令，民间有父母在，而别籍异居者，听邻里觉察，坐之。三代以上与父母同居者，政府给予奖励。[4]
 说明辽朝倡导三代同居。从侧面看出，三代同居者为数不多，因此朝廷才加以提倡。契丹贵族或官宦人家，也有使用奴婢的。如耶律元妻就曾育婢仆百千口。每个家庭中扣除祖父、祖母早亡以及子女夭折数，按每户7口计算，是较为合理的。

三　辽代人口

关于辽代人口的数量，史书尚无具体的记载。过去曾有学者进行研究，但是意见很不统一。有的认为辽代人口在230万至290万口之间[5]
 。有的认为总户数为76万，人口为380万[6]
 。有的认为辽代共有民户150万户，人口共计900万人左右[7]
 。还有的认为辽代共计有人口470万人[8]
 。近年有研究者进一步推论，辽代总人口为900万[9]
 。

关于辽代户口的统计，拟采取文献资料与石刻资料相结合的方法，对辽代契丹人、汉人家庭，分别进行了子女人数的统计、家庭人口的统计，从而计算出辽代人口总数。

（一）《辽史·地理志》中记载的五京州县的总户数

对辽朝人口的统计，由于《辽史》中记载的户数缺载很多，在史料缺乏的情况下，可以用以下几种方法进行研究：一是依据《辽史·地理志》中对各道人口的记载，如果有的州县没有记载户数，按照每州县的平均户数补上，从中统计出辽代的总户数。二是从《辽史·兵卫志》中记载的每户所出的丁数，统计出各府州县的总户数。再依据辽代碑刻墓志铭，统计出每户平均人口的多少，从而计算出辽的总人数。三是依据辽代石刻资料中的相关记载，间接推算出辽代人口的多少。《辽史》是元人所著，其《兵卫志》、《地理志》中相关的丁数、户数及辽代石刻多反映的是辽中后期的状况，因此本文所研究的辽代人口，为辽代鼎盛时期的人口。

由于辽代人口主要集中在上京道、中京道、东京道、南京道、西京道，因此用第一种方法，计算出上京道等五道的户数，再以每户人口数乘以户数。下面，据《辽史·地理志》统计辽代五道的京府州县户数。

上京道。据《辽史·地理志》可知[10]
 ，上京临潢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州县：第一类为普通州县，这类州，多为县级州，州下不记载民户（除龙化州、庆州外）。第二类为边防州城，只设州城而不设县。第三类为头下军州，只设州，不设县。上京临潢府下记载户数3.65万，与下面记载的州县户数不符。其他有人户记载的州县共有44个，为9.29万户。尚有14个州县无户数记载。若以每州县的平均数2000户计算，14个无户数记载的州县为2.8万户，再加上有人户记载的州县9.29万户，上京道共有人户12.09万户。

东京道。据《辽史·地理志》记载[11]
 ，东京道的各府州县，大致划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为原来渤海国时所置州县的保留，如仙乡县、鹤野县、析木县、兴辽县等。兴辽县：“渤海王大仁秀南定新罗，北略诸部，开置郡邑，遂定今名，户一千。”其中有的州县名有所更改。如鹤野县，渤海国时为鸡山县；仙乡县，渤海国为永丰县；辽阳县，渤海国为常乐县等。也有的沿用原州县名。如盈州、铜州、涑州等。

第二类为渤海国所置州县，被辽朝废弃，后又复置的州县。如开州：“渤海为东京龙原府……太祖平渤海，徙其民于大部落，城遂废。圣宗伐高丽还，周览城基，复加完。开泰三年，迁双、韩二州千余户实之。”“开远县，本栅城地，高丽为龙原县，渤海因之。辽初废。圣宗东讨，复置以军额，民户一千。”辽朝复置的州，下辖的县，大多废置，而独设州。例如穆州，本渤海会农郡，故县四：会农、水歧、顺化、美县，皆废。贺州，本渤海吉理郡，故县四：洪贺、送城、吉理、石山，皆废。

第三类为辽圣宗、兴宗时所置的新州县。例如宣州（应作宜州），开泰二年（1013）迁徙汉户置。延昌县，析延昌宫户置。此外还新设有复州、苏州、宁江州、祥州、肃州等。

第四类为合并渤海国旧有的数个州县而设的新州县。例如，黄龙县，本渤海长平县，并富利、佐慕、肃慎置。迁民县，并丰水、扶罗置。

第五类为没有标明设置的时间、废置状况、具体人数的州县。例如渤海州、源州、率州、荷州、清安县等。在《辽史·地理志》中只把州县名称列出。这类州县有可能是漏记州县内的民户。可以从《金史·地理志》中记载的州县找到其沿袭的踪迹。例如率宾府，金朝为恤品路。《金史·地理志》：“辽时为率宾府，置刺史。”析木县，“辽铜州，广利军附郭析木县也”。肃州，金朝为清安县。祥州，《辽史》卷27《天祚帝纪》：“天庆四年十二月，咸、宾、祥三州及铁骊兀惹皆叛入女真。”宁江州，《金史》卷二《太祖本纪》：“九月，太祖进军宁江州。”可知，《辽史·地理志》中没有标明废置时间和人数的州县，也是辽朝所设的州县，并有民户居住。据此可知，没有标明州县设置的时间、废置状况以及具体人数的州县，也应视作正常的州县，而不应视作已废州县。

上述东京道各府州县的数目，据《辽史·地理志》记载，“辖州、府、军、城八十七”。但是，按《辽史·地理志》所列府州县统计，东京道共有160个府、州、县、军等大小城镇。其中34个有户数记载，126个无户数记载。《辽史·地理志》记载，东京道共有户数“四万六百四”，可是在所辖州县民户统计时，却只有3.11万户（其中懿州是据上京道记载填上的）。平均每个州县920户，那么，没有记载的州县按照其平均数920户计算，东京道无户数记载的126个州县共有11.6万户，加上有记载的3.11万户，东京道总户数为15万户左右。

中京道。据《辽史·地理志》记载，中京道共有州县66个，其中只有两个有户数记载，“高州三韩县户五千”，“惠州民数百户”。[12]
 中京道其他没有记载的州县共有64个。但是，据《辽史·地理志》上京道记载，“松山州有户五百”。闾州，“罗古王牧地，近医巫闾山，户一千”。中京道的闾山县，“开泰二年以罗家军置，隶中京”，闾州与闾山县应为一地，户数为一千。还可以参考《金史》卷24《地理志》北京路（原辽代中京道）的户数，金中期北京路有府州县43个，共有民户31.252万户。这应是金代中期人口恢复、增长后的数字。

以上四个州县的平均户数是1700户。其他的62个州县的户数，以每州县平均1700户计算，共有户数为10万5千户，加上前面的四个州县的七千户，中京道共计为11万2千户左右。为金朝北京路总户数31.252万户的三分之一左右。

西京道。据《辽史·地理志》记载[13]
 ，西京道设14个州，每个州下都未记载户数（只有金肃州记有燕民300户），可以理解为县一级州，西京道有户数记载的县为32个，共计16.1万户，平均每个县为5000户左右。其中有4县、1军无户数记载，无户数记载的按每州县的平均户数5000户计算，为25000户，西京道共计有户数18.6万户。

南京道。据《辽史·地理志》记载[14]
 ，南京道有户数记载的为32个州县，24万5千户。滦、平、营州无户数记载，若以每州的平均数8千户计算，这3州共计2.4万户，南京道共计27万户。这与《契丹国志》卷22《州县载记》所记：“燕京析津府，户口三十万。”[15]
 所记大致相当。加上前面的上京12.09万户、东京15万户、中京11.2万户、西京18.6万户，辽五京的府州县共有民户84万户左右。

除去五京各府州县的人口外，还有契丹人口。在《辽史·部族志》中，契丹及其他少数民族的部族共有54部，每部人户没有具体记载，但是在史书中也透露了一些情况。《辽史·营卫志》中“迭剌迭达部，本鲜质可汗所俘奚七百户，太祖即位，以为十四石烈，置为部。乌古涅剌部，太祖取于骨里户六千，神册六年，析为乌古涅剌及图鲁二部。”可知，其部的户数在七百至三千户之间。《辽史·地理志》记载，丰州，为契丹遥辇氏曾隐牧地。此外还有其他契丹贵族牧地，从五百户到三千户不等，我们取中间值一千八百户为每部的户数。那么，辽代契丹等部族共54部，为9.72万户，此外尚有辽内四部族；遥辇九帐族、横帐三父房族、国舅帐拔里、乙室己族、国舅别部。以每部的平均数一千八百户计算，辽内四部族为八千户左右。那么，辽代契丹等部族共有人户10.5万余户。还有契丹斡鲁朵宫帐户48个州县。由于这48个州县在各道中已计算过人户数，因此不重复计算。辽五京的府州县共有民户85万户，加上契丹等部族人户10.5万户，共计辽代总户数为96万户左右。

（二）《辽史·兵卫志》中记载的辽代总户数

辽代人口统计的第二种方法，是以《辽史·兵卫志》以及《辽史·营卫志》中记载的正军、番汉转丁、骑军、五京乡丁等人数，推算出辽代总人数。由于正军、骑军为契丹人充任，因此番汉转丁、五京乡丁即为汉人及奚、渤海等族人充任，以每户二丁计算，得出其他五京的总户数。以这个总户数乘以每户实际人口数，就是辽代的总户数。

《辽史·兵卫志》记载：“改皇都为上京，有丁十六万七千二百。”南京有丁五十六万六千，西京有丁三十二万二千七百。中京，“圣宗统和二十三年，城七金山，建大定府，号中京。统县九，辖军、府、州、城二十三，草创未定，丁籍莫考，可见者一县：高州三韩县，丁一万”[16]
 。由于中京没有总的丁数记载，只能参照其他地方的丁数。五京中只有东京丁数较少，贴近中京这一新建之地的丁数。“东京，统县六，辖军、府、州、城二十六，有丁四万一千四百。”中京以东京丁数为参考，算作四万丁。那么，上京、东京、南京、西京、中京共有丁一百一十三万七千三百。

此外，尚有各斡鲁朵中的番汉转丁、正丁、骑军。在辽代，共设置十二宫一府，属州38、县10，提辖司41、石烈23、瓦里74、抹里98、得里2、闸撒19。隶属诸宫斡鲁朵的民户，分为正户（契丹户）与番汉转户（少数民族户与汉户）。番汉转户大都为契丹族以外的各族人户。据《辽史·营卫志》记载，“凡诸宫卫人丁四十万八千，骑军十万一千”。诸宫卫军士为五十万九千。加上上京、中京、东京、南京、西京的丁数，共有兵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三百。这与《辽史·兵卫志下》记载的“有兵一百六十四万二千八百”稍有出入，而大体相同。若以每户二丁计算，五京、诸斡鲁朵共有八十二万一千四百户。此外，还有诸部族、属国之众，如果把诸部族、属国等所属的兵丁算做与西京三十万兵丁大体相同的话，以每户二丁计算，应有十五万户。加上五京、诸斡鲁朵的八十二万一千四百户，辽代共有民户九十七万户。

（三）辽代石刻资料中间接记载的辽代人口

辽代人口统计的第三种方法，是用辽代的石刻资料，探求辽代人口的实际数量。

1.辽代石刻资料所见辽代人口

《全辽文》卷八《法均大师移行碑铭》记载：“乃受西楼白奚柳城平山云中上谷泉本地紫金之请。所到之处，士女塞途，皆罢市辍耕，忘馁与渴，递求瞻礼之不暇。一如利欲之相诱。前后受谶称弟子者，五百万余。”

上文中的前后受谶称弟子者五百万余，其范围包括上京（西楼）、中京（白奚）、西京（云中）、南京（本地、上谷泉）、柳城（兴中府）等地。辽朝崇佛，佛教信徒众多。如果把这五百万佛教信徒看做是全国佛教信徒的总数，那么，尚有一部分不信教的人口，以佛教信徒为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的话，那么辽朝人口的总数应在750万左右。

2.从辽代石刻中记载的家庭人口数推算辽代的总人口数

关于辽代平均每户的家庭人口数，学界意见也不一致。有的学者按照每户4口或5口计算，也有的按照6口或6.5口计算。

本文中的辽代每户的家庭人口数，主要是依据辽代石刻中所见妇女生育子女数的平均数，统计出家庭人口数。详见上一节“辽代石刻所见汉族家庭中妇女生育子女数统计表”[17]
 。根据表中统计的契丹族家庭数为26户，子女133人。平均每户有子女5.12人。汉族家庭中的子女平均数为6.05人，汉族、契丹族家庭平均每户有子女6人。扣除其夭折、早亡之数，每户按照5个子女计算。辽代汉族、契丹族家庭，按核心家庭计算，即把父母、子女计算在内，每户子女以子女的平均数5人计算，加上父母2人，为每户7口人。在该表中，有的是在一人的墓志铭中，直接提到其父辈家庭的子女状况，及其子孙辈的子女状况，在表中都分别按照独立的家庭分开计算。每个家庭中扣除祖父、祖母早亡、子女夭折数，按每户7口计算，是较为合理的。

以第一种方法计算，辽代五京州县共有人户96万，以每户7口计算，共有人口672万。

以第二种方法计算，辽代共有人户97万，以每户7口计算，共有人口为679万。

第三种方法更为直接，即辽代总人口为750万左右。

此外，在前两种方法的计算中，不入籍的僧尼、奴隶及隐户尚未计算在内。僧尼的数量，据《辽史·道宗纪》记载有36万。此外还有家内奴隶，如耶律元妻曾育婢仆百千口，世宗赐给安抟奴婢百口，道宗赐乙辛汉户四十。可知私家奴隶为数不少。辽朝的流民，也有很多。《辽史》卷24《道宗本纪》：“大康九年六月，诏诸路检括脱户，罪致死者，原之。”大安三年（1087），“二月，以民多流散，除安泊逃户征偿法”。“大安四年，免上京逋逃及贫户税赋。”[18]
 可见逃户多为躲避租税而流亡在外或隐匿不报户口。朝廷为此曾多次下达减免租税以及赦免死罪的诏令。耶律引吉曾奉命搜集三京隐户，一次搜得隐户“数千余户”。[19]
 一次搜得隐户数千，应该还有相当多遗漏的隐户。马人望在南京搜括户口时，不是一网打尽，而是“大率十得六七足矣”。[20]
 如果结合上文，数千户为6千户的话，五道则为3万户。而3万户是下文所说的十分之六的话，辽朝共有隐户约6万户，42万人左右。加上不入籍的36万僧尼，那么，辽朝不入籍的人口为80万人左右。以前两种方法计算的670万加上80万，辽朝总人口在750万左右，与辽代石刻中记载的750万人口大致相同，即辽代鼎盛时期的人口在750万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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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社会生产方式

一　农业

辽在建国前，已经有了土地的经营。史书记载：“初，皇祖匀德实为大迭烈府夷离，喜稼穑，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仲父述澜为于越，饬国人树桑麻，习组织。”[1]
 农业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辽建国后，灭亡渤海，占领燕云十六州，农业区域已经由原来的上京地区扩展到东京、南京、西京地区。在南京、西京等发达农业区域的带动下，辽代农业有了更快的发展。

辽代的土地，因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有一定的差别，辽代的土地所有制，大致可分为国有土地，契丹皇室、贵族、汉族、渤海族大地主所有的土地，寺院所有的土地，以及平民所有的土地。占人口极少数的契丹贵族和汉族大地主占有最多的土地，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牧民占有很少的土地或没有土地。辽朝中后期，赋役繁重，加之土地兼并，导致阶级矛盾激化，随着农牧民起义的爆发，辽代农业走向衰落。

（一）辽代农业的发展

辽代农业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太祖至穆宗为第一个时期，在燕云十六州、东京地区的带动下，契丹内地农业有了初步发展。景宗至道宗为第二个时期，是辽代农业生产全面发展的兴盛时期。天祚帝为第三个时期，是辽代农业的衰败时期。

第一个时期——辽初至辽穆宗时期

辽朝从建国初就很重视农业生产，上京地区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辽太祖时，平诸弟之乱，弭兵轻赋，专意于农。曾以户口滋繁，统辖疏远，分北大浓兀为二部，程以树艺，诸部效之。太宗时，诏有司劝农桑，教纺绩。把瓯昆石烈迁居到乌古之地水草丰美的地方从事农牧业。

这一时期，为了发展农业生产，辽朝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严禁妨农伤农。太宗下诏，凡军事行动，无害农务。下令有司劝农桑，教纺绩。军队兵士敢有伤禾稼者以军法论[2]
 。

二是扩大农田生产面积。太宗把海勒水之善地辟为农田。把谐里河、胪驹河近地，赐南院欧堇突吕、乙斯勃、北院温纳河剌三石烈人，从事耕种。

三是契丹官员都重视农业，亲自抓农业生产。穆宗时，南院大王耶律挞烈在治所“不修边幅，百姓无称，年谷屡稔。均赋役，劝耕稼，部人化之，户口丰殖。”当时耶律屋质居北院，挞烈居南院，俱有政迹，朝议以为“富民大王”。[3]
 可知，契丹北、南院大王有管理农业生产的职责，农业生产在契丹内地占有一定比重，契丹部民也有的从事“耕稼”。

四是实行移民。汉族、渤海族移民带动了契丹内地农业生产的发展。汉族、渤海族移民多年从事农业生产，具有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对于契丹内地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穆宗时期应历年间，云州进嘉禾，时谓重农所召。景宗保宁七年（975），汉派使者来借粮，景宗诏赐粟二十万斛助之。这笔数量巨大的粮食，没有一定的储备是拿不出来的。

第二个时期——景宗至道宗时期

在这一时期，辽代农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呈现出兴盛发展的势头。辽圣宗时期，农业生产已经普及各个地区。辽上京、中京地区土地肥沃，便于种植。这一时期，上京道新增设了一批州县，契丹贵族把从战争中俘获的人口安置到头下军州之中，让他们从事农业或牧业生产，农业生产甚至普及偏远的上京西北部地区，统和十五年（997），诏品部旷地令民耕种[4]
 。品部属于西北路招讨司，其地在镇州（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土拉河以西）。可见，农业生产已经普及契丹西北部偏远地区了。为了发展农业生产，辽朝在这一时期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是屯田。统和二十二年（1004），圣宗选诸部族二万余骑充屯田军，专门捍卫西部，抵御室韦、羽厥等族，凡有征讨，不得抽移。圣宗又把渤海、女真、汉人配流之家七百余户，分居镇、防、维三州。[5]
 耶律唐古主管西军的屯田。他率领西军，“田于胪朐河侧，是岁大熟。明年，移屯镇州，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斗米数钱”。[6]
 当时西部地区各置屯田户，“每岁农时，一夫为侦候，一夫治农田，二夫给乣军之役，当时沿边各置屯田戍兵，易田积谷以给军饷”。可见，辽代的屯田军，除担任戍守任务外，还种植农田，进行农业生产。

屯田军自给自足，国家不向他们征收赋税。“故太平七年诏，诸屯田在官斛粟不得擅贷，在屯者力耕公田，不输税赋，此公田制也。”[7]
 屯田的实行，保障了军队的给养，使其自给自足。由于屯田多在边远地区，促进了辽边远地区农业的开发。

二是募民垦荒，免交赋税。辽朝鼓励民众开荒。募民耕滦州荒地，免其租赋十年。又迁徙居民到易于耕种的地方，“又徙吉避寨居民三百户于檀、顺、蓟三州，择沃壤，给牛、种谷”。从而提高了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肥沃的土地适合种植，提高了粮食产量。

三是种植水稻。高勋曾建议：“南京郊内多隙地，请疏畦种稻。”[8]
 说明当时水利灌溉事业有了一定的发展，有了水稻的种植。稻田的单位面积产量高于旱田，能够多打粮食。圣宗时，以南京太学生员浸多，特赐水硙庄一区。水硙庄是利用水力来推动石磨，省时省力。说明辽代水利事业有了一定的发展。

四是设置义仓、和籴仓。圣宗统和十三年（995），诏诸道置义仓。岁秋，社民随所获，户出粟入仓，社司籍其目。岁荒，发以赈民。可知设置义仓是为了备荒济民。每年秋天，农民随收获的多少，每户出粟入仓，登记造册。荒年发粟济民。“统和十五年，诏免南京旧欠义仓粟”[9]
 ，荒年可以免交义仓粟。辽道宗时期，又设和籴仓。“而东京如咸、信、苏、复、辰、海、同、银、乌、遂、春、泰等五十余城内，沿边诸州，各有和籴仓，依祖宗法，出陈易新，许民自愿假贷，收息二分。所在无虑二三十万顷，虽累兵兴，未尝用乏。”[10]
 和籴仓设在东京道的五十余城内，储藏的粮食数量巨大，允许居民借贷，但是要收利息。义仓、和籴仓的设置，说明辽朝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粮食有了剩余。作为储备粮食的义仓、和籴仓，对备战备荒，发展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辽代农业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史书记载：“道宗初年，西北雨谷三十里，春州斗粟六钱。时西蕃多叛，上欲为守御计，命耶律唐古督耕稼以给西军。唐古率众田胪朐河侧，岁登上熟。移屯镇州，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每斗不过数钱。以马人望为南京度支判官，公私兼裕，检括户口，用法平恕，及迁中京度支使。视事半岁，积粟十五万斛，擢左散骑常侍。辽之农谷至是为盛。”[11]
 辽代农业兴盛发展当时的粮食产量提高，粮食的储备增加，粮食价格降低。

第三个时期——辽末农业的衰落破坏时期

辽朝末年，农业遭受兵乱、自然灾害而逐渐衰落。天祚帝时期，金兵入侵，战乱频繁，加之天灾连年，水、旱、蝗、冰、冻等灾害频发，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的破坏。乾统三年（1103）二月，以武清县大水，弛其陂泽之禁。夏五月以猎人多亡，严立科禁。乾统九年（1109）秋七月，陨霜，伤稼。冬十月，诏免今年租税。辽朝境内连年自然灾害，加之金兵入侵，北部边疆告急，天庆四年（1114），金兵连下“咸、宾、祥三州及铁骊、兀惹皆叛入女真”[12]
 ，农民迫于饥荒，或上山为盗，或起义反抗。天庆五年（1115），饶州渤海人古欲造反，自称大王。天庆六年（1116），东京高永昌反。天庆八年（1118），东京盗贼蜂起，掠民自随以充食。时山前诸路大饥，乾、显、宜、锦、兴中等路，斗粟直数缣，民削榆皮食之，既而人相食。夏五月，“金人既克燕，驱燕之大家东徙，以燕空城及涿、易、檀、顺、景、蓟州与宋以塞盟。左企弓、康公弼、曹勇义、虞仲文皆东迁。燕民流离道路，不胜其苦”[13]
 。辽朝末年，天祚帝昏庸怠政，兵连祸接，百姓流离失所，田野荒芜，农业走向衰落。

（二）土地制度

辽朝的土地，可分为契丹皇室、贵族的土地，汉族大地主的土地，寺院的土地，农牧民的土地，以及部族公有的土地。

1.皇室所有的土地

皇室所有的土地是以宫卫的名义占有的。辽国之法：天子践位置宫卫，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14]
 宫卫即斡鲁朵，相当于皇帝的行宫或皇庄。辽朝帝后共设十二宫一府。占有广袤的土地与人民。其所占土地遍布上京、东京、中京、南京、西京等地。辽代帝后、皇太弟、宠臣所占为38州、41提辖司、23石烈、74瓦里、98抹里、2得里、19闸撒。为正户八万，番汉转户十二万三千，共二十万三千户[15]
 。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正反映出辽代皇室土地占有的真实状况。

2.契丹贵族、汉族大地主所占有的土地

契丹贵族所占有的土地，有的是利用在战争中俘获的俘奴，建立头下军州而占有的土地，有的是占有少数民族公有的牧地，有的是皇帝赐予的土地。据不完全统计，散见于《辽史》、《契丹国志》中的头下军州达42个[16]
 。

头下军州，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团集建州县以居之。横帐诸王、国舅、公主许创立州城，自余不得建城郭。朝廷赐州县额。其节度使朝廷命之，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任。官位九品之下及井邑商贾之家，征税各归头下；唯酒税课纳上京盐铁司。

被占的部族公共牧地：

丰州。本辽泽大部落，遥辇氏僧隐牧地。户五百。

顺州。本辽遂县地。横帐南王府俘掠燕、蓟、顺州之民建城居之。户一千。

松山州。本辽泽大部落，横帐普古王牧地。户五百。

乌州。本乌丸之地，北大王拨剌占为自己的牧地[17]
 。

3.皇帝赐给契丹贵族的牧地

辽穆宗时期，耶律移剌葛随从穆宗打猎，穆宗赐给他金银各百两，名马百匹，及黑山东抹真之地[18]
 。兴宗曾把辽阳汤池千顷之地赐给大臣李仙寿。辽道宗时期，牧地日益减少，以至于有的大臣上书给皇帝，要求免赐牧地给宠臣。“今牧地褊狭，畜不蕃息，岂可分赐臣下。”[19]


4.农牧民所有的土地

农牧民所有的土地属于国家，他们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其中有的是宫户领种的“公田”，有的是屯田户领种的土地，有的是募民耕种的闲田，因此，农民与国家是一种租佃关系，每年要依据耕种土地的多少，缴纳地租、赋税。还有一种“占田置业入税”，“诏山前后未纳税户，并于密云，燕乐两县，占田置业入税，此私田制也”[20]
 。占田置业后，农民有土地的使用权，但是要向国家缴纳赋税。

牧民的牧地，一般为公有，辽代各部族都有各自的牧地，《辽史·地理志》记载，各部有份地，这种份地，似乎是各部族的公共牧地，部族之间互不侵扰。

辽朝中后期，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全辽文》卷8记载：“今卖自己在京宣化坊门里面街西小巷子里空闲地，内有井一眼，槐树两株，东邻，南邻、西邻、北邻。”[21]
 这是道宗朝的卖地契，说明当时的土地可以买卖，转让使用权，但是土地所有权仍属国家。土地除了买卖，还可以转赠，契丹贵族把大量土地转赠给寺院，寺院土地成为辽代土地所有制的一种存在形式。

5.寺院土地

辽代寺院占有广袤的土地，大都是契丹皇室贵族赠与的，兰陵郡萧夫人就曾赠与钱二万缗，建成静安寺，“遂施地三千顷，粟一万石，钱二千贯，人五十户，牛五十头，马四十匹，以为供亿之本”[22]
 。又如汉族小地主王仲远，“施地五亩，东至道，南至道，西南至寺院，北至地主”。《全辽文》卷10《妙行大师行状碑》记载，秦越国大长公主把所居宅第捐赠寺院：“稻畦百顷，户口百家，枣栗疏园，井口器用等物，皆有施状。”[23]
 以上几例是契丹贵族、汉族地主施赠给寺院的土地，转赠给寺院后，土地使用权变为寺院，但是所有权仍然属于国家。辽代寺院土地数量巨大，寺院主实际上是土地的所有者，契丹贵族连同民户一同转赠给寺院，这些民户耕种寺院的土地，其租税半输官，半输寺，成为寺院二税户。辽代后期，由于寺院经济的发展，寺院占有的土地日益增多，辽朝对寺院的土地实行了限制，对执契不明的土地进行了没收。《全辽文》卷10《上方感化寺碑》记载：“大安中，燕地遣括天荒使者驰至，按视厥土，以豪民所首，谓执契不明，遂围以官封，旷为牧地。”[24]
 大安为道宗时的年号，道宗时，派遣括天荒使者，到各地搜括荒闲土地以及执契不明的土地，感化寺的土地，因执契不明，而被官收。

6.公共牧地

辽建国后，对原来氏族社会后期部族的公有土地予以保留，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土地被皇族贵族所占有。据《辽史·地理志》所载，部族公有的牧地如下：

祖州，天成军，上，节度。本辽右八部世没里地。

泰州，本契丹二十部族放牧之地。因黑鼠族累犯通化州，民不能御，遂移东南六百里，建城居之，以近本族。

乌州，本乌丸之地。辽北大王拨剌占为牧地，建城，后官收。

仪坤州，启圣军，节度。本契丹右大部地。应天皇后建州。

广义县，本回鹘部牧地。应天皇后以西征所俘居之，因建州县。

降圣州，本大部落东楼之地。太祖春月行帐多驻此。穆宗建州。四面各三十里，禁樵采放牧。先属延昌宫，后隶彰愍宫。

凤州，南王府五帐分地。户四千。

遂州，本高州地，南王府五帐放牧于此。户五百。

其中有的公共牧地被皇族侵占建斡鲁朵。如乌州、仪坤州、广义县、降圣州等。

上述公有土地，绝大部分被契丹贵族占有，有的成为皇室的斡鲁朵，有的被契丹贵族占为牧地。只有距离上京较远的静边城，为二十部族放牧之地，此外还有凤州、遂州，保留为部族公有的牧地。

处于辽朝周边的各个少数民族部族，仍处于氏族社会末期，以渔猎畜牧经济为主，如西北部的乌古敌烈，东北部的女真、室韦等族，其土地所有权属于部族公有。

在南京、西京、东京地区较发达的农业经济的带动下，辽朝农业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农业经济的比重增大。辽上京、中京地区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至辽圣宗、兴宗、道宗时期，辽代农业达到鼎盛。

二　渔猎业

契丹族是游牧民族。契丹人喜爱渔猎，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渔为生。契丹皇帝每年进行四时捺钵。“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四时捺钵是契丹皇帝为保持本民族渔猎、尚武习俗而进行的独具特色的“出行活动”，从中可鲜明、生动地反映出契丹民族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佃渔的游牧生活。据史料记载，辽代皇帝每年正月上旬从辽上京出发，沿今乌尔吉木伦河东行到阿鲁科尔沁旗和乌力吉木仁，再北上到突泉双城辽古城，然后在吉林境内沿洮儿河到程四家子古城，最后来到查干湖周围进行“春捺钵”。《辽史》记载，春捺钵：在鸭子河泺。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帐，约六十日方至。天鹅未至，卓帐冰上，凿冰取鱼。冰泮，乃纵鹰鹘捕鹅雁，皇帝得头鹅，荐庙，群臣各献酒果，举乐。春捺钵的活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渔猎，渔猎活动首先是凿冰钩鱼，按规矩，由皇帝亲手钩第一条鱼，称“头鱼”，钩得头鱼后，皇帝就在大帐内摆宴，称“头鱼宴”，宴会上前来朝贺的女真各部酋长依次歌舞助兴。皇帝设“头鱼宴”不单纯是为了娱乐，更是为了彰显武功与威严。另一项渔猎活动是湖冰解冻后，纵鹰捕鹅，捕鹅时，侍御皆穿墨绿色衣服，各备连锤一柄，鹰食一器，刺鹅锥一枚，于湖周围相去各五七步排立。皇帝带上头巾，穿便服，系玉束带，在上风口眺望。有鹅之处，侍御们举旗，探骑驰报，鸣鼓，鹅惊起腾飞，左右围骑皆举帜驱赶之。侍从向皇帝擎进海东青，皇帝放鹰捕鹅，鹅被鹰击伤坠地，排立近处的侍从，举锥刺鹅，取脑喂鹰。皇帝得头鹅，先荐供祖庙，群臣备献酒果，娱乐。

夏捺钵：多在吐儿山。四月中旬起牙帐，卜吉地为纳凉所，居五旬。与北、南臣僚议国事，暇日游猎。每出猎，即拔毛插之，以鼓为坐，遂纵饮，最以此为乐。又好以铜及石为锤，以击兔。夏月以布为毡帐，籍草围棋、双陆，或深涧张鹰[25]
 。

秋捺钵：多在伏虎林。七月中旬自纳凉处起牙帐，入山射鹿及虎。每岁车驾至，皇族而下分布泺水侧。待夜将半，鹿饮盐水，令猎人吹角效鹿鸣，即集而射之。谓之“舐碱鹿”。又名“呼鹿”。每秋则衣褐裘，呼鹿射之。九月九日，国主打团斗射虎，少者输重九一筵席。射罢，于地高处卓帐，与番汉臣登高，饮菊花酒[26]
 。可见，契丹人的渔猎活动从初期的生产习俗已经发展为带有娱乐性质的习俗了。

冬捺钵：多在广平甸。其地饶沙，冬月稍暖，牙帐多于此坐冬，与北、南大臣会议国事，有时出校猎讲武，兼受南宋及诸国礼贡。每岁四时，周而复始。皇帝四时巡守，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并应役次人，及汉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从。夏、冬捺钵时，“与北、南臣僚议国事，暇日游猎”。契丹皇帝的主要活动是召集会议讨论国事，向全国发布政令，接见各国、各族使节和接受贡品。四季捺钵的行营实际是辽朝的临时“皇都”。其地位甚至已超过按中原都城形制所建的辽五京。

三　畜牧业

契丹族以畜牧为业，所谓“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27]
 “蕃汉人户，亦以牧养多少为高下”。[28]
 渤海国故地的部分地区以及北方各少数民族属国、属部也以畜牧业为主。契丹族牧养的牲畜有马、羊、牛、驼等。

契丹牧民在长期的牧马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北宋使臣苏颂的诗曾记载：“契丹马群，动以千数，每群牧者才二三人而已。纵其逐水草，不复羁绊，有役则旋驱策而用，终日驰骋而力不困乏。彼谚云：‘一分喂，十分骑’……视马之形，皆不中相法，蹄毛皆不剪剃，云马遂性，则滋生益繁，此养马法也。”[29]


草原牧草的繁茂与否决定着契丹养马业的发展与盛衰，北宋中后期，辽朝使臣萧庆曾说：“契丹中马有熟时，有不熟时，一如南朝养蚕也。”“有雪而才露出草一寸许，如此则牛马大熟，盖契丹视此为丰凶。”[30]
 可见，雪灾、风灾、干旱等自然灾害影响着契丹畜牧业的发展。

辽朝设置群牧机构，设置群牧使司管理官营的畜牧业。咸雍年间，群牧养马问题较多，马群太保萧陶隗上书：“群牧以少为多，以无为有。上下相蒙，积弊成风，不若括见真数，著为定籍，公私两济。”[31]
 经过这次整顿，“畜产岁以蕃息”。至大安年间，辽朝的群牧马匹已达百万匹。“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32]
 辽朝末年，耶律大石取辽朝在“碛外”放牧的数万匹马西迁中亚地区。《辽史·食货志》记载，马匹是诸属国、属部给辽朝的重要贡品，“东丹国岁贡千匹，女真万匹，直不古等国万匹，阻卜及吾独婉、惕德各二万匹，西夏、室韦各三百匹，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骊等诸部三百匹”。说明北方及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族的畜牧业也是相当发展的。

四　工商业

冶铁业：契丹建国前后已有矿冶业。由于契丹人以游牧为生，因此在四时迁徙过程中，车子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宋朝沈括曾说：“奚人业伐山、陆种斫车，契丹之车皆资于奚，车工所聚曰打造馆。”[33]
 辽上京有车子院，并设监管理，可见当时已有专门打造车子的行业。

中京附近的富谷馆，居住着渤海人，居民多以造车为业。渤海人是辽朝冶铁业、银冶业的主要担当者。渤海人聚居的辽东地区是铁的重要产地，辽以横帐和大族奴隶置曷术石烈，从事冶炼。辽在手山、三黜古斯和柳湿河分置三冶。中京柳河馆附近有铁冶，“西北有铁冶，多渤海人所居，就河漉沙石，炼得成铁”。“七十里至打造部落馆，唯有番户百余，编荆篱，锻铁为兵器。”[34]
 上京饶州长乐县，太祖迁徙渤海人居住此地。其中有一千户纳铁。打造部落馆，是专门从事打造兵器、生活用具的人户。

纺织业：辽南京（今北京）“锦绣组绮，精绝天下”。[35]
 南京的纺织业是辽朝的纺织业中心，带动了辽朝内地纺织业的发展。并出现了专门从事纺织业的民户和纺工。在辽上京、中京、祖州有官营的手工业作坊绫锦院，为皇室提供纺织品。中京道的宜州、川州、锦州、霸州和东京道的显州，地产桑麻，除向绫锦院提供纺织原料外，也以纺织为业，生产大量精美的丝织品。生产者主要是汉人。世宗以定州（今河北正定）俘户所设置的中京道弘政县“民工织衽，多技巧”。[36]


商业：辽初，商业贸易还处在以物易物的阶段。史书记载，辽上京，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辽朝占领燕云十六州后，商业逐渐繁荣发展起来。辽的南京，商业繁荣，“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37]
 辽的东京，“外城谓之汉城，分南北市，中为看楼，晨集南市，夕集北市”。东京分为南北市场，早上开南市，晚上开北市。辽上京，其北谓之皇城，其南谓之汉城。“南当横街，各有楼对峙，下列井肆。南门之东设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38]
 辽上京之南的汉城设有市场，回鹘商人居住于上京的回鹘营，专门从事商业贸易。

辽朝与宋朝的贸易。“澶渊之盟”后，宋辽双方达成协议，在河北沿边陆续开放榷场。景德二年（1005），宋于雄、霸州和安肃军置三榷场，继又于广信军置场，由朝廷派官员专管。辽国也在宋辽边境设置榷场，景德元年（1004），契丹在涿州新城设有榷场，并置榷场都监。大中祥符三年（1010），在朔州南，再置榷场，与北宋贸易。

贸易的物品，宋对辽的出口物品有茶、药材、粮食、丝麻织品、漆器、瓷器、香料、犀角、象牙、硫黄、铜钱、印本书籍等。辽对宋出口物品有银钱、羊马、马具、皮革、毛毡、镔铁刀、北珠、橐驼等。

羊是契丹对北宋输出的大宗商品之一。真宗时，宫殿御膳用羊每年需要数万头，故河北榷场每年“博买契丹羊数万”只，耗费官私钱四十余万缗。而契丹则每年从北宋输入大量茶叶。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自景德中，北戎（契丹）入寇之后，河北籴便之法荡尽，此后茶利十丧其九。”北宋汴京是辽朝北珠的重要销售市场。北宋末年，在榷场中，北珠的最高成交量，可以达到缗钱三百万。

走私贸易。宋国百姓常常“私过北界”[39]
 贸易，辽朝商人也常“潜赴近南州军经商”，甚至“冒禁来诣榷场求市”[40]
 。北宋严禁出境的铜钱也由于走私大量流入辽境内。苏辙使辽时看到“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沿边禁钱条法虽极深重，而利之所在，势无由止。本朝每岁铸钱以百万计，而所在常患钱少”[41]
 。辽朝严厉打击走私活动，“每擒获鬻马出界人，皆戮之，远配其家”[42]
 。

五　自然灾害及其赈济措施

（一）自然灾害概况

辽代的自然灾害主要有旱灾、水灾、雪灾、风灾、蝗灾、地震、火灾、霜灾、大寒、冰雹共10种，包括气象灾害、地质灾害、水文灾害等，其中以气象灾害为主。把辽代各种自然灾害及其时段列表如下。


辽代自然灾害时段表




从上表中，我们总结辽代自然灾害特点如下：

1.频率加快

如果把辽朝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的话，辽朝自然灾害呈现出频率加快的趋势。辽初至穆宗的60余年的时间里，共计发生各种自然灾害18次；景宗至兴宗的90余年的时间里，共计发生各种自然灾害51次；道宗至辽末60余年的时间里，共计发生各种自然灾害63次，是辽初相同的六十余年灾害发生次数的3.5倍。

2.鲜明的季节性

辽代旱灾主要发生在夏季，水灾多发生在夏、秋季；蝗灾则发生在夏、秋两季，风灾在夏季发生，可见辽代的夏、秋季，是自然灾害发生频繁的季节。

3.明显的地域性

从自然灾害的灾发空间看，上京道是旱灾、风灾、雪灾的重灾区，南京道是水灾、蝗灾与地震的重灾区。

（二）救灾措施

救灾措施：

辽朝廷采取了以下救灾赈济措施。

1.赈济

圣宗统和十五年（997）夏四月，“发义仓粟赈南京诸县民”。[43]
 道宗大康元年（1075）九月，“以南京饥，出钱粟赈之”。[44]
 道宗大安二年（1086）秋七月，“岀粟赈辽州贫民”；十一月，“岀粟赈乾、显、成、懿四州贫民”。[45]


2.放贷

开泰元年（1012），辽圣宗下诏曰：“年谷不登，发仓以贷。”东京各地也设有和籴仓，“许民自愿假贷，收息两分”。[46]
 道宗大安四年（1088）冬十月，“免百姓所贷官粟”[47]
 ，说明百姓可以向国家借贷粮食。除了贷“官粟”外，民间有些富人也在荒年时贷粮给百姓。如刘祜，“力农蓄谷，方岁歉，减直以市人……又以里人合釜无食，尽发所有以贷”。[48]


3.减免赋役

在灾害发生后，辽朝廷采取了很多减免赋税、徭役的救灾措施，减轻灾民的负担。如辽穆宗应历三年（953）冬，“以南京水，诏免今岁租”[49]
 ；圣宗统和四年（986）十月，“复南院部民今年租赋”[50]
 ；兴宗重熙十一年（1042）十一月，“以上京岁欠，复其民租税”。[51]
 道宗咸雍四年（1068），“永清、武清、安次、固安、新城、归义、容城诸县水，复一岁租”。[52]


4.安民与移民

为了安辑流民，辽圣宗统和四年（986）下诏，在西州地区“轻税赋以来流民”。[53]
 十四年（996）三月，圣宗下诏“安集朔州流民”。十五年（997）正月，“免流民税”。三月又下诏减免南京逃户的“逋税”。[54]
 大安三年（1087）三月，辽以“民多流散”，实行“除安泊逃户征偿法”[55]
 ，从法律上废除了对逃户的惩罚，从而稳定了民心，有利于救灾及灾后重建。

移民。“太祖完葺故里，置州。……州在灵河之南，屡遭水害，圣宗迁于河北唐崇州故城。”道宗寿隆四年（1098）正月，“徙阻卜等贫民于山前”。[56]
 移民是灾后重建的重要措施。

（三）防灾措施

辽朝从长远利益出发，推行了以下防灾抗灾对策。

1.重农政策。农业是立国之本，辽朝历代皇帝都很重视农业。太祖“平诸弟之乱，弭兵轻赋，专意于农。尝以户口滋繁，
 辖疏远，分北大浓兀为二部，程以树艺，诸部效之”。[57]
 辽太宗为了推广和保护农耕，于会同二年（939）十月诏令，“以乌古之地水草丰美，命瓯昆石烈居之”，并“益以海勒水之善地为农田”；会同三年（940）十一月，“诏有司教民播种纺绩”；会同八年（945）“诏征诸道兵，仍戒敢有伤禾稼者以军法论”。[58]
 辽太宗采取多种措施开垦耕地，保护农耕。辽圣宗统和四年（986）十一月，圣宗诏“军中无故不得驰马，及纵诸军残南境桑果”[59]
 ；统和七年（989）正月，“禁部从伐民桑梓”，三月，“禁刍牧伤禾稼”；兴宗重熙十五年（1046）秋七月，兴宗如秋山，“禁扈从践民田”。[60]
 清宁二年（1056）六月，“遣使分道平赋税，缮戎器，劝农桑，禁盗贼”。[61]


实行屯田。耶律唐古“督耕稼以给西军。唐古率众田胪朐河侧，岁登上熟”，又“移屯镇州，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每斗不过数钱”[62]
 ，之后，“沿边各置屯田戍兵，易田积谷以给军饷”。

2.设立仓储制度。圣宗统和十三年（995），“诏诸道置义仓”。义仓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专门用来赈贷灾荒的粮仓，“岁秋，社民随所获，户岀粟庤仓，社司籍其目。岁俭，发以赈民”[63]
 ，义仓在抗灾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统和十五年（997）四月，“发义仓粟赈南京诸县民”[64]
 ；中京留守贾师训清理当地流民时，将“老弱癃疾不能自活者，尽送义仓给养”。[65]
 辽代许多寺院也设立义仓贮粮，用以灾年赈灾济民。“风俗以四月八日，共庆佛生。凡水之滨，山之下，不远百里，仅有万家，予馈供粮，号为义仓。”[66]
 辽朝还建置了许多和籴仓，“而东京如咸、信、苏、复、辰、海、同、银、乌、遂、春、泰等五十余城内，沿边诸州，各有和籴仓，依祖宗法，岀陈易新，许民自愿假贷，收息两分”。[67]


3.兴修水利。景宗保宁年间（969—979），高勋以南京郊内多隙地，请疏畦种稻[68]
 ，虽然景宗未采纳高勋的“疏畦种稻”之请，但“引水为畦”说明辽代南京实行农田水利灌溉。圣宗统和十二年（994）春，“漷阴镇水，漂溺三十余村，诏疏旧渠”[69]
 。咸雍十年（1074），辽东雨水伤稼，北枢密院“大发濒河壮丁以完堤防”[70]
 ，道宗大康十年（1084），贾师训“诏委规度春、泰两州河堤，及诸官府课役，亦奉免数万工”。[71]
 兴宗重熙十五年（1046），“漯阳水失故道，岁为民害”，武定军节度使杨佶“乃以己俸创长桥，人不病涉”[72]
 。天祚帝乾统年间，蓟州三河县“岁春修桥路数十处”，县令刘瑶“亲率丁夫，无避暴露，令伐木凿石，山谷桥道，刻期修毕”。[73]


4.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太宗会同五年（942）五月，“禁屠宰”[74]
 ，统和十年（992）正月，“禁丧葬礼杀马”，马牛是耕种、作战的重要物资，辽朝禁止屠宰牲畜，有利于牲畜的繁衍，有利于农牧业生产。兴宗重熙十五年（1046）九月，“禁以置网捕狐兔”[75]
 ，辽朝廷提倡植树造林，如圣宗统和十五年（997）正月，“诏诸道劝民种树”[76]
 ，这对于保护生态环境、防风防沙有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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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生活方式与社会习俗

衣、食、住、行是一定历史阶段生活方式的直接透视，是一定文化形态的反映。契丹族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既保持了游牧民族的特点，又受汉化的影响，表现出各民族相互影响，相互学习，契丹人汉化、汉人胡化的发展趋势。

一　契丹族的衣食住行

（一）服饰

契丹人的服饰，分为官服与民服两类。

民服，即一般契丹人的穿着，它带有浓厚的民族特点，并受生产方式、地理气候条件所制约。《辽史》卷五十六《仪卫志》载：“上古之人，网罟禽兽，食肉衣皮……契丹转居荐草之间，去邃古之风犹未远也。太祖仲父述澜……始置城邑，为树艺、桑麻、组织之教……太宗制中国，紫银之鼠，罗绮之篚，麇载而至……于是定衣冠之制，北班国制，南班汉制，各从其便焉。”这段记载说明了契丹建国前后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及契丹服饰的发展与变化。契丹建国前的社会生产状况为“随水草畜牧”，“食肉衣皮”，过着以畜牧业为主的生活，服饰也极简陋。到太祖父辈时已定居，已经有了农业、纺织等新兴行业，因而有了自己的民族服饰。到太宗时，灭亡后晋占领汉地后，统一规定了国制与汉制的服饰制度。

契丹男人的服饰为“髡发左衽”。髡发即前额头发全部剃光（也有前额留短头发的），只有鬓角留一绺长发，从耳后垂至肩际。此外，“凡仕族之家女子，在家时皆髡首，到出嫁时方留发”[1]
 。因此髡首是契丹男子和契丹少女特有的一种发式。契丹人髡发的习惯可能与气候有关。草原游牧风沙大，头发剃去便于清洗，干净利落。契丹男女的服饰一般都为“左衽”，即衣服左边开襟。而汉服一般为右边开襟，这是契丹服饰与汉服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契丹男子的服饰，大多为圆领窄袖长袍，腰中系带，足踏黑靴，靴子用各种皮革所制，耐水耐寒，轻便利落，便于骑马。制靴的皮革来自契丹人所饲养的牛、羊、马之皮，取材方便。从出土的辽墓壁画中可以看到契丹男子昔日的风貌：髡发左衽，留须，戴黄色耳环，白色下衣，蓝色中单，红色圆领窄袖长袍，腰系浅色革带，足踏黑靴。[2]


契丹妇女服饰。其上衣叫团衫，颜色用黑、紫、绀诸色，服式为直领左衽。前拂地，后长而曳地尺余，两边垂红黄带。妇女所束的裙子形式为襜大式，多在黑紫面上绣以全枝花。哲盟库伦旗一号辽墓壁画中，绘有契丹妇女画像：头戴黑色瓜皮帽，帽缘扎绿色中带，鬓发下垂，腰系黄色葫芦状荷包及一黑色小皮囊。另一女子，头戴绿顶黑皮小帽，后面系花结，绿色长衫，浅红色腰带，左佩件与主人同，侧身向女主人，手执铜镜，为女主人整容。[3]
 由此可见，辽代契丹妇女穿着为长衫，系腰带，由于北方寒冷，无论寒暑，必系棉裙，头戴帽子。

契丹皇后服饰华丽、讲究。常服为紫金百凤衫，杏黄色金缕裙，头戴百宝花簪，足穿红凤花靴。宫女也有穿锦靴、戴貂额者。

辽宁法库叶茂台辽代石棺墓出土的契丹老年贵族妇女，所穿服饰较为具体形象。其衣着为长袍、短袄、裙、裤、套裤。长袍为绣花棉袍，棕黄色罗地左衽式，通体绣花，领绣二龙，袍衫有疙瘩式襻扣，左衽宽袖。头戴高翅帽。中为圆式帽顶，为纱地绵胎，棕色，帽面锁绣。旁有两个高大的立翅。脚穿齐膝刻丝软靴，为圆口两旁开禊式。手戴绣花分指手套，为罗地绵胎绣花，分指包腕式，套口缚有带结。脸部盖有深棕色蝉翼状面纱。出土的纺织品都是桑蚕丝织品，有绢、纱、罗、绮、锦、绒圈织物及刻丝等七类几十种品种规格，质地轻薄柔软[4]
 。这说明当时纺织技术的高超和契丹贵族妇女生活的讲究与奢华。其中棉袍、软靴、绣花分指棉手套、棉帽等，做工精细，美观适用，以御寒为主，带有浓厚的北方地域性特点。辽代的上京有绫锦诸工作。南京的“锦绣组绮，精绝天下”[5]
 。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改变了契丹人建国前“食肉衣皮”的简陋的生活状况，使契丹人在服饰上更多样化，更具审美情趣。

契丹妇女尤其喜爱修饰。项串和耳坠是契丹妇女喜爱的饰物。据贾敬颜《路振乘轺录疏证》记载：辽承天后“冠翠花，玉充耳”。侍立者“皆胡婢，黄金为耳珰”。内蒙奈曼旗陈国公主驸马墓中，陈国公主头旁放置一对耳坠，耳坠各用金丝连缀10颗大小珍珠及4个琥珀雕刻鱼龙形船，船舱、摇橹人的耳、目及鱼龙的鳞、鳍等处无不刻画入微。在建平张家营子辽墓、锦州张扛村一号辽墓、朝阳前窗户村辽墓等均出土有耳坠。质地有金、银、铜质，形态各异，但都远不及陈国公主所戴的精美[6]
 。陈国公主所佩珍珠项链，是用银丝贯穿五百余颗珍珠分股组合而成。下方中间缀以琥珀圆雕，红白相间，色彩鲜明。臂钏，即双臂佩带的饰物。宋人称：“女夭夭称细娘，真珠络臂面涂黄。”诗中形象地描绘了契丹妇女的风貌。面涂黄，即“冬月以栝荽涂面，谓之佛装，但加傅而不洗，至春暖方涤去，久不为风日所侵，故洁白如故也”。契丹妇女崇佛，因此以黄物（栝荽）涂面的佛装为美。珍珠络臂，即用珍珠做成臂钏。陈国公主双腕戴两对黄金臂钏，双手十指戴11枚戒指。

由于辽朝地处北方，气候寒冷，所以契丹人在服饰上多衣皮毛。贵者披貂裘，裘毛以银貂为最贵，紫黑色貂皮也很珍贵，青次之。穷苦人一般服羊、鼠、沙狐裘皮以御寒。契丹人为防寒，还在肩背处围以“贾哈”。“贾哈”用锦貂或其他毛皮裁制，形制如箕，两端作尖锐状，围于肩背间，正适合于北方寒冷气候的需要。

在契丹人中还流行着穿艾衣的风俗。“五月五日午时，采艾叶与绵相和，絮衣七事，国主著之，蕃汉臣僚各赐艾衣三事。”[7]
 艾叶有浓郁的香气，可以理气血，逐寒湿，艾叶揉捣之后如绒，穿在身上既香气袭人，又可驱逐寒湿，取驱邪避寒之意。

官服，分为国服与汉服两类。国服，以朝服、公服、常服为主。朝服，皇帝服饰为通天冠，绛纱袍或服实里薛衮冠，络缝红袍，垂饰犀玉带错，络缝靴；太宗时更为锦袍、金带。契丹臣僚戴毡冠，金花为饰，或加珠玉翠毛。服紫窄袍。公服，其特点之一就是头上裹巾。皇帝紫皂幅巾，紫窄袍，臣僚亦幅巾，紫衣。《辽史》卷一一六《国语解》：“契丹豪民裹头巾者，纳牛驼十头、马百匹，乃给官名曰舍利。”可见，裹头巾者为官吏。常服，皇帝柘黄袍衫，折上头巾，九环带，六合靴。官员头戴幞头，身穿紫袍或绿色窄袍，中单多红绿色。贵者服貂裘。辽太宗入晋后，并用汉服。汉服也分朝服、公服、常服。汉服的服饰特点、佩戴的饰物佩件与中原汉服相同。服饰的汉化反映了各族之间相互学习、相互融合的历史趋势。

契丹人在服饰上的阶级、等级之别非常严格。“夷离堇及副使之族并民如贱，不得服驼尼、水獭裘，刀柄、兔鹘、鞍勒、珮子不许用犀玉、骨突犀；惟大将军不禁。”[8]
 契丹族普通老百姓，夏天穿布衣，冬天穿羊皮、兔皮袄取暖。

（二）饮食

契丹人的饮食习惯受地理、气候条件的限制，并带有浓厚的游牧民族特点。《辽史》卷三十二《营卫志》：“（契丹）绩毛饮湩，以为衣食。”这句话精练地概括了契丹人衣、食的特点。契丹人善于畜牧，饲养的牛羊及其所产牛羊乳，是契丹人喜爱的日常饮食。契丹人把牛羊乳做成各种奶酪。肉类也是契丹人日常的食品。契丹人喜爱狩猎，捕获的飞禽走兽如雁、鹿、兔、虎、熊，都可做成各种美味佳肴。貔狸肉是契丹人招待贵客的珍膳。貔狸，形如鼠而大，穴居，食谷粱，嗜肉，味如豚肉而脆。王安石在《北客置酒》一诗中描绘了独具特色的契丹人宴席：“山蔬野果杂饴蜜，獾脯豕腊如炰煎。”诗中描绘的丰盛宴席中，有煮熟的各种肉食、肉脯、獾脯等，还有各种鲜果蔬菜。现在蒙古族仍保留引刀取肉的待客习俗，满族仍有腌制咸腊肉的习俗。契丹人还喜食生葱韭蒜。《东京梦华录》载：宴席上辽使节为宋君王上寿时，辽使节面前“独羊鸡鹅连骨熟肉为看盘，皆以小绳束之，又生葱韭蒜醋各一碟”。至今北方人仍喜食生葱韭蒜。

除肉食外，契丹人还喜欢吃各种新鲜蔬菜。有一种回鹘豆，高二尺许，直干，有叶无旁枝，角长2寸，每角只有两豆，一根才六七角。色黄，味如栗。蔬菜中常食用的有芹菜、韭菜、白菜、葱、蒜等。渤海螃蟹，红色，大如碗，螯巨而厚，其跪如中国蟹螯[9]
 ，较为稀罕，也是契丹人喜食的一种海物。

契丹人的主食为米、面及各类五谷杂粮。太祖祖父匀德实“喜稼穑，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10]
 。太祖立国后，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汉城“地可植五谷，阿保机率汉人耕种”。[11]
 契丹人种植的粮食有稻、麦、粟、黍、糜等等。契丹人把米做成粥或干饭食用。《契丹国志》卷24《王沂公行程录》：“（契丹）食止糜粥、粆糒。”糜粥即肉粥。粆糒即炒米、炒面。炒米、炒面做法简易，携带方便。契丹人在日常饮食中和行军作战中食用。《栾城集·渡桑乾》中描绘契丹人的饮食：“腥膻酸薄不可食，羊脩乳粥差便人。”从宋人口中反映出契丹人喜食带腥膻味的牛羊肉及牛羊乳、乳粥。这里的乳粥是用牛羊乳煮的粥。《辽史》卷五十《礼志》：契丹人“行酒肴、茶膳、馒头毕，从人出水饭毕，臣僚皆起”。水饭是将米用水煮熟，用笊篱捞到凉水里，也可能是做成干饭后泡水而食。面食的制作多种多样，能做成松软的馒头、香甜的油饼、薄脆的煎饼、各式糕点等。在辽的祭祀仪中，用各种面食作为祭品。其中有馒头、饼饵。契丹人还喜欢在人日那天在庭院中食煎饼，俗云“熏天”。五月五日端午，则吃艾糕[12]
 。

契丹人喜食各种水果。契丹境内出产西瓜，据说是“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13]
 。在北京市斋堂辽墓壁画中，绘有两位侍女，双手藏袖内托盘，盘内盛西瓜、石榴、鲜桃[14]
 。《契丹国志》卷二十一《南北朝馈献礼物》中记载，契丹贺宋生日礼物，其中有蜜晒山果10束棂碗，蜜渍山果10束棂，匹列山梨柿4束棂，榛栗、松子、郁李子、黑郁李子、面枣、楞梨、堂梨20箱等。这些果品都是契丹境内的土特产品。其中的蜜晒山果、蜜渍山果，是契丹人保存水果的特殊方法。蜜晒、蜜渍山果，即把山果用蜜浸泡后晒干，如同今天的果脯，既能保持山果新鲜的质地，又不致变坏。契丹人为在漫长的冬季能食到新鲜的水果，把梨、柿子冷冻后食用。据庞文英《文昌杂记》记载：“取冷水浸良久，冰皆外结，已而敲去，梨已融释。”吃起来汁液清冷，冰凉爽口，有如新鲜的水果。此种冷冻保存水果的方法一直沿袭至今。

契丹人喜爱的饮料有酒和茶。九月九日皇帝“射（虎）罢，于地高处卓帐，与番汉臣登高，饮菊花酒。出兔肝切生，以鹿舌酱拌食之……又以茱萸研酒，洒门户间辟恶。亦有入盐少许而饮之者”[15]
 。菊花，能疏风热，清头目，降火解毒。茱萸，具有温胃散寒疏肝降逆的作用。这两种酒对身体都有益处。兔肝、鹿舌酱也都是营养价值较高的下酒菜。在辽的州城街肆上，设有酒店、酒楼。辽兴宗曾便服微行，数入酒肆[16]
 。穆宗“每夜酣饮，达旦乃寐，日中方起”[17]
 。兴宗曾下诏，禁止职官擅自造酒糜谷，说明辽朝饮酒之风很盛。酒可驱寒助兴，舒筋活血，因此生活在北方寒冷草原上的契丹人喜饮酒。

契丹人喜欢喝茶。《契丹国志》卷二十一《宋朝贺契丹生辰礼物》中，有“乳茶十斤，岳麓茶五斤”。新罗国进贡物有“脑元茶”。契丹境内不产茶，大都从宋朝贸易得来。契丹人常食牛羊肉，喝茶可消油腻，助消化，茶还能醒脑、消暑、提神。饮茶是契丹人向汉人学习的饮食习俗。

契丹人的饮食用具别具特色。装水、装酒用的鸡冠壶，形如鸡冠，身扁平或圆形，壶上部有二圆孔，备穿绳用，便于在马上携带，形制古朴典雅。其他用品有盘、碗、盂、罐等，形式多样，色彩斑斓。其中尤以辽三彩独具特色，以黄、白、绿色为主。今内蒙境内出土以上物品较多。

（三）居室

契丹族为游牧民族，为适应草原放牧生活的需要，其居室为拆卸方便的帐篷。后唐姚坤“谒见阿保机，延入穹庐……阿保机与妻对榻引见坤”[18]
 。穹庐即帐篷。太祖围幽州，“氈车毳幕弥漫山泽”[19]
 。其帐篷冬为毡，夏为布。宋人姜夔诗中形象地描绘了契丹人的放牧生活与居住状况：“契丹家住云沙中，耆车如水马若龙。春来草色一万里，芍药牡丹相间红。大胡牵车小胡舞，弹胡琵琶调胡女。一春浪荡不归家，自有穹庐障风雨。”[20]
 穹庐即帐篷。契丹人以游牧为主，四时要随季节、草场迁移。帐篷拆卸方便，因此成为契丹人的日常居室。昭盟辽墓壁画绘有契丹人居住的帐篷，半圆形顶，有皮绳拴缚，外形极似蒙古包[21]
 。

契丹皇帝也过着四时捺钵的生活。皇帝所居住的帐篷被宋人称为“虏帐”。这种帐篷在《辽史》卷三十二《营卫志》中记述较详：“皇帝牙帐以枪为硬寨，用毛绳连系。每枪下黑毡伞一，以庇卫士风雪。枪外小毡帐一层，每帐五人，各执兵仗为禁围。南有省方殿，殿北约二里曰寿宁殿，皆木柱竹榱，以毡为盖，彩绘韬柱，锦为壁衣，加绯绣额。又以黄布绣龙为地障，窗、槅皆以毡为之，傅以黄油绢。基高尺余，两厢廊庑亦以毡盖，无门户。省方殿北有鹿皮帐……每岁四时，周而复始。”宋绶记在木叶山所见云：“东向设毡屋，曰省方殿，无阶，以毡籍地。后有二大帐，次北又设毡屋，署曰庆寿殿。去山尚远，国主帐在毡屋西北，望之不见。”文中的省方殿与《辽史》所记名同，当为同一殿。两书记载毡帐形制略同。所谓殿，皆木柱竹榱，以毡为盖，无门户，也有以鹿皮为帐，是设备较豪华的帐篷。在契丹皇帝的四时捺钵之地，有番汉官员的固定住所或公府。乾亨二年（983）秋八月二日王裕薨于行宫之私第[22]
 。大康七年（1081）十一月，王师儒“感疾薨于广平甸之公府”。[23]
 重熙元年（1032）冬十一月，秦晋国大长公主“薨于龙化州西南坐冬之行帐”。[24]
 《辽史》卷二十六《道宗纪》载道宗诏令：“每冬驻跸之所，宰相以下构宅，毋役其民。”这说明皇帝四时捺钵，宰相及辽朝官员，要前往随行，并有固定的住所。文中的“公府”、“私第”、“宅”，是汉人官吏办公或居住的房屋，而秦晋国大长公主住的是“行帐”。

《王沂公行程录》记载：“自过古北口即蕃境，居人草庵板屋，亦务耕种……亦有携车帐，逐水草射猎。”早在建国前，太祖伯父述澜“占据潢河沃壤，始置城邑”。[25]


宫殿，是契丹皇帝居住的地方。上京临潢府，是辽朝皇都，城高二丈，幅员27里。其北谓之皇城，高三丈，有楼橹。中有大内。有留守司、盐铁司、崇孝寺、国子监、齐天皇后故宅、元妃宅、绫锦院等，“南城谓之汉城，南当横街，各有楼对峙，下列井肆”。[26]


中京大定府，圣宗时建都。郛郭、宫掖、楼阁、府库、市肆、廊庑，拟神都之制。

南京析津府，城方三十六里，高三丈，衡广一丈五尺。城有八门，大内在西南隅。坊市、廨舍、寺观，盖不胜书。“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27]
 辽代都城，还有东京与西京。需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契丹人居住的毡帐、房屋，还是皇帝所居的宫室，门皆东向，这是因为契丹人有拜日的习俗。

（四）交通工具

契丹人外出的主要交通工具为马、车、船。契丹人无论男女老幼，都善于骑马。“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弛兵于民。”[28]
 “转徙随时，车马为家。”马是契丹人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是行军作战时必备的坐骑。契丹铁骑以骁勇善战闻名于世。契丹银牌天使执牌驰马，日行数百里[29]
 。

契丹人随水草迁徙，车具是必备的交通工具。有毡车、大车、青幰车等。契丹人车的形制：“长毂广轮，其乘车驾之以驼，上施旒，惟富者加毡幰文绣之饰。”公主下嫁时也要以车具作为嫁妆。“青幰车，二螭头、盖部皆饰以银，驾用驼，公主下嫁以赐之。”“送终车，车楼纯饰以锦，螭头以银，下悬铎，后垂大毡，驾以牛。上载羊一，谓之祭羊……亦赐公主。”[30]
 契丹皇族把车具作为公主的嫁妆之一，郑重的赐予公主，足见契丹人对于车的重视和依赖。驾车有马、牛、驼，有的驾鹿。车饰与形制也不尽相同。圣宗仁德皇后“所乘车置龙首鸱尾，饰以黄金。又造九龙辂、诸子车，以白金为浮图，各有巧思”[31]
 。库伦旗一号辽墓壁画中，有一组备车起程的场面：车为轿顶式，高轮长辕，红柱支棚，周围覆以蓝色帷幕，前垂格帘，贝珠形棚顶。车棚周缘垂黄色短帷，四角挂流苏[32]
 。契丹人在车上坐、卧皆可。

契丹人用于江河海上的交通工具为舟船。“其俗刳木为舟，长可八尺，形如梭，曰‘梭船’，上施一桨，止以捕鱼；至渡车，则方舟或三舟。”[33]
 东丹王耶律倍，就是坐船浮海而奔后唐的。

船也用于军事作战方面。重熙十五年（1046），辽西征夏国，萧蒲奴以兵二千据河桥，聚巨舰数十艘。巨舰成为渡河西征夏国的重要交通工具。

综上所述，契丹人的衣、食、住、行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1.由于契丹人生活在西北较寒冷的地区，因此在衣、食、住、行方面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如冬天服饰上多衣皮毛、棉衣，穿戴较厚，并有戴帽子、手套的习惯，以防寒为主要特点。

2.契丹是以游牧射猎为主，兼营农业的民族，因此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带有浓厚的游牧民族的特点。如髡发左衽，饮食多肉、奶，居室为帐篷，外出多骑马或坐车，契丹皇帝有四时捺钵的习俗等。契丹社会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在衣、食、住、行诸方面，带有浓厚的时代特点，反映了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3.由于受中原以及辽境内汉人的影响，契丹人在衣、食、住、行诸方面，表现出汉化的趋势；反之，汉人也受契丹人的影响，在衣、食、住、行方面趋向“胡化”，表现出各民族相互学习、相互融合的多元一体化趋势。《揽辔录》载：“最甚者衣服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以北皆然。”甚至连庙宇中的塑像、刻像也皆“左衽”。以至于宋朝廷为维护大汉族主义的尊严，不得不下禁令：“禁士庶效契丹服及乘骑鞍辔，妇人衣铜绿、兔褐之类。”大观政和间（1107—1117年）又再次下诏：“敢为契丹服若毡笠、钩墩之类者，以违御笔论。”钩墩，即妇人所着袜裤的形制。铜绿等色衣服是契丹等北方民族所喜欢穿的颜色。但强制命令没能阻止各族人民相互学习、趋为一体的历史潮流。以致宋朝文人苏辙在《燕山》诗中感叹：“哀哉汉唐余，左衽今已半。”“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34]
 各民族间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是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

二　生诞习俗与再生仪

（一）生诞习俗

契丹族的生诞习俗，带有本民族的特点。以皇后生产为例：妊娠八个月后，要预先建无量寿道场，每日烧香礼拜。在皇帝各帐寝，预先造白毡帐四十九座，内一座最大径围七十二尺。皇后将要临产时，在道场内先烧香，望日拜八次，接着进入最大的帐内，周围48座小帐内放桌，每帐各用带角的羊一只，派一人去帐内，待皇后欲产时，让各小帐内的人一齐用力扭羊角，被扭的羊同声高叫，内外人声嘈杂，听不清是羊叫还是人叫，契丹人认为这是用羊叫来代替皇后忍痛之声。

之后，让人给皇后蒙上眼，手抱皇后胸，接产婆把皇后放到带秆的甘草上躺卧。如果生下的是儿子，契丹皇帝身穿红色衣服，在前帐内动番乐，并同契丹臣僚饮酒庆贺，皇后则服下调酥杏油半盏。如果生下的是女儿，契丹皇帝身穿黑色衣服，在前帐内奏汉乐，与亲信汉人臣僚饮酒。皇后服下用盐调制的黑豆汤。所用之羊派人专门放牧，不得宰杀，直到老死。皇后在第九天回到皇帝帐内。这是契丹贵族、皇室的产俗。

若是普通契丹妇女生产时，也望日拜八次，等到进入帐内，用手帕擦眼睛，妇人卧在甘草上，若生下儿子，其丈夫面涂蓬子胭脂（其蓬子为多年生草本植物，开白花，子实有毛。八月收下，用鹿布绞汁，用时以浸布水涂面，契丹妇女时常也用来做妆饰）。如果生下的是女孩，则丈夫面涂炭黑，产妇服用黑豆汤。契丹人认为用此二物涂面时，适合男女，贫穷人家不具此仪。

契丹人认为五日生女，古人所忌，是不吉利的。例如辽道宗皇后萧观音即五日所生，其父在萧观音出生时曾预言，将来必有不测。后来果然被害。这当然是偶然的巧合，但也反映出契丹人生辰有忌日期的习俗。

（二）再生仪

契丹族的再生仪，属于辽代礼仪中的嘉仪。再生仪带有较强的民族特点，是契丹族礼俗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

关于再生仪，在《辽史》卷五十三《礼志》记载：“凡十有二岁，皇帝本命前一年季冬之月，择吉日。前期，禁门北除地置再生室、母后室、先帝神主舆。在再生室东南，倒植三岐木。其日，以童子及产医妪置室中。一妇人执酒，一叟持矢箙，立于室外。有司请神主降舆，致奠。奠讫，皇帝出寝殿，诣再生室。群臣奉迎，再拜。皇帝入室，释服、跣。以童子从，三过岐木之下。每过，产医妪致词，拂拭帝躬。童子过岐木七，皇帝卧木侧，叟击箙曰：‘生男矣。’太巫幪皇帝首，兴，群臣称贺，再拜。产医妪受酒于执酒妇以进，太巫奉襁褓、彩结等物赞祝之。予选七叟，各立御名系于彩，皆跪进。皇帝选嘉名受之，赐物。再拜，退。群臣皆进襁褓、彩结等物。皇帝拜先帝诸御容，遂宴群臣。”从以上记载中，可以概括出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再生仪是专门为皇帝举行的。

第二，再生仪每十二年举行一次，即皇帝本命前一年季冬之月举行。

第三，再生仪的意义，据《辽史》记载是：“岁一周星，使天子一行是礼，以起其孝心。”[35]
 但是，从《辽史·礼志》中的《柴册仪》以及各帝王本纪的记载来看，情况并非如此。可作订正与补充说明的有如下几点：

其一，再生仪有时不单独举行，而是和柴册仪同时举行。《辽史》卷四十九《礼志》记载：“择吉日。前期，置柴册殿及坛。坛之制，厚积薪，以木为三级坛，置其上。席百尺毡，龙文方茵。又置再生母后搜索之室。皇帝入再生室，行再生礼毕，八部之叟前导后扈，左右扶翼皇帝册殿之东北隅……翼日，皇帝出册殿，护卫太保扶翼升坛……”从这段文字记载来看，在举行柴册仪之前，一般要先行再生仪，然后行柴册仪。因此，再生仪是举行柴册仪之前的一个先行的礼仪。但是，再生仪也可以单独举行。

其二，契丹族的再生仪，不只限于皇帝，太子、王公贵族或皇太后也可行再生仪。正如《辽史·国语解》中所记载的：“国俗，每十二年一次，行始生之礼，名曰再生。惟帝与太后、太子及夷离堇得行之。又名复诞。”例如，圣宗统和四年（986）九月，“皇太后行再生礼”。[36]
 道宗咸雍五年（1069）十二月，“行皇太子再生礼”[37]
 。统和七年（989）三月，“（圣宗）赐予越宋国王红珠筋线，命入内神帐行再生礼”。[38]


其三，契丹族的再生仪，不是十二年举行一次，其间隔的时间或长或短，长则间隔十五年以上或更长的时间，短则仅隔一个月。如：圣宗于统和十二年（994），行再生礼，之后，直到统和二十七年（1009）才又行柴册礼（包括行再生礼），其间间隔十五年。从统和二十七年后，直到圣宗去世的太平十一年（1032），竟再也没有举行过再生礼。其间经历了二十二年。穆宗在位十九年，其间有两次为本命年，他却从未行过再生礼。兴宗第一次行再生礼是在重熙十三年（1044）秋七月，第二次是在重熙十八年（1049）六月[39]
 ，其间间隔五年。道宗是在清宁七年（1061）和咸雍三年（1067）[40]
 行再生仪，其间间隔六年。而有趣的是，承天太后于统和四年（986）九月行再生礼，仅隔一个月，便又在同年冬十月丁酉，“复行再生礼”。当然，间隔十二年举行再生仪的也有。如圣宗统和元年（983）秋七月，行再生礼。经过十二年，统和十二年（994）十一月，圣宗又“行再生礼”。道宗为燕国王耶律延禧行再生礼，一次是在大安二年（1086）[41]
 ，一次是在寿隆四年（1098）[42]
 ，中间也间隔十二年。但在上述记载中，毕竟多次出现行再生礼不规则的现象。那么，为何出现这种不如期举行再生礼的现象？出现在上述不规则的时间内举行再生礼的现象，大多有特殊的原因，即多发生在喜庆之日或有重大事件发生之时。如圣宗统和四年（986）九月，皇太后行再生仪，是因为这个月圣宗“纳皇后萧氏”。同年冬十月，皇太后复行再生礼，是由于这个月契丹军大举征伐宋朝。皇太后因此行再生仪，为皇帝“祭神祈福”。[43]
 兴宗重熙二年（1033）幽禁其母法天太后（即钦哀皇后），“至重熙八年，迎回法天太后”。[44]
 法天太后为庆贺重新获得人身自由，所以才有行再生礼的举动。

其四，契丹族的再生仪，不仅仅只在“本命年”举行或在“季冬之月”“择吉日举行”。如圣宗于统和元年（983）秋七月行再生礼，其年龄为十三岁，已过本命年。兴宗于重熙十三年（1044）行再生礼，年龄为二十九岁，第二次在重熙十八年（1049）又行再生礼，年龄为三十四岁，皆非“本命前一年”。那么，是否只在“季冬之月，择吉日”举行再生仪呢？事实与此大相径庭。例如：统和七年（989）三月，于越宋国王举行柴册仪。景宗保宁三年（971）四月己卯，“行再生礼”。[45]
 兴宗重熙十八年（1049）六月丁亥，“行再生礼”。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秋七月庚午，“行再生礼”。[46]
 圣宗统和十二年（994）十一月戊申朔日，“行再生礼”。[47]
 道宗咸雍三年（1067）十二月丁巳日，“行再生礼”。[48]
 可以看出，在一年之中的三月、四月、六月、七月、九月、十一月、十二月，几乎在一年中的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内都可举行再生仪。

再生仪是由契丹始祖阻午可汗制定的礼仪，流传年代久远。那么，它的意义何在？对于这个问题争议较大。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1.“是一种比较聪明而和缓的办法，用来代替废君或杀君。”[49]
 2.每次复诞“为国王对国神民众，忏悔其即位十二年中之罪孽，其于一洗人神之往愤，除旧布新，再御帝位耳”。[50]
 3.“颇似欧洲的儿童十二岁受洗命名礼，中原汉俗的过生日祝春之外，也有纪念诞生的意思。”[51]


再生仪自制定以来，流传年代即久，因此有其原始、最初的含义和后来衍生之意。其一，原始意义，要追溯到制定礼仪时阻午可汗的那个时代。遥辇氏部落联盟取代大贺氏部落联盟，其间经历了激烈的斗争。当阻午可汗被涅里推为部落联盟首领时，为了巩固新生的部落联盟，制定了有关礼仪、法律、官制等制度和条教，使当时因内乱相互残杀而混乱不堪的契丹社会走上了稳定而有秩序的轨道。其时，契丹各部部长、夷离堇的选任，遵循着“八部大人，法常三岁代”的民主公选制原则，“部之长号‘大人’，而常推一人为王，建旗鼓，以统八部。每三年则以次相代，或其部有灾疾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为元约如此，不敢争”。[52]
 因此再生仪初定之时，带有民主公选制时期庆贺新君主即位之意。例如，罨古只为迭剌部夷离堇时，“故事，为夷离堇者，得行再生礼。罨古只方就帐易服，辖底遂取红袍，貂蝉冠，乘白马而出。乃令党人大呼曰：‘夷离堇出矣！’众皆罗拜，因行柴册礼，自立为夷离堇”。[53]
 再生礼于是成为新君主取代旧君主的公开而又合法的手段。也是当时以阻午可汗为代表的遥辇氏部落联盟取代大贺氏部落联盟的让部民认可的即位仪式。其二，再生仪含有尊重女性的内在含义。在阻午可汗部落联盟时代，去古未远，对女系氏族社会有着朦胧的记忆。从再生仪看，再生仪设有三个祭室：再生室、母后室、先帝神主舆。皇帝三过岐木之下，每过，产医妪致词，拂拭帝躬。……皇帝拜先帝诸御容，遂宴群臣。可以明显地看出：再生仪一方面是庆贺新生儿（新主）的诞生，而婴儿诞生离不开母亲，所以特设母后室，让皇帝三过岐木之下，含有对生养他的母亲的无限尊重与怀念。从辽代社会看，契丹妇女确实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她们不但参与政事，而且“军旅田猎，未尝不从”。[54]
 辽太祖述律皇后屡为太祖出谋划策，统一契丹八部，她有定策之功。承天太后萧绰“临朝二十七年”。[55]
 景宗曾诏谕史馆学士：“书皇后言亦称‘朕’暨‘予’，著为定式。”[56]
 圣宗太平七年（1027）下诏：“诏诸帐院庶孽，并从其母论贵贱。”[57]
 等等，都说明契丹社会有尊重女性的历史传统。而再生仪则是契丹社会尊重女性的最恰当而直接的体现。

其三，随着契丹社会的发展，再生仪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这就是后来的衍生之意，即“祭神祈福”之意。承天太后两次行再生礼，第一次是由于庆贺圣宗纳妃，第二次是由于契丹军南征，为圣宗“祭神祈福”。[58]
 钦哀皇后从囚禁之所放回，为庆贺她重新获得自由而行再生仪。其庆贺之意显而易见。因此，再生仪已演变成一种不定期地向神灵祈福的宗教仪式。

三　契丹的婚俗与婚制

契丹族的婚姻制度与婚姻习俗，有别于中原汉族。建国前契丹族实行的是氏族（部落）外婚制，部落联盟内婚制，以及与各民族间的相互通婚的婚姻制度，并在婚俗中保有原始群婚的遗俗。在两性关系上较中原汉族自由。建国后，契丹的婚俗与婚制有了较大变化，原始群婚的遗俗逐渐受到限制，各民族间通婚更为普遍。

（一）建国前的契丹婚制

契丹族在建国前的古八部、大贺氏、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实行的是氏族（部落）外婚制。契丹族有一个流传久远的历史传说：“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自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上，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59]
 这八部是：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絜部，黎部，吐六於部。这八部是以白马、青牛这两个互为婚姻的氏族繁衍而来。既然是两个互为婚姻的，分别以白马、青牛为图腾的氏族繁衍而成这八个部落，那么一定有青牛氏族（部落）。八子为八部说，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古八部之间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彼此之间互为兄弟。二是此时契丹族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世系依父系计算，因此才有八子所属之部落的记载，而母系则被湮没无闻。三是古八部时期实行的是氏族外婚制。因此也可以说，古八部时期契丹族实行的是氏族（部落）外婚制。

隋朝时期，契丹族曾遭高丽、北齐等侵扰，后来徙居纥臣水，部落渐众，分为十部，逸其名。

唐朝时期，契丹族逐渐强大起来。“唐太宗置玄州，以契丹大帅据曲为刺史，又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都督，分八部，并玄州为十州，则十部在其中矣。”[60]
 大贺氏部落联盟时期，部落联盟常因暂时的紧急需要而结成。因此很不巩固。“凡调发攻战，则诸部毕会，猎则部得自行。”其时大贺氏有胜兵四万，分为八部。其中有大帅孙敖曹所属之部，与大帅辱纥主据曲所属之部等。唐朝各以其部为州。大帅孙敖曹曾孙孙万荣，为归诚州刺史。这说明与契丹八部通婚的为独立的部落，即孙万荣所属之部落，此时契丹族仍实行氏族（部落）外婚制的原则。

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实行的仍然是氏族（部落）外婚制。遥辇八部，各自独立，每部中只包含同一血缘系统的同一氏族之人在内。

《契丹国志》卷二十三《族姓原始》中说：“番法，王族惟与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其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与诸部族之人通婚，或诸部族彼此相婚嫁，不拘此限。”王族与后族是两个独立的部落。诸部族之间彼此相婚嫁，说明各部族（部落）之间相互婚嫁的历史事实的存在，即部落外婚制的存在。

后族的部落，据《辽史·地理志》记载：“仪坤州，本契丹右大部地，应天皇后建州。回鹘糯思居之，至四世孙容我梅里，生应天皇后述律氏，适太祖……统县广义。”“广义县，本回鹘部牧地。”《契丹国志》卷十五记载：“述律鲁述，太祖皇后兄也，蕃部人，世为酋长，少壮有武略，部人惮之。”这里的“蕃部”，绝不是指契丹本族的部落，而是指述律家族的部落——回鹘部，即后来的“右大部”。述律鲁述即为部落酋长，它与迭剌部不是同一部落。因为迭剌部的酋长为耶律氏的人所担任。

《辽史》中所指的“大部落”，则是契丹皇族所在的迭剌部。《辽史·地理志》载：“上京临潢府，乃大部落之地。”《契丹国志》又载：“渤海郡平……因于所居大部落置寺，名曰天雄寺，又于木叶山置楼，谓之南楼，大部落东一千里，谓之东楼，大部落北三百里置楼，谓之北楼……大部落之内置楼，谓之西楼，今上京是也。”此大部落指的是契丹各部中的哪一个部落？即指“迭剌部落”。其根据有二：一是大部落、迭剌，从字音上分析，二者为谐音，字音十分接近，是迭剌部的音转。二是上京为“太祖创业之地”，太祖出身迭剌部，“大部落之内置楼，谓之西楼”，正指迭剌部。

契丹同一氏族为同一部落，各部落之间彼此相婚嫁，这已是被史书所证明了的。但为何在辽史中多处记载在同一部落中有耶律、萧二姓同时存在？如《辽史》卷八十五：“萧塔列葛，字雄隐，五院部人。八世祖只鲁，遥辇氏时尝为虞人，唐安禄山来攻，只鲁战于黑山之阳，败之，以功为北府宰相……世予其迭。”《辽史》卷六十五《公主表》中记载：“北府宰相只鲁，国舅别部，不知世次。”既是五院部人，而只鲁又为国舅别部，显然有矛盾。但若分析一下两人所处的时代，便可一目了然。萧塔列葛为圣宗、兴宗时人，其祖先只鲁为遥辇部落联盟时期的人。其间经历几乎二百余年。在这几百年的时间中，契丹社会曾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把旧有部落重新组编，天赞元年“太祖以遥辇氏旧部族分置者十部，增置者八”。增置者即把各部多出的人口集中起来，分而置部。因此出现各部中两姓共存的现象。之后，圣宗统和年间至开泰年间又“以旧部族置者十六，增置十八”。重新设置三十四部，加之太祖时设置的十八部，共计为五十二部。圣宗时期置的部，大多把降附的少数民族置为部，也有的是以各部中分出的，用以戍边而组成部。如特里特勉部，“初于八部各析二十户以戍奚，侦候落马河及速鲁河侧，置二十详稳。圣宗以户口蕃息，置为部，设节度使”。经过太祖、圣宗时期的重新置部，打乱了原来各部原有的结构，各部中扩充进新的人口，出现同一部内两姓共存的现象。两姓共存的现象只是在建国后才出现。而在大贺、遥辇部落联盟时期，一般为同一部落只为同一血缘的同一氏族（或同一血缘的几个氏族存在）。

部落外婚制有其存在的地理条件。在《辽史·地理志》中记载，契丹二十部有共同的放牧之地，“泰州，本契丹二十部族放牧之地”。“静边城，本契丹二十族水草地。”既然放牧地在同一地区内，那么，各部落之间相距并不很遥远。因此才有“各部落彼此之间相婚嫁，则不拘此限”。

（二）婚姻观念与婚俗

辽代契丹民族在婚姻观上，与中原汉民族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结婚不重门第，可自由择偶，离婚再婚现象较为普遍。

在婚姻方面，契丹人有相互选择的自由。契丹民族中有一个习俗，即每年的正月十三日，纵偷一日，“正月十三日，放国人做贼三日，如盗及十贯以上，依法行遣”[61]
 。“亦有先与室女私约，至期而窃去者，女愿留则听之，自契丹以来皆然，今燕亦如此。”这是原始社会抢劫婚的遗俗。所不同的是男女双方有私约在先，即男女双方有自由选择伴侣的自由，家中不予干涉。

结婚不重门第，是契丹民族婚姻观的又一个特点。辽承天皇太后的姐姐齐王妃，曾在驴驹儿河阅马，见到番奴挞览阿钵姿貌甚美，因召侍宫中，又请于太后，愿以他为夫。太后许之，以西捍鞑靼为条件。此外，契丹贵族与卑小帐族为婚的现象也很普遍。圣宗因此下诏：“横帐三房（辽皇族）不得与卑小帐族为婚，凡嫁娶，必奏而后行。”[62]
 以保持皇室贵族的高贵血统。

辽代契丹族妇女，结婚较为自由，而离婚再婚，同样也较自由。有的契丹妇女甚至离婚、再婚数次。景宗之女淑哥，因与驸马都尉卢俊不谐，表请离婚，改嫁萧神奴。圣宗之女严母堇，曾四次离婚。秦晋国妃萧氏曾三次结婚（三次命婚，两次结婚）[63]
 。由于契丹妇女离婚再嫁现象普遍存在，致使圣宗下诏“禁命妇再醮”。但并未能杜绝契丹妇女的离婚再婚行为。不但骄横自恃的契丹公主结婚、离婚较自由，就连一国之母的皇后也如此。圣宗之母承天太后自其夫景宗死后，一直与大丞相韩德让同居，朝野上下并不以此为怪异。

契丹民族在贞节观上，不似中原汉民族那样重视妇女的贞操。表现在有婚前性行为。史书记载：契丹族俗中有“放偷日”，这是原始群婚遗迹的表现。“亦有先与室女私约，至期而窃去者，女愿留则听之。”“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后颇稍止，终未改。”“故契丹女真诸国皆有女倡（娼），而其良人皆有小妇，侍婢。”[64]
 男女在社交上较为自由。终辽之世，在《辽史·列女传》中，只列出五名有贞节的妇女，其中还有一名为汉族妇女。可见，契丹妇女并不那么死守“从一而终”的贞节观念。以致朝廷不得不采取措施匡正契丹妇女的不检点行为，兴宗之女跋芹，“以妇道不修徙中京”。[65]


契丹族在婚姻上残存着原始婚制的遗俗。一是甥舅婚。如辽太祖阿保机女儿质古嫁淳钦皇后弟萧室鲁。二为姑侄婚。世宗为淳钦皇后孙，其妻怀节皇后为淳钦之弟阿古只之女，为姑侄相配。三为收继婚。收继婚是夫死弟娶寡嫂、后母的婚俗。这是进入父权制后，为不使家族财产外流，夫死妻改嫁，必须嫁给夫系家族的成员，以防止氏族部落离散，保存氏族部落劳动力和后代的繁衍。收继婚的主要类型有：妻后母婚。《全辽文·耶律庶几墓志》载：“惯宁相公故大儿求哥，与其继母骨欲夫人宿卧，生得女一个，名阿僧娘子。长得儿一个，名迭剌特军。”秦晋国王耶律隆庆卒，夫人秦晋国妃萧氏由圣宗做主，下嫁隆庆之子宗政，遭宗政拒绝而未果[66]
 。弟继寡嫂婚。唐开元年间，契丹郁于病死，弟吐于代统其众，袭兄官爵，复以燕郡公主为妻。吐于为郁于之弟，燕郡公主为其兄郁于之妻，吐于娶燕郡公主为妻，为弟继寡嫂婚。姐亡妹续婚。萧裕鲁之妻亡，继娶其妹。耶律筠娶马直温长女，该女卒，又娶直温第五女。太宗会同三年（940）十一月，辽太宗曾下诏：“除姐亡妹续之法。”说明辽初期姐亡妹续婚仍然存在。

（三）建国后的契丹婚制

契丹建国后，其婚姻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原始氏族社会的婚制跨越到封建制的婚姻制度。通婚范围更为扩大，不仅仅限于各个部落之间，在各个民族之间，也开始通婚。由于去古未远，因此，在契丹社会内部，还残留着很多原始氏族社会婚制的陋俗，为适应契丹社会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辽太祖即位后，对原始婚姻制度进行了改革。之后，在太宗、圣宗、兴宗朝，也先后发布诏令，制定新的婚制。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各族相互通婚。辽太宗时下诏：“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王族与汉族、奚族、渤海族都相互婚姻。如耶律倍夫人高美人、夏氏为汉人，大氏为渤海人。世宗妃甄氏为汉人[67]
 ，景宗妃为渤海人。圣宗妃白氏、马氏、李氏、艾氏、姜氏都为汉人。圣宗女儿淑哥下嫁卢俊（汉人）；圣宗女儿长寿女下嫁渤海人大力秋；圣宗女儿八哥、擘失分别下嫁汉人刘三嘏、刘四端；圣宗女儿十哥下嫁奚王萧高九[68]
 。契丹为了与西夏、高丽保持藩属关系，辽朝公主还远嫁给西夏国王、高丽国王为妻。史书中所记载的有严格限制的契丹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婚姻状况大致如此。

但是，分析契丹婚制的实质，不仅只以契丹上层统治阶级的婚姻状况为主要依据，而应把占契丹民族中绝大多数的普通部民的婚姻状况作为主要依据。由于历史的原因，一般契丹平民的事迹大多不入史籍。入史籍的多为契丹贵族。即便如此，也有蛛丝马迹可透视契丹一般部民的婚姻状况。辽代流行较广的民谣中就有：“垂杨寄语山丹，你到江南艰难。你那里讨个南婆，我这里嫁个契丹。”[69]
 蕃汉通婚已成为契丹社会中的普遍现象。据史书记载，契丹、渤海、奚、汉人四族杂居，“旧不通婚，谋臣韩绍芳献议，乃许婚焉”。[70]
 辽代后期，这种现象更为普遍。洪迈《夷坚志》记载：“契丹常胜军校庞太保妻耶律氏诣燕山，其夫一营卒，近以微功方迁队首，犹未免饥寒，后金人灭契丹，兀术纳耶律氏为越国王妃。”在史书中经常看到的是契丹贵族与汉人通婚。平王耶律隆先的母亲为渤海人；晋王道隐的母亲为汉人[71]
 ；耶律仁先的夫人郑氏为汉人。汉人娶契丹妇女为妻的如：韩栒娶契丹妇人萧氏[72]
 ，刘庆余娶契丹夫人耶律氏[73]
 。

2.建立尊卑贵贱的封建等级婚制。“其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与诸部族之人通婚。”[74]
 开泰八年（1019），圣宗又再次下诏：“横帐三房不得与卑小帐族为婚。凡嫁娶必奏而后行。”[75]
 契丹皇族重视门第与名分，为维护高贵的血统，不允许皇族与卑小帐族之人通婚。但从反面说明，当时契丹皇族已冲破了这种限制，出现了与卑小帐族通婚的现象，以致圣宗下诏令禁止。

3.改革陋俗，移风易俗。契丹建国后，朝廷曾多次下令改革旧的婚俗，使契丹族婚俗更加接近封建文明。比如：会同三年（940）诏除姐亡妹续法。

4.一夫多妻制。契丹皇帝有众多妃嫔，契丹贵族多有数妻。《松漠纪闻》记载：“契丹女真诸国皆有女娼，而其良人皆有小妇侍婢。”[76]
 一夫多妻制是文明时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正如马克思论述的：“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在对偶婚制和一夫一妻制之间，插入了男子对女奴隶的统治和多妻制。”[77]
 契丹社会也是如此。

5.同姓相婚。辽代社会存在着同姓相婚的现象。道宗时期，都林牙耶律庶箴，上表乞广本国姓氏曰：“我朝创业以来，法制修明；惟姓氏止分为二，耶律与萧而已。始太祖制契丹大字，取诸部乡里之名，续作一篇，著于卷末。臣请推广之，使诸部各立姓氏，庶男女婚媾有合典礼。”帝以旧制不可遽厘，不听。社会上出现同姓相婚这种不合典礼的现象，说明当时的契丹社会，只有耶律、萧两姓存在，限制了契丹的通婚范围，而世俗婚姻早已突破了这种限制，出现了同姓相婚的现象。而“同姓可结交，异姓可结婚”[78]
 是正统的礼法与婚姻原则。同姓相婚，不合礼法。但是契丹经过几百余年的发展，与周边汉族、渤海族、奚族通婚已经很普遍，即使同姓相婚，也不再是原始社会中同一氏族同一血缘，其同姓之间也早已脱离了血缘上的同一血脉的联系，只是名不符实罢了。同姓相婚是契丹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必然现象。

四　契丹葬俗

契丹族建国前的早期葬式为树葬（风葬）兼火葬。建国前的契丹民族，“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酒而祝曰：“冬月时，向阳食，夏月时，向阴时，我若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79]
 至隋唐时期，“死者不得作塚墓，以马驾车送入大山，置之树上，亦无服纪。子孙死，父母晨夕哭之；父母死，子孙不哭”。[80]
 在内蒙哲里木盟乌斯吐火坑火葬墓，墓底地放骨灰和木炭灰烬，灰上盖几层桦树皮，为契丹建国前的火葬墓。由此可见，契丹族在建国前，其葬俗基本为树葬，加以火葬，不做坟墓。父母死，子孙不哭。树葬。经三年后，进行火葬。树葬可能与萨满教的宗教信仰有关，萨满教认为天上是死者奔赴的地方，将死者尸体置于树上，是让死者奔赴天堂之路。契丹人火葬习俗与佛教僧侣葬式传播有关。1973年巴林左旗哈达英格乡哈达图出土一件穹庐式骨灰罐，正中设带轴门，门两旁各开一窗，同年又在塔子沟开悟寺附近出土一件穹庐式陶瓷素面骨灰罐，这两个陶罐具有浓郁的草原生活气息，可能是契丹人的葬具。

辽朝建国后，契丹族受中原文化、礼仪、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影响，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葬俗也有了新的变化，即为火葬兼土葬，火葬或火化后土葬。辽朝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前后，其葬俗发生了变化，一般均为土葬。土葬的出现时间应在辽建国前的遥辇氏部落联盟后期。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陵寝为祖陵，规模宏大，陵园内设常殿，刻立碑石，并有石刻臣僚、瑞兽等等。在陵墓周围设陵寝户守陵。

辽代契丹族有殉葬制度。这种野蛮、落后的习俗是源于人类的灵魂崇拜与祖先崇拜的原始信仰。太祖耶律阿保机死，皇后述律氏断右腕放置阿保机的灵柩之中，并先后以“为我达语于先帝”为由，杀死百名大臣为太祖殉葬。[81]


契丹族有“烧饭”之俗，即在死者葬后，每逢朔、望、节辰、忌日等，焚烧酒饭、祭祀亡灵。后被金、元朝所承袭。

契丹族还有一种独特的保存尸体的习俗。据文惟简《虏廷事实》记载，其法为将刚死的尸体破腹，洗净肠胃，以香药、盐、矾实之，然后用五彩线缝合，再用尖苇筒刺破皮肤，沥尽膏血，被称为干尸。辽太宗耶律德光死于灭晋回师途中，其部下“剖其腹，实以盐数斗，载之北去，晋人谓之‘帝羓’”。[82]


契丹族还有一种葬俗，把尸体用铜丝网衣和金属面具罩上。据文惟简《虏廷事实》所载，契丹贵族死后，以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在近年出土的辽墓中，有多处发现其尸体外面罩有铜丝网络或金、银、铜面具。开泰七年（1018）入葬的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即是其例。公主与驸马尸体东西并列陈放，男左女右。枕金花银枕，两人均戴黄金面具，都穿全身银丝网络和金花银靴，随葬近千件遗物，多为金、银、玉、珍珠、水晶、琥珀、玛瑙等贵重饰品，集中体现了契丹上层贵族的厚葬习俗。

契丹贵族除了所使用的金、铜面具之外，也有用银丝编缀者。其面具依死者面型用金属薄板锤
 而成。也有用全身网络者。全身网络是由头网、臂网、胸背网、裤网和手足网组合而成。契丹民族用网络缠身的习俗，可能与萨满教的信仰有关。面具、网络是萨满教巫师进行布教活动的装饰，并影响到契丹族的葬俗。其面具与网络能够起到保护尸体的作用。

契丹族的葬具有石棺、木棺和瓷棺三种。石棺使用较普遍。也有直接把骨灰撒在尸床之上。葬式有单葬、合葬和丛葬，或者死后归葬祖茔。夫妻合葬为契丹人常见的葬式。秦晋国妃死后，“有诏于显陵，开魏国王玄堂而合袝焉”。[83]


契丹族从早期的树葬、火葬转为土葬与火葬，是由于受中原土葬习俗的影响，以及受佛教火葬习俗的影响所致。

辽朝有一个习俗，即在亲人去世后，焚烧其服饰、玩好。圣宗去世后，辽兴宗“出大行皇帝服御、玩好焚之，纵五坊鹰鹘”。[84]


辽代社会中流行着亲人为死者守丧的习俗。一般为终制三年。如辽圣宗母承天皇太后去世，“终制三年”而后改元。[85]
 邢抱朴，“寻以母忧去官，诏起视事。表起终制，不从。宰相密谕上意，乃视事。人以孝称”[86]
 。韩德威，父丧，强起复职，权西南招讨使。可见辽朝实行为亲人守丧习俗，在职官员亦有守丧假期，具体时间因记载缺乏，不详。

重要朝官如逝世，皇帝为表示哀悼之意，或辍朝，或亲自送葬，以示哀悼。如耶律屋质为于越，任北院大王。死后，景宗“痛悼，辍朝三日”。[87]
 北府宰相萧孝忠逝世后，兴宗“素服哭临，赦死囚数人，为孝忠荐福。葬日，亲临，赐宫户守塚”。[88]


五　岁时节庆与文体娱乐

（一）时令年节

1.正旦

正月一日，国主以糯米饭、白羊髓相和为团，如拳头大，往诸帐内各散四十九个，等到五更三点，国主等各于本帐内窗中往帐外掷米团，如得双数，当夜动蕃乐，饮宴。如得单数，更不作乐，便令巫师十二人，在外边一边绕帐一边摇铃，执箭唱叫，于帐内火炉内爆盐，并烧地拍鼠，谓之“惊鬼”。帐里人第七日方出帐篷。此为禳度之法。[89]


2.立春

立春日，妇人进春书，以蓝色、绿色丝织品为旗子，在上面刻龙的图像，或刻青蛙。在旗上书写“宜春”二字。

3.人日

凡正月之日，一鸡、二狗、三豕、四羊、五马、六牛、七日为人日。占卜，晴为祥，阴为灾。其俗在人日这天，在院中吃煎饼，称为“薰天”。不知何意。

4.中和

二月一日为中和日，国舅族萧氏设宴，宴请耶律氏，岁以为常。被称为“请时”。

5.上巳

三月三日，契丹人用木雕为兔，分两队骑马射木兔。先射中者为胜，输者下马，跪奉胜利者酒，胜利者在马上接盂饮之。契丹人呼此节为“淘里化”，翻译汉语为“射兔”。

6.佛诞日

四月八日，为佛诞日，京府及各州，各用木雕释迦牟尼（像）一尊，绕城而行，放僧尼，道士，庶民行城一日为乐。

7.端午

五月五日午时，采艾叶与绵相和，絮衣七件，国主穿上，蕃汉臣僚各赐艾衣三件。国主及臣僚饮宴，渤海厨子进艾糕，各点大黄汤送下。又以彩色丝结成合欢索，缠于手臂上，妇人用彩绒，宛转编成人像，戴身上。谓之“长命缕”，把这天称为“五月节”。

8.朝节

夏至之日，妇人进彩扇，并以粉脂囊相送。俗称此日为“朝节”。

9.三伏

六月十八日，大族耶律姓宴请萧姓，称这天为“请时”。

10.中元

七月十三日夜，皇帝离开行宫，在向西三十里的地方扎帐篷宿营。事先在别处做好饭菜，准备好酒食，到十四日，随从诸军并随部落奏蕃乐，设宴直到日暮时分，皇帝回行宫，称此日为“迎节”。十五日奏汉乐，大宴。十六日早，皇帝前往西方，让随行军兵大喊三声，此日被称为“送节”。

11.中秋

八月八日，契丹国主在寝帐前七步开外，杀一头白犬，埋其头，露其嘴。过了七天，契丹国主把寝帐移到埋狗头之上的地方住宿。

12.重九

九月九日，契丹皇帝与群臣在野外打围射虎，射的猎物少者为负，罚重九宴。射毕，在地势高处扎帐篷，皇帝与蕃汉臣僚登高望远，饮菊花酒，把兔肝生切，用鹿舌酱拌食之。又用茱萸研酒，洒门户间用来辟邪。也有加盐少许而饮用。据说是男摘二九粒，女一九粒，用酒咽下，大能辟邪。把这天称为“九月九日”。

13.小春

十月内，五京进纸造小衣甲、枪刀器械各一万副。十五日一时，堆垛在一起，皇帝与群臣祭祀木叶山，奠酒拜祭，用契丹字写一书状，与衣甲等一同焚烧，并奏告木叶山神。契丹人称此时为“戴辣”，汉语译为“烧甲”之意。

14.冬至

冬至日，国俗，杀白羊、白马、白雁，各取其生血和酒，皇帝北望遥拜黑山，奠祭黑山山神。黑山在其境北，民间有一说法：契丹人死，魂为黑山神所管，如中原之岱宗。每年的这天，五京进纸造人、马、纸物各万件，祭山而焚之。其礼甚严，除非祭祀不敢靠近黑山。

15.腊月

腊月，皇帝率北南臣僚并着戎装，五更三点坐朝，动乐饮酒，等第赐御甲、羊马。契丹呼此为“战时”。

16.治盗

正月十三日，放国人做贼三日，如果盗及十贯以上，依法行事。契丹呼此日为“偷时”。

（二）歌舞

契丹民族喜爱各种文体娱乐活动。如歌舞、双陆、围棋、叶格、摔跤、赛马、打马球等。文体娱乐活动丰富了契丹民族的生活，增强了体力，培养了契丹民族机智勇敢、热情豪放的民族性格。

歌舞分宫廷歌舞与民间歌舞两类。而宫廷歌舞则受契丹民间歌舞与汉族歌舞、北方其他民族歌舞的影响，兼容并包，民间歌舞则带有草原游牧民族浓郁的民族特点。下面分述之。

宫廷歌舞

辽朝的宫廷歌舞，受中原王朝歌舞的影响，分为宫廷宴享乐舞，祭祀礼仪性的雅乐舞以及郊外捺钵时喝酒助兴的歌舞。

宫廷宴乐

据《辽史·乐志》所载：“辽国大乐，晋代所传。《杂礼》虽见坐部乐工左右各一百二人。盖亦以《景云》遗工充坐部。其坐、立部乐，自唐已亡，可考者唯《景云》四部乐舞而已……舞二十人，分四部：《景云乐》舞八人；《庆云乐》舞四人；《破阵乐》舞四人；《承天乐》舞四人。”上述四部乐舞人编制与唐代《坐部伎》“燕乐”部的编制完全相同。可知，辽宫廷乐舞继承了中原唐代燕乐的传统与风格。

在大型宴会盛典中，一般使用大乐。同时演奏“曲破”。“曲破”源于唐“大曲”中快节奏的舞蹈，之后演奏“散乐”。据宋朝出使辽朝使者所述，辽朝曲宴宋使，酒一行，觱篥起，歌，酒二行，歌；酒三行，歌，手伎入，酒四行，琵琶独弹。然后食入。杂剧进，继以笙，弹筝、歌、击架乐，角觝。

朱竹垞在《席上观倒剌》诗中云：“雪后风灯焰焰寒，云韶旧部走伶官。一双手伎从容入，胜舞银貂小契丹。”（剌：清初百戏中有“倒剌”，类似杂耍。）

契丹皇帝在捺钵之时，也有乐工伴奏，歌舞助兴。据宋陈昒《乐书》记载：契丹民间歌舞表演时“歌者一，二人和”，即一人独唱，二人伴唱。伴奏的乐器只有一支小横笛，一个拍板，一个拍鼓。据说“其声喽离促近”。可见是一种速度较快的民间舞曲。契丹皇帝每年春季用海东青猎天鹅，当猎罢归来，立帐宿营，旁边乐工执小乐器伴奏，歌舞助兴。

在契丹皇帝迎娶皇后之时，皇帝宴请后族及群臣，“百戏、角抵、戏马较胜以为乐”。所谓百戏，“颇类中朝”，为当时宋朝境内所常见。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自早呈拽百戏，如上竿、跳索、相朴、鼓板小唱、斗鸡、说话、杂扮、商谜、合笙、乔筋骨、乔相朴、浪子杂剧、叫果子、学像生、倬刀、装鬼、砑鼓牌棒、道术之夹，色色有之。”由此可见，百戏是从中原传入辽地。

民间歌舞

契丹民族能歌善舞，其歌舞带有游牧民族特点——豪放、热情、刚健。据宋人使辽诗中介绍：“大胡牵车小胡舞，弹胡琵琶调胡女。一春浪荡不归家，自有穹庐障风雨。”

这首诗描绘了集体放牧时，男弹琵琶，女歌舞的生动景象。王安石的使辽诗中这样写道：“涿州沙上饮盘桓，看舞春风小契丹。”据《全辽文》记载：宋宣和初，收复燕山，以归朝辽民来居汴梁，其俗有《臻蓬蓬歌》，每扣鼓和“臻蓬蓬”之音，为节而舞，人多喜而效之。其歌云：“臻蓬蓬，外头花花里头空。但看明年正二月，满城不见主人翁。”[90]


又有使者，以数丈长竿系椅于竿梢，使者坐椅上，少顷，下投于小棘坑中，无偏颇之失。未投时，念诗曰：“百尺竿头望九州，前人田土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更有收人在后头。”[91]


少数民族歌舞

辽代的女真人喜爱歌舞。在婚嫁、宗教仪式和宴会中都有歌舞助兴。女子寻求伴侣行歌于途。对于仇者，则歌而诅之。每乐作，必以数十人高歌。保留至今的辽代女真人歌词仅有一首，在《金史·谢里忽传》中所载：“取尔一角指天，一角指地之牛，无名之马，向之则华面，背之则白尾，横视之则有左右翼者。”其声哀切凄婉，若《蒿里》之音。又据《大金国志·初兴风土》载：“其乐惟鼓笛，其歌惟《鹧鸪曲》，第高下长短如鹧鸪声而已。”

渤海族歌舞

据宋朝使者王曾出使辽朝后上言：“至柳河馆，河在馆旁，西北有铁冶，多渤海人所居，就河漉沙石炼得成铁。渤海俗，每聚会作乐，先命善歌舞者数辈前行，士女相随，更加唱和，回旋宛转，号曰‘踏锤’。”

（三）娱乐活动

双陆。双陆为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博戏。契丹皇帝喜玩双陆。兴宗曾与弟重元“因双陆赌以居民城邑”，连输数城。[92]
 契丹皇帝每于夏捺钵之时，都与臣下玩双陆游戏。在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中，其随葬品有双陆的盘和棋子。可见，双陆游戏在辽朝的盛行。

围棋。围棋是契丹贵族喜好的娱乐活动。辽朝皇帝喜好围棋，每到夏季捺钵之时，“以布易毡帐，藉草围棋，双陆，或深涧张鹰”。[93]
 在出土的辽朝墓葬中，曾发现黑白两色的围棋子。

叶格戏。也称纸牌，是深受契丹人喜爱的游戏，是从中原传入辽内地的。辽穆宗应历十九年（969）正月，穆宗“与群臣为叶格戏”。

赛马。赛马是契丹族热衷的一项体育活动。契丹以鞍马为家，老幼、妇孺皆精通马术。天禄元年（947），世宗“命驰马较迟疾，以为胜负”。

击鞠。击鞠，是契丹民族热衷的又一体育运动。击球运动，有乘畜与徒步两种。乘畜挥杖击球称“击鞠”，又称作打马球。一般为双球门制，乘马持杖击球称为大打。而乘骡、驴击球叫小打，小打实行单球门制。击球人员分为两队，争击一球，球形如拳大小，以轻韧木做成，中空，外面漆上红色。击球所用球杖长数尺，前端弯曲，形如偃月。在球场南立双桓，置板，板下开一孔为门，而加网为囊，能夺得鞠击入网囊者为胜。击球是契丹民族热衷的一项体育活动。穆宗“幼弱多宠，好击鞠”。兴宗“击鞠无度”，曾召集善击鞠者数十人与近臣角胜，并前去观看，道宗也擅长击球，耶律塔不也“以善击鞠，幸于上，凡驰骋，鞠不离杖”。辽境内的渤海人善击鞠，为防止渤海人习武，朝廷“禁渤海人击球”。直至重熙三年（1034），才“弛其禁”。辽圣宗也沉迷于击球，当时的谏议大夫马得臣上书劝谏：“今陛下以球马为乐，愚臣思之，有不宜者三，故不避斧钺言之。”[94]


射柳。源于匈奴、鲜卑的“
 林”。《汉书·匈奴传上》记载：“秋，马肥，大会
 林。”颜师古注：“
 林者，绕林木而祭也。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祭无林木者，尚竖柳枝，众骑驰绕三周乃止，此其道法也。”骑射是契丹人经常从事的习武与娱乐相结合的活动。射柳就是这种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契丹人把射柳常与祈雨的瑟瑟仪同时进行。射柳的程序是，以手帕系在要射的柳枝，离地几寸的地方削去树皮露出白地。先以一人驰马前导，后驰马用无羽横镞射之。如果射断柳枝，并以手接住，飞驰而去者为上，即优胜者，给予冠服，断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断其青处，中而不能断，不能中者为负，负者要押出冠服给优胜者。赛后，各自归还自己的冠服。[95]
 射柳活动一般是在每年的4、5、6三个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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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辽代文化

一　文化建树

“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1]
 辽初，契丹民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只有“刻木之约”[2]
 。为此，神册五年（920）正月，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命耶律突吕不与耶律鲁不古制契丹大字[3]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记载：“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可见，契丹大字是模仿汉字的字形而制定的。不久，太祖命其弟耶律迭剌制定了契丹小字。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以后，契丹文字与汉字一同在辽朝使用。契丹文字的制定，促进了辽朝文化的发展，辽朝得以把中原的文化典籍、医书、药书及方脉等书翻译成契丹文字，在辽地流传。这对于中原文化与科学技术向北方传播与普及，起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翻译、修撰儒家典籍，刊刻、阐释佛教经典。辽朝大力提倡学习中原文化，十分重视刊行儒家的典籍。室昉曾经撰写《尚书·无逸篇》[4]
 。辽开泰元年（1012），辽朝赐予铁骊《易》、《诗》、《书》、《春秋》、《礼记》各一部[5]
 ，可知，当时儒家典籍《四书五经》已经在辽地流传。辽兴宗时期的史官萧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6]
 。辽道宗“诏求乾文阁所阙经籍，命儒臣校雠”。又命颁行《史记》、《汉书》、《五经传疏》[7]
 。刊行儒家的典籍以及史书，对学习、普及中原文化，提高契丹民族的文化素质，缩小与中原地区的差距，起到重要的作用。

辽朝还十分重视阐释佛教经典、篆刻、保存佛经经书。辽朝的海山法师对华严宗有深入的研究，著有《大华严经玄谈钞逐难科》一卷及《大华严经修辞分疏》二卷。辽代密教代表人物道
 著有《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二卷，附《供佛利生仪》一卷。中京报恩寺大师法悟著《释摩珂衍论赞玄疏》五卷、《赞玄科》三卷、《大科》一卷。净土宗的代表人物纯慧大师非浊著有《往生集》二十卷。律宗的代表人物燕京奉福寺澄渊著《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详集注》十四卷。唯识宗，燕京悯忠寺的沙门诠明著有《法华经玄赞会古通今钞》、《上生经疏科文》一卷等五种类的经书、科文共计七十三卷[8]
 。

以上只是辽代佛教各宗各派代表人物撰写、阐释佛教经典的一部分，也可从中窥见辽代佛教各宗各派的繁荣及学术研究的兴盛。他们阐述佛教教义的宏旨，探寻其理论的精微，从而促进了佛教研究的深入。此外，辽朝还组织众多的僧侣刊刻契丹藏，这是由于在太平元年（1021）得到宋朝《开宝藏》的蜀版，辽朝廷尽可能地把宋版《开宝藏》中所缺少的写本补充进去，从兴宗重熙元年（1032）刊刻全藏，至道宗清宁八年（1062）全部完成。共计579帙，后人把其称为“契丹藏”。“契丹藏”后来传入高丽，对于丽藏的再雕本的校刊给予很大的影响。

燕京房山云居寺的石经，从圣宗太平七年（1027）至道宗清宁三年（1057）刊刻，共刻完《大般若经》等六百余块石经，与前朝原存的石经共计二千七百三十块，合称四大部经。天祚帝天庆七年（1117），将道宗时所刻石经大碑一百八十片，与寺僧通理大师等校刻的石经小碑四千零八十片一起埋入地洞，上建砖塔，保留至今。

最后，建立学校、实行科举。神册三年（918），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上京设立国子监，即管理教育的机构和最高学府。下设国子学，设博士、助教掌管具体教学事宜。辽朝先后在上京、南京、东京、西京、中京设立了国子监，这五京之学被称为“五京学”。辽朝还在府、州、县设立府学、州学、县学，推动了北方各地区教育、文化的发展。关于辽代科举，据《辽史·室昉传》记载：会同初年，“昉登进士第……”当时辽刚刚占领燕云十六州，为笼络汉人地主阶级参加政权，安抚新附的民众，而临时设立。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扩充官僚队伍。景宗保宁八年（976）“诏南京复礼部贡院”[9]
 。也是试无定期。统和六年（988），辽圣宗“诏开贡举”[10]
 ，辽代科举，至此才步入正式轨道。辽代学校与科举制的设立，为辽朝培养了一批精通中原汉文化的人才，从而提高了契丹民族及官僚队伍的文化素质。

二　文人与文学

辽代文人有契丹人、汉人、渤海人等，其中包括契丹贵族、普通劳动人民和妇女。辽代文学，可分为契丹贵族文学、妇女文学与民间文学三类。

（一）契丹贵族与文学

契丹皇室、贵族多喜好文学，契丹皇帝好诗文、留下不少传世的诗作。契丹贵族之中的文学之士，虽有诗词作品流传于世，但多在辽末战乱之时毁于兵火。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之子耶律倍，为东丹王。他有文才，博古今，喜爱读书，善作文章。史书记载：“倍初市书至万卷，藏于医巫闾绝顶之望海堂。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焫之术，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善画本国人物。”[11]
 耶律倍能诗善文。阿保机死，述律后欲立中子德光，倍让位，德光立，徙倍于今辽阳，乃泛海奔唐。临行，立木海岸，写下《海上诗》一首：

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

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

此诗质朴无华，直抒胸臆，以隐喻的手法，抒发个人的感情，表达了他忧愤不平的心情。此外，耶律倍还曾作《乐田园诗》。

寺公大师，贤而能文，尤善于歌诗，其诗志趣高远。著有《醉义歌》，是今存辽人最长的诗篇。诗中写道：“渊明笑问斥逐事，谪仙遥指华胥宫。”[12]
 这首诗依汉语用韵，同时多用汉人史实掌故，足见辽诗受唐、宋诗的影响之大。

耶律谷欲，字休坚，六院部人。谷欲冲澹有礼法，工辽、汉文章。统和中，为本部太保。开泰中，迁塌母城节度使。鞫霸州疑狱，称旨，授启圣军节度使。兴宗与他结为诗友。多次问政治要，多所匡建。耶律谷欲奉诏与耶律庶成、萧韩家奴编辽国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13]


辽圣宗耶律隆绪，“幼喜书翰，十岁能诗”。他曾“出题诏宰相以下赋诗，诗成进御，一一读之，优者赐金带”。又“亲以契丹字译白居易《讽谏集》，诏番臣等读之”。[14]
 辽圣宗自吟：“乐天诗集是吾师。”他作诗曲百余首，其中有《传国玺》流传。《传国玺》诗曰：“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亡。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皆慎守，世业当永昌。”[15]
 诗中反映了辽朝盛世及其统治的巩固。后族萧合卓善属文，被圣宗称为诗友。

辽道宗耶律洪基，善作诗。耶律良奏请编御制诗文，名曰《清宁集》，其中《题李俨黄菊赋》颇为著名，诗中说：“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填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又有《赐法均大师句》诗：“行高峰顶松千尺，戒净天心月一轮。”[16]
 他的诗句气象磅礴，诗意清新，用字精练，与唐、宋诗相比毫不逊色。

耶律孟简，从小聪颖。六岁随父晨出猎，俾赋晓天星月诗，孟简应声而成。即长，善属文。曾作《放怀诗》二十首。[17]
 萧韩家奴，契丹人。少好学，博览经史，通辽、汉文字。与耶律庶成录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集为二十卷。又应诏作《四时逸乐赋》很受皇帝赏识。[18]
 与耶律庶成制礼典、制度，博考经籍，酌古推今，撰成三卷。又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等书。著有《六义集》十二卷。[19]


（二）契丹妇女与文学

契丹妇女不但长于骑射，也擅长文学。

秦晋国妃，为辽圣宗之妹，她幼而聪警，明晤若神。博览经史，聚书数千卷，能于诗词。其歌诗赋诵，落笔则传诵朝野，脍炙人口。雅善飞白，尤工丹青，所居屏扇，多出其笔。“僻嗜书传，晚节尤甚。”[20]
 她撰写《见志集》若干卷行于世。她熟知古代明君贤相、典章文物。兴宗、道宗了解她知国家大礼，诏赴行朝，常备顾问。可惜她所作的诗词歌赋已年久失传，所作文集《见志集》也流散失佚。她的事迹，只能在其墓志碑文中晓其大概。

辽朝后妃也有能诗善文者，如辽道宗宣懿皇后，天祚文妃萧瑟瑟等。道宗宣懿皇后萧观音，《辽史·后妃传》称她“姿容冠绝，工诗，善谈论。自制歌词，尤善琵琶”。现存诗十四首。清宁三年（1057），萧观音创作了《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

虞廷开盛轨，王会和其琛。

到处承天意，皆同捧日心。

文章通蠡谷，声教薄鸡林。

大寓看交泰，应知无古今。[21]


诗中歌颂了辽朝盛世，以及契丹社会的发展与兴盛。契丹民族对中原文化发扬光大，以致其“声教”、“文章”传播到“蠡谷”、“鸡林”等边远地区，出现了空前的盛世。诗人热情讴歌契丹民族追求、向往“华夷同风”之目标。

萧观音在向道宗进谏，遭到冷落与疏远后，写下十首诗词《回心院》，以此抒发自己寂寞、哀怨之情。诗中从《扫深殿》写起，依次为《拂象床》、《换香枕》、《铺翠被》、《装绣帐》、《叠锦茵》、《展瑶席》、《剔银灯》、《爇薰炉》、《张鸣筝》。上述物品都为宫中常用之物，以物言情，寓情于物，物是人非的凄凉感觉跃然纸上：

展瑶席。花笑三韩碧。笑妾新铺玉一床，从来妇欢不终夕。展瑶席，待君息。

诗中抒发了对宫廷生活的感慨，宫中佳丽无数，可大多红颜薄命，成为帝王手中的玩物，虽曾恩爱一时，终将被遗弃。最后一首《张鸣筝》，表达了自己知音难遇，凄凉绝望的心境：

张鸣筝，恰恰语娇莺。一从弹作房中曲，常和窗前风雨声。张鸣筝，待君听。[22]


曲声、琴声、风雨声，衬托出诗人孤单寂寞，哀怨悲伤的情怀。《回心院》一诗，诗句清新婉约，幽怨凄凉，音韵婉转天然，被称为“怨而不怒，深得词家含蓄之意”的佳品。致使清人吴梅发出“辽邦闺阁多才”的感慨。

萧观音因作《怀古》一诗，诗中有“惟有知情一片月”一句，被耶律乙辛诬陷为诗中含赵惟一名字，是与乐工赵惟一私通，被道宗赐死。诗云：

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23]


萧瑟瑟，为天祚帝文妃，《辽史·后妃传》称她“善歌诗”。“少时工文墨”，“聪慧娴雅”，深受天祚帝宠爱。当时女真族崛起北方，日见侵迫。天祚帝畋猎不恤，忠臣多被疏斥。文妃作歌讽谏：

勿嗟塞上兮暗红尘，

勿伤多难兮畏夷人，

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

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

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云。

文妃在诗中劝谏天祚帝，不要畏惧女真的入侵，要整顿朝纲、任贤去邪，激励天祚帝卧薪尝胆，君臣同仇敌忾，定能收复家园。诗中感情真挚，语气诚恳，表达了她忧国忧民，奋发图强的思想感情。她又作《咏史》一诗。萧瑟瑟因写诗进谏，而遭天祚帝忌恨，后来被萧奉先诬告谋立其子敖鲁斡为帝，而被天祚帝赐死。

耶律常哥，是辽道宗朝的一位民间女文人。她能诗文，喜读历史，见前人得失，历能品藻。当时，枢密使耶律乙辛爱其才，屡次向她求诗，耶律常哥回以文。耶律乙辛见文中讥讽自己，由此怀恨在心。道宗咸雍年间，常哥作文以述时政。文中写道：“君以民为体，民以君为心。人主当任忠贤，人臣当去比周；则政化平，阴阳顺。欲怀远，则崇恩尚德；欲强国，则轻徭薄赋。”[24]
 文中表现出她忧国忧民的情怀。

（三）民间诗词

辽代的民间诗词，语调清新明快、辛辣活泼，内容上针砭时弊与时政，明确地表达了人民的呼声和对辽朝统治的不满。如《天祚时谚》：“五个翁翁四百岁，南面北面顿瞌睡。自己精神管不得，有甚心情管女真。”诗中用幽默的语气讽刺了统治者的昏聩无能。

《辽诗记事》中载：辽朝“俗有臻蓬蓬歌，每扣鼓和臻蓬蓬之音为节而舞，人无不喜闻其声而效之者”。其歌词为：“臻蓬蓬，外头花花里头空。但看明年正二月，满城不见主人翁。”诗中表达了人民群众对辽末的黑暗统治的强烈不满及对时局的忧虑。又有《投坑伎诗》：“百尺竿头望九州，前人田土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更有收人在后头。”[25]


这首民歌质朴明快，语调辛辣，用隐喻的手法讥讽了辽末时局动荡，诅咒了它行将灭亡的命运。

三　绘画

胡瓌，是辽代早期著名的画家。他擅长描绘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生活，胡瓌的作品很多，但是大多已经散失，现存世的有《卓歇图》、《蕃马图》、《还猎图》等。

《卓歇图》是胡瓌的重要代表作品之一。打开画卷，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车马刚刚停歇的场面，人声嘈杂，马未卸鞍，而众多的人物歇息神态各异，层次参差有致，或整理马鞍，或相互对谈，困乏者连打哈欠，疲倦者席地而坐，三五一群，布局适宜，并无松散紊乱之感。画卷的后半部，是契丹贵族男女主人宴饮的场面，男主人旁有四男人，带着弓弦和豹皮的箭囊侍立，就连乐队里击掌伴奏的也带着箭囊，这正点明了狩猎归来的情景。席前一仆役举盘跪进，一侍女持壶斟酒，前有一男子做舞状，旁有二人做箜篌，三人击掌伴奏。王安石诗云：“涿州沙上饮盘桓，看舞春风小契丹。”描写的大约就是这样一种场面。

耶律倍，汉名李赞华，是辽初著名的诗人和画家，他的作品，以契丹游牧生活为题材，尤擅长画马，如《骑射图》、《猎雪骑》、《千角鹿图》，皆入宋秘府，在中国画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耶律倍的作品，传世的仅有《射骑图》、《射虎图》，现藏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

萧瀜，契丹族著名画家，萧瀜受唐代花鸟画影响极深。其作品传世的不多，《故宫名画三百种》，第94图里，收录了他的一幅花鸟画。绢本轴画，纵145厘米，横83厘米，是一幅较大型的设色花鸟画。以芙蓉、荼蘼、野鸟和山鹧鸪为画题，画面左侧有“南院枢密使政萧瀜恭画”的署款，右下方有“萧瀜”印。其用笔、传色均臻，为上乘珍品。这幅花鸟轴画，从近景巨岩的墨线，到远景河溪的描绘，以及中景竹叶技法和野鸟、山鹧鸪飞舞，其间的神态、手法都极为娴巧，其艺术成就很高。

在辽代画家中，还有许多无名氏的作品，如传世的《蕃骑射猎图》、《平原射鹿图》、《平沙卓歇图》等，都是以契丹游牧生活为题材，由于画家们非常熟悉草原生活，因此描绘准确、刻画生动，仿佛把我们带到辽阔壮丽的辽地草原。

四　天文学与医学

辽代的科学技术，突出的有两方面的成就，一是天文学，二是医学。天文学以河北宣化辽墓出土的彩绘星图为代表，是契丹族在我国古代天文学方面所作的重要贡献。辽代的医学科学也独具民族特色，出现了许多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和著名的医药学家。

（一）宣化辽墓彩绘星图与辽代天文学

1974年，河北宣化发现一幅精美的辽代彩绘星图。该图发现在墓后室穹庐顶部，直径2.17米的范围内，距地面高4.4米。它以北极为中心，把星宿投影在一个圆形的平面上，星图中心镶嵌铜镜一面，象征着天空的中心。铜镜周围绘重瓣莲花。星宿围绕莲花做圆形分布，星际间外围为12宫，内围为28宿。这幅星图既有中国古代的28宿，又有巴比伦的黄道12宫，每星以朱、蓝色涂或以圆点表示其星宿和12宫的分布。在中心莲花的周围，东北画北斗七星，斗柄向阳一小星，正东偏南方位为一大星，朱色，内画金鸟一只。表明太阳出自东方。正方又画红色大星四颗，代表四仲星，斜方向画蓝星四颗，代表黄道十二宫的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夏鼐先生认为，正方向绘红色大星四颗，斜方向绘蓝星四颗，当是代表月亮、五行星和都罗顺二星。它们和太阳在印度天文历法中称为九曜。《唐开元占经》中的九执历，便是根据印度传来的九曜运行而制定的一种历法。星色分红蓝的原因是，五行星中的金水土三星属阴，月亮为太阴共四阴，木星、火星则属阳，计、罗二曜亦属阳，合为四阳。这幅星图受古代印度天文学影响较深，还表现在用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相对应和中心莲花等方面。第二层依周天方法画二十八宿，星用红点。东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为苍龙，北方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为玄武，西方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为白虎，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为朱雀。以上北斗为红蓝八星二十八宿，总计一百八十六星。第三层，也是最外层，布黄道十二宫，黄道十二宫源于古代巴比伦，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他们把黄道南北各八度以内的地带即日月行经的处所称为黄道带，并把它平分为十二部分，叫作黄道十二宫。十二宫从白羊宫（当时春分点所在）向东计算，太阳每月在天上东移一个宫，每宫三十度，各以符号和图形来表示。十二宫合三百六十度，每宫画图形代表一星座。外绘以直径21厘米的大圈。从白羊宫开始，以春夏秋冬的顺序是：1.白羊宫；2.金牛宫；3.双子宫；4.巨蟹宫；5.狮子宫；6.室女宫；7.天秤宫；8.天蝎宫；9.人马宫；10.摩羯宫；11.宝瓶宫；12.双鱼宫。[26]


宣化星图的时代，根据墓内出土的墓志得知，墓主人张世卿在辽代为官，死于天庆六年（1116）正月四日，因此墓内星图的具体年代为天庆六年。宣化星图和苏州图碑属同一类。而图碑系光宗初年，黄裳据苏颂所作浑象或《新仪象法要》里面的星图来画的。据考证，图碑的观测时间是在元丰年间（1078—1085年），所以宣化星图的二十八宿画法和图碑同源。应是宋元丰年间观测的结果，或是辽司天监自己观测并借鉴巴比伦的十二宫成果。后一种的可能性为大。《辽史·历象志》记载：“当辽宋之世，二国司天固相参考。”说明了辽宋两国之间，司天监观测成果互相交流，并相互参考修正。中国和印度两国的二十八宿是同源的。而中国起源论较印度起源论，具有更充分的理由。二十八宿可能创于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时代，而根据天文现象推算，最早到前8世纪到前6世纪，十二宫虽然起源于巴比伦，但已经中国化，宣化星图和巴比伦十二宫的图形相比较，在人物衣着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星图构图完善优美，它以中国二十八宿为主，吸取了巴比伦黄道十二宫，像这样的综合中外天文学成果的星象图，在我国天文史上是首次发现，是契丹族和汉族在发展我国古代天文科学方面所作的一个重要贡献。

（二）辽代的医学

辽代医学，既有对中原中医学传统的继承，又有草原民族独特的医疗技术。契丹族很早就有了自己的医学家。迭特里，是辽初契丹本族的医药学家，他精通针灸之术，医术高明，被誉为神医。直鲁古，吐谷浑人，世代善医。他在马上看病，也能够准确无误。他尤其擅长针灸。太宗时任太医给事，曾撰《脉诀》、《针灸书》行于世。[27]
 切脉、针灸是中医诊病、治疗的基本方法，由此可见，辽初已经有了精通中医学的中医。辽初皇族中东丹王耶律倍精通医术，“初市书至万卷，藏于医巫闾绝顶之望海堂。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焫之术”。砭，古代利用楔状石器医疗的工具。运用砭石治病的医术称为砭术，砭术是中医的六大医术之一，即砭、针、灸、药、按跷和导引。

焫，灸焫之意。《黄帝内经·灵枢经》：“针所不为，灸之所宜；阴阳俱虚，火自当之；经陷下者，火则当之；经络坚紧，火所治之，陷下则灸之；经满络虚刺阴灸阳。”《素问·异法方宜论》曰：“北方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现代科学证实，艾灸燃烧时产生的热量，是一种十分有效并适应于机体治疗的物理因子红外线。而艾灸施于穴位，其近红外辐射，具有较高的穿透能力，可通过经络系统，更好地将能量送至病灶而起作用。因此，辽初耶律倍已经掌握了中医的砭焫治病之术。

耶律敌鲁，是辽代中期契丹族名医。辽圣宗统和初年，他担任节度使，他精于医道，使用望、闻、问、切之法，察人形色，即知病情。[28]
 对症除病，医道十分高明。治法多采用理疗，疗效十分显著。由于辽朝廷的重视，契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辽代医学理论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从史书记载中分析，辽代医学理论大概包括了今日中医治病的诸方面。

诊断方法

1.察病人形色，进行诊断。耶律敌鲁查形色即知病原，即指查看病人形色，诊断了解病人的健康状况。有如今日中医的望、闻、问、切。然后对症下药。这一中医理论千百年来，一直为各族医学家所继承。

2.切脉。辽初，为适应人民生活的需要，朝廷命耶律庶成译《方脉书》，从此人人通习，虽边远部族也懂切脉。[29]
 《方脉书》译成契丹文以后，成了医界必读手册。在当时对于开展和推动辽代医疗事业的普及，有重要的意义。切脉以查虚实，是医生在诊治过程中，了解病人体质变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契丹人直鲁古总结了多年治病的经验，著成《脉诀》一书，把切脉的原理方法编成好记易懂的口诀《脉诀》，《脉诀》是诊断病情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治疗方法

1.针灸疗法。针灸疗法是辽代医学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医疗技术发展方面的一项重要成就。前述望闻问切的对症诊治一是采用药物，二是采用针灸，辽代针灸很发达，在史书中多有记载。东丹王耶律倍，景宗耶律贤[30]
 ，都懂针灸之术。由于辽朝廷的提倡，加之针灸本身轻便易携，所以在民间广为流传。史书中也记载了许多疑难病症采用针灸治愈的病例。辽代名医直鲁古，是以针灸闻名于世的。他任太医给事时，除撰《脉诀》外，还整理一部针灸书，作为针灸医疗技术的指导理论书推行于契丹地区。

2.石砭。是一种古老的外科手术医治疾病的方法。专门割治肿瘤清除淤血，即后来用于外科的手术刀。契丹早期为游牧部落，对此有丰富的经验。此法和针灸相表里，盛行于民间。

3.理疗。据史书记载，辽代理疗方法有很多种。例如灸焫，“北方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除了艾灸之外，还有意疗，即精神疗法。从精神上环境上，从意境的急剧变化上，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狂乱走向安静，达到治病的目的。耶律斜轸妻有沉疴，易数医不能治。“敌鲁视之曰：‘必有蓄热，非药物所及，当以意疗。因其聩，聒之使狂，用泻其毒则可。’于是令大击钲鼓于前，翌日，果狂，叫呼怒骂，力极而止，遂愈。”[31]


4.降热疗法。《辽史拾遗》记载：“北虏水实羊肠，文州羌取蛇掐首，饶头上治上热。”这是一种以凉退热的解热法。太宗耶律德光班师回来的途中，得病于栾城，曾以羊肠灌冰饶于头上以退热。“契丹主及栾城病甚，苦热，聚冰于胸腹手足，且啖之。”这种降热方法一直为后世所继承。今日西医以碎冰装入袋中，放在头上退热，即是采用这种方法。

5.麻醉法。外科手术时用的一种麻醉剂，秦汉时称作“麻沸散”，以酒合之而饮，因麻醉而不知疼痛。辽代依据前人的经验，制成了鬼化丹成药，为手术止痛的一种麻醉剂。也可用于行刑之后的止痛剂。

6.温泉疗法。史书中记载，契丹皇帝及贵族经常洗温汤治病，洗温汤是治疗关节炎、皮肤病等慢性病的有效的方法。在边远的草原地区早已采用这种方法。直至今天，仍然使用这种方法治疗关节炎等疾病。

7.药物的使用。辽朝地处草原、沙漠，在东北地区还有连绵的长白山、大兴安岭。这些地区盛产各种珍贵的药材。如人参、鹿茸、熊胆、麝香、白附子、天南星、茯苓等。还有草原地区特有的一些中草药。辽朝有一种冻伤药很神奇。辽道宗时，赵相之奉使辽国，由于天寒，冻坏耳朵。辽道宗命人调理好药敷上，契丹人对他说：“如果用药迟，耳朵折裂缺落，甚则全耳皆坠无血。”赵相涂后即觉耳朵发热，不久治愈。辽代的市场中设有药铺，卖各种药。有一种药叫骨咄犀，乃大蛇之角，其性至毒，而能解毒，“带纹如象牙，带黄色，只是作刀把，已为无价”[32]
 。

人体防腐法。用于死后尸体防止腐烂的保护方法。其法是：“国人剖其腹，实以盐数斗，载之北去，晋人谓之帝羓。”[33]
 这种方法是在破开腹部后放入香料、盐矾，这些都是防腐去湿的材料，有利于尸体干燥不腐烂。1981年在内蒙察右前旗豪欠营子第六号辽墓中发现一具保存完好的女尸。女尸身着铜丝网络，头戴鎏金面具，这具身着特殊葬服而又保存完好的女尸，在我国还是首次发现。从医学的角度看，它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五　萨满教

萨满教是北方阿尔泰语系的诸民族所普遍信仰的原始的多神教。萨满教是由于原始人类对于自然的恐惧而产生万物有灵和神祇传说。它的主要特点是具有强烈的自然属性和横溢着有灵论与有神论，因此萨满教既是对自然的崇拜，也是对万物的崇拜。不仅认为风、雨、雷、火是神灵的显现，而且各种飞禽走兽也代表各种神灵，预示着人世间的吉凶祸福和各种灾害的降临。辽代的契丹人信奉萨满教。在辽建国前后，萨满教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建国后的萨满教在契丹人的社会生活、政治活动中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与作用。

（一）建国前契丹族的萨满教

契丹人信仰万物有灵论。早在原始氏族部落时期，萨满教已经开始流传。其表现形式是崇拜天地与日月、雷雨风火等。并逐步演变成固定的祭祀仪式。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的几位可汗，为适应契丹人精神生活的需要及统治的需要，先后制定了柴册仪（祭天仪）、拜日仪、祭山仪、瑟瑟仪（祈雨仪式）、岁除仪等。

建国前，契丹族的萨满教，在社会上已经很流行，并初具礼仪的雏形。

柴册仪。这是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阻午可汗制定的祭天仪式。此后，每个新可汗即位，都要举行柴册仪，以昭告上天，祈求上天的支持与保佑，直到建国前后，柴册仪仍是契丹可汗即位之前必须履行的仪式之一。如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即可汗位，“命有司设坛于如迂王集会埚，燔柴告天”。在战争之前，契丹人要先祭祀天地，以求上天的保佑。祭天仪式是原始氏族社会契丹人对上天的崇拜，契丹人认为，上天是最高神祇，它主宰着人世间的一切，因此契丹可汗即位也要禀报上天，求得上天的允许与支持。

拜日仪。契丹人有拜日的习俗。史书记载“辽俗东向而尚左”。其毡房、门窗皆东向。这是由于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都离不开太阳。太阳与气候季节的变换、水草的枯荣直接相关，因此契丹人崇拜太阳。契丹人凡出征、帝后的生辰以及其他重大庆典，都要举行拜日仪式。

祭山仪。契丹人崇拜高山，契丹人认为高山是通往上天的路，是神灵之所在。遥辇氏部落联盟时，胡剌可汗制定了祭山仪。

瑟瑟仪。是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的苏可汗制定的。由于契丹地处大漠之间，多风少雨，为祈求雨水充沛、水草丰美，苏可汗制定了瑟瑟仪。

风神。这是契丹人所忌讳的自然现象。契丹人害怕刮风：“契丹人见旋风，合眼，用鞭望空打四十九下，口道坤不刻七声。”[34]
 坤不刻为契丹语，汉语为魂风之意。草原放牧最惧刮风，因为它直接威胁到牲畜的安全，因此风神也是契丹人祭祀的对象之一。

雷伯。打雷是自然界中常见的现象，“契丹臣俗每闻霹雳之声，各勾中指作吃雀声以为禳厌”。

祭祀祖先。契丹人相信人的灵魂不死。在其父母死，下葬后，因酌酒而祝曰：“冬月时，向阳食，夏月时，向阴食。我若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35]


契丹人既然相信万物之神灵，那么沟通人神之间的使者便应运而生，这就是萨满教中的巫师萨满。萨满在社会中地位很高，他们处理部落内的大事，掌管部落的生产活动。契丹族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后有一主，号曰乃呵，此主持一骷髅，在穹庐中覆之以毡，人不得见。国有大事，则杀白马灰牛以祭，始变人形，出视事。已，则入穹庐，复为骷髅，因国人窃视之，失其所在。复有一主，号曰呵，戴野猪头，披野猪皮，居穹庐中，有事则出，退复隐入穹庐如故。后因其妻窃其猪皮，遂失其夫，莫知所如。次复一主，号曰昼里昏呵，唯养羊二十口，日食十九，留其一焉，次日复有二十口，日如之。”[36]
 契丹族这个传说中的三主，为契丹始祖，他们俨然以萨满的形象出现，反映了契丹族始祖为部落中的生产、生活的领导者，也是他们精神上的领袖。第二个部落首领，戴野猪头，披野猪皮，说明那时的契丹人从事狩猎业。部落首领是狩猎的指挥者。而第三个部落首领养羊二十口，日食十九，留其一焉，次日复有二十口，说明契丹族由狩猎生产向畜牧业的转变，“日食十九，留其一焉，次日复有二十口”。说明羊群的繁衍生息，给契丹人带来了生产方式的转变，即由原来的单纯射猎转为畜牧与射猎并行。而契丹社会生产中的领导者，仍以萨满的形象出现。可见萨满在契丹社会中是有较高地位的。

（二）建国后契丹族的萨满教

建国后，萨满教依然盛行。对于过去流行于可汗即位时的柴册仪、拜日仪以及其他的祭山仪、祈雨仪、岁除仪等仍予保留并赋予了新的内容。

柴册仪。这是契丹皇帝即位时举行的一种仪式。是过去流行于可汗即位时的仪式的保留。先设置柴册殿及坛，皇帝诣高阜地，大臣诸部帅列仪仗，遥望以拜。皇帝遣使敕言，与群臣对答完毕，皇帝于所识之地封土石以识之。遂行。第二天皇帝升坛，群臣赞祝，枢密使奉玉宝、玉车入，并称尊号以进，群臣三呼万岁，礼毕。

拜日仪。皇帝升露台，设褥，向日再拜。

祭山仪。设天神地祇位于木叶山。东向，中立君树，前置群树。以象朝班。又偶置二树，以象神门。牲用赭白马，玄牛，赤白羊，杀牲以祭，悬之君树。太巫以酒酹牲。皇帝皇后乘马，至君树前下马就座。皇帝皇后至天神、地祇位，致奠，北府宰相等致奠，皇帝率皇族三匝神门树。上香，再拜升坛，巫三致辞，皇帝皇后拜祭。以茶果饼饵祭于天神地祇。太巫奠酹毕，皇帝皇后再拜，礼毕。

皇帝每年祭祀木叶山，在史书中还有如下的补充：“十月内，五京进纸造小衣甲并枪刀器械各一万副。十五日，一时堆垛，国主与押番臣僚望木叶山，奠酒拜，用番字书状一纸同焚烧，奏木叶山神，曰寄库，北呼此时为戴辣。汉人译云戴是烧，辣是甲。”冬至日，国人杀白羊白马白雁，各取其生血和酒，国主北望，拜黑山，祭奠山神，“契丹黑山，如中国之岱宗。如北人死，魂皆归此山。每岁五京进人马纸物各万余事，祭山而焚之，其礼甚严，非祭不敢近山。”[37]
 直到辽朝末年，天祚帝乾统年间还“祀木叶山”。

瑟瑟仪。这是契丹族古老的祈雨仪式，建国后仍然保留并完备了瑟瑟仪。“若旱，择吉日行瑟瑟仪以祈雨。前期，置百柱天棚，及期，皇帝致奠于先帝御容，乃射柳。皇帝再射，亲王、宰执以次各一射。中柳者质
 柳者冠服。不中者以冠服质之，不胜者进饮于胜者。然后各归其冠服。又翌日，植柳天棚之东南，巫以酒醴、黍稗荐植柳，祝之。皇帝、皇后祭东方毕，子弟射柳。皇族、国舅、群臣与礼者，赐物有差。既三日雨，则赐敌烈麻都马四匹，衣四袭；否则以水沃之。”[38]
 瑟瑟仪一直保留到辽朝末年，天祚帝乾统年间，“射柳祈雨”。

除在宫廷中保留的各种祭祀仪式外，在社会生活中，仍可看到萨满教的遗迹。

射鬼箭。在行军作战中，契丹人要祭祀天神，以求上天的保佑。景宗乾亨二年（980）南伐时，“命巫者祀天地及兵神”。在出征前，“以死囚，还师以一谍者，置柱缚其上，于所向之方乱射之，矢集如猬，谓之射鬼箭”。[39]
 这是萨满教中鬼神观念的反映。萨满教认为，人死后，其灵魂不死。为避免战场上的冤魂缠绕，以及拔除行军途中的不祥，才有了射鬼箭之举。

爇节仪。契丹皇帝征伐叛国俘虏人民，或臣下进献人口，或犯罪籍没官户，皇帝亲点闲田，建州县以居之，设官治其事。皇帝死后，所置人户府库钱粟，穹庐中置小毡殿，里面放置皇帝与后妃的金像，在节辰、忌日、朔望，在穹庐之前祭祀，筑一高丈余的土坛，土坛上摆放盘子，里面放入酒食祭祀，后把其焚烧，国俗称为爇节。

在柴册仪等各种仪式中，突出了巫，作为仪式的主持人。《辽史·礼志》记载，在辽朝各种祭祀礼仪中都由太巫、大巫、巫来主持仪式。例如祭山仪，皇帝皇后为主祭，“太巫以酒酹牲”。“巫衣白衣，惕隐以素巾拜而冠之。巫三致辞，每致辞，皇帝、皇后一拜，在位者皆一拜。”在丧葬仪中，皇帝的灵柩出殡时，“巫者拔除之”。在再生仪中，“太巫蒙皇帝首，兴，群臣称贺再拜”。上述礼仪中，均可看到萨满教的影响。

六　佛教

佛教是辽朝流行最广的一种宗教，深得朝野上下各阶层人们的普遍尊崇。辽代民众对佛顶礼膜拜，奉若神明。崇佛给辽代社会带来各种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并间接影响到辽朝的兴衰存亡。

（一）辽代崇佛活动

辽代佛教的传入，约在建国前后。佛教传入辽朝后，很快普及，在全国上下形成一股佞佛热潮，直至辽亡而终止。这股佞佛之风影响到辽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诸方面，构成辽代社会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辽代崇佛活动，是逐步深入，普及推广开来的。大致可以划分为前、后两期，即辽太祖至辽景宗时为前期，辽圣宗至辽末为后期。

1.辽太祖至景宗时期

这时期佛教由中原传入辽朝，影响还不普遍。佛教是经过辽朝统治者的倡导而逐步推广到民间中去。辽初，太祖、太宗在上京建天雄寺、义节寺、安国寺。太祖死后，应天皇后于义节寺断腕，置太祖陵，并在义节寺建断腕楼，树碑记其事。[40]
 应天太后于神册四年（919）前去谒拜寺观，以示对佛祖的敬仰之意。随后，佛教开始流行于汉族、契丹族之中。天禄三年（949），为葬舍利佛牙，世宗亲降宣头一道，钱三百贯，石匣旁书写布施金钱人姓名，“具列大辽皇帝、皇后、东明王夫人、永宁大王、燕主大王、国舅相公……齐国夫人张氏……”等人姓名[41]
 。穆宗应历年间，在四月八日佛诞日，“香车宝马、藻野缛川，灵木神草，赩赫芊绵。从平地至于绝巅，杂沓驾肩，自天子达于庶人，归依福田”。[42]
 不但契丹皇帝参加庆贺仪式，且男女老幼都前去拜祭佛祖，参加佛诞日的活动。

在辽统治者言传身教的倡导下，民众很快步入佛门，耽于禅说。这时期民众崇佛活动大致如下：

（1）民众为行善事，以求正果，积极兴造佛寺，建塔造幢。应历五年（955），北郑院邑人合资起建陀罗尼幢，有男女几十邑人参加[43]
 。应历年间，契丹公主化助云居寺“建碑楼一座，五间六架，并诸腰座”。[44]


（2）出家为僧尼。保宁二年篆刻的《刘承嗣墓志铭》载：左骁卫将军、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太保兼御使大夫刘承嗣与其契丹夫人牙思所生女儿，“幼居香刹。恒护戒珠”。[45]


辽代民众崇佛的前期，其崇佛活动还未十分活跃，活动内容也很单一，佛教还没有广泛普及。

2.辽圣宗至辽末

此为辽代民众崇佛的后期，也是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民众崇佛活动更趋活跃，信徒遍布五京，佛寺香火不断，许多信男善女出钱兴建众多的塔幢、佛寺。佛教影响遍及辽国。史载：“处处而敕兴佛事，方方而宣创精兰。”[46]
 “无贫富后先，无贵贱老少，施有定例，纳有常期。”辽末，兵连祸结，烽烟四起，但辽国内崇佛活动依然如故，且香火鼎盛。嬴钹邑的邑人建园寂道场，由大安三年（1087）二月的三昼夜延长到天庆九年（1119）的七昼夜。[47]
 辽末，出家为僧尼的人有增无减。《陈国别胥造经题记》记载，在涿州宝德寺篆刻石经及讲经的比丘尼就有九人[48]
 。道宗一岁饭僧三十六万。

后期的崇佛活动有如下几种：

1.出家为僧尼。大多为未婚少男少女。据重熙二十二年（1053）撰刻的《王泽墓志铭》载：怀州刺使兼御使大夫、奉陵军节度使王泽的两个女儿，先后出家为尼[49]
 ；曾孙女二人，也出家为尼，长者紫衣，次者德号[50]
 。王泽继母仇氏，慕崇觉行，落发为尼。王家是名副其实的佛教世家。朝散大夫、守殿中少监、知惠州军州事董庠三个孙女三喜、迎璋、省哥，于大安年间落发为尼[51]
 。朝散大夫、尚书比部郎中张衍长女，“性悯”，于寿昌年间，出家为尼[52]
 。在这一时期，官宦之家的千金出家为尼的还有燕京涿州前左都押衙郑恪之女[53]
 、北宰相、守太傅兼中书令萧义长女、左都押衙郑士安第三女[54]
 、参知政事、虞国公张浩之妹。

也有中年寡妇出家为尼的。如王泽继母仇氏；宰相、守太尉兼侍中刘六符第三女刘五佛嫠居，后落发为精行尼。当时“士大夫妻有嫠居者，感而慕道□□□者数人”。[55]


2.恪守教规、吃斋念佛。承天太后萧绰，“每岁正月则不食荤茹，大修斋会及造寺”。[56]
 圣宗钦哀皇后笃信佛教，“普全六行之余。洞达三乘之义。动必协于人心。静必从于佛意”[57]
 。六行即六渡，行法有六种：一、布施。二、持戒。三、忍辱。四、精进。五、禅定。六、智慧。三乘，即乘运人而到其果地的三种不同果报。钦哀皇后不但信教，而且身体力行，以佛教教义的六行法和三乘之义为其行为规范，恪守佛教教规。王泽之妻李氏，“近于佛乘，净信三归，坚全五戒，清旦每勤于焚祝，常时惟切于诵□□□”。耶律元妻、晋国夫人萧氏信奉佛教，时常诵读佛经。[58]
 耶律弘益妻萧氏筵僧营佛，熟悉佛经[59]
 。董匡信之妻王氏，“又恒以清净心日课上生法花观音品，十数年间，持六斋戒”。[60]
 王氏除每日诵经，还坚持数年“持六斋戒”，即在每月八日、二十三日、十四日、二十九日、十五日、三十日六天中，当诸天神众集会称量世间善恶时，而修善事，信守斋戒，不食荤茹。

3.兴建佛寺，建塔寺，造经幢。多为辽代贵族妇女，她们家资豪富，挥金如土，多以个人名义建寺院造塔幢。统和八年（990），辽晋国公主在南京建佛寺后，曾向圣宗申请赐额未准[61]
 。承天太后在临潢县修崇孝寺[62]
 。清宁五年（1059）春，秦越大长公主造十三级石浮图一座，高二百尺，巍然挺立，高耸入云，被称为昊天宝塔。同年，秦越大长公主以所居宅第为施，请师建寺。“大率宅司诸物罄竭。永为常住。及稻畦百顷。户口百家。枣栗蔬园。井□器用等物。皆有施状。又□□□择名马万匹入进。所得迥赐。示归寺门……懿德皇后为母酬愿。施钱十三贯。特为奏闻。专管建寺。道宗皇帝至□五万贯。敕宣政殿学士王行已□□□□其寺……寺成之日。道宗御书金榜。以大昊天为之名。”[63]
 大昊天寺金碧辉煌，雄伟壮丽。清宁八年（1062），楚国大长公主以左街显忠坊之赐第为佛寺，赐名竹林[64]
 。咸雍五年（1069），兰陵郡萧夫人在辽的中京（今大宁城）出巨资建寺院，延僧四十人，施地三千顷，粟一万石，钱二千贯，人五十户，牛五十头，马四十匹，以为供亿之本。道宗赐名为静安寺[65]
 。陈国夫人耶律氏为辽朝宰相萧义之妻，天祚德妃之母，其长女出家为尼，因此陈国夫人多次施造石经[66]
 。一般官宦人家的妇女，也多有热衷于佛事的。《全辽文》卷十二载：萧拔烈与其妻及三子四女，合造经文十多条。刘庆余妻耶律氏、窦景庸女、斡离也公主、燕京马侍郎夫人、易州太傅夫人、燕京孙衙内家郎中娘子，都曾在天庆、保大年间施钱办碑造经。

4.民间成立各种邑社组织，“集众人之力，各抽有限之材，正证无为之果”。“或贫或富，皆毕力于当时。”[67]
 这是民间信徒量力而行的一种集资方法。邑社组织是佛教信徒自发成立的，组织佛教信徒的各种日常活动。邑社组织有多种，有千人邑、念佛邑、建塔邑、嬴钹邑等。有不少信徒参加了邑社组织，其中有的还担任邑长职务，组织佛教信徒合资兴建塔幢、寺院。应历五年（955），北郑院邑人合资起建陀罗尼幢[68]
 。大安七年（1091）的《建塔题名》（残石）上，刻有
 首、同建办塔事、提点塔事、邑长、女邑长、女邑等人的名字[69]
 。《全辽文》卷九《懽州西会龙山碑铭》记载，大安八年（1092）建塔邑众男女五百人，合资兴建佛身感应舍利塔一座。

5.为弘扬佛法，不少信徒还宣讲、书写、篆刻经文。王泽长女法微、三女崇辨出家为尼后，都“宣讲大小乘经律”。《全辽文》卷十《陈国别胥造经题记》记载：陈国夫人施造的石经，很多出自寺院比丘尼之手。天庆五年（1115）的石经为“施主涿州宝德寺赐紫比丘尼行园、惠玉刻”。

出家为僧尼，一般要经过五道手续方能接纳其进入佛门。（1）剃发。（2）授十戒。（3）领六法。（4）圆戒。（5）赐紫方袍、赐号。大约经过半年的时间方能完成上述五种仪式[70]
 。妇女出家为尼的名号，是由寺院住持赐予的。其名号有紫衣、德号、即圆、法微、圆融等。

辽代佛教信徒常诵的经卷有：《妙法莲花经》、《华严经》、《法华经》、《圆觉经》、《菩萨本行经》、《贤劫经》等[71]
 。信奉的佛教教派为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密宗等。

综上所述，辽代民众崇佛的特点有四：其一是崇信佛教的阶层广泛，从帝后、公主到一般的平民，从契丹族到汉族，都有佛教信徒。其二是打破了年龄的界限。辽代民众上至七八十岁，下至十几岁，各年龄段都有佛教信徒。其三，崇佛的形式多样，既有出家为僧尼的，又有烧香念佛的；既有参加邑会组织的，又有个人建塔幢、造经题记的。其四，辽代民众所信奉的佛教流派较多，主要有华严宗、天台宗、净土宗、密宗等。从侧面反映出辽代佛教各派的发展与繁荣。

（二）辽代崇佛的原因

1.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

太祖耶律阿保机，曾于上京建天雄寺、义节寺、安国寺。应天皇后于义节寺建断腕楼。太宗亲自把白衣观音像移于木叶山，建兴王寺，“春秋告祭，尊为家神”[72]
 。圣宗对“道释二教，皆洞其旨”[73]
 。圣宗钦哀皇后尊崇佛教，史称：“普全六行之余。洞达三乘之义。”[74]
 兴宗“尤重浮图法”。“幸佛寺受戒”。[75]
 兴宗仁懿皇后“崇大雄之妙教。通先哲之灵章。精穷法要。雅识朝纲。建宝塔而创精兰百千处”[76]
 。道宗“好佛法，能自讲其书，每夏季辄令诸京僧徒及其群臣，执经亲讲，所在修盖寺院，度僧甚众”[77]
 。宣懿皇后也精通佛法，文中称她为：“佛法本生知之性。”[78]
 辽朝廷统治者不但身体力行，为奖励崇佛，还给予僧尼以优厚的待遇。兴宗“尤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贵戚望族化之，多舍男女为僧尼。如王纲、姚景熙、冯立辈皆道流中人，曾遇帝于微行，后皆任显官”。[79]
 圣宗时，僧尼可免服差役。因此，贫困之家的男女多进入寺院为僧尼。出现私度、滥度僧尼之风。

2.社会因素

辽朝自辽初至圣宗时期，由于连续发动了征伐诸部、平息内乱、灭晋、灭渤海、对宋、对高丽等多次损耗国力、民力的战争，使得社会处于动荡之中，经济恢复较慢。由于战争环境，“征敛调发。急于剽掠”，契丹诸役户多困乏。有的将官死后，因家贫不能安葬，圣宗下诏给予优恤。战争使家人不能团聚。正如《全辽文》卷十二《无题佚句》所说：“父子尽从蛇阵殁，弟兄空望雁门悲。”辽代妇女在夫、子征兵后，承担了大部分家务及生产活动。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战乱环境下，辽代民众以佛教为其精神依托，寄希望于佛祖，希望神佛能保佑外出征战的亲人平安归来。燕京易州涞水县迺亭乡水井村邑众节衣缩食，积攒钱财造一香幢，其目的是“增无量福德”。

3.从佛学教义看，对民众有相当的吸引力

佛教的基本教义为四谛，即苦谛、集谛、灭谛和道谛。只有按佛法修行，最终才能得善果，进入涅槃之理想境界。佛教教义符合各阶层人民追求幸福、脱离苦难的愿望。在遗存的辽代各种碑铭、建塔题记、造经题记中，人们的这种愿望表达得非常清楚：“见闻随善，同获梵天之果，施主邑人，早登涅槃之乐。”[80]
 佛教因此得到辽代各阶层民众的普遍尊崇。

辽代崇佛，有它的社会的、经济的根源，它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们精神上的依托和梦想中的现实的实现。

（三）崇佛的社会影响

辽代崇佛，从消极与积极两方面给辽代社会带来不同的影响和后果。

1.佛教充实、丰富了辽代文化内容，推动了辽代文化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契丹族的汉化。

佛学在汉文化的推广普及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辽代佛教信徒在传播佛学教义上起了桥梁的作用，《全辽文》卷九《清河公女坟记》记载，福登之父母同兴善道，于重熙二十二年（1053），去当村开化院内独办法堂一座，请十方高上法师前来讲经。于冬夏开华严法华经约三十余席，于峎山灵峰院内请大众读了经一十藏。《全辽文》卷十《陈国别胥造经题记》记载：陈国夫人在天庆年间施造石经几百条。有的石经流传至今。石经遂成为辽代文化中的一朵奇葩。留传至今的辽代寺院、经幢、石经、雕塑，蕴含着丰富的辽代文化内容，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辽代佛教信徒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2.崇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辽朝妇女传统的社会风俗，影响到辽代妇女的修饰、衣饰与饮食。祭祀佛祖时，兴宗与皇太后均着素服，饭僧于延寿、悯忠、三学三寺。[81]
 承天太后在每年的正月不食荤茹，严格遵守佛教的斋戒。崇佛使辽人的生活习俗有了新的改变。

辽俗以每年的四月八日为佛诞日，这天，“凡水之滨，山之下，不远百里，仅有万家，予馈供粮，号为义食”。[82]
 在京府诸州，为庆贺佛诞日，“各用木雕悉达太子一尊，城上升行，放僧尼、道士、庶民行城一日为乐”。[83]
 行像，是用宝车载着佛像巡行城市街冲的一种宗教仪式，一般在信奉佛教的地方都有流传。

还有一种宗教仪式：“建园寂道场三昼夜（或七昼夜），以草为骨，纸为肉，彩为肤，造释迦涅槃卧像一躯，具仪茶毗。”[84]
 这是后世扎纸草人之始。

辽代崇佛，还影响到起名字。崇信佛教的家庭其子女的名字都与佛教有联系。如宣懿皇后小名观音；景宗的女儿名为观音女、延寿奴；耶律弘益之妻萧氏名弥勒女；还有的叫天王女等。

3.由于佛教学说的影响，削弱了辽代民众与生活抗争的勇气，使他们安于现状，积累福德祈求来世的“轮回”。众多的民众，沉溺于佛学的幻象之中而不能自拔。也因“看破红尘”，而削发为僧尼，终生与青灯佛寺为伴。

4.崇佛影响到辽代社会经济的发展。

道宗时，“所在修盖寺院，度僧甚众”。“僧徒纵恣放债营利，侵夺小民，民甚苦之。”[85]
 僧尼不但巧取豪夺，广占土地，还施放高利贷剥削平民，聚敛财富。隋唐以来，北方的寺院就拥有许多田产，到了辽代，在皇室贵族的赐予、施舍之下，寺院经济迅速发展，出现了“分其税一半输官，一半输寺”的二税户[86]
 。二税户原来为一般平民，身份较为自由。沦为二税户后，既属官，又属其寺主，社会地位有所下降。

辽代用千人邑社等各种组织形式，动员善男信女资助寺院，她（他）们节衣缩食积蓄的一点钱财，都用在修寺院、建塔幢、刻石经等方面。辽代的佞佛之风，使得“清信施财者沓至”。寺院僧尼上层则借机大肆搜刮、挥霍民财，寺院、宝塔修造得金碧辉煌，其中有众多信徒的血汗钱埋葬于其中。

5.崇佛之风影响到辽朝的兴衰存亡。

契丹族是骁勇善战的民族，辽代妇女也“长于骑射”，辽代的皇后、公主在行兵作战中，都英武果敢，指挥若定。如应天太后、承天太后、齐王妃、仁懿皇后等，都先后指挥过若干次大大小小的战役。但是到了辽朝后期，由于佛教的深入影响，契丹本民族的尚武习俗趋于文弱。一般来看，兴宗之前的历朝皇后是以武功著称于世，而兴宗之后的几位皇后，则是以文才称誉于后世。辽朝的国势亦如此，前强后弱，积重难返。正如宋人评论：“然契丹之人，缘此诵经念佛，杀心稍悛。此盖北界之巨蠹，而中朝之利也。”[87]
 此话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佛教的消极作用。契丹妇女耶律常哥敏锐地看出了佛教的消极作用，她上书给皇帝，尖锐地指出：“勿泥空门，崇饰土木……满当思溢，安必虑危。”[88]
 辽道宗虽称善，终未采纳。辽朝此时已内里蛀空，大厦将倾。不论是有识之士的奋笔疾呼，还是佛祖的神灵显现，都已无法挽回危局。一旦女真族以强力崛起，辽竟一朝覆亡。

七　契丹文化的源流及其历史影响

契丹文化是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契丹文化包括本源文化、主源文化和他源文化，以本源文化为主，同时吸收了主源、他源文化而最终形成的。主源文化与他源文化对契丹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契丹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历史发展中深刻地影响到周边的民族。

（一）契丹文化的初创、形成与发展

契丹文化按历史时期可划分为建国前的契丹早期文化、建国后的契丹文化、辽亡以后的契丹文化这几个历史阶段。这里着重论述辽建国后的契丹文化。辽代契丹文化的初创与形成，是在建国初期至辽穆宗时期，其发展与繁荣，在辽景宗时期至辽末。正如《辽史》所说：“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骎骎崇儒之美。”[89]
 《辽史》中的这段话，十分精辟地概述了契丹文化，乃至辽代文化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第一阶段，在辽建国前后至辽穆宗时期，是契丹文化的初创与形成时期。辽自建国初，就着力培养本民族的文化人才，着力本民族文化的发展。

1.创制本民族的文字。契丹本无文字，刻木为契。公元920年，阿保机从侄耶律鲁不古和突吕不，受太祖之命，仿汉字偏旁，制契丹大字。“以隶书之半，就加增损，作文字数千。”之后，阿保机弟弟耶律迭剌创制契丹小字，从此契丹民族有了自己的文字，契丹大、小字开始在辽地颁行、使用。

2.设立官学与私学，逐步建立起本朝的教育体制。在辽朝的五京，设立五京学，置博士、助教各一员。在辽的上京、中京设置国子监，在府、州、县设置地方官学。地方的州县官员，也大力兴办教育。辽朝私学也设立多处。如王鼎“幼好学，居太宁山数年，博通经史”[90]
 。萧韩家奴“少好学，弱冠入南山读书，博览经史，通辽、汉文字”。[91]
 太宁山、南山是私学设立之所。辽代的官学与私学，为辽朝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各种文化知识的契丹族、汉族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契丹文化、辽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3.以皇太子耶律倍为首的契丹文人阶层开始出现，并多有建树。耶律倍博通古今，喜爱读书。史书记载：“倍初市书至万卷，藏于医巫闾绝顶之望海堂。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焫之术，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善画本国人物。”

此外，辽初的文人还有耶律屋质，博学，知天文。耶律学古，颖悟好学，工译鞮及诗。保宁中，补御盏郎君。耶律题子，善于绘画。保宁间，为御盏郎君。上述辽初的契丹文人，多工诗词歌赋，绘画，医学、天文等方面的知识，为契丹文化的创立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4.尊崇儒学。辽朝是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立国，因此，辽初鄙陋无文，辽太祖曾询问侍臣：“‘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从此，儒学在辽朝取得正统地位，被契丹统治阶级所尊奉。

5.撰写国史。太宗会同四年（941），诏有司编写《始祖奇首可汗事迹》。开始用文字记载契丹始祖的事迹，开创了辽朝修史的先河。

6.制定朝廷礼仪制度，改变了建国初期诸事草创、鄙陋无文的状况。契丹人突吕不受诏撰决狱法，辽朝有了第一部成文法。

太宗大同元年（947）三月，太宗废晋，把晋诸司僚吏、嫔御、宦寺、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县卤簿、法物及铠仗，悉送上京。《辽史·礼志》记载：“太宗克晋，稍用汉礼。”[92]
 之后，太宗制定了服饰之制。契丹文化在这一历史时期初步形成。

第二阶段是在辽景宗时期至辽末，是契丹文化的繁荣与发展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契丹文人阶层已形成，这一时期是契丹文人辈出的时期，其作品脱离了早期模仿的痕迹，熔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于一炉，有些作品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这时期契丹文化建树是多方面的。

1.契丹文人创作进入繁荣期。在这一时期契丹文人多创作诗词歌赋，出版文集。秦晋国妃，为辽圣宗之妹，她博览经史，聚书数千卷，能于文词。其歌诗词赋，落笔则传诵朝野，脍炙人口。“僻嗜书传，晚节尤甚。”[93]
 她撰写《见志集》若干卷流行于世。

萧韩家奴，契丹人，著有《六义集》十二卷[94]
 。

萧柳，善属文，著诗千篇，集成诗集，书名为《岁寒集》[95]
 。

萧孝穆，兴宗时为北院枢密使，时称为“国宝臣”，所著文集曰《宝老集》[96]
 。

耶律资忠，著有《西亭集》[97]
 。

耶律庶成，精通辽、汉文字，于诗尤工。重熙初，与萧韩家奴各进《四时逸乐赋》。耶律庶成译《方脉书》，在社会上流传，从此人皆通习，虽诸部族亦知医事。

辽圣宗耶律隆绪，“幼喜书翰，十岁能诗”。他制曲百余首，其中有《传国玺》流传。

辽道宗耶律洪基，善作诗。耶律良奏请编御制诗文，名曰《清宁集》。

耶律孟简，六岁时父晨出猎，俾赋晓天星月诗，孟简应声而成。及长，善属文。曾作《放怀诗》二十首[98]
 。

萧观音为道宗皇后，善于吟诗作赋，有《怀古》、《伏虎林应制》等诗歌流传于世，《回心院》是其代表作。《回心院》一诗，诗句清新婉约，幽怨凄凉，音韵婉转天然，被称为“怨而不怒，深得词家含蓄之意”的佳品。

萧瑟瑟，为天祚帝文妃，《辽史·后妃传》称她“善歌诗”。“少时工文墨”，“聪慧闲雅”，有作品《咏史》《讽谏歌》留存于世[99]
 。

寺公大师，著有《醉义歌》，是今存辽人最长的诗篇。

萧铎卢斡，好学，善属文。一日临流，闻雉鸣，三复孔子“时哉”语，作古诗三章见志。当时名士称其高情雅韵，不减古人。

耶律良，会猎秋山，良进《秋游赋》，上嘉之。清宁中，上幸鸭子河，作《捕鱼赋》。奏请编御制诗文，书名为《清宁集》；上命良诗为《庆会集》，亲制其序[100]
 。

2.撰写国史、修撰礼书。

萧韩家奴，博览经史，通辽、汉文字。他与耶律庶成、耶律谷欲奉兴宗诏，记录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集为二十卷。道宗时期的耶律俨，“登咸雍进士第，守著作佐郎……修皇朝实录七十卷”[101]
 。耶律庶成偕林牙萧韩家奴等撰《实录》及《礼书》。与枢密副使萧德修订法令，成一代之典。

3.创作具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绘画作品。秦晋国妃，雅善飞白，尤工丹青，所居屏扇，多出其笔。此外，还有很多无名氏的作品，如传世的《蕃骑猎归图》、《平沙卓歇图》、《平原射鹿图》等，都是以契丹族的游牧生活为题材，带有浓郁的民族特征与时代特征。

4.通过科举取士，培养大批精通各种文化知识的契丹族、汉族知识分子。辽代科举，正式开始于景宗保宁八年，“诏复礼部贡院”[102]
 。其“制限以三岁，有乡、府、省三试之设。……程文分两科，曰诗赋，曰经义，魁各分焉”[103]
 。每次放进士人数不等，如辽圣宗太平八年放进士57人，辽道宗寿隆元年放进士130人。科举初设时，不允许契丹人应试，到辽后期，契丹人也可举进士，耶律蒲鲁，幼聪悟好学，七岁时，能诵契丹大字。习汉文，未十年，博通经籍。重熙中，举进士第。耶律大石，太祖八代孙。通辽、汉文字，善骑射，登天庆五年进士第。可见，契丹人在辽朝晚期已经有应试之举。

（二）契丹文化的源流

契丹文化的源流主要有本源、他源与主源。契丹文化的本源是本族的文化，他源是奚族、渤海、室韦等族的文化，主源是中原汉文化。契丹文化在本源文化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他源文化、主源文化，融会贯通，最终形成了具有本族特色的草原游牧民族文化。

契丹本源文化在第一部分已经论述，此不赘述。他源文化、主源文化对契丹文化的影响较大。

他源文化的影响：

奚族的影响：中京地区曾是奚人的居住地。辽朝的奚人，除畜牧、农耕外，还善于造车。契丹人早年曾向他们学习造车技术。宋朝沈括曾说：“奚人业伐山、陆种斫车，契丹之车皆资于奚，车工所聚曰打造馆。”[104]
 由于契丹人以游牧为生，因此在四时迁徙过程中，车子是重要的交通工具，而契丹人的造车技术是向奚人和黑车子室韦人学习的。辽上京有车子院，并设监管理，可见当时车子为契丹社会所需，造车业受到辽朝廷的重视。

渤海人的影响：渤海人不但善于制造车、船，而且善于冶铁、炼银。中京附近的富谷馆，居住着渤海人，居民多以造车为业。渤海人多在辽朝从事冶铁业、银冶业。渤海人聚居的辽东地区是铁的重要产地，辽以横帐和大族奴隶置曷术石烈，从事冶炼。辽在手山、三黜古斯和柳湿河分置三冶。中京柳河馆“西北有铁冶，多渤海人所居，就河漉沙石，炼得成铁”。“七十里至打造部落馆，唯有番户百余，编荆篱，锻铁为兵器。”[105]
 上京饶州长乐县，太祖迁徙渤海人居住此地。其中有一千户纳铁。

银冶在东京道的银州，南京道的渔阳，中京道的泽州、严州等地。据《辽史·地理志》记载，中京道的泽州，“太祖俘蔚州民，立寨居之，采炼陷河银冶”。据承德地区文化局调查，陷河银冶地当在今河北平泉会州城西南。此地开采时间很长，历金、元、明直至清朝仍可开采[106]
 ，储量丰富。此外，辽境内还有阴山、都峰、大石、宝兴等银冶。

渤海人能歌善舞，其中的渤海乐，就曾在辽宫廷演奏。渤海人善于烹调，《契丹国志》卷二十七记载，五月初五端午节，“渤海厨子进艾糕”。艾糕是渤海厨子所做的食品，深受契丹人的喜爱。

室韦族的影响：契丹之北为黑车子室韦，善作车帐，契丹向黑车子室韦学习做车帐。史书记载，北方的室韦“其地多铜、铁、金、银，其人工巧，铜铁诸器皆精好，善织毛锦”[107]
 。室韦曾向辽朝纳贡，并从属于辽朝。因此室韦人对契丹人和契丹文化是有一定影响的。

主源文化的影响：

主源文化是中原的汉文化。中原汉文化早在辽建国前后，随着大量汉人迁入草原地区已经传入契丹社会，汉文化对契丹族的影响是深远的。下面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方面看中原文化对契丹文化的影响。

纺织业：辽朝纺织业受中原汉人的影响很大。在辽上京、中京、祖州有官营的手工业作坊绫锦院，为皇室提供纺织品。中京道的宜州、川州、锦州、霸州和东京道的显州，地产桑麻，除向绫锦院提供纺织原料外，也以纺织为业，生产大量精美的丝织品。其生产者主要是汉人。世宗以定州（今河北正定）俘户所设置的中京道弘政县，“民工织衽，多技巧”[108]
 ，南京（今北京）“锦绣组绮，精绝天下”。[109]
 南京等地精湛的纺织技术，带动并促进了辽朝纺织业的发展。1981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豪欠营契丹墓契丹女尸身穿衣、裙8件，皆以罗、绢为原料，女尸身上的轻罗薄绢，薄如蝉翼，据有关专业技术人员判断，在当时属最优等的产品。南京是辽朝官营纺织业的中心，从事纺织业的多为汉人，他们对辽朝纺织业水平的提高起了推动作用。

陶瓷业：辽的陶瓷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特点主要是在制造工艺上继承和学习了唐、宋的技术，在造型方面具有浓厚的游牧民族特点。在辽瓷中，鸡冠壶、方碟、长颈瓶、牛腿瓶、凤首瓶和辽三彩、仿定白瓷是辽瓷器物和工艺的代表。辽三彩直接继承了唐三彩的风格，色彩为黄、绿、白。鸡冠壶是辽瓷中的典型器物，从造型看，早期的鸡冠壶器腹较大，保留着皮绳缝制的印记；中期渐趋扁平，口高，体小；晚期器体细高，多为捏把。鸡冠壶等器型带有浓郁的草原游牧民族风格，又融入了中原的制造工艺，是二者的完美结合。

从精神文化方面来看，契丹文化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深远，体现在中原儒学，以及儒家道德观念的影响、文学作品对契丹文化的影响等。

中原汉字的影响：契丹的大、小字，是借助汉字偏旁加以改造而创立的。可见中原汉字对契丹文字的影响之大。此外，辽朝在社会上普遍流行和使用汉字，无论契丹人还是汉人，多以汉字为主要书写工具。有的契丹人会使用契丹字与汉字两种文字。

中原文化典籍的传入：中原传入的古代文献如《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等被契丹文人翻译成契丹文，在朝廷与社会中广泛流传。辽道宗的儒学、佛学造诣很深，他非常重视古代文献、典籍的收集与整理，命令儒臣校正乾文阁所缺的经籍，又让汉人文士讲解五经大义。儒学中的“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成为契丹民族为人处世所遵奉的道德准则。儒家的传统道德观念，在潜移默化中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它改变了过去契丹族“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妻后母、报寡嫂”等陈规陋俗。以致有耶律安抟“居父丧，哀毁过礼，见者伤之”[110]
 。出现了契丹贵族耶律宗政拒不与后母成婚等事件的发生[111]
 。辽朝提倡孝道，“民间有父母在别籍异居者，听邻里觉察，坐之。有孝于父母，三世同居者，旌其门闾”[112]
 。体现了辽代儒学伦理观对契丹族影响之深。

礼乐的影响：辽代雅乐、大乐、散乐，受中原影响较大。大同元年（947），太宗自汴京归辽，得晋太常乐谱，宫悬、乐架，委所司先赴京中[113]
 。晋天福三年（938），遣刘眴以伶官来归，自此辽有散乐。此后在宫中用雅乐、大乐、散乐。八音器数，也大抵因唐之旧。

文学作品的传入与影响：辽朝提倡学习中原汉文化，辽圣宗曾用契丹文字译白居易的《讽谏集》，让契丹大小官员熟读。在契丹皇帝的倡导下，社会上学习汉文化已蔚然成风，契丹人对宋朝的文人与作品推崇备至，并有深入的了解。宋朝著名文人苏辙出使辽朝后，曾作诗感叹：“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114]
 寺公大师所著《醉义歌》，这首诗依汉语用韵，同时多用汉人史实掌故，足见辽诗受唐、宋诗的影响之大。辽道宗宣懿皇后作《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一诗，真实地概括了契丹文化的特点，华夷同风正体现了契丹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相互吸收，相互影响的历史事实。

制度的影响：辽以国制治契丹，以汉人待汉人，辽代的南面官制，是吸收、采用中原三省六部制而制定的，而在北面官制中，受中原汉官制影响，设立北枢密院、宰相府等机构。在辽代的法律中，分设番、汉二律；在番律中，受汉律的影响，也将汉律中的十恶之罪与八议之法列入其中。可知，辽代的制度深受中原制度的影响。

（三）契丹文化的特点与历史影响

契丹文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时代的特点

契丹文化具有时代的特点。公元10至12世纪，正值唐亡宋兴之时，唐宋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唐诗宋词被历代文人所传诵。正由于此，辽朝确定了“学唐比宋、华夷同风”的文化发展方向。学唐不是照抄照搬的拿来主义，而是有选择地选取对辽代社会发展有用的东西，加以改造、运用，使之成为契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契丹文化从总体上说，它是一定时代的文化，带有时代特征。

2.民族、地域性特点

契丹处于西部草原与大漠之间，草原大漠，多寒多风，因此契丹文化带有浓郁的西部草原地区的特点，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体现了这一民族地域性的特色，如居室为拆卸自由的帐篷，出行为骑马、驼，过着四时迁徙的游牧生活。其生产方式以牧放牛羊为主，契丹族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体现了这一民族的地域性的特色。其文学作品、绘画、壁画、陶瓷、雕塑的内容多以游牧生活为题材，带有浓郁的草原文化特征。

3.多元与交融的特点

契丹文化的多元特点，一是指来源的多元，二是指包容的内容的多元。契丹文化的来源，如上所述，是以本族文化为本源、吸收他源、主源文化而形成的，因此说来源是多元的，包容的内容也是多元的。契丹文化与辽境内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同属辽代文化，辽代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辽代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而契丹文化，体现了这种交融的特点。契丹文化具有一种总体性特征和广博的多元性，契丹族在与多民族杂处，在发展自身的草原文化的同时，不断地更新自己的文化观念、创立新的文化领域，使契丹文化别具一种新的特质，即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在不断地汲取、汇聚、再造的机制中，将契丹文化不断更新、提高。契丹文化是将本源、主源、他源文化融会贯通的一种新型文化。契丹民族在南北两种观念系统的日趋接近、统一的发展过程中，极力提倡学习优秀的中原文化成果，广采并收。这正是契丹文化在中华文化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原因，也是契丹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源泉。

辽代契丹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历史发展中深刻地影响到周边的民族。

1.契丹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契丹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契丹文化与其他各族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辽五京的建筑遗址、佛寺、庙宇、塔幢，辽人篆刻的石经，出土的精美的陶瓷与金银器，以其古朴的造型和精美的工艺，留存于世，是中华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其文学作品、绘画、史学著作、佛学译著等，在中国文学史、绘画史与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代表了契丹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2.契丹文化对其他民族的影响

辽代契丹文化对北方各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契丹国志·四京本末》记载：“所在分奚、契丹、汉人、渤海杂处之。”辽境内各民族杂错而居的分布格局，导致了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出现了汉人胡化、胡人汉化的双向融合的发展趋势。

饮食：辽代契丹人的饮食习惯，受地理、气候条件的限制，带有浓厚的游牧民族的特点：“绩毛饮湩，以为衣食。”宋朝出使辽朝的使者曾写诗描绘辽代的宫廷宴席：“引刀取肉割啖客，银盘臂臑薧与鲜。”[115]
 诗中列举了契丹人宴席上的丰盛食物以及引刀取肉的习俗，其引刀取肉的习俗，与今天的蒙古族的手把肉有些相似。今天西北地区的民族喜欢喝的奶茶，也可在当年的契丹习俗中找到其踪迹。

服饰：契丹族的服饰深受中原汉人的喜爱，对宋朝汉人服饰有很大的影响。宋朝多次下达禁令禁止仿效契丹服饰：“禁士庶效契丹服及乘骑鞍辔，妇人衣铜绿、兔褐之类。”大观政和年间再次下诏：“敢为契丹服著毡笠、钩墩之类者，以违御笔论。”文中所说钩墩即妇人所着袜裤的形制，铜绿是契丹人喜爱的颜色。宋朝文人苏辙作诗感叹：“哀哉汉唐余，左衽今已半。”“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116]
 中原汉人以及北方的汉人，服饰均有所改变，一部分人的穿着已契丹化、胡化了。

制度的沿袭：契丹的制度文化，对其他北方民族有着积极的影响。金初的科举、官品、刑法多采用辽之制度，《大金国志》记载，太宗天会十年（1132），“下诏如契丹开辟制，限以三岁。有乡、府、省三试之法”。[117]
 金朝的官品也承袭唐制与辽制，“虏之官品本尊唐制，又以本朝之法并辽法参而用之”[118]
 。金初刑法沿袭辽法。“金虏有国之初，立法设刑悉遵辽制。”[119]
 元朝的投下制度、捺钵制度与辽制有渊源关系。成吉思汗建国之初，占领新地区、俘获战俘后，就把战俘分赐给诸王将领，称为投下。蒙古草原的投下制度与辽朝的头下制度大体相同。捺钵，又称为纳宝，是辽、金、元皇帝外出渔猎的驻所。辽皇帝四时外出渔猎，设立的行帐称为捺钵，也被称为行营、行在。金朝也有捺钵制度，《金史》译为行宫。蒙古和元朝皇帝也有捺钵的习俗，他们在北方驻冬或驻夏，其行宫有时也被称为捺钵或纳宝。

契丹文化对北方民族的影响是深远的，其制度相因，文化相袭，反映了契丹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同时也说明其主源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源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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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社会控制

辽朝在建国后，契丹统治者把儒学作为治国的根本思想，同时大力提倡天命论与佛教的因果轮回论，以各种形式教化民心。对于危及朝廷统治的言行则给予严厉的惩罚。

一　儒学——治国与维护统治的精神武器

儒学是辽朝思想控制的一个重要方面。辽代儒学经历了确立统治地位与发展繁荣两个时期。辽代儒家知识分子依据儒学的基本精神，建章立制，为统治阶级培养人才，著书立说，宣传儒家的政治主张，使儒学成为契丹统治阶级治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辽代儒学的发展，对辽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辽代儒学对维护契丹族的封建统治，加强社会控制，起到重要的作用。

（一）儒学统治地位的确立

辽代儒学的传入与发展，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辽太祖至辽穆宗时期，是确立儒学的统治地位时期。这一时期为“楚材晋用”阶段，汉族儒士为辽建国，运筹帷幄，建章立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后期为辽景宗至辽末，是辽代儒学的发展、繁荣时期。这个时期，辽朝开科取士，设立学校，以儒学为基本教材，培养出一大批为契丹统治阶级服务的儒士，儒学在社会各阶层广泛传播，对改革契丹的陈规陋俗，教化民心，起了重要的作用。

1.辽太祖至辽穆宗时期儒学统治地位的确立

“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骎骎崇儒之美。”《辽史》卷103中的这段话，十分精辟地概述了辽代儒学发展的概况。辽是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立国，因此，辽初鄙陋无文。契丹统治者深知，要想维护、巩固其统治，必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安邦治国之术。而儒学正是契丹统治阶级寻求的治国法宝。辽太祖曾询问侍臣：“‘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1]
 从此，儒学在辽朝取得正统地位，被契丹统治阶级所尊奉。

辽初，儒学主要通过以下三种途径进行传播：（1）由中原地区来的汉族知识分子进行传授。韩延徽、韩知古是太祖时期汉族儒士的代表。他们帮助辽太祖建牙开府，设立各种制度。韩知古“总知汉儿司事，兼主诸国礼仪。时仪法疏阔，知古援据故典，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使国人易知而行。”[2]
 （2）秉承家教。辽南院枢密使邢抱朴和其弟邢抱质，“受经于母陈氏，皆以儒术显，抱质亦官至侍中，时人荣之”[3]
 。（3）自学。“室昉，字梦奇，南京人。幼谨厚笃学，不出外户者二十年，虽里人莫识。”[4]


辽初，儒家知识分子的活动主要是围绕建立、巩固新生政权，制定各种典章制度，恢复和发展经济等方面来进行的。首先，汉族儒士帮助契丹统治阶级建立新生的民族政权。辽太祖“又得燕人韩延徽，有智略，颇知属文。与语悦之，遂以为谋主，举动访焉。延徽始教契丹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由是汉人各安生业，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诸国，于延徽有力焉”[5]
 。其次，汉族儒士借鉴中原封建王朝的典章制度。“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徽力也。”世宗朝，韩延徽迁南府宰相，“建政事省，设张理具，称尽力吏”[6]
 。最后，恢复和发展经济。辽太祖、太宗时虽然兴兵累年，但他们都注意发展农业和牧业，减轻农牧民的赋税负担。太祖“平诸弟之乱，弭兵轻赋，专意于农”[7]
 。太宗“寻诏有司劝农桑，教纺绩”。“仍戒敢有伤禾稼者以军法论。”因此，辽初“群牧蕃息，上下给足”。保宁七年（975），“汉有宋兵，使来乞粮，诏赐粟二十万斛助之。非经费有余，其能若是？”[8]


2.辽景宗至辽末儒学的发展繁荣

辽景宗至辽末，辽代儒学迅速发展，通过各种方式，在朝野上下得到广泛的传播。儒学不但为统治阶级所尊奉，而且普及、深入民间，成为社会各阶层人们奉行的道德标准与行为准则。辽后期儒学的发展与儒士的活动，较前期更为显著与活跃。

第一，开设科举，培养大批精通儒学的士人，为封建统治服务。辽代科举，始于太宗时期，为权宜之计。景宗保宁八年（976），“诏复礼部贡院”。[9]
 其“制限以三岁，有乡、府、省三试之设。乡中曰乡荐，府中曰府解，省中曰及弟……程文分两科，曰诗赋，曰经义，魁各分焉”[10]
 。每次放进士人数不等，如辽圣宗太平八年（1028）放进士57人[11]
 ，辽道宗寿隆元年（1095）放进士130人。[12]


第二，设立官学与私学，逐步建立起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教育模式。道宗清宁元年（1055），下诏设学养士，颁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员。道宗清宁六年（1060），“中京置国子监，命以时祭先圣先师（孔子）”[13]
 ，确定以儒家经典为法定教材。辽朝在府、州、县设置地方官学。地方的州县官员，也大力兴办教育。大公鼎在良乡县任县令时，修建孔子庙学。马人望在新城县时，建新城县学。萧文在易州时，“务农桑、崇礼教，民皆化之”[14]
 。耶律孟简在高州任内，“修学校，召生徒”。[15]
 三河县令刘瑶，“重建孔庙，阐扬儒教，辅助国风”[16]
 。辽朝私学记载不多，但也设立多处。如王鼎“幼好学，居太宁山数年，博通经史”[17]
 。萧韩家奴“少好学，弱冠入南山读书，博览经史，通辽、汉文字”[18]
 。太宁山、南山是私学设立之所。辽代设立的官学与私学，都以儒学典籍为基本教材，为辽朝培养出一大批精通儒学教义的汉族、契丹族知识分子，他们对儒学的传播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以儒学为本，著书立说，阐述儒家经典，宣传儒家的政治主张。耶律俨“登咸雍进士第，守著作佐郎，补中书省令史……修皇朝实录七十卷”[19]
 。兴宗时，诏译诸书。萧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著有《六义集》十二卷行于世。道宗多次诏谕学者“当穷经明道”，召翰林学士赵孝严、知制诰王师儒讲五经大义，命枢密直学士耶律俨讲尚书洪范。

第四，依据儒学的基本精神，制定、完善辽朝的各项法令与政策。圣宗时制定了契丹人犯十恶，亦断以律。所谓十恶，即依据儒家道德标准而修纂的法律条文。兴宗让耶律庶成、王鼎、萧韩家奴撰实录及礼书，与枢密副使萧德修订法令。

辽代儒家知识分子对于儒学的宣传与实践，使儒学成为契丹统治阶级治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使辽朝封建化更为深入。儒学对于辽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二）儒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辽代儒学在其二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对辽代社会诸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在政治方面，契丹统治者以儒家所提倡的仁政学说为施政的指导方针。孔子提出的仁政学说，强调仁者爱人，反对苛政暴政。孔子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也。”这一仁政方针被辽代皇帝与朝臣贯彻实行。辽太宗就曾提出：“军国之务，爱民为本。民富则兵足，兵足则国强。”萧义任辽北院枢密使，“申威令以制其豪强，修仁政以养其疲瘵”[20]
 。耶律仁先“恤孤茕，禁奸匿，宋闻风震服”[21]
 。耶律宗政“乐慕儒宗。谛信佛果。戚里推其孝悌。部下仰其宽仁”[22]
 。

2.在吏治方面，以儒家的道德标准作为衡量官吏升迁罢黜的准则。为求贤能之士，圣宗下令诸部：“所俘宋人，有官吏儒生抱器能者，诸道军有勇健者，具以名闻。”[23]
 武白被辽军俘获后，辽授他为上京国子博士，后又任尚书左丞，知枢密事。宋将王继忠被俘后，被任为枢密使。圣宗时，为使官吏清正廉明，曾几次下诏禁止官吏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如经检举核实，便给予法律制裁。太平六年（1026），圣宗下诏：“北南诸部廉察州县及石烈、弥里之官，不治者罢之。诏大小职官有贪暴残民者，立罢之，终身不录；其不廉直，虽处重任，即代之；能清勤自持者，在卑位亦当荐拔；其内族受贿，事发，与常人所犯同科。”兴宗时，朝政不纲，溺志浮屠，官爵非人，妄有除授。枢密使马保忠上言：“强天下者，儒道；弱天下者，吏道。今之授官，大率吏而不儒。崇儒道，则乡党之行修；修德行，则冠冕之绪崇。自今其有非圣帝明王孔、孟圣贤之教者，望下明诏，痛禁绝之。”[24]
 马保忠身为朝官，对兴宗朝吏治腐败，有违孔孟圣贤之教者，深恶痛绝，上书皇帝，希图扭转每况愈下的朝政，反映出辽朝后期儒、吏两道之间的斗争。

3.在法律制度方面，受孔子的“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25]
 思想的影响，由辽初的同罪异法，严刑酷法，逐步转向同一法律，施刑趋向宽缓。辽初，“经理疆土，擐甲之士岁无宁居，威克厥爱，理势然也”[26]
 。太祖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当时，契丹及汉人相殴致死，其法轻重不均；朝廷宰相、节度使世选之家子孙犯罪，徒杖与百姓相同，只免除黥面。圣宗下诏：“自今但犯罪当黥，即准法同科。”当时更定法令凡十数事，多合人心，其用刑又能详慎。原先，“窃盗赃满十贯，为首者处死，其法太重，故增至二十五贯，其首处死，从者决流”。兴宗时，朝廷重新修订了太祖、圣宗以来的法令，从轻从缓，其刑有死、流、杖及三等之徒，而五凡五百四十七条。

4.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孔子的人生理想、社会理想是以尧、舜、禹、文王、周公为其历史凭借的先王世界，并被具体化为一种思想道德境界和道德人格。孔子认为：“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在处理上下关系上，孔子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以仁为纲纪，孔子提出许多具体德目作为现实人生的行为准则。概括来说，即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等道德条目。辽朝统治者把三纲五常视为臣民的道德标准与行为准则，以忠君、爱国、勤政作为衡量朝臣的行为标准。“忠良则必示旌褒，凶逆则须行诛伐。”[27]
 张俭，任圣宗、兴宗朝宰相，他“尊儒重道，移孝资忠。宗九流百氏之指归，达三纲五常之要道”。[28]
 耶律铎轸，被圣宗誉为“勤国忠君，举世无双”。[29]
 贾师训为刑部尚书，他忠直不阿，“直亮不容人阿僻”，勤于政事，“夙夜矻矻不自己，事不讫不饮食”。[30]
 对于叛逆作乱之人，则惩治不怠。太祖平诸弟之乱，把参与谋逆者三百余人“皆弃市”。辽朝以儒家的“孝悌”、“三纲五常”学说来教化百姓，奖励民众的孝悌行为。圣宗下诏：“民间有父母在，别籍异居者，听邻里觉察，坐之。有孝于父母，三世同居者，旌其门闾。”[31]
 开泰元年（1012），前辽州录事张庭美六世同居，仪坤州刘兴胤四世同居，各给复三年。邢简妻陈氏，孝舅姑，闺门和睦，亲党推重。睿智皇后在她死后，追赠她为鲁国夫人，刻石以表其行。耶律奴妻意辛，在耶律奴被诬流放时，皇帝要她与耶律奴离婚。意辛婉言拒绝说：“然夫妇之义，生死以之。妾自笄年从奴，一旦临难，顿尔乖离，背纲常之道，于禽兽何异。”[32]
 耶律安抟“动尊绳矩，事母至孝。以父死非罪，未葬，不预宴乐”[33]
 。

辽代文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其作品中，字里行间都渗透着这种影响。萧铎卢斡“一日临流，闻雉鸣，三复孔子‘时哉’语，作古诗三章见志。当时名士称其高情雅韵，不减古人”[34]
 。孔子“乐天知命”豁达的人生哲学，对辽代文人也有很大的影响。耶律孟简在被贬期间“作《放杯诗》二十首，自序云‘禽兽有哀乐之志，蝼蚁有动静之形。在物犹然，况于人乎？然贤达哀乐，不在穷通、祸福之间。易曰：“乐天知命，故不忧”。是以颜渊箪瓢自得，此知命而乐者也。予虽流放，以道自安，又何疑耶。’”[35]
 耶律孟简以颜回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自勉，可见儒学对辽代文人思想影响之深。

儒学不但成为辽朝二百余年占统治地位的“官学”，也为辽朝下层民众所接受。儒家学说中的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等道德条目，已成为辽朝社会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在潜移默化中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它改变了过去契丹族“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36]
 。“妻后母、报寡嫂”、“姐亡妹续婚”等陈规陋俗，以致有耶律安抟“居父丧，哀毁过礼，见者伤之”，耶律宗政抗拒皇帝的命令拒不与后母成婚等事件的发生。上述事情说明：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已被契丹人所接受，成为他们立身行事、判断是非的准则。近年来在辽墓中发掘的画像石，如王祥卧冰求鱼、王密舍子救弟，孝妇姜思妻等孝子、孝悌、义妇的故事，均取材于中原地区广泛流传的“二十四孝图”，是渗透了儒家思想的《孝经》的具体化、形象化，表现出辽代儒学的广泛普及。而儒学的“尊卑有序”，“长幼有别”，“下不犯上”等说教，束缚了民众的思想，是维护统治的利器。

二　唯心主义的天命观

辽朝的历代皇帝，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提高自己的威望，都把自己说成是上天之子，宣扬唯心主义的天命观。其内容之一为“君权神授”说。辽太祖在未登皇位以前，其侍臣耶律曷鲁为其登基大造舆论：“闻于越（官名，指辽太祖）之生也，神光属天，异香盈幄，梦受神诲，龙锡金佩，天道无私，必应有德。我国削弱，
 龁于邻部日久，以故生圣人，以兴起之。”[37]
 这一舆论赢得了契丹贵族和部民的支持，使阿保机顺利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天命观”的第二项内容为“替天行道说”，即皇帝的言行都是奉天的旨意，皇帝就是天的代言人。太祖耶律阿保机在征伐渤海国之前，动员说服契丹部民参战时说：“朕既上承天命，下统群生，每有征行，皆奉天意。”[38]
 他亲自率兵征伐渤海，一举灭亡渤海国。辽太宗耶律德光出兵援助石敬瑭，立石敬瑭为儿皇帝，竟也是“受天帝敕使”。《契丹国志》卷二记载：“契丹主德光曾昼寝，梦一神人……神人语德光曰：‘石郎使人唤汝，汝须去。’觉，告其母。忽之不以为异。后复梦，即前神人也，衣冠仪貌，宛然如故。曰：‘石郎已使人来唤汝。’既觉而惊，复以告母。母曰：‘可命筮之。’乃召胡巫筮，言：‘太祖从西楼来，言中国将立天王，要你为助，你须去。’未浃旬，唐石敬瑭反于河东，为后唐张敬达所败。亟遣赵莹持表重贿，许割燕云，求兵为援。契丹帝曰：‘我非为石郎兴师，乃奉天帝敕使也。’率兵十万，直抵太原，唐师遂
 ，立石敬瑭为晋帝。”

这一“替天行道说”，是契丹统治者为实现预定的政治、军事目的，而有意进行的宣传。从而把他们的政治行为、军事征伐抹上一层天的旨意的神秘光圈，奉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让百姓老老实实地按“天的旨意”行事，不得违抗。

“天命观”的第三个内容，是要求百姓对皇帝的旨意要绝对服从，如敢违抗，就会受到天的处罚。太祖平定诸弟叛乱后，曾总结这次平叛的经验教训，对契丹部民进行教育说：“北宰相实鲁妻余卢睹姑于国至亲，一旦负朕，从于叛逆，未置之法而病死，此天诛也。”[39]


以上是“天命观”的几种表现。天命观是对契丹统治阶级有利的理论，是一套完整的从思想以至行为上束缚民众，使之从容就范，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理论。

三　佛学的因果轮回、鬼神报应思想

辽朝在其二百余年的统治期间，佛教盛行，历久不衰。从建国伊始，佛教就得到契丹皇帝的青睐。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上京先后建天雄寺、义节寺、安国寺等。辽太宗耶律德光“因立祠木叶山，名菩萨堂。”于幽州大悲阁迁白衣观音像，建庙木叶山，尊为家神。[40]
 辽圣宗耶律隆绪，对于道、释二教，皆洞其旨[41]
 。辽兴宗耶律宗真，“尤重浮图法”。[42]
 辽道宗耶律弘基“好佛法，能自讲其书，每夏辄会诸京僧徒及群臣，执经亲讲，所在修盖寺院，度僧甚众”。[43]
 并撰写《华严经赞》等颂扬与阐释佛经的诗词与作品。

辽朝在政策上也给予寺院、僧尼以优厚的待遇。寺院的房舍、田产多由契丹贵族、皇帝所施给，可免交田赋。寺院的上层僧侣，可以入仕为官。有的升为三师三公，政事令。普通的僧尼，可以免除朝廷的各种差役。因此，契丹贵族、百姓争入佛门，有的家庭中父母、儿孙均信奉佛教，同时有几人出家为僧尼。如辽怀州刺史、御史大夫王泽，家中几代人都信奉佛教，前后有数人出家[44]
 。以至于道宗时出现“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45]
 的滥度之风。

为何契丹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这与佛教教义中宣扬的因果报应之说直接相关。佛教教义中有四谛之说，即苦谛、集谛、灭谛和道谛。只要按佛法修行，兴做善事，必会取得善果，最终达到涅槃之理想境界。如果做恶事，就会受到应有的处罚，下到地狱，永不超生。《全辽文》碑刻中记载着这样的事例：“□王失其名。本无戒行僧。不修善因，患致死。被二人引至地狱门前，见一僧云，是地藏菩萨。乃教诵偈……王遂放免。当诵□偈时，声所至，受苦之人皆得解脱。”[46]
 而兴做善事，就会有善报。汉人地主张世卿，道宗年间为救灾民，向朝廷捐粟二千五百斛，设粥济贫积十多年，又出资建佛殿碑塔等。张世卿虔诚礼佛，诵法华经十万部，金光明经二千部，七十四岁死，“遵令依西天荼毗礼，毕，得头骨与舌，宛然不灰，盖一生积善之感也”[47]
 。上述两事的真伪难以考据，可能为民间口头流传之事，并加以夸大，但据辽代碑刻、塔记、造经题记的记载，辽朝百姓多信仰佛教，十分虔诚地相信佛教的因果轮回、神鬼报应的思想。并在碑文、题记中表达了脱离苦难生活，追求幸福生活的憧憬与向往：“教崇者弘出世之因，谛信者证升天之果。切以可久等莫不宿植善本。曩结良缘。几伤幻化之驱。共集涅槃之乐。”[48]


在辽朝统治的二百余年中，辽五京佛寺林立，香烟缭绕，信徒众多。人们寄希望于来世，便心甘情愿地忍受现世的不平与贫穷，老老实实地忍受贵族的剥削与统治。虔诚礼佛、安贫乐道，契丹贵族就可高枕无忧。可见，这种理论是对辽统治者有利的理论。

四　社会控制的强制手段——刑法

辽朝除了实行上述文化政策与思想控制外，还对违反朝规，违反封建伦理道德、反对朝廷统治的各种行为实行制裁，并且制定了相应的刑法制度。

辽代刑法制度[49]
 是社会控制的另一个重要武器。辽代刑法为番汉分设，在番法中保有契丹游牧民族一些习惯法，但随着辽封建化的深入，辽代刑法制度也不断修订与完善。汉律基本沿袭唐律，而在番律中也参用唐律，如十恶、八议之法也用于契丹民族之中。辽中后期，番汉二律逐步走向统一。

（一）辽代刑法制度的设立与发展

辽代刑法制度，起源于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当时，在契丹氏族社会中，为了约束部族成员的行为，维护氏族社会的秩序，已经有了适用于部族中的刑罚与习惯法，成为后来辽朝制定刑法制度的基础。据《辽史·太祖纪赞》载：“传至雅里，始立制度，置官属，刻木为契，穴地为牢。”[50]
 《辽史·刑法志》又载：“及阻午可汗知宗室雅里之贤，命为夷离堇以掌刑辟。”[51]
 这一时期，在氏族社会的机体内，法律的雏形已出现，有契丹部族的习惯法、刑罚、牢狱、掌刑辟的官员——夷离堇。辽建国后，其刑法制度经历了创立、发展、破坏三个阶段。

1.辽代刑法制度的创立

辽初建国，庶事草创，犯罪者量轻重决之。太祖诸弟叛乱后，为惩治逆党，权宜立法。这次立法的目的，是为禁暴戢奸，因此，用法严酷。神册六年（921），辽太祖下诏：“‘凡国家庶务，巨细各殊，若宪度不明，则何以为治，群下亦何由知禁。’乃诏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52]
 契丹人突吕不受诏制定《决狱法》。这是辽朝制定的第一部成文法。其内容史无明载。当时，汉人之间的争讼以及牵涉番汉间的争讼案件，由汉人官吏康默记处理。“一切番汉相涉事，属默记折衷之，悉合上意。时诸部新附，文法未备，默记推析律意，论决重轻，不差毫厘，……人人自以为不冤。”[53]
 为当时上京城的法官。太宗时，渤海人犯法依汉法治罪。世宗时，天德、萧翰、刘哥、盆都谋反，天德伏诛，杖萧翰，流放刘哥，派盆都出使辖戛斯国。这四人罪行同而刑罚各异，反映出辽初刑法的不成熟。由于辽初法律的不成熟性以及为禁暴戢奸，刑法较为严酷，至辽穆宗时，利用手中的权力，滥施刑法，涉及无辜者众多。史书记载：或以奏对少不如意，或以饮食细故，或因犯者迁怒无辜，辄加炮烙铁梳之刑。甚者至于无算。或以手刃刺之，斩击射燎，断手足，烂肩股，折腰胫，划口碎齿，弃尸于野。且命筑封于其地，死者至百有余人。京师置百尺牢以处系囚。[54]
 辽代刑法至此时已经无法可依，辽法律成为契丹皇帝发泄个人怨愤，纵情施暴的工具。

2.辽代刑法的重新修订与完善

辽景宗即位，“已鉴其失”，对辽朝的严刑酷法加以改订，使之适合于社会的发展与安定。史书评价辽景宗“庶几宽猛相济”。辽圣宗即位后，以南京所进律文为基准，对以往的律文进行改革，“当时更定法令凡十数事，多合人心，其用刑又能详慎”。圣宗对法律制度的改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统一番律与汉律

先是，契丹人及汉人相殴致死，其法轻重不均，至是一等科之。统和十二年，诏契丹人犯十恶，亦断以律。

（2）禁止滥杀奴婢

统和二十四年（1006），圣宗下诏：“主非犯谋反大逆及流死罪者，其奴婢无得告首；若奴婢犯罪至死，听送有司，其主无得擅杀。”圣宗之女赛哥，因擅自杀死奴婢，降封郡主，驸马萧图玉罢使相[55]
 。

（3）契丹贵族犯法，与百姓准法同科

统和二十九年（1011），“以旧法，宰相、节度使世选之家子孙犯罪，徒杖如齐民，惟免黥面，诏自今但犯罪当黥，即准法同科”[56]
 。

（4）减轻量刑，用刑宽缓

辽圣宗对太祖以来的严刑酷法加以改订，使刑法处罚趋于宽缓。挞剌干（契丹官名）乃方十因为醉言宫掖事，法当死，圣宗特贳其罪。五院部民偶遗火，延及木叶山兆域，亦当死，圣宗命杖而释之。因著为法。开泰八年（1019），“以窃盗赃满十贯，为首者处死，其法太重，故增至二十五贯，其首处死，从者决流”。原来，叛逆之家，兄弟不知情者也连坐，圣宗时改为：同居兄弟，不知情者免连坐，并著为令[57]
 。

（5）增补新的法律条文

禁捕法：统和十二年（994），“行在多盗，阿没里立禁捕法，盗始息”[58]
 。八议之法：八议之法承袭唐律，辽律中增设八议之法，使犯了罪的贵族、官吏依据八议之法，减轻刑罚，甚至逍遥法外。

辽兴宗时期，为适应辽代社会的发展及实际的需要，再一次调整了律令。“方今法令轻重不伦。法令者，为政所先，人命所系，不可不慎。卿其审度轻重，从宜修订。”“（耶律）庶成参酌古今，刊正讹谬，成书以进。帝览而善之。”[59]
 这次重修的法令，被称为《重熙条制》，“其刑有死、流、杖及三等之徒，而五凡、五百四十七条”[60]
 ，为辽代正式成文法典。

3.道宗至辽末刑法条令的改订及司法制度的破坏

辽道宗即位，命人把《重熙条制》删其重复者二条，为五百四十五条，取律一百七十三条，又增加七十一条，共七百八十九条，增重编者至千余条。皆分类列。大康年间，续增三十六条，大安三年又增六十七条，编成《咸雍复位条例》，但事与愿违，条约既繁，典者不能徧习，愚民莫知所避，犯法者众，吏得因缘为奸。大安五年（1089），又复用旧法《重熙条制》，余悉除之。自道宗至天祚帝，由于法律条文多变，道宗、天祚帝又昏庸怠政，致使冤狱迭起，法制黑暗。道宗朝，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用事专权，先后制造了宣懿皇后被诬案与皇太子耶律濬谋反案。皇后被杀，皇太子被废，后被杀死。皇太子谋反案，牵连者三十五人，均被杀。帝犹不寤，朝廷上下，无复纪律。天祚帝时，治耶律乙辛奸党，但“党人之尤凶狡者，皆以赂免。至于覆军失城者，第免官而已。……赏罚无章，怨讟日起；剧盗相挻，叛亡接踵。天祚大恐，益务绳以严酷，由是投崖、炮掷、钉割、脔杀之刑复兴焉”[61]
 。北院枢密使萧奉先诬告耶律余睹与天祚文妃谋立晋王敖鲁斡为帝，天祚帝下令文妃自尽，杀挞葛里等人。当金兵临境之际，天祚帝又听信萧奉先之言，杀其皇子晋王敖鲁斡以退金兵，从而导致“天祚荒暴尤甚，（辽）遂至于亡”[62]
 。

（二）番律、汉律与社会控制

辽朝刑法的特点，是分为番律与汉律。这是针对辽境内存在着契丹、汉族、奚族、渤海族等各民族聚居的民族分布状况，所制定的因族而治、因俗而治的制度。


番律与社会控制


辽太祖神册六年（921），诏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断以律令。所谓契丹及诸夷之法，即番律；汉人所断律令，为汉律。其内容史无明载，据《辽史·刑法志》、《太祖纪》所载，辽代番律，内容大致如下：

1.叛逆之罪。亲王叛逆，不磬诸甸人，或投高崖杀之；一般官吏参与叛逆，“生埋之铜河南轨下”，或以“鬼箭射杀之”。前于越赫底里之子解里等参与谋逆，命全部绞杀。诸帐族参与谋逆者二百余人皆弃市。

2.淫乱不轨之罪。犯淫乱之罪，五车
 杀之。

3.违抗父母之罪。犯违抗父母之罪者，五车
 杀之。

4.讪詈犯上者罪。讪詈犯上者，用熟铁锥椿其口杀之。

5.从坐者罪。参与犯罪者，非主犯，量罪轻重杖决。

随着辽代社会的发展，阶级矛盾的激化，为加强社会控制，辽代刑法又增添了新的犯罪罪名与内容：

1.谋反之罪。谋危社稷之罪。世宗天禄二年（948），天德、萧翰、刘哥及其弟盆都等谋反，均被处死或流放。

2.叛逃之罪。契丹人若犯叛逃他国之罪，要处以死刑。辽圣宗时，近侍刘哥、乌古斯尝从齐王妻叛逃，被腰斩。

3.奴婢逃亡之罪。奴婢犯逃，若盗其主物，主人不得擅黥其面，可刺臂及颈部。

4.预谋、杀人罪。会同四年（941），皇族舍利郎君谋毒通事解里等，已中（毒）者二人，命重杖之，其妻流放，族诛造药者。

5.官吏受贿为犯罪人说情之罪。官吏贪求贿赂，为犯罪人开脱或为其说情者，以本犯人罪而定其罪。

6.职官私取官物之罪。职官私取官物者，以正盗论处。

7.官吏失职之罪。官吏犯失职之罪，要处以死刑。景宗时，殿前都点检耶律夷腊葛宿卫失职，被斩首。

8.官吏蓄谋引人误犯之罪。契丹皇帝行幸之所，周围高立标识以禁止行人误入。契丹官吏楚古等人，“故低置其标深草中，利人误入，因之取材。自今有复然者，以死论”。

9.禁地射猎之罪。诸帐郎君在禁地射鹿，决杖三百，不征偿，小将军决二百已下，百姓犯此罪决三百。

10.盗窃罪。凡初犯盗窃者，刺右臂；再犯刺左臂；三犯刺颈之右侧；四犯刺颈之左侧；五犯则处死。盗窃钱或物二十贯以上者处死。那母古犯盗窃罪十三次，被弃市。

11.强暴之罪。穆宗应历十二年（962），国舅帐郎君萧延之奴海里强陵拽剌秃里年未及之女，以法无文，加之宫刑，仍付秃里以为奴。因著为令。

12.过失犯罪。辽朝刑法在量刑时，分为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两种情况。过失犯罪属偶犯，而非故意犯罪，处罚从轻。景宗时，近侍实鲁里误触神纛，法应死，处杖刑后释放。

辽代对刑事犯罪的处罚较为严厉。在用刑方面，保存了很多契丹民族特殊的刑罚与刑具。“然其制刑之凡有四：曰死，曰流，曰徒，曰杖。”[63]
 而实际上，辽代刑罚的划分，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生命刑

即死刑。辽代死刑种类繁多，有：射鬼箭、刺死、焚、骑践、肢解、脔杀、投崖、生埋、绞杀、斩首、五车
 杀、腰斩、磔、凌迟、生瘗、沉河、炮掷、铁梳等。

2.身体刑

即对犯罪者的肉体进行处罚、伤害的刑罚。主要有以下种类：断手足、烂肩股、划口碎齿，钉割、宫刑、刺臂、刺颈、黥面等。主要刑具有：木剑、大棒、杖、沙袋、铁骨朵、鞭、炮烙、大杖等。杖刑从五十至三百。用木剑、大棒之数，分为三类，从十五至三十下不等。沙袋用熟皮缝制而成，长六寸、宽二寸，有柄，长尺余，在人的腓骨之上及四周击打。黥墨之法即墨刑，在犯人的脸、颈、臂等处刺字，染上黑色。黥墨之刑初施于百姓之中，辽圣宗时，契丹贵族子孙犯罪，也黥面。拷讯之具有细杖、鞭、烙、细绳勒颈之刑，用于被告诸事应服而不服者，用此刑拷讯。

3.自由刑

即剥夺或限制犯罪者的人身自由的刑罚。可分为流刑与徒刑两种。流刑量罪轻重，流放的远近有所不同。或流放到边城部族之地；或流放到诸境外之地；或罚使绝域。徒刑：分为四种：终身徒刑、五年、三年、一年半。徒刑剥夺了罪犯的人身自由，在拘禁之所强制服劳役。

4.财产刑

即籍没犯罪者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分或全部。辽代财产刑，即赎法。官吏因公事误犯法，民众年纪在七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犯罪者，可以赎罪。赎铜之数，应杖一百赎钱一千。此外，辽代实行八议之法，也是用罚金代替赎刑，赎罪。辽代有籍没之法，其中的籍没家产，也属财产刑。

5.名誉刑

即剥夺罪犯名誉权的刑罚。辽代的名誉刑有两种：一为黥墨，在脸上、臂上、颈项刺字，染上墨，以区别于正常的无罪之人，达到损害其名誉的目的。籍没之法：契丹建国前已有此法。辽太祖担任遥辇氏部落联盟的挞马狘沙里（契丹官名，为管率众人之官）时，奉痕德堇可汗之令，审理于越释鲁遇害之事，把首恶家属没入瓦里。之后，内外戚属及世官之家，犯反逆等罪，均没入瓦里，其他人则没为著帐户。也有的没入宫分或分赐臣下，从身份上由贵戚降为宫廷奴隶，从而使其从原来的群体中分离出来，打入另册，损害其尊严与名誉，并没收其家产。


汉律与社会控制


辽初，“定制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至太宗时，治渤海人一依汉法。”[64]
 辽圣宗统和元年（983），“枢密请诏北府司徒颇德译南京所进律文，从之”[65]
 。辽代的南京，即唐、五代时的幽州，因此，南京律文就是唐、五代时期的律文。辽代汉律承袭唐律，辽汉律主要有十恶之罪：

1.谋反之罪。危害社稷之罪。汉人、渤海人犯谋反之罪，要处以死刑。渤海人东京舍利军详稳大延琳于太平九年（1029）谋反，后来被擒处死。霸州民妻王氏以妖惑众，被处死[66]
 。

2.大逆之罪。为侵犯皇帝的宗庙、山陵及宫阙尊严之罪。

3.谋叛之罪。为背叛本朝，将投外域。谋叛之罪要处以死刑。驸马刘三嘏谋奔宋朝，被擒处死[67]
 。

4.恶逆之罪。为殴打及谋杀祖父母、父母等尊长之罪。《辽史·道宗纪》：“皇族十公悖母，伏诛。”

5.不道之罪。为杀一家非死罪三人。

6.大不敬之罪。为盗祭神之物和皇帝的车马舆服、伪造皇帝的玺印等。汉人赵钟哥犯阙，劫宫女、御物，后被捕正罪[68]
 。

7.不孝之罪。为诅詈祖父母和父母，供养有缺，父母丧，身自嫁娶等。辽圣宗下诏：“民间有父母在，别籍异居者，听邻里觉察，坐之。”[69]


8.降之罪。为投降敌人之罪。李瀚夜逃归汴，被巡者捕，下吏。

9.不义之罪。为杀郡县官吏、闻夫丧匿不举哀等。

10.内乱之罪。是奸祖父、父之妾之罪。滑哥，初丞其父妾，惧事彰，与别人害其父，后参与谋反，被凌迟处死。以上为十恶之罪。

此外还有如下罪名：

1.匿名飞书，谤讪朝廷之罪

圣宗时下诏，禁止举人匿名飞书，谤讪朝廷。

2.擅改诏旨罪

辽官吏擅改诏旨，要进行处罚。北府宰相张孝杰因擅改诏旨，削爵贬安肃州。参知政事王观，因矫制修私第，削爵为民。[70]


3.职官受贿罪。辽职官如接受贿赂，贬职处罚。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刘六符因受宋朝贿赂，被贬为节度使[71]
 。

4.谋害人命罪。谋害人命罪，视其情节、后果，或流放，或处死。南院枢密使高勋以毒药害驸马都尉萧啜里，事觉，流铜州。又谋害尚书令萧思温，诏下狱诛之，没其产，赐萧思温家[72]
 。

5.朝官私取官（贡）物罪。辽朝官吏如犯此罪，要处以刑罚并削爵免官。韩涤鲁因私取回鹘使者獭毛裘，及私取阻卜贡物，事觉，决大杖，削爵免官[73]
 。

6.男女私通罪。辽代臣民犯此罪，要处以刑罚。宰相刘慎行与子妇姚氏私通，有司出其罪[74]
 。驸马萧恒德与宫女贤释私通，太后赐萧恒德死[75]
 。

7.私自刊印文字罪。辽朝严禁私刊文字以及书籍外传，重者处死刑。

此外，辽朝实行八议之法。这是沿袭唐八议之法，由于《辽史·刑法志》没有记载其具体内容，现据唐律八议之法叙述如下：一议亲，二议故，三议贤，四议能，五议功，六议贵，七议勤，八议宾。八议之法最早见于《周礼》，称“八辟”，是“刑不上大夫”的礼治原则在法律上的具体体现。后被各朝沿袭，直至明清。贵族或官僚犯罪，可用“请”、“减”、“赎”、“官当”等赎罪或减刑。这些规定，保护了贵族、地主阶级的特权。“八议”之法用于契丹、奚、汉贵族之中。如“奚王筹宁杀无罪人李浩，所司议贵，请贷其罪，令出钱赡浩家，从之”[76]
 。这即是“八议”之法中的“赎法”。以金钱赎其罪。辽圣宗之女、公主赛哥杀无罪婢，降公主为郡主，削图玉同平章事[77]
 。这是“八议”之法中的“议贵”之法的实际运用。辽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坐以禁物鬻入外国，下有司议，法当死。乙辛党耶律燕哥独奏当入八议，得减死论，击以铁骨朵，幽于来州”[78]
 。可知，汉律不但用于汉族，也用于契丹族中。统和十二年（994），诏契丹人犯十恶，亦断以律。辽中后期，番汉二律逐渐走向统一。

辽代刑法，充分体现了法律作为阶级压迫、民族压迫工具的作用，是维护契丹贵族的利益、巩固其统治地位，实行社会控制的重要武器，起到国家机器的强制性的作用。辽代刑法严酷，刑罚名目繁多，保有契丹民族的习惯法，用法尚严。随着社会的发展，辽代番汉二律逐渐走向统一。表现在契丹人犯十恶之罪，依汉法治罪；在契丹民族中实行八议之法；“契丹人犯法，例须汉人禁勘”[79]
 。因此可以说辽代的番汉二律已逐步走向统一，同属中华法史系统。

辽朝的思想与社会控制，继承了自秦汉以来文化专制主义的衣钵，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天命论和因果轮回论为主要内容，以严刑酷法为社会控制的手段，对民众进行灌输、引导、控制，从而达到维护与巩固统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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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社会改革

辽朝地域辽阔，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使社会呈现一幅错综复杂的局面。辽圣宗为加强中央集权，发展生产，在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一　辽圣宗的改革

（一）政治上的改革

1.整顿吏治，任贤去邪。圣宗统和年间，下诏谕三京大小官员，“（遇事）当执公方，毋得阿顺。诸县令佐如遇州官及朝使非理征求，毋或畏徇，恒加采听，以为殿最”[1]
 。当时，南院大王耶律勃古哲，违法害民，朝廷派人查问属实，处以刑罚。太平六年（1026），辽圣宗下诏：“北南诸部廉察州县及石烈、弥里之官，不治者罢之。诏大小职官有贪暴残民者，立罢之。终身不录；其不廉直，虽处重任，即代之；能清勤自持者，在卑位亦当荐拔；其内族受贿，事发，与常人所犯同科。”[2]
 东路统军都监乌不吕，傲慢无礼，对当时任大丞相的韩德让很不服气，韩德让却向承天太后推荐乌不吕任统军使。太后问：“乌不吕尝不逊于卿，何善而荐？”韩德让说：“臣忝相位，于臣犹不屈，况于其余，以此知可用。若使任之，必能镇抚诸蕃。”[3]
 太后听从了韩德让的建议，封乌不吕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太尉。由于圣宗整顿吏治，任贤去邪，使当时吏治较为清明，官吏多奉职守法。

2.重用汉人，增设机构。圣宗朝，汉人担任朝廷要职的，不乏其人。如“张俭，宛平人……开泰中，累迁同知枢密院事。（太平）六年，入为南院枢密使……拜俭右丞相，封韩王”。[4]
 出身宫分户的姚景行后来任南院枢密使。王继忠，“开泰六年，进楚王，赐国姓……拜枢密使”。[5]
 当时，南京的汉族大地主以韩、刘、马、赵四姓为首，其中的韩姓尤受宠遇。据史书记载：“谱系于国姓，其余戚属族中人，拜使相者七，任宣猷者九，持节旌、绾符印，宿卫交戟，入侍纳陛者，实倍百人。”而韩氏家族中的突出代表就是韩德让。他“重厚有智略，明治体，喜建功立事”。[6]
 统和初，韩德让总宿卫事，十二年（994），代为北府宰相兼枢密使。之后拜为大丞相，进封齐王，总知契丹、汉人两院事。廿二年（1004），赐姓耶律，出宫籍，列于皇族横帐，位在亲王之上。可称得上是功名卓著的朝廷重臣。汉族地主的参政，有力地推动了辽朝的改革。

圣宗为适应全面封建化的需要，增设了南面官僚机构。置左、右丞相辅政；设转运司、钱帛司，主管财赋。置大理卿，以加强法治。此外还增置谏议大夫、起居郎、侍读学士等。

3.对头下军州的改革。圣宗把一部分头下军州没为官收，变头下州民户两重隶属关系为隶属于国家。头下军州没为官收的有：乌州、宗州、贵德州、榆州、隰州、川州、遂州、双州。其中乌州、宗州、贵德州、川州、双州分别改隶于崇德宫、兴圣宫与文宗王府。隰州为圣宗括帐户（即著帐户，犯罪没入者）置州[7]
 。这样既限制了诸王贵戚的权势，也加强了中央集权。

4.部曲籍州县，奴隶编为部民。统和十三年（995），圣宗下诏：“诸道民户应历以来胁从为部曲者，仍籍州县。”开泰元年（1012）下诏：“诏诸道水灾，饥民质男女者，起来年正月，日计佣钱十文，价折佣尽，遣还其家。”[8]


圣宗还放宫帐奴隶置部，与其他诸部并列。辽初，皇帝宫帐及皇族宫帐大族的奴隶在辽水东捕捉飞鸟，因此“置稍瓦”（即鹰坊）。圣宗把海滨柳湿河、三黜古斯、手山冶铁的奴隶，编为曷术（即铁）石烈（即乡）[9]
 。这样，捕鹰、冶铁的奴隶均取得部民的地位。圣宗共置三十四部，其中有：“太祖伐奚，乞降，愿为著帐子弟”的奚人；有俘获的“诸国之民”；还有诸宫及横帐大族的奴隶。他们被解除隶属于宫廷的人身依附关系之后，成为国家的属民。由原来依附皇室或宫帐，变成有较大自主权利的国家属民，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

（二）经济上的改革

1.募民垦荒。由于战争和人口迁徙，辽境内有大片田地荒芜。统和十五年（997）圣宗下诏：“募民耕滦州荒地，免其租赋十年。”[10]
 被称为“在官闲田制”；统和七年（989），又诏山前后未纳税户，在密云、燕乐两县占田置业入税，被称为“私田制”。耕种田地的农户向国家缴纳赋税，计亩出粟。朝廷增加了赋税，同时也鼓励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

2.改定税法。辽太祖时已制定税法。辽地亩税率史无明文记载。据《乘轺录》：“（虏）政苛刻，幽蓟苦之，围桑税亩数倍于（中国），水旱虫蝗之灾，无蠲减焉。”北宋的北方陆田单位面积产量，平均亩收近一石（即100升），其税收中田每亩秋米八升。辽“田桑税亩数倍于（中国）”，其税之重显而易见。圣宗时曾几次下诏改订税法，肯定要比统和初年的税率有所减轻。统和十四年（996），“以南京道新定税太重，减之”。[11]
 在局部地区对新税法又进行了调整。

3.设置义仓。统和十三年（995），“召诸道置义仓。岁秋，社民随所获，户出粟庤仓，社司籍其目”。义仓是为备荒而用，“年谷不登，发仓以贷”。

4.屯田。圣宗时，沿边地区都设置屯田戍兵，储备谷米用于军需。经过十几年屯田，“积粟数十万斛，斗米数钱”。[12]
 屯田的实行，对巩固边防，备战备荒，起了重要作用。

（三）法律上的改革

1.不得擅杀奴婢。圣宗下诏：“主非犯谋反大逆及流死罪者，其奴婢无得告首；若奴婢犯罪至死，听送有司，其主无得擅杀。”[13]
 开泰六年（1017），公主杀无罪婢，降公主为县主，削驸马萧图玉同平章事[14]
 。

2.契丹、汉人同一律令。圣宗以前，“辽人殴汉人死者，偿以牛马，汉人则斩之，仍以其亲属为奴婢”。“至是一等科之”。统和十二年（994）下诏：“契丹人犯十恶亦断以律。”纠正了同罪异法的民族不平等现象。

3.契丹贵族、小民犯法同罪。统和廿九年（1011），“以旧法宰相节度使世选之家子孙犯罪、徒杖如齐民，唯免黥面，诏自今但犯罪当黥。即准法同科”。太平六年（1026），再次下诏：“朕以国家有契丹、汉人，故以南、北二院分治之，盖欲去贪枉，除烦扰也；若贵贱异法，则怨必生。夫小民犯罪，必不能动有司以达于朝，惟内族、外戚多恃恩行贿，以图苟免，如是则法废矣。自今贵戚以事被告，不以事之大小，并令所在官司按问，具申北、南院覆问得实以闻，其不按辄申，及受请托为奏言者，以本犯人罪罪之。”[15]
 “准法同科”在封建社会虽是空话，但毕竟在量刑定罪上注意到普通百姓的利益，较前期同罪异法有一定进步。

4.废除连坐法。以前叛逆之家，兄弟不知情者连坐。阿没里上谏：“夫兄弟虽曰同胞，赋性各异，一行逆谋，虽不与知，辄坐以法，是刑及无罪也。自今，虽同居兄弟，不知情者免连坐。”太后嘉纳，著为令。[16]
 史称圣宗时期“纲纪修举，吏多奉职，人重犯法。故统和中，南京及易、平二州以狱空闻，至开泰五年，诸道皆狱空”。

二　对圣宗改革的认识

辽圣宗在执政期间进行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主要是其改革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是辽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辽圣宗本人所具备的品质也是改革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

辽圣宗善于吸取历代帝王的统治经验和方法。他常阅读唐高祖、太宗、玄宗本纪。命马得臣“录其行事可法者进之”[17]
 。

辽圣宗虚心纳谏，闻善必从。他曾向萧朴“问以政，（萧朴）具陈百姓疾苦，国用丰耗，帝悦曰：‘吾得人矣。’”[18]
 圣宗亲自以契丹字译白居易《讽谏集》，诏番臣诵读。

辽圣宗唯才是举，不论贵贱。有耶律韩八者，“游京师，寓行宫侧，惟囊衣匹马而已……帝微服出猎……与语，知有长才，阴识之。会北院奏南京疑狱久不决，帝召韩八驰驿审录，举朝皆惊。韩八量情处理，人无冤者。”[19]
 辽圣宗任用耶律休哥为于越、北面大王、总南面军务，史书记载耶律休哥，“智略宏远，料敌如神”。“均戍兵，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20]
 圣宗能知人用人，他依靠这批文臣武将的辅佐，成功地进行了改革。

辽圣宗以节俭、谨慎、忠孝为立身行事的根本。他诫喻诸侄：“汝勿以材能陵物，勿以富贵骄人，惟忠惟孝，保家保身。”[21]


辽圣宗不仅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他还是中原文化的推行者和诗人。《辽史》载：“（圣宗）幼喜书翰，十岁能诗，既长，精射法，晓音律，好绘画。”还亲制御曲百首。圣宗命修山泽祠宇，先哲庙貌，以时祭祀。并赐钱续造浮图经，对中原文化的传播，起了一定的作用。

纵观辽圣宗进行的改革和他一生的作为，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而行事的。从这点出发，他一方面放部曲为平民，没收部分头下军州为官有；另一方面又赏赐公主媵臣户，建头下城懿州、成州、渭州等[22]
 ，说明辽圣宗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辽朝社会中部曲和奴隶的残余问题。

从法律方面看：“诏主非犯谋反大逆及流死罪者，其奴婢无得告首。”奴婢所得的权利极其有限。统和六年（988）“奚王筹宁杀无罪人李浩，所司议贵，请贷其罪，令出钱赡浩家，从之”[23]
 。奚族贵族杀人可以用钱赎买其罪，可见当时的法律虽较前期改进许多，但仍然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

在经济方面，圣宗虽制定了均税法，赋税差役也较前期有所减轻，可是百姓的负担仍很重。辽的赋税除田税外，还有多种杂税，如地钱、户丁税、义仓税、农器钱等。辽的差役有兵役及驿递、仓司等，名目繁多，人民不堪其苦。

辽圣宗的改革虽然有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但是通过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下层民众的利益，加深了契丹族的汉化，推进了辽朝历史的发展。

三　向一元制发展的辽代制度与法律

辽代中后期，其制度与法律有向一元制发展的趋势。辽官制向一元制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央北面官的职掌与南面官趋于一致。二是在北面官制中设立了与南面官制相同的机构。三是打破了南北面官任职的民族界限。

《辽史·百官制》说：“凡辽朝官，北枢密视兵部、南枢密视吏部，北、南二王视户部，夷离毕视刑部，宣徽视工部，敌烈麻都视礼部，北、南府宰相总之。惕隐治宗族，林牙修文告，于越坐而论议以象公师。朝廷之上，事简职专，此辽所以兴也。”这段话概括了辽北面官制的特点，以及北面官制在职掌方面的汉化趋势。北面官职掌基本上按照唐代中央官制三省六部制度中的六部职能发展而来，只是名称有所不同罢了。其中的北、南枢密院在上述各职司中的地位，尤其显得重要，是辽朝宰辅机构。担任北、南枢密使的，如圣宗朝的耶律隆运（韩德让），统和十二年（994），“以隆运代为北府宰相，仍领枢密使，监修国史，赐兴化功臣”。[24]


辽代的宰相与北、南枢密使同为皇帝的宰辅。有参与军国大事的权力。辽朝设大丞相，左、右丞相，掌辅佐皇帝，佐理军国之大政。一般担任大丞相的，多为朝廷重臣，如韩德让、张俭等。北、南宰相府的宰相，也为辽朝的宰辅。“掌佐理军国之大政”[25]
 。《全辽文》卷8《耶律宗允墓志铭》记载，耶律宗允，“清宁初。遂驿召归阙。拜为南宰相。斯则我朝所置之元辅也。位在丞相之上”。担任北、南宰相的，据《辽史·百官制》记载：“北宰相府。掌佐理军国之大政，皇族四帐世预其选。”“南宰相府。掌佐理军国之大政，国舅五帐世预其选。”但实际上，不仅仅是契丹族的皇族、后族世预北、南宰相府，汉人也可担任北、南宰相，参与朝政。《全辽文》卷8《耶律仁先墓志铭》记载，辽道宗时耶律仁先为枢密使，“王（仁先）又与相国姚秦公（姚景行）相善。军国大事。上多召二人议定”。《辽史》卷96《姚景行传》记载：“道宗即位，多被顾问，为北府宰相。”《辽史》卷86《杜防传》：“（重熙）十三年，拜南府宰相……清宁二年，拜右丞相。”可知，担任北、南府宰相的也有汉人。宰相与枢密使同为皇帝的宰辅。所不同的是，北、南枢密使不但参与朝政，还有军事关决权。

二是在北面官制中，设置了枢密院、宰相府、宣徽院夷离毕院、大林牙院、敌烈麻都司等机构，基本上与中原王朝官制结构相同，职掌与所司的内容大体一致，是契丹族接受中原文明，学习中原汉制的结果。

三是辽朝中、后期，打破了过去契丹人只能担任本族北面官、汉人只能担任南面官的现象，有为数众多的契丹人担任南枢密院（汉人枢密院）中的枢密使等职。而汉人在北枢密院中也有任职。如高正，圣宗统和二十九年（1011）任北枢密院副使。说明北、南两套官制在共同治理辽朝军国大政的同时，也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辽北面官制已开始出现向汉制转变的趋势。甚至有契丹官员建议把北南枢密院合二为一。国制，以契丹、汉人分北南院治之。兴宗重熙十二年（1043），北院枢密使萧孝忠上书辽兴宗：“‘一国二枢密，风俗所以不同。若并为一，天下幸甚。’事未及行，薨。”[26]
 虽然最终没有把二枢密院合二为一，但是从萧孝忠的建议，可以看出，北南枢密院在实际上已经有合并的趋势。萧孝忠说：“合并为一，天下幸甚。”说明合并符合天下人心之所向。

在法律方面，也有番汉二律逐渐走向一元化的趋势。圣宗以前，“辽人殴汉人死者，偿以牛马，汉人则斩之，仍以其亲属为奴婢”。统和十二年（994）下诏：“契丹人犯十恶亦断以律。”[27]
 十恶之罪承袭唐律，契丹人犯十恶亦断以律，纠正了同罪异法的民族不平等现象。番汉二律逐渐走向一致。

辽朝实行八议之法，是沿袭唐朝之法，即一议亲，二议故，三议贤，四议能，五议功，六议贵，七议勤，八议宾。八议之法最早见于《周礼》，称“八辟”，是“刑不上大夫”的礼治原则在法律上的具体体现。后被各朝沿袭，直至明清。贵族或官僚犯罪，可用“请”、“减”、“赎”、“官当”等赎罪或减刑。这些规定，保护了贵族、地主阶级的特权。在辽朝，“八议”之法，用于契丹、奚、汉贵族之中。如“奚王筹宁杀无罪人李浩，所司议贵，请贷其罪，令出钱赡浩家，从之”[28]
 。这即是“八议”之法中的“赎法”。以金钱赎其罪。辽圣宗之女、公主赛哥杀无罪婢，降公主为郡主，削图玉同平章事[29]
 。这是“八议”之法中的“议贵”之法的实际运用。辽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坐以禁物鬻入外国，下有司议，法当死。乙辛党耶律燕哥独奏当入八议，得减死论，击以铁骨朵，幽于来州”[30]
 。可知，汉律不但用于汉族，也用于契丹族中。辽中后期，番汉二律逐渐走向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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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移民与民族融合

辽朝曾多次进行了大规模的集团移民。中原汉人北上，渤海人南下，使原来的民族分布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辽朝对移民的治理及其统治方式，既有沿袭，也有创新。移民使各民族杂错而居，相互影响，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社会风俗诸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从而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融合。

一　辽代移民及其原因

辽朝曾多次进行了大规模的集团移民，移民中有汉族、渤海族、奚族等。各族移民来到辽的腹地西部草原之后，建起了大大小小的灿若群星般的城镇，从而促进了草原地区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与繁荣。对移民的治理，辽朝采取了中原州县制以及建立头下军州等方式。经过几代移民的相互磨合与相互影响，辽朝境内的各族都先后走上了民族融合的道路。

辽王朝大规模的移民，始于辽初。移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经济方面的原因。辽朝的西部草原地区，地广人稀。建国之初，其生产方式以畜牧业为主，生产力尚不发达。辽朝把大批汉族、渤海族俘户迁入内地的西部草原，这些俘户掌握较先进的农业、纺织、冶炼等技术，他们生产出的粮食、精美的纺织品和各种生产、生活用具，满足了社会各阶层的需要。

其次，便于治理、控制被统治民族。公元926年，辽朝灭亡渤海国。随后，把大批渤海遗民南迁至东京、上京等地安置，使其远离故土，分散而居，处于辽朝直接监控之下，以防备其反叛与逃离。

最后，军事防备的需要。辽朝廷把渤海移民迁到辽东，让他们屯田守边。移民成为驻守东部边疆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辽是从太祖、太宗时期开始移民，其特点是呈南北对流的态势：渤海人南下与中原汉人北上。渤海人从黑龙江宁安等地迁出，汉人从幽云等地迁出，这两支移民大军都汇集到辽的腹地上京、东京等地。从时间上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辽太祖至辽景宗时期。以中原人口北迁，渤海人南迁为主要内容。向北迁移的汉人多为战俘。唐天复二年（902），辽太祖“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俘生口九万五千”。[1]
 神册六年（921）十一月，辽太祖下古北口，“分兵略檀、顺、安远、三河、良乡、望都、潞、满城、遂城等十余城，俘其民徙内地”。“诏徙檀、顺民于东平、沈州。”[2]
 据《辽史·地理志》载，上京道设立的六十八个州县中，就有二十九个州县是在太祖、太宗时设立的，占总数的40%。

此外是渤海移民。公元926年，辽灭渤海国后，以集团移民的形式，先后把渤海移民迁到辽的东京、上京等地安置。据《辽史·地理志》记载，上京道以移民所建的州县为53个，其中渤海移民所建的州县为21个，占百分之四十以上。具有较深封建文明的渤海移民的迁入，对辽西部草原地区的影响是深远的。

渤海移民迁往的另一个聚居地是东京辽阳府及下属州县：“神册四年（919），葺辽阳故城，以渤海、汉户建东平郡，为防御州。天显三年（928），迁东丹国民居之，升为南京。”[3]
 例如显州，以渤海人为主，是辽世宗为其父东丹王耶律倍的陵墓而设置的守陵户。

第二阶段为辽圣宗至辽末。这一时期的移民，主要是征伐宋、高丽所俘获的人户。还有一部分是在平定渤海大延琳叛乱后，对参与叛乱的人户实行迁移。中京的州县大多是在圣宗时期设置的。兴宗时期以移民建置的州县为四个，其中两个在西京道。为了防备西夏，辽朝在西京道的边境设立了金肃州，驻守着河清军。辽朝对汉俘的安置是就近安置。对被俘的军人，“分隶燕军”或“诏屯南京”。在攻破易州后，辽朝“迁易州军民于燕京”。[4]


辽代的移民，主要集中在上京道、东京道和中京道。南京道和西京道只有很少一部分移民州县。这部分州县也多属就近安置的俘户。其移民的来源主要为俘户。

上京、东京、中京道以移民所建州县总数约为298个。其中以汉人俘户所建的州县约为62个（包括头下军州），[5]
 渤海俘户所建州县为70个，此外，还有党项、高丽、女真、奚族、铁骊、诸宫户所建的州县，以及没有明确记载移民所属民族的州县。

二　移民的治理方式

辽朝面对数百万人口的移民大军，如何进行治理，直接影响到社会秩序的安定、经济的发展与移民的生活。辽朝对移民的治理，采取因俗而治，沿袭旧制、创立新制等多种方式。

1.中原州县制。据《阴山杂录》记载：“梁灭，阿保机率兵直抵涿州。时幽州安次、潞、三河、渔阳、怀柔、密云等县，皆为所破，俘其民而归，置州县以居之，不改中国州县之名。”这里的“不改中国州县之名”，是仿中原州县制而设立的州县，即侨置郡县法。同时，还创立了很多新的州县。这些新建州县，大多在辽上京、东京以及中京地区。

在上京、东京、中京的州县制下，州设刺史、同知州事、参军；县设县令、县丞、县主簿和县尉。担任州县官员管理移民的，既有汉人，也有契丹人，渤海人。汉人张砺曾向太宗建议：“今大辽已得天下，中国将相宜用中国人为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习。”[6]
 说明辽初担任府州县官员的，多为契丹人。但也参用一部分汉人。《辽史》中记载有新州刺史刘殷，有云州刺史吴叔达等。契丹人多任各州、军、府的节度使，节镇一方军事。如萧翰任汴州节度使、麻答为安国（军）节度使、耶律郎五为镇宁军节度使等[7]
 。在移民较多的上京、东京、中京地区担任留守职位的，多为契丹人。如上京留守耶律海里、耶律八哥、耶律善补等人；担任中京留守的有耶律拔里得、萧孝穆、耶律那也等人；担任东京留守的有耶律和里、耶律弘古、萧恒德、萧朴[8]
 等人。辽的五京留守既管军事，又管行政，朝廷多用本族人来担任。体现了以统治民族为主的治理州县的特点。辽朝中后期，也任命汉人担任五京留守。如刘景、牛温舒、韩制心等人[9]
 ，都曾在圣宗、兴宗、道宗朝任南京留守、中京留守之职，参与对移民京府州县的管理。渤海人多任军职，为辽朝廷守卫东部边疆，冲锋陷阵。例如：夏行美任忠顺军节度使，在保州总领渤海军。大延琳任东京舍利军详稳，高唐英任彰德军节度使[10]
 。大康义为南府宰相，出知黄龙府。大公鼎为长宁军节度使[11]
 。

2.头下军州。是把契丹的头下制与中原州县制相结合，而创立的一种制度。头下军州“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团集建州县以居之”[12]
 。这正如马克思所说：“所有的征服有三种可能：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强加于被征服民族（例如，本世纪英国人在爱尔兰所做的），或者是征服民族让旧的生产方式维持下去，自己满足于征收贡赋；或者是发生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生产方式。”[13]
 头下军州即是一种新的，把本族的头下制与中原州县制相结合而产生的综合的统治方式。

头下军州民户的来源，有战争俘户、私奴以及部下牧人、媵臣户。其中以战争俘户所建的头下军州所占的比重较大。

头下军州大多建置在上京道，其次为中京道和东京道境内。这是由于上京道、中京道为辽朝统治的中心所在，便于对头下军州的管理。头下军州的管理，《辽史·地理志》记载：“其节度使朝廷命之，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景宗女秦晋大长公主所建的徽州，“节度使以下，皆公主府署”[14]
 。“公主府署”，应为公主府署内的臣仆。又如耶律阿没里，“每从征所掠人口，聚而建城，请为丰州，就以家奴阎贵为刺史”。[15]
 可知，头下军州节度使的任命，掌握在朝廷手中，而节度使以下如刺史等下级官吏，则由头下州主选其家奴充任。

3.斡鲁朵。辽代的斡鲁朵是皇帝的行营或行宫组织。辽朝历代皇帝都建有自己的斡鲁朵。斡鲁朵内的宫户，多由各族民众组成。斡鲁朵的职责有守卫皇帝行宫、守陵、出征、生产等任务。正如《辽史·营卫志》所说：“太祖以迭剌部受禅，分本部为五院、六院，统以皇族，而亲卫缺然。乃立斡鲁朵法，裂州县，割户丁，以强干弱支。诒谋嗣续，世建宫卫。入则居守，出则扈从，葬则因以守陵。有兵事，则五京、二州各提辖司传檄而集，不待调发州县、部族，十万骑军已立具矣。”

辽代的斡鲁朵户，可以分为州县斡鲁朵户、部族斡鲁朵户与行宫斡鲁朵户三种。

在《辽史》中，州县斡鲁朵户称为“番汉转户”，部族斡鲁朵户称为“正户”。从诸斡鲁朵中分出，另组成的行宫斡鲁朵户，称为“著帐户”。州县斡鲁朵户的来源，多为移民。例如祺州，“太祖以檀州俘于此建檀州，后更名，隶弘义宫”。宗州，“耶律隆运以所俘汉民置，圣宗立为州，建文忠王府”。[16]
 仪坤州，属长宁宫，应天皇太后俘掠有技艺者多归帐下，谓之属珊。辽建十二宫一府，各宫、府均由契丹正户与汉人州县斡鲁朵户即番汉转户而组成。其中的番汉转户应是由各族移民组成的斡鲁朵户。

辽朝设立诸行宫都部署司，统领诸斡鲁朵，主管诸斡鲁朵内的军事、生产、行政、禁卫等事宜。下设某宫契丹都部署司及某宫南面汉人行宫都部署司，掌本宫契丹、汉人军民之事。

4.部族制。辽太祖即位后，对契丹原有部族进行了改编。由北、南宰相府统领，按地区进行管理。这十八部族，有原来遥辇氏时期的旧契丹八部，太祖析为十部；有被征服、掳掠的北方、西北方的渔猎、游牧部落居民，太祖把他们分编为八部。这八部，应视为辽朝的移民。他们分别隶属北、南府管辖，各部都有“分地”。北、南府宰相由皇帝任命，而各部的“大王”，也由皇帝派遣，成为北南府统辖下的国家官员。

5.东丹国。公元926年，辽朝灭亡渤海国，把其国民迁至辽东，设立东丹国，仍按渤海原有的制度治理东丹国。辽太祖派皇太子耶律倍任东丹王，治理东丹国，设中台省，置左、右、大、次相及百官，一用汉法。派皇弟耶律迭剌、契丹人耶律羽之分别担任左丞相、右次相，以渤海人大素贤为左次相，原渤海丞相为右丞相。东丹国一直延续到辽圣宗时期，才最终取消。

三　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变化

辽王朝实行的大规模的集团移民，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影响深远。移民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下面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及社会风俗的变化看辽代的民族融合。

1.生产方式

辽代的统治民族契丹族是游牧民族，他们主要以畜牧业为主，兼营少量农业。汉人、渤海人迁入辽内地后，辽朝廷仍旧让他们从事过去所熟悉的农业生产，给他们“分地耕种”。农业生产在草原地区有了较大发展，草原地区出现了一片片插花田。《辽史·地理志》记载：“上京，地沃宜种植，水草便畜牧。”农业、畜牧业两种生产方式并存。辽朝为了鼓励百姓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实行奖励开荒、赏赐本族人肥沃的土地、实行屯田等项政策。辽朝廷“以于谐里河、胪朐河近地赐南院欧堇突吕、乙斯勃、北院温纳河剌三石烈人，以事耕种”。“以海勒水之善地为农田。”[17]
 所谓“三石烈人”，指编入辽部族内石烈（乡）的契丹人。当时沿边各置屯田戍兵，垦田种植用以支付军饷。屯田实行数年后，有了相当数量的粮食储备。耶律唐古率领屯田军在胪朐河侧屯田，“岁登上熟，移屯镇州，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每斗不过数钱”。马人望任中京度支使时，“视事半岁，积粟十五万斛……辽之农谷至是为盛”[18]
 。从上京、中京到西北部地区，辽代农业生产已具相当的规模。契丹、奚人已由过去单纯放牧的生产方式转为半农半牧。而渤海、汉族移民则仍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兼营手工业与商业。根据《胡峤陷虏记》记载：“上京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觝、儒士、僧尼、道士。中国人并、汾、幽、蓟为多。”由于汉族、渤海移民迁入辽内地，使契丹社会由过去较单一的生产方式转为多种生产方式并存。

2.生活方式

人类的生活方式，受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地域、气候条件的制约，各民族的生活方式不尽相同。由于民族迁徙，使各民族杂错而居。《契丹国志·四京本末》记载：“所在分奚、契丹、汉人、渤海杂处之。”由此导致了各民族相互之间的影响，出现汉人胡化、胡人汉化的双向融合的发展趋势。

饮食：辽代契丹人的饮食习惯，受地理、气候条件的限制，带有浓厚的游牧民族的特点：“绩毛饮湩，以为衣食。”初期，契丹人的饮食极简单：“食止糜粥、炒粺。”[19]
 糜粥是用碎肉末做的粥，炒粺即炒米。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契丹人的饮食逐渐多样而丰富。有肉食，还有各种鲜果野菜、蜜饯果品、各种山珍野味。其做法有煎炒烹炸等。主食，有油饼、馒头、艾糕、煎饼、米饭、稀饭等。饮料有茶和酒。契丹人的饮食习惯既保留了本民族以肉食、奶酪为主的习俗，又吸收了汉族的饮食习俗，饮食习惯由辽初的简单、粗糙逐步转为精细与多样化。

服饰：契丹族在建国前后，其服饰极为简陋。辽太宗“制中国，紫银之鼠，罗绮之篚，縻载而归……于是定衣冠之制，北班国制，南班汉制，各从其便焉”[20]
 。从太宗定服饰之制后，契丹族的服饰有了新变化，有了带有本民族特色的服装。契丹服饰的特点，男子穿圆领窄袖长袍，左衽，腰中束带，穿靴。女子喜穿长裙，裙上绣花。契丹族的服饰深受中原汉人的喜爱，以至引起宋朝廷的关注，多次下达禁令：“禁士庶效契丹服及乘骑鞍辔，妇人衣铜绿、兔褐之类。”大观政和年间再次下诏：“敢为契丹服著毡笠、钩墩之类者，以违御笔论。”文中所说钩墩即妇人所着袜裤的形制，铜绿是契丹人喜爱的颜色。宋朝文人苏辙作诗感叹：“哀哉汉唐余，左衽今已半。”“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21]
 中原汉人以及北方的汉人，服饰均有所改变，一部分人的穿着、服饰已经契丹化、胡化了。

3.婚姻

由于各民族杂错而居，各民族之间相互通婚，并得到辽朝廷的允许。辽太宗下诏：“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契丹皇族与汉族、奚族、渤海族都相互通婚。如耶律倍夫人高美人、夏氏为汉人，大氏为渤海人。世宗妃甄氏为汉人[22]
 ；景宗妃为渤海人；圣宗妃白氏、马氏、李氏、艾氏、姜氏都为汉人。圣宗女儿淑哥下嫁卢俊（汉人）；圣宗女儿长寿女下嫁渤海人大力秋；圣宗女儿八哥、擘失分别下嫁汉人刘三嘏、刘四端；圣宗女儿十哥下嫁奚王萧高九[23]
 。契丹为了与西夏、高丽保持藩属关系，辽朝公主还远嫁给西夏国王、高丽国王为妻。契丹贵族与汉族、渤海族通婚也较为普遍。如平王耶律隆先的母亲为渤海人；晋王道隐的母亲为汉人[24]
 ；耶律仁先的夫人郑氏为汉人[25]
 。汉人娶契丹妇女为妻的如韩栒娶契丹妇人萧氏[26]
 ，刘庆余娶契丹夫人耶律氏[27]
 。

各民族的普通百姓之间也相互通婚。辽代民谣中说：“垂杨寄语山丹，你到江南艰难。你那里讨个南婆，我这里嫁个契丹。”[28]
 蕃汉通婚已成为契丹社会中的普遍现象。据史书记载，契丹、渤海、奚、汉人四族杂居，“旧不通婚，谋臣韩绍芳献议，乃许婚焉”。[29]
 契丹平民与汉族通婚已很普遍。

四　思想观念的变化

辽朝不但在社会生活、社会文化诸方面体现出华夷同风的社会风貌，从契丹民族的思想观念等方面也可以看出契丹民族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归属意识与思想认同。

（一）以炎黄为其祖先的历史观

契丹属东胡族系，为鲜卑宇文部别支。从历史上看，契丹民族与中原王朝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早在北魏时期，契丹各部以名马、文皮入献。隋朝让其居住在白狼故地。唐朝设置松漠都督府，以契丹首领窟哥为都督，封无极男，赐姓李氏。把契丹八部住地封为州，并玄州为十州，各部部长为刺史，成为唐朝廷属下的羁縻州。各部部民，也成为唐朝廷的属民。契丹大贺氏部落联盟时期，曾先后有八位契丹联盟首领受唐朝册封，成为唐朝设在北方的松漠都督府的都督或郡王。继大贺氏部落联盟之后的遥辇氏部落联盟也如此，其联盟首领曾先后被唐朝封为松漠都督。由此可知，契丹一直与中原王朝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着政治上的从属关系。契丹八部所在的府、州成为唐朝设在北方的地方行政组织。契丹与周邻的汉族、奚族以及其他各族间经济、文化方面的往来也日益频繁，各民族间相互通婚、联姻也日益增多，从而逐渐形成各民族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融合的历史趋势。炎黄作为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祖先，被契丹与各民族所顶礼膜拜。

契丹民族始终把黄帝、炎帝视为自己民族的祖先。《辽史·太祖纪下》记载：“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辽史·世表》记载：契丹族“为轩辕后”。辽圣宗在《赐园空国师诏》中，认为轩皇是自己的祖先：“上从轩皇，下逮周发，皆资师保，用福邦家。斯所以累德象贤。”[30]
 契丹民族把炎帝、黄帝作为自己的祖先，建祠堂祭祀，以示敬意。辽圣宗统和十三年（995），在奉圣州建黄帝祠，在儒州建舜祠，四时祭祀[31]
 。可见，契丹民族视炎黄为自己的祖先，视自己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二）华夷同风的社会观

契丹华夷同风的社会观，体现在辽代制度与文化诸方面，其制度、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辽朝灭亡渤海与后晋，在这些地区设官置府，进行统治。创立了由本族头目制与中原州县制相结合的头下军州，让俘获的汉人、渤海人居住，从事农业生产。辽朝的赋税制度也随之制定。《辽史·食货志》：“夫赋税之制，自太祖任韩延徽，始制国用。”辽朝实行“计亩出粟以赋公上”[32]
 的制度，与宋朝的以田产为准，钱米并出于田亩的赋税制度大体相同。其税法多仿唐五代之制，如地钱、户丁税、农器钱等。

在政治制度方面，辽朝吸收汉制，其官制分为北、南面。“北面治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辽朝的南面官，是兼采唐、宋之制而制定的。辽初，太祖耶律阿保机在辽中央设汉儿司、三省，管理汉人之事，但大都因人因事设官，南面官制只具雏形，没有系统化。太宗占领燕云十六州，继而灭亡后晋，把后晋的官制与唐、宋官制相互参用，使南面官制逐步纳入中原汉官制系统。辽中央设北、南枢密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地方的京、府、州、县设留守、节度、观察、防御、团练、统军、招讨等使及刺史、县令。可知，辽南面官制度属中原制度体系。

辽朝的北面官制，虽然采用契丹原有的官名，但其职掌，与南面官中的六部的职掌，名异而实同。只是在北面朝宫中，由契丹民族四时捺钵习俗所产生的宫官与诸帐官系统，仍旧保有契丹本民族的特色。

辽朝的汉律，源于唐、宋律。辽初，太祖“诏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33]
 。辽初的律令，是以辽南京地区的汉律为准。统和元年（983），“枢密请诏北府司徒颇德译南京所进律文，从之”。辽中期以后，汉律中又参用唐宋律。辽圣宗时，“诏汉儿公事皆须体问南朝（宋）法度，不得造次举止”。宋律与唐律一脉相承，因此，辽代汉律与唐宋律有密切联系。

辽道宗时期，又一次修订法律，“凡合于律令者，具载之；其不合者，别存之”。[34]
 共七百八十九条，其中取于汉律者为一百七十三条，辽代番、汉二律逐步走向统一。

在文化方面，契丹民族受中原封建文明的影响。辽朝制定了“学唐比宋”“华夷同风”的文化发展方向。自辽太祖时期创制了契丹大、小字之后，就与汉字在辽代社会中通用。契丹人大都掌握汉字的用法，能用汉字书写、创作诗词与撰写文章。辽太祖长子耶律倍熟悉、精通中原文化。他还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焫之术，并工辽、汉文章。[35]
 契丹文人萧韩家奴撰《六义集》十二卷，流行于世，并撰写《辽史》二十卷、《礼典》三卷、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36]
 。

契丹皇帝大都精通汉文。辽圣宗好读唐《贞观事要》，他尤其喜爱唐诗，亲自译白居易《讽谏集》，诏契丹臣僚诵读。他曾说“乐天诗集是吾师”。辽道宗耶律洪基擅长诗文，他曾作《放鹰诗》、《华严经赞》等。他还精通儒学与佛学，对佛学有较深的造诣。

辽朝重视教育，自辽太祖建国之初，就开始设立学校，相继在上京、东京、南京、西京、中京设立“五京学”，同时，在辽的府、州、县设立府学、州学、县学，对契丹族、渤海及汉民族子弟进行教育。辽朝在景宗保宁八年（976）实行科举制。学校的设立，科举制的实施，为辽朝培养了众多具有汉文化素养的士人。辽圣宗时期至辽道宗时期，是人才辈出的时期，也是辽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的辽代社会，“学唐比宋”、“华夷同风”成为时代风尚。以致有宋朝使者惊叹“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37]
 的赞语。辽道宗宣懿皇后，作《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一诗[38]
 ，真实地反映了契丹民族华夷同风的时代精神。

“华夷同风”反映了契丹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历史发展的共同趋势，即由多元逐渐走向一体。正如辽道宗所说：“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39]
 契丹人并未把自己视为夷狄，而是把自己视为中华一分子。“华夷同风”的社会观念，已经深入到契丹民族的心目之中，成为契丹民族的共识。

（三）南北平等的民族观

契丹民族视炎黄为自己的祖先，视自己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因此认为契丹与汉族及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为兄弟之间的平等关系。在辽朝与宋朝的书信往来中，彼此以兄弟相称：“弟大契丹皇帝谨致书于兄大宋皇帝阙下：粤自世修欢契，时遣使轺，封圻殊两国之名，方册纪一家之美。”“虽境分二国，克保于欢和，而义若一家。”[40]
 宋真宗死，辽圣宗对臣下说：“吾与兄皇未结好前，征伐各有胜负。泊约兄弟二十余年，兄皇升遐，况与吾同月生，年大两岁，吾又得几多时也？”[41]
 下诏为宋真宗建资福道场，百日而罢。

辽朝认为它与宋朝之间的关系为兄弟之间的关系，且“义若一家”，所以认为南北政权彼此之间是平等的关系。在辽道宗朝发生的“华夷正闰之辨”，就是当时契丹民族南北平等观念的直接反映。辽道宗时，太子洗马刘辉上书给道宗：“‘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且宋人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上嘉其言，迁礼部郎中。”[42]
 辽朝汉人史官对于宋朝修史书时，把契丹附于四夷很为不满，要以同等的方法，把赵氏（宋朝）初起事迹，详附国史。说明辽朝的汉人、契丹人都有南北平等、华夷皆可为正统的民族平等观念。从而认为：南、北各民族都为中华的一员，都有权利建立本民族的政权，有权力做中原（中国）的皇帝，有权利继承中原的正统。

但是，由于中国历史上存在着站在华夏族立场上而提出的“内诸夏而外夷狄，夷不乱华”等正统观念的影响，某些汉人把汉族看做中原王朝的正统继承者，少数民族不能入居中原，更不能在中原做皇帝。少数民族即使建立了政权，也不能成为正统。这种观点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有人提出疑义和批判。韩愈在《原道篇》中进一步指出：“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入中国则中国之。”已有了华夷皆可为正统的民族平等的观念。这种民族平等的观念后来被越来越多的人，包括汉族史学家和少数民族史学家所接受。把北魏、辽、金、元、清等朝皆作为中国正统王朝而收入正史。由于少数民族陆续入居中原，建立起本民族的政权，以至到建立全国性的政权，这样，中华与中国不仅仅单指汉族陆续入居中原建立的政权，也包括所有入居中原的少数民族和他们在中原建立的政权。历代各族统治者为夺取天下，均以黄帝的嫡系、传人自居，逐鹿中原。原来的中原制度为汉族所独有，现在则为多族所共有。原来的华夏文化为汉族文化，现在则变为多族共有的文化。中华各民族相继进入中原，建立了周、秦、汉、唐、宋、辽、金、元、明、清等汉族或少数民族政权，并且逐步由地方政权走向统一的全国政权[43]
 。

（四）封建文明的道德观

契丹民族在迈入文明社会的门槛前以及建国初期的一段时期内，一直保有较为原始的道德观。其一为“好为寇盗”，其二为“贵壮健，贱老弱”[44]
 ，其三为“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被史家称为“其无礼顽嚣，于诸夷最甚”。[45]


契丹民族原始、落后的道德观，与其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有直接的联系。

契丹民族在建国前，生产方式落后，生产力低下，基本上是以部落为单位进行生产和军事活动。在部落联盟组织与邻族间的战争中，是以武力的强弱来决定胜负。掳掠被视为正常的行为和荣誉的事情。而进行战争的目的也多为争夺土地、人口与牲畜。因此契丹民族有“好为寇盗”之说。

契丹民族必须在恶劣的大自然中进行生产和军事活动，以获取生存所必需的猎物与放牧牲畜，同时必须维护本部落的领地不受其他部落侵犯。因此必须有强健的体魄，才能够抵御野兽的袭击并获取它，才能够战胜恶劣、严寒的气候的侵袭，进行野外放牧的生产活动。青壮年是部落的生产和作战的主要担当者，老年人已丧失了生产与作战的能力，只有靠青壮年人来扶养。因此契丹民族有“贵壮贱老”的风俗。

严酷的自然环境培养了契丹民族勇敢强悍的性格，在大自然中与猛兽搏斗时，稍一踌躇犹豫，就会贻误战机以致丧失生命。因此，契丹民族把懦弱者和悲哭者视为“不壮”。

建国后，契丹民族由于受中原儒家学说的影响，其道德观念有了很大的变化，儒学中的三纲五常，成为契丹民族所遵奉的道德准则。辽朝把三纲五常作为官吏升迁、罢黜、政绩优劣的标准，以及处理皇帝与臣下之间关系的准则。对皇帝忠心耿耿、效忠于皇帝的人得到升迁，而背叛或违背皇帝旨意的人则被惩治与罢免。例如耶律仁先在耶律重元反叛时，他率领卫士平乱，保卫了辽道宗的人身安全，从而避免了一场宫廷内乱。辽道宗亲自作诗文褒奖他，任命他为北枢密使，封宋王[46]
 。在辽太祖诸弟叛乱事件中，“有司上诸帐族与谋逆者三百余人罪状，皆弃市”。[47]


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同时又成为辽朝普通百姓在社会上、家庭中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辽朝提倡儿子孝敬父母，奖励民间的孝悌行为。“民间有父母在，别籍异居者，听邻里觉察，坐之。有孝于父母，三世同居者，旌其门闾。”[48]
 在《辽史》中记载了很多契丹族中有孝悌行为的人物。例如：耶律安抟“居父丧，哀毁过礼，见者伤之”。[49]
 肃乌野“性孝悌，尚礼法，雅为乡党所称……寻以母老，归养于家。母亡，尤极哀毁”。[50]
 契丹民族由初期的“贵壮贱老”，到敬老养老，在道德观念上经历了很大的转变，即由原始、落后的道德观向封建文明的道德观的转变。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成为契丹民族做人的基本道德原则与道德修养。契丹枢密使耶律宗政，“……乐慕儒宗，诚信佛果。戚里推其孝悌，部下仰其宽仁”[51]
 。辽朝北院枢密使、于越耶律仁先也是以三纲五常为其立身行事的根本：“王之于国忠也，于家孝也，于民惠也，于官廉也，于人信也，而五德兼备。”[52]


契丹民族在建国后，由于受中原封建文明的影响，逐步摒弃了本民族较为原始、落后的道德观念，学习、吸收儒家学说的伦理道德观念，在道德观念上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成为“用夏变夷者”。[53]
 各民族间在制度、文化等方面的相互学习与吸收，必然会加快民族融合的步伐，为以后全国大统一准备了条件。

辽代的契丹、汉族、渤海民族，经过移民，使各民族杂错而居，各民族之间相互通婚，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融合态势，辽代的民族融合具有时代的特点：

1.辽代大规模的移民，是促进各民族之间相互融合的催化剂。辽代的民族融合，为双向融合，既有汉人胡化，也有胡人汉化，从而丰富了民族融合的内涵。

2.在民族融合的进程中，各民族逐渐走向自然同化的道路。各族之间相互通婚，相互影响，在生活方式上自然同化。如北宋朝廷曾三令五申禁止汉人胡服，但最终并没能阻挡各族之间自然同化的发展趋势。

3.辽代移民中的汉民族，虽然并非统治民族，但却作为主体民族而存在。作为蜚声中外的中华文明，是充分吸收各民族的文化精华而逐步形成的。辽代各民族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华文明所具有强大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使辽代各族移民心慕华风，渐化成俗。至元朝，契丹、渤海、奚族等民族的绝大部分渐渐融于中华民族母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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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编　金代社会与文化

第一章　女真部落联盟与金初政体

女真族在建国前，曾经历过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的历史发展阶段，并由部落联盟转变为带有军事民主制色彩的奴隶制国家。部落联盟的某些机构，仍保留在金初国家政权机构中，并由此形成了金初政体的基本模式。

一　女真部落联盟

女真族源出黑水靺鞨，其居住地在松花江、黑龙江汇合处，东临大海一带。辽朝时的女真族几经迁徙，其各部遍及白山、黑水各地。当时的女真各部，不相统属，以强凌弱，没有制度约束，尚处于分散而居的状态。

女真的部落联盟，是从始祖函普时期逐步形成的。《三朝北盟会编》卷18引《神麓记》：“是时酋豪以强凌弱，无有制度，肯捕（函普）劈木为尅，如文契，教人举债生息，勤于耕种者，遂至巨富。若遇盗窃鸡豚狗马者，以桎梏枸械，用柳条笞挞，外赔偿七倍，法令严峻，果断不私，由是远近皆服。号为神明……后女真众酋结盟推为首领。”[1]
 此时女真各部，已结成了临时性的部落联盟。当时各部已出现私有财产，各个部落，为了占有最好的土地，也为了掠夺战利品，进行着不断的战争，以强凌弱是部落联盟时期出现的社会现象，为了维护社会的秩序，必须要有一个法纪、制度来约束部落及部落成员的行为。函普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制定了法令，并被众酋（各部部长）推举为联盟的首领。女真初期的部落联盟的特点如下：

1.各部之上有一个首领，即部落联盟长，有制定法令，指挥各部的权力。

2.众酋（即各部部长）由各部公选。众酋结盟，即各部部长联合，与部落联盟长一同处理联盟内的事务，类似联盟议事会。此时还没出现人民大会，人民大会是部落联盟高级阶段的产物。

当时的部落联盟，是“由于暂时的紧急需要而结成，随着这一需要的消失即告解散”。[2]
 之后，完颜部函普—绥可一支，经德帝乌鲁、安帝跋海、献祖绥可四世的迁徙，从仆干水（牡丹江）移居到安出虎水（阿什河）。

献祖绥可定居于安出虎水之侧，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安出虎水的完颜部逐渐强大起来。此时正值辽朝统治期间，辽朝以惕隐官职授予昭祖石鲁。石鲁时期，开始以武力征服诸部，“耀武至于青岭、白山，顺者抚之，不从者讨伐之，入于苏滨、耶懒之地，所至克捷”。[3]


景祖乌古乃时，又稍役属诸部，自白山、耶悔（图们江上游）、统门（图们江）、耶懒、土骨论之属，以至五国（依兰以东沿江至海）之长皆听命。形成了以完颜部为核心的生女真各部巩固的军事部落大联盟。辽朝以乌古乃为生女真部族节度使。

景祖时期的女真部落联盟机构为三级权力结构：议事会、人民大会、联盟长—军事首长。

议事会

议事会是由女真各部酋长组成的联盟常设机关，《金史》称这种会议为“官属会议”，称其成员为“官属”、“近僚”、“耆旧”等。《金史》卷六十八《欢都传》：斡勒部人杯乃，有他志，欲先除欢都，会其家被火，诡称欢都等纵之，使人来索欢都。“世祖疑之。石卢斡勒勃堇曰：‘杯乃兄弟也，岂能以一二人之故，而与兄弟构怨乎。彼自取之，又将尤谁，不如与之便。’欢都被甲执戟而起曰：‘彼为乱之人也。若取太师兄弟，则亦与之乎。今取我辈，我辈决不可往，若必用战，当尽力致死。’穆宗曰：‘壮哉欢都，以我所见，正如此尔。’赠欢都以战马，曰：‘战则乘此。’众皆称善。”[4]
 这是一次女真部落联盟的议事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世祖、石卢斡勒勃堇、欢都、穆宗及其他部落的首领。由世祖主持，穆宗盈歌为世祖的同母幼弟，欢都的发言在议事会上得到大家的认同，充分体现了议事会上民主议事的传统。

人民大会

人民大会由议事会召集，以解决联盟内的重要问题。《金史》卷二《太祖纪》：“民间多逋负，卖妻子不能偿，康宗与官属会议。太祖在外庭以帛系杖端，麾其众，会曰：‘今贫者不能自活，卖妻子以偿债。骨肉之爱，人心所同。自今三年勿征，过三年徐图之。’众皆听令，闻者感泣，自是远近归心焉。”这是一次女真官属的议事会与人民大会，文中的“外庭”“众”，是守候在外，聚集在一起的民众，与官属共同商议决定免除赋税、债务一事。“众皆听令，闻者感泣”，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所描述的希腊人召开人民大会时，民众“围立”，每个到会的男子都可以发言，欢呼声表示同意，怨声表示反对，决定是用举手或欢呼通过的，二者非常相像。

景祖与其母威顺皇后杀乌古出，“部人怒曰：‘此子性如此，在国俗当主父母之业，奈何杀之？’欲杀景祖。后乃匿景祖，出谓众曰：‘为子而悖其母，率是而行，将焉用之？吾割爱而杀之，乌古乃不知也，汝辈宁杀我乎？’众乃罢去”。

上文中的“部人”、“众”，指的是联盟内人民大会的部落成员。他们有权对违反部落联盟法规之事，提出异议，并向景祖及其母问罪，反映出部落联盟内成员有参政议政的权利。

关于人民大会的记载，在《大金国志》卷三十六《兵制》中有：“暨师还战胜，又大会，问有功者。随功高下支赏，举以示众，薄则增之。”[5]
 文中的“大会”，即人民大会，“众”，即全体部落成员。部落成员有决定奖品薄厚的发言权。

联盟长—军事首长

女真部落联盟中，设军事首长一职。

自辽朝授予景祖乌右乃为生女真部族节度使后，沿袭辽朝，称为“太师”或“都太师”，“众部长”，阿骨打袭位，又自称为“都勃极烈”。

女真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长，一般为部落联盟最高首领兼军事首长，他既是平时的首脑，也是战时的军事首长。其职责与权力大致有以下几方面：一为有分配财物与战利品的权力：“及来流水乌萨扎部杀完颜部人，昭祖往乌萨扎部以国俗治之。大有所获，颁之于诸父昆弟而不及谢里忽。谢里忽曰：‘前日免汝于死者吾之力，往治乌萨扎部吾之谋也。分不及我，何邪。’昭祖于是早起，自赍间金列鞢往
 之。”景祖“推财与人，分食解衣，无所吝惜”。二为颁行法令之权。昭祖欲稍立条教，诸父、部人皆不悦，欲坑杀之。已被执，叔父谢里忽知部众将杀昭祖，亟往，弯弓注矢射于众中，劫执者皆散走，昭祖乃得免。自景祖以来，两世四主，志业相因，卒定离所，一切治以本部法令。三为领兵作战的权力。辽咸雍八年（1072），五国没撚部谢野勃堇畔辽，鹰路不通。景祖伐之，谢野来御。景祖被重铠，率众力战。四是祭祀的权力。肃宗与杯乃交战之前，“肃宗下马，名呼世祖，复自呼其名而言曰：‘若天助我当为众部长，则今日之事神祇监之。’语毕再拜。遂炷火束缊。”这是肃宗为了取得战争胜利，而祭祀神祇。太祖在女真部落联盟后期，为号令诸部，同心伐辽，祷于皇天后土：“（太祖）举觞东向，以辽人荒肆，不归阿踈，并己用兵之意，祷于皇天后土。酹毕，后命太祖正坐，与僚属会酒，号令诸部。”[6]


女真部落联盟内，设有联盟长的辅佐——国相。国相的职责是辅佐联盟长，其称呼不知始于何时。雅达在景祖时为国相。景祖以币与马求国相于雅达，雅达许之。景祖得之，以命肃宗。国相的职责有三：一为率兵作战。“是时，叔父跋黑有异志，及桓赧、散达、乌春、窝谋罕、石显父子，腊醅、麻产作难，用兵之际，肃宗屡当一面，尤能知辽人国政人情。凡有辽事，一切委之肃宗专心焉。”二为主理狱讼。“（撒改）自始为国相，能驯服诸部，讼狱得其情。当时有言：‘不见国相，事何从决。’”三为与联盟长分统人民。匹脱水以北太祖统之，来流水人民撒改统之。

女真部落联盟的基层组织，为各个部落。各部部长，又是各部的军事首长，兼有司法之权。景祖命乌春为本部长，他虐用其部人，部人诉之于世祖，世祖使人让之曰：“吾父信任汝，以汝为部长，今人告汝有实状，杀无罪人，听讼不平，自今不得复尔为也。”[7]
 乌春身为部长，听讼不平，杀无罪人，可知其有司法之权。

各部落有其固定的领地。乌春所在的阿跋斯水温都部，据《金史》记载，“来流水以南、匹古敦水以北，皆吾土也”。

女真部落联盟的联盟长、各部部长以及联盟议事会成员，发展到后期，已开始由公选制走向世袭制，联盟内出现贫富分化的现象。“世祖既没，肃宗袭节度使。”正如恩格斯所说，“部落联盟的建立就已经意味着这种组织开始崩溃，易洛魁人征服其他部落的企图也表明了这一点。凡是部落以外的，便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在没有明确的和平条约的地方，部落与部落之间便存在着战争，而且这种战争进行得很残酷……”各部的部长，也为世袭：“钝恩，阿里民忒石水纥石烈部人。祖曰欬鲁古，父纳根涅，世为其部勃堇。”国相之职也逐渐转为世袭制：“初，雅达为国相，雅达者，桓赧、散达之父也。景祖以币马求之于雅达，而命肃宗（景祖第四子）为之。”[8]
 国相之职由雅达手中转到景祖一系手中，并开始由景祖一系世代相袭。

女真部落联盟后期，已有贫富分化的现象出现。世祖时期，“腊醅、麻产使其徒旧贼秃罕及驼朵剽取户鲁不泺牧马四百，及富者粘罕之马合七百余匹……”[9]
 文中出现“贼”、“富者粘罕”，可看出女真部落联盟内已出现贫富分化的现象。女真部落联盟正在逐步走向解体。

二　由部落联盟向国家的转变

女真部落联盟向国家的转变，首先是血缘组织向地缘组织的转化。这是国家建立的第一个特点。而女真族的猛安谋克，成为女真由血缘联系为特征的社会向以地缘联系为特征的国家的过渡性的桥梁。

在氏族社会，出围狩猎是一种生产方式。围猎时要组织氏族部落的人员，一般按什伍的编制方法进行组织。作为常设的军事组织的猛安谋克，就是由这种组织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猛安谋克军事组织的编制有：猛安（千夫长）、谋克（百夫长）、谋克之副蒲里衍（牌子头）、什长（执旗的）、伍长（击柝的）、士卒（正兵）、士卒副从阿里喜。

氏族社会，没有常设的军事组织，氏族成员平时射猎，战时用围猎的组织方式作战，作战之后回去进行生产。氏族成员亦兵亦农（牧）。后来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出现了以掠夺其他部落财物为目的的战争，掠夺战争就成为经常的了。这样便出现常设的军事组织，因此按照围猎组织的办法设立常设的军队。由围猎的生产组织转化为军事编制的猛安谋克，使猛安谋克从生产组织中独立出来，成为单纯的军事组织。

建国前夕，女真猛安谋克军事组织与村寨组织结合，便成为以地缘为特点的猛安谋克村寨组织，这与女真社会变革相联系。金太祖任都勃极烈的第二年，下令“初命诸路以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10]
 创建了以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的猛安谋克制。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改革，它的意义表现在：

1.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把原来军事组织的猛安谋克和氏族社会末期普遍涌现出来的具有地域特点的村寨组织结合起来，变军事组织为地方组织。

2.作为地方组织的猛安谋克与原来军事组织的猛安谋克，其区别在于由领夫制变为领户制，由千夫长、百夫长变为千户长和百户长。以地域和领户为其特点，为新的国家的建立奠定了社会组织基础。

3.确立猛安谋克为地方行政组织，对旧的氏族制是一次重要的革命，对旧氏族势力是一次严重打击，它确立、维护了新兴奴隶主集团的利益，是新制对旧制的破坏。

国家建立的第二个特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国家官吏由于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同时，他们还通过掌管法律，使自己享有不可侵犯的地位，于是他们就代表国家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可见，国家官吏同部落联盟时期，依靠自己的才能和品德，获得人们尊敬而公选出的氏族首长，有着本质的区别。

景祖乌古乃建立的生女真军事部落大联盟中的议事会，由部落联盟长、国相、诸部长（勃堇）构成，它有权决定联盟内一切重大军政事务。在贵族议事会中的核心人物，由完颜氏各家族中有权势、有谋略、有战功的大氏族贵族代表组成。他们有参政、议政的权力与决策权，平时是联盟中的首领，战时为军队的统帅。金建国，都勃极烈与贵族议事会、诸勃堇之间的关系发展为君臣关系，都勃极烈成为国家的首脑——皇帝。太祖完颜阿骨打把部落联盟议事会改造为国家最高军政机关——金初勃极烈制，这样，把氏族机关直接转化为国家机关。《金史》卷二《太祖纪》记载：收国元年（1115），“以弟吴乞买为谙班勃极烈，国相撒改为国论勃极烈，辞不失为阿买勃极烈，弟斜也为国论昃勃极烈”。九月，“以国论勃极烈撒改为国论忽鲁勃极烈，阿离合懑为国论乙室勃极烈”。[11]
 经过几次改革，勃极烈制度逐步健全与完备，勃极烈制直接转化为国家机关后，其职能也相应地有了新的变化。但仍保留了氏族军事民主制下的民主作风。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讲：“……氏族组织不知不觉变成了地区组织，因而才能够和国家相适应。但是，它仍保存了它那种自然形成而为整个氏族制度所特有的民主性质；甚至在它后来被迫蜕变的时候，也还留下了氏族制度的片断，从而在被压迫手中留下了一种武器，直到现代还有其生命力。”

国家机关就是部分地改造氏族机关，部分地设立新机关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女真国家的建立也遵循这一规律。女真建国初，仍保留着军事民主制的外壳，这是由于它在改造氏族机关的基础上立国。女真部落联盟的议事会，在建国后转变为中央勃极烈制，实行诸勃极烈共议国政的民主议事的传统。女真部落联盟的联盟长兼军事首长，则成为万人之上的统领全国军民的皇帝。而人民大会的残留形式也随处可见。这是决定女真建国初期政体形式的内在因素之一。

三　金初政体

金初的政体形式，为军事民主制色彩较浓的奴隶制。在执政方式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即诸勃极烈共执国政，并设有“贰国政”的诸班勃极烈。金初在皇位继承上，实行兄终弟及制。任谙班勃极烈的皇储，是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同母弟吴乞买。太宗晟（吴乞买）登皇位后，命其弟杲为诸班勃极烈，后杲薨，太宗意久未决。“左副元帅宗翰、右副元帅宗辅、左监军完颜希尹入朝，与宗干议曰：‘谙班勃极烈虚位已久，今不早定，恐授非其人。合剌，先帝嫡孙，当立。’相与请于太宗者再三，乃从之。”

诸勃极烈采用联合议政的方式商议国家重大军政、外交等事务，通常是召开御前会议，《金史》卷70《撒改传》：“太祖即位后，群臣奏事，撒改等前跪，上起，泣止之曰：‘今日成功，皆诸君协辅之力，吾虽处大位，未易改旧俗也。’撒改等感激，再拜谢。”[12]
 所谓旧俗，即女真旧传统。

金建国之后，仍保有部落联盟时期军事民主制的传统遗风：

1.君臣、君民之间地位平等，无尊卑之别。“凡臣下宴集，太祖尝赴之，主人拜，上亦答拜。”“乐则同享，财则同用，至于舍屋车马，衣服饮食之类，俱无异焉。”“盖女真初起，阿骨打之徒为君也，虽有君臣之称，而无尊卑之别。”金国置库收积财货，誓曰：“唯发兵用之。”至是，国主吴乞买私用过度，谙版告于粘罕，请国主违誓约之罪。于是群臣扶下殿廷，杖二十，毕，群臣复扶上殿，谙版、粘罕以下谢罪，继时过盏。“阶段虽设，寻常饮酒食，略不间列，与兄弟父子等”，“金虏有国之初……其城邑、宫室类中原之州县廨宇，制度极草创。居民往来或车马杂遢，皆自前朝门为出入之路，略无禁犯。每春正击土牛，父老士庶无长无幼，皆观看于殿之侧。主之出朝也，威仪礼貌止肖乎守令。民有讼未决者，多拦驾以诉之”。[13]


2.皇帝生活俭朴。“女真之初，尚无城郭，星散而居。国主晟尝浴于河，牧于野……金主独享者，惟一殿，名曰乾元，所居四外栽柳，以作禁围而已。其殿宇绕壁尽置火炕，平居无事则锁之，或时开钥，则与臣下杂坐于炕，后妃躬侍饮食，或国主复来臣下之家，君臣宴乐，携手握臂，咬颈扭耳，至于同歌共舞，无复尊卑。”

3.保留军事民主制的议事传统。“每有事未决者，会而议之，自下而上各陈其策，如有可采者，皆不择人而用之。”女真君臣之间，皇帝与平民之间无尊卑之别。“女真风俗，初甚淳质，其祖宗者不知人主之为贵，邻人酿酒欲熟，则烹鲜击肥，而邀主于其家，无贵贱老幼，团坐而饮，酒酣则宾主迭为歌午以夸尚。”

金初军事民主制下的勃极烈制对皇帝的权力有所制约，实行奴隶主贵族联合执政的方式处理国政。金初女真奴隶制国家机构，是部分地改造氏族机关，部分地设置新机关而建立起来的。议事会，是部落联盟时期“常设的权力机关”，金建国前的部落联盟议事会，由女真诸勃极烈组成，也称“官署会议”“近僚”。最初是由各部落的酋长组成，景祖之后，从其中选出一部分人组成，这就造成了发展和加强贵族分子的机会。议事会对联盟内一切重要问题作出最后决定。建国后，议事会“很快就被国王的固定亲信所代替”，即诸勃极烈共执国政。诸勃极烈会议有时能左右皇帝的意志，在决定金朝军国大事时，诸勃极烈的意见往往有举足轻重的分量。天会八年（1130），谙班勃极烈杲薨，太宗意久未决。十年（1132），左副元帅宗翰、右副元帅宗辅、左监军完颜希尹入朝，与宗干议曰：“谙班勃极烈虚位已久，今不早定，恐授非其人，合剌，先帝嫡孙，当立。”请于太宗者再三，乃从之。

综上所述，金初政体的特点如下：

金初政权由部落联盟组织转化而来，是在保留、改造旧有氏族机关的基础上立国，因此，女真部落联盟议事会直接转变为中央勃极烈制，保有民主议事的旧传统。诸勃极烈联合议政为金初政体的主要特点。

金朝君臣之间地位平等，无尊卑之别。人民大会仍以其残余的形式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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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多元化的社会组织结构

一　女真族的猛安谋克制度

猛安谋克是金代女真社会的最基层组织。它在女真族原始社会末期作为军事组织而产生，后来变革为具有民族特点的地方行政组织。因而被人们称为军政合一的地方基层组织。

（一）猛安谋克的形成及其特点

猛安谋克的含义，根据金、宋、元史书的记载，均称猛安为千夫长（千户），谋克为百夫长（百户），猛安为女真语，义为千。谋克与满洲语穆昆（族）在音上是相谐的。猛安谋克，在《金史》中常称为“猛安谋克部”，是其与氏族部落组织有关。建国前，“其部长曰勃堇，行兵则称猛安谋克，从其多寡以为长，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1]
 。

《金史》卷四十四《兵志》记载：“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它徭役，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使诣诸孛堇征兵，凡步骑之仗糗皆取备焉。其部长曰勃堇，行军则称猛安谋克。从其多寡以为号，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依此，勃堇为一般氏族部落首领之称，而猛安谋克则为行军时各军事首领的专称。各氏族部落在平时不掌兵时，只能称为勃堇（或部长），而不能称猛安谋克。同时可以看出建国初的官制是由勃堇转化而来的，其职掌主要是政事，猛安谋克的职掌主要是军事。金初，太祖将猛安谋克改变为地方组织，《金史》卷二《太祖纪》：“初命诸路以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金初猛安谋克地方官，既称猛安谋克，亦称勃堇，反映了猛安谋克军政合一的组织特点。

猛安谋克是以千夫、百夫命名的一种军事组织，产生于原始的狩猎生产组织。在氏族社会时期，出围狩猎是一种生产，围猎时要组织氏族部落的人员出动，一般按什伍的编制方法进行组织。作为常设的军事组织的猛安谋克就是由这种组织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猛安谋克军事组织与村寨相结合便成为以地缘为特点的猛安谋克村寨组织。这是与女真社会变革相联系的。女真族至献祖绥可时徙居海古水，已“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2]
 。随着铁制工具的使用与农业的发展，女真社会中出现在经济上尚不能完全独立的异居的小家庭，“生女真之俗，生子年长即异居”。[3]
 同时出现了社会阶级的分化，开始使用奴隶，氏族制处于解体之中。在变革中，到处出现了农村公社。农村公社与氏族的不同特点就在于是地域性的组织。它是由各氏族部落的家庭、宗族互相调动迁徙，乃至杂居而形成的新的村寨组织。它打破了旧的氏族血缘关系，打破了原来氏族地域的完整性，重新以地域组成新的村寨。村寨组织随着女真猛安谋克的地方行政化，便发展为猛安谋克下的村寨系统，猛安谋克也就成为与村寨组织结合的地方行政组织。[4]


（二）猛安谋克的创建与迁徙

金太祖嗣位都勃极烈的第二年，为适应国家在地方统治的需要，“初命诸路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5]
 以三百户为单位的谋克，以十谋克为单位的猛安制度的创建，其意义为：

1.金太祖把原来军事组织的猛安谋克和氏族社会末期普遍涌现出来的具有地域特点的村寨组织结合起来，使其变军事组织为地方组织。并且由领夫制变为领户制，由千夫长、百夫长变为千户之长和百户之长，为新的国家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2.把猛安谋克变为地方行政组织，对旧的氏族制是一次重要的革命，同时维护了新兴奴隶主贵族的势力。

金朝建国后，在天会三年（1125）灭辽，同年大举进攻北宋。与此同时，猛安谋克的制度和组织有了新的发展与扩大。

一是把投降的人民编入猛安谋克。《金史》卷1《太祖本纪》：收国二年，“正月戊子，诏曰：‘自破辽兵，四方来降者众，宜加优恤。自今契、奚、汉、渤海、系辽籍女真、室韦、达鲁古、兀惹、铁骊诸部官民，已降或为军所俘获，逃遁而还者，勿以为罪，其酋长仍官之，且使从宜居处。’”从猛安谋克部来看，过去是女真人，现在还包括有契丹、奚、汉、渤海、系辽籍女真或达鲁古、兀惹、室韦、铁骊等各民族的成员。金朝廷在新占领地区普遍施行猛安谋克制，作为加强中央政府权力的一个手段。根据所统部民的多少，把投降的人的首领分别授予猛安或谋克。如：天辅三年（1119）七月辛亥，辽人杨询卿、罗子韦各率众来降，命各以所部为谋克，“斡鲁等败永昌，挞不野擒永昌以献，戮之于军。东京州县及南路系辽女真皆降。诏除辽法，省税赋、置猛安谋克一如本朝之制”[6]
 。

二是靠扩充猛安谋克的办法，对新占领区进行管理。“其后抚定奚部，及分南路边界，表请设官领守。上曰：‘依东京渤海例置千户、谋克。’”[7]
 时以奚未平，又置奚路都统司。后改为六部路都统司，以奚族人遥辇昭古牙九营为九猛安。[8]


随着金朝的向南推进和占领区的不断扩大，以军事部落武装移民的方式，猛安谋克先后向中原北部迁徙。大致可划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金太祖阿骨打时，把猛安谋克向宁江州、黄龙府和泰州等地迁徙。目的是加强对新占领区的统治，防备当地人民的反抗。另外是为了把本族人安置在比原来更为肥美的土地进行屯田，作为继续向南发展的基地。《金史》卷七十二《银术可传》：“收国二年，分鸭挞阿懒（即雅达澜）所迁谋克二千户，以银术可为谋克，屯宁江州。”卷七十二《娄室传》：“太祖取黄龙府，娄室请曰：‘黄龙一都会，且僻远，苟有变，则邻郡相扇而起，请以所部屯守。’太祖然之，仍合诸路谋克。命娄室为万户，守黄龙府。”《金史》载：“天辅五年，以境土既拓，而旧部多瘠卤，将移其民于泰州，乃遣皇帝昱及族子宗雄按视其地。昱等苴其土以进，言可种植，遂摘诸猛安谋克中民户万余，使宗人婆卢火统之，屯种于泰州。婆卢火旧居阿注浒水，至是迁焉。其居宁江州者，遣拾得、查端、阿里徒欢、奚挞罕等四谋克，挈家属耕具，徙于泰州，仍赐婆卢火耕牛五十。”[9]
 女真居住地，土地多瘠卤，不便于耕种，遂选择新领土中土地比较肥沃而人口稀少的泰州作为移住地区。这次迁移，主要是由于经济方面的需要。

第二个阶段，金太宗灭亡北宋，金朝领土向南扩展到华北，领有中都、南京、河北东西、山东东西，大名、河东南北、凤翔、鄜延、京兆、庆原、临洮等十四路。为巩固新占领地区，猛安谋克将士被安置在边境地区屯田。《金史》卷七十四《宗望传》：“宗望罢常胜军，给还燕人田业，命将士分屯安、肃、雄、霸、广、信之境。”

金朝采取移民的方式，让戍边户防守疆界，给他们一定的土地与耕牛，如戍边户有典质人口者，由官府代赎，一户不足四口者拨给官奴婢，使足定额。自此以后，每年都要迁移新户戍边屯田。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十八载：绍兴三年（金天会十一年）秋九月条：“是秋金左副元帅宗维（宗翰）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汉地。惟金主及将相亲属卫兵之家得留。”《大金国志》卷八《太宗文烈皇帝纪》：“女真，一部族耳，后既广汉地，恐人见其虚实，遂尽起本国之土人棋布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10]
 这是一次较大规模的移民。

第三阶段，为金熙宗皇统五年（1145），“创屯田军，凡女真、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授以官田，使其播种。春秋量给衣马。若遇出军，始给其钱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山之南，淮、陇之北，皆有之，多至六万人，皆筑垒于村落间”[11]
 。《大金国志》屯田载：“今屯田之处，大名府、山东、河北、关西诸路皆有之，约一百三十余千户，每千户止三四百人，所居止处皆不在州县，筑寨处村落间。千户百户虽设官府，亦在其内。”熙宗时期把猛安谋克迁徙入关，较之以前数量增多，并实行“计口授地”。

第四阶段，海陵王完颜亮把金都迁往燕京后，又迁徙上京宗室于河北、山东。其目的是为削弱居于东北女真大贵族的实力，防止内乱。另外也是为加强对华北的控制力量，把女真贵族作为其统治的政治支柱。《金史》卷四十四《兵志》记载：“贞元迁都，遂徙上京路太祖、辽王宗干、秦王宗翰之猛安，并为合扎猛安，及右谏议乌里补猛安、太师勖、宗正宗敏之族，处之中都。斡论、和尚、胡剌三国公，太保昂，詹事乌里野，辅国勃鲁古，定远许烈，故杲国公勃迭八猛安处之山东。阿鲁之族处之北京。按答族属处之河间。”这次迁徙，是把上京女真宗室贵族共计十猛安、三个宗族迁往中都、山东、北京、河间等处。

从这四次大规模的移民来看，属于军事部落移民的性质，其目的是实现其在新占领区的统治。带有奴隶制色彩的猛安谋克向中原封建文明地区的迁徙，使得奴隶制度与封建制度并存。猛安谋克迁入中原后，仍然保有其原来的名称，实际上是把猛安谋克村寨组织原封不动地徙入内地。其结果，由于受中原封建制度的包围与影响，女真奴隶制内部发生了新的质变，使新的封建经济关系急剧增长，同时也加速了奴隶制的解体，而猛安谋克，作为奴隶制的经济基础，也同样走上了崩溃的路程。

（三）猛安谋克的阶级结构

金代猛安谋克组织内的阶级结构，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正口、奴婢口和驱丁。猛安谋克组织内的阶级结构，是由其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并与金代社会性质的转变紧密相连。

女真猛安谋克户称为本户，主要是指女真贵族、平民，其口称正口。猛安谋克户依其所据有的人口、耕地和牛具之数分为上、中、下三等。猛安谋克的阶级与阶层可分为四类。

1.奴隶主

猛安谋克中的上中户，主要是指女真族中的贵族、豪族大奴隶主和中小奴隶主。从猛安谋克官吏和贵族的形成看，由部落长转化为军事首领，进而转化为地方猛安谋克的官吏，并通过授封的形式成为猛安谋克的世官贵族。猛安谋克的世官贵族是承袭或授封的最有权势的大奴隶主。猛安谋克的承袭制度，原则上是父死子继，且必须是由嫡长子来继承，排斥庶子的继承。猛安谋克中的世官贵族奴隶主，享受种种特权，他们既是女真族的统治者，同时也是金政权的统治者。他们的身份随着社会的性质变化而变化，在他们没有转化为出租土地的封建地主之前，是本族的奴隶主。一旦转化为出租土地的封建地主，他们又成为披甲地主。

2.平民

猛安谋克中的下户，他们属于猛安谋克中的平民，是介于奴隶主贵族与奴隶之间的一个阶层，在女真族下户人口中占绝大多数，他们是由氏族社会的一般平民转化来的，绝大多数不占有奴隶或很少占有奴隶，靠自种生活。他们地位很不稳定，有的随时可能论为奴隶，有的也可能上升为奴隶主和统治者。平民受到国家一定的保护，是兵力的主要来源。他们平时耕作，受武艺训练，也随时被征为兵。平民享有从国家分得牛头地和向国家缴纳牛具税的权利和义务。

3.奴隶

猛安谋克中的奴隶以口计，不以户计，被称为奴婢口。女真猛安谋克的奴隶隶属于主人的家籍，不能另外立户。猛安谋克奴隶的来源：一是把战俘转为奴婢；二是把罪犯没为奴婢；三是失约立限，典质或卖身为奴；四是因徭役过重，逃避依附豪族为奴。奴隶没有人身自由，隶属于本主。

猛安谋克奴隶是生产的主要担当者，其人口在猛安谋克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大定二十三年（1183）八月，猛安谋克户口调查的结果是：“户，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六（内正口四百八十一万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万五千九百六十七）。在都宗室将军司，户一百七十，口二万八千七百九十，内正口九百八十二，奴婢口二万七千八百八。”[12]
 奴婢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占正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八。

奴婢允许买卖。《金史》卷四十六《食货志》记载：“（大定）二十年，以上京路女真人户规避物力，自卖其奴婢，致耕田者少，遂以贫乏。诏定制禁之。”奴婢是猛安谋克户的重要财产，一户占有奴婢的多少，是区分贫富的重要标准之一。但是，奴婢的分配是极不均等的。女真宗室贵族和皇室占有绝大多数的奴婢。大定二十三年（1183）八月的猛安谋克户口调查的结果表明，在全国正口数中，平均每10口占有2.8个奴婢。而在都宗室将军司，平均每个正口占有29.3个奴婢，远远高于全国平均率。《金史》卷八十《突合速传》记载，突合速拥有奴婢二千余口。而拥有奴婢最多的，当然要属皇帝。金世宗“朕之奴婢万数”。

猛安谋克户内的奴婢可以转为隶属于本部的正户。其途径有：一是充当谋克户之奴婢，可以免为良；二是与良人通婚，也可变为正户。《金史》卷四十六：“大定二十三年，定制：女真奴婢如有得力，本主许令婚聘者须取问房亲及村老给据，方许聘于良人。”奴婢一旦聘于良人，就成为正户，但仍隶本部。

4.驱丁

金代的驱，目前尚有不同看法，占有驱的主要是女真猛安谋克户和契丹人户。驱是作为奴隶主家族的私属而另立门户。这是区别驱与奴隶不同的重要一点。《金史》论及猛安谋克奴婢从不称丁，也不称户，只有官奴婢称为“监户”、“官户”，但不属于猛安谋克的奴隶。驱是以丁、户计的，他不同于奴隶，但也不同于一般编户（良民），当是介于奴隶和一般良民之间的一个阶级，即是猛安谋克部内的农奴。

金代军制中有驱军，是由解放原辽时奴婢为良后而编制的，说明他们为驱军后，其原有的奴隶身份已改变。辽代的寺院二税户到金朝沦为奴隶，被放免的二税户有两个途径：一是为良（一般良民）；二是为驱（私属的农奴）。

猛安谋克的阶级结构，主要是由奴隶主、平民和奴隶所构成，奴隶主与奴隶是猛安谋克中两个基本对立和相互依存的阶级。平民是介于奴隶主与奴隶间的一个阶层，女真族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主要是通过把土地出租给汉人和变女真平民为封建的自耕农而完成的。

（四）猛安谋克的组织结构

金代猛安谋克的组织结构，包括行政组织系统与军事组织系统两方面内容。行政组织系统，是猛安谋克与村寨组织结合后的产物，它与汉人的州县制并存，互不干涉，从而形成具有民族区域特点的行政组织系统。而军事系统是由氏族社会末期围猎组织转为防御外来侵犯的常备队伍，从而演变为单纯的军事组织系统。猛安谋克的两重组织结构成为金代女真的重要制度和体系，并在金朝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

1.行政组织系统

猛安谋克的行政组织系统确立于建国前夕。《金史》卷一二八《循吏传序》：“金自穆宗号令诸部不得称都勃堇，于是诸部始列于统属。”太祖“命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一如郡县置吏之法”。金太祖用猛安谋克的组织形式，以户为单位，建立地方行政统治机构，设置官吏进行管理。

猛安谋克由军事组织发展为地方行政组织，是由氏族制末期出现的具有地区特点的部落组织转化而来的，即以原来地区氏族部落为基础，按照猛安谋克的组织形式对地方行政的统治机构进行新的改编，形成地方行政组织系统。地方猛安谋克组织的产生与氏族部落有关，谋克本义为氏族，猛安在《金史》中称为“猛安部”，这种氏族、部落是新出现的与血缘的氏族部落不同的地区氏族和部落。《金史》卷四十六《食货志》：“猛安谋克村寨，五十户以上设寨使一人，掌同主首。”女真每个族帐不过三五十家，一个村寨可能是由同一族帐人所居，这是建国后聚族而居的特点还能保存的原因。大定二十年（1180），世宗谓宰臣：“猛安谋克人户，兄弟亲属若各随所分土，与汉人错居，每四五十户结为保聚，农作时令相助济，此亦劝相之道也。”[13]
 每四五十户结为保聚，聚族而居，但同时又与汉人杂错而居，即族帐的聚居与地域村寨结合，而地区的氏族组织与领百夫谋克结合，以统诸村寨；地区部落与领千夫的猛安结合，以统诸谋克。从而领夫的谋克、猛安适应这种改革，便成为领户的地方官吏。

2.军事组织系统

猛安谋克源于氏族社会的围猎组织，最初是以此种组织进行狩猎生产，同时为防御外来侵犯，而编成队伍。到氏族社会末期，出现常备军队，这种组织系统便演变为单纯的军事组织系统，建国后便成为金朝廷对内镇压人民，对外防御和扩张的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

金代猛安谋克军事组织系统是逐步完善的。“凡猛安之上置军帅，军帅之上置万户，万户之上置都统。然时亦称军帅为猛安，而猛安则称亲管猛安者。”[14]
 太宗天会元年（1123），以袭辽主所立西南都统府分为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府。三年（1125），以伐宋，更为元帅府，置元帅及左、右副，左、右监军，左、右都监。

海陵天德二年（1150）八月，改诸京兵马都部署司为本路都总管府。海陵天德三年（1151），以元帅府为枢密院，罢万户之官。

章宗泰和年间，枢密院每行兵则更为元帅府，罢则复为院。自海陵之后，猛安谋克军事系统基本无大变动。

从猛安谋克的军事组织结构上看，有三方面的内容：一为军事屯田；二为军事作战；三为行军组织。

军事屯田，谋克的第一项职能就是“抚辑军户”。这里的军户即指军屯户。早在太祖年间，猛安谋克就兼有这种军事屯田的职能：《金史》卷七十二《银术可传》：“收国二年，分鸭挞阿懒所迁谋克二千户，以银术可为谋克，屯宁江州。”《大金国志》卷三十六《屯田》：“创屯田军、凡女真、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授以官田，使其播种。”金代屯田历经金朝各个时期，直至金亡。宣宗贞祐三年（1215），“河北军户徙居河南者几百万口”。[15]


猛安谋克作为一种军事组织，军事作战是它的重要内容。《金史》卷八十一《蒲察胡盏传》：“蒲察胡盏……天会三年，大军攻太原，城中出兵万余来战，胡盏以所领千户军击之。”《金史》卷六十六《合住传》：“合住……长子布辉，袭其父猛安，授昭勇大将军。海陵伐宋，以本猛安兵从。”上面文中都是记述的金初与海陵时期的伐宋战争，猛安谋克作为军事将领，在军事作战中率军作战。猛安谋克的兵士是军事作战中的主要力量。

猛安是军队作战中的大的兵团组织，统辖十谋克兵力，千人左右。猛安下的谋克，统辖百人左右。一谋克统辖两蒲辇，一蒲辇为五十人。蒲辇又称牌子头。《金史》卷五十八《百官志》记载：“收国二年九月，始制金牌。后又有银牌、木牌之制。盖金牌以授万户，银牌以授猛安，木牌则谋克、蒲辇所佩者也”。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之《女真记事》记载了女真猛安谋克的行军组织概况：“初叛之时，率皆骑兵，旗帜之外，各有字记小木牌子，系马上为号。每五十人分为一队，前二十人全装重甲持棍枪，后三十人轻甲操弓矢。”由蒲辇掌管的五十人中，由“全装重甲”的甲军正军和“操弓矢”的阿里喜两部分人组成。

（五）猛安谋克的官职结构

猛安谋克的官职结构，包括行政组织官职构成和军事组织官职构成两大部分。

行政组织官职构成

作为行政组织的猛安，相当于防御州级的防御使，谋克相当于县级的县令。《金史》卷四十六《食货志》：“村社三百户以上则设主首四人。二百以上三人，五十户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以佐里正，禁察非违，置壮丁，以佐主首，巡警贼盗，猛安谋克部，村寨五十户以上，设察使一人，掌同主首。”猛安谋克部的村寨是最基层的行政单位。村寨里面负责的行政官员为寨使，除禁察非违、巡警盗贼等行政事务以外，还负责管理户籍、征税等。“凡户口计帐，三年一籍。自正月初，州、县以里正、主首，猛安谋克则以寨使，诣编户家责手实，具男女老幼年与姓名，生者增之，死者除之。”[16]


猛安谋克的办公地点，“所居止处，皆不在州县，筑寨处村落间，千户百户虽设官府，亦在其内”[17]
 。

猛安为从四品官。辖谋克。它的职掌是：修理军务；训练武艺；劝课农桑；其余任务与防御使同。谋克为从五品，隶属猛安，其职掌是：抚辑军户；训练武艺；惟不管常平仓；其余任务与防御使同。猛安谋克既管军事，又管民政。但在具体分工上有所侧重。猛安主管军事，谋克主管民政，但又都兼管民政军事两方面。

军事组织官职构成

猛安谋克的军事组织官职构成较行政组织官职构成复杂。这是因为金朝在作战时，较平时用人为多，且情况复杂，军中分兵种较细等原因造成的。《金史》中记载了下述几种军职的由来。

行军猛安、行军千户：“唐括德温……遇敌兵甚众，战败之。太祖赏赉甚厚，授行军猛安。”[18]
 “李石……天会二年，授世袭谋克，为行军猛安。”[19]
 “忽
 ，天誉三年，权猛安。皇统元年，为行军猛安。”[20]
 “（天兴二年），用行台公荐，宣授行军千户，仍赐金符。”[21]
 文中所述授予的行军猛安，行军千户，均在太祖，太宗、熙宗、哀宗等朝廷对辽、宋作战之时。行军猛安，行军千户之职是临时性的，是战争期间授予的一种新职。

押军猛安、谋克[22]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五：“建炎三年（金天会七年）十二月九日癸未，知余杭县事曾恩叛附金人……金人差押军毛毛可（谋克）问知县安否，委勃堇二员同治县事。”“乌古论粘没曷……天德二年，袭谋克。海陵伐宋，为押军猛安。”[23]
 泰和六年（1206）九月，“同知会州事女奚列南家，押军猛安粘割撒改，率兵千人，出大宁谷，取西山寨。”[24]
 “大安二年，押军千户夹古王家奴以马授弼，遂得免。”[25]


上述记载有关押军猛安、谋克，从金初太宗天会七年（1129）至金末哀宗大安二年，可知押军猛安谋克在金朝始终存在。此外，押军猛安的授予，多超过其前职。如乌古论粘没曷即由谋克而为“押军猛安”。此外还有无官职之人。如：“女真人授忠显（从七品下），余人授忠翊（正八品下）。押军猛安无官者，女真人授敦信，（敦信疑为昭信，正七品下），余人授忠武（从七品上）”。

押军猛安谋克的任职，有的为正四品上，有的为无官品者，战时押军猛安谋克是作为军队中的一种特殊的官职而存在。《金史》卷五十二《选举志》：“（大定）二十年制：以先曾充军管押千户、谋克、蒲辇二十年以上，六十五岁放罢者，视其强健者，与差除令系班，不则量加迁赏。”从文中提的“以先曾充军管押千户、谋克、蒲辇二十年以上”来看，押军猛安、谋克是一种长期的管押军队的官职。[26]


此外，还有甲军、步军猛安谋克和马军猛安谋克之分别。《金史》卷四十四《兵志》：河南、陕西、山东路统军司、镇防甲军、马军猛安、钱八贯、米五石二斗、绢八匹、六马刍粟。谋克，钱六贯、米二石八斗、绢六匹、五马刍粟。步军猛安，马二匹。谋克，马一匹，刍粟，每马给刍一束，粟五升。步军猛安谋克与马军猛安谋克是指金人军队中的兵种之别。步军猛安谋克是统帅步军的军事官员，马军猛安谋克则是统领马军的军官，特指金代的骑兵。甲军猛安谋克，则指的是佩甲的猛安谋克，金军中，佩甲的军士为正军，是与阿里喜相对称呼的。因此甲军猛安谋克系指统领佩甲的正军的猛安谋克。

权猛安、权谋克

这是金代军队中的又一职别。《金史》卷一二○《忽
 传》载：“天眷三年，权猛安。皇统元年，为行军猛安。”《金史》卷八十七《纥石烈志宁传》：“猛安三百贯，谋克二百贯，蒲里衍一百贯，权猛安二百贯，权谋克一百五十贯，权蒲里衍七十贯。”从文中看，猛安、谋克排在权猛安、权谋克之前，且给钱多于权猛安、权谋克（猛安三百贯，谋克二百贯，蒲里衍一百贯，权猛安二百贯，权谋克一百五十贯）由此看来，权猛安相当于谋克，亦即副猛安。权谋克在谋克之后，在蒲里衍之前，相当于副谋克。因此说，权猛安、权谋克是猛安谋克的副职，协理猛安谋克。权谋克下设蒲辇。

综上所述，金代的猛安谋克军事组织官职构成，有行军猛安谋克、押军猛安谋克、步军猛安谋克、马军猛安谋克、甲军猛安谋克，此外还有权猛安、权谋克。

猛安谋克自创立以后，随着金朝的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逐步成为一种封爵的称号。熙宗之前多因立军功而授予猛安谋克，熙宗之后，则授予宗室贵族及有特殊功绩者，遂成为一种荣誉的封爵称号，授予的对象是：

一是授予于国有功人员：“彀英……（大定）二年正月，至南京，遂复汝、颖、嵩等州县，授世袭猛安。”[27]
 “阿鲁补……皇统五年，为行台参知政事，授世袭猛安，兼合扎谋克。”[28]


二是授予女真宗室贵族：“文，本名胡剌，皇统间授世袭谋克，加奉国上将军，居中京。”[29]
 “享，本名孛迭，熙宗时封芮王为猛安，加银青光禄大夫。”[30]
 “爽，本名阿邻，天德三年，授世袭猛安，正隆二年，除横海军节度使。”[31]
 第一例中，文是太祖第二子宗望的儿子，第二例亨为太祖第四子宗弼的儿子，第三例中爽为太祖的儿子，他们在熙宗、海陵时均因是宗室而被授予世袭猛安谋克。

世宗时期授予宗室猛安谋克更为集中。大定十一年（1171）十二月，“乙丑，赵王永中，曹王永功，俱授猛安，仍命永功亲治事，以习为政”[32]
 。卫绍王永济，“（大定）十一年，封薛王，是岁，进封滕王。十七年，授世袭猛安”[33]
 。上面几例中被授予世袭猛安谋克的都为皇子，可见世袭猛安谋克的地位相当重要，它日益变为一种封爵的荣誉称号。其级别也远远高于以前所授予的一般猛安谋克。“克宁至京师，复拜平章政事，授世袭不扎土河猛安，兼亲管谋克。”[34]
 “守道……迁右丞相，监修国史，复迁左丞相（十八年），授世袭谋克。”[35]
 徒单克宁与左丞相守道都是从一品的中央最高一级的官员，他们分别在大定年间被授予世袭猛安、谋克，说明世袭猛安谋克的地位相当高。与建国初期相比，授予的标准也更加严格了。从一品的金朝中央高级官员被授予世袭谋克，说明猛安谋克已成为一种封爵的称号。

（六）猛安谋克的整顿与崩溃

猛安谋克组织在金代社会发展中，由于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原因，曾发生过各种矛盾与危机。为了巩固、加强猛安谋克组织，金朝统治者曾几次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金朝末年，随着金朝封建化的完成与金代社会危机的加剧，猛安谋克最终也走上了崩溃的道路。

1.熙宗、海陵时期的整顿与调整

熙宗、海陵时期，曾对猛安谋克组织进行了整顿，其目的是为了把其兵权收归于女真人所掌握，以强化猛安谋克组织。据《金史》卷八十《大
 传》记载：“天眷三年，罢汉、渤海千户谋克，以
 旧臣，独命依旧世袭千户。”此段记载罢汉人、渤海人猛安谋克，是在天眷三年（1140）。

对猛安谋克的第二次整顿措施，是在皇统五年（1145）。制定了猛安谋克的等级制。“熙宗皇统五年，又罢辽东汉人，渤海猛安谋克承袭之制，浸移兵柄于其国人。乃分猛安谋克为上中下三等，宗室为上，余次之。”[36]
 可能以女真宗室贵族为上等，以女真人为中等，以杂有奚、契丹、汉人的为下等。从此，成为猛安谋克则必须建有特殊功绩。因此，皇统末年以后授予的猛安谋克称为世袭猛安谋克。这个整顿措施的意义，是把猛安谋克置于国家权力控制之下，以女真宗室为统治核心，从而确立了女真族猛安谋克的等级制。

2.世宗与章宗时期的整顿

由于猛安谋克内部封建关系的增长，使得猛安谋克内部产生了贫富分化与矛盾。世宗即位后，为了巩固猛安谋克，采取了各项措施进行全面整顿。

其一，制定世袭猛安谋克的迁授格。大定二年（1162）二月，“定世袭猛安谋克迁授格”。[37]
 并在同年，对陕西的猛安谋克将士实行晋升官职，多则两资，少则一资。大定三年（1163），“凡有功将士，猛安谋克并如陕西迁赏，蒲辇进官三阶，重彩三端、绢六匹；旗鼓笛手、吏人各赐钱十贯”。接连两次的进阶升职，可能都以大定二年二月制定的迁授格为依据。世宗制定的猛安谋克迁授格，对以前保有特殊地位的猛安谋克，赋予了国家官吏的待遇，在组织上整顿、控制已陷入混乱状态的猛安谋克。

其二，是关于猛安谋克的精简、恢复与新授。大定七年（1167），对海陵时无功授予猛安谋克者，皆罢之。并重新恢复了一些猛安谋克，对那些有才能的人重新录用。其目的是打击海陵时期残存的势力，整顿猛安谋克组织。大定二十年（1180），又新定猛定谋克。其原因是：“以祖宗平定天下以来，所建立猛安谋克，因循即久，其间有户口繁简、地理远近不同，又自正隆之后所授无度，及大定间亦有功多未酬者。遂更定以诏天下，复命新授者并令就封。其谋克人内有六品以下职及诸局承应人，皆为迁之。三从以上族人愿从行者，猛安不得过十户，谋克不得过六户。”上文据《金史·兵志》载，大定二十年（1180），又新授一批猛安谋克，以加强猛安谋克组织。

其三，重新规定猛安谋克户的构成户数。由于猛安谋克内部领户制的混乱，大定十五年（1175）十月，世宗派吏部郎中蒲察兀虎等十人，分行天下，再定猛安谋克户，规定：“每谋克不过三百，七谋克至十谋克置一猛安。”

其四，罢契丹猛安谋克以扩充女真猛安谋克。正隆六年（1161），契丹人撒八举行反金起义，大定三年（1163）八月，世宗“诏罢契丹猛安谋克，其户分隶女真猛安谋克”[38]
 。解散后的契丹猛安谋克户，被编入女真猛安谋克部中。对没参加叛乱的契丹人，重新编为猛安谋克部。任命那些没有参加叛乱的契丹官吏为猛安谋克头目。[39]


其五，对猛安谋克户进行迁徙。大定十九年（1179），“以按出虎等八猛安，自河南徙置大名、东平之境”[40]
 。大定二十年（1180）十月，“诏徙遥落河，移马河两猛安于大名、东平等路安置”[41]
 。迁徙契丹两猛安是为使他们与女真猛安杂居通婚，不生异意。变异己力量为内聚力量，以维护其统治。

此外，在大定二十三年（1183）、大定二十四年（1184）还分别迁徙猛安谋克于河间、上京。《金史》卷四十四《兵志》：“二十三年，遣刑部尚书移刺慥，迁山东东路八谋克。处之河间……其未徙者之地，皆薄恶且邻寇。遣使询愿徙者，相可居之地，图以进。”这次迁徙的目的是为了救济土地贫瘠的贫困户。大定二十四年（1184），“徙速频，胡里改三猛安二十四谋克，以实上京”。[42]
 这次迁徙的真实意图有二：一是充实上京的防御力量；二为借此把强大的速频、胡里改猛安的势力削弱。

其六，防止女真人汉化，提倡旧俗，积聚力量，以维护猛安谋克的统治地位。金世宗时期，由于猛安谋克迁入中原后与汉人杂居，沾染汉人习俗，金世宗为防止女真人汉化，以猛安谋克自为保聚，其田土与民田犬牙相入者，互易之。他提倡女真旧俗，提倡大家族的生产，使女真人“每四五十户结为保聚，农作时令相助济”。[43]
 金世宗用“保聚”、“令相助济”等办法，使女真人猛安谋克坚持实行家族奴隶制的经营方式，避免独立的个体家庭的发展，防止女真人向封建地主转化。

章宗即位后，由于北边各民族的兴起，构成了对金朝西北边境的威胁。而金朝的猛安谋克，在章宗时代，受汉化的影响，猛安谋克内多趋向文弱奢侈，骄惰成习，不习农耕，转而贫困。为整顿猛安谋克，提高其战斗力，章宗采取了整军、劝农两项重要措施，以图挽救已经走下坡路的猛安谋克。

整军：这项措施的目的是提高猛安谋克的战斗力，以应付西北边境上日益吃紧的形势。首先允许猛安谋克在冬月狩猎，“每次不得过十日，可畋猎二次”。[44]
 并且下令诸路猛安谋克农隙讲武，如有怠惰者罚之。在承安年间制定了猛安谋克军前怠慢法和猛安谋克斗殴杀人法，如犯有这两项罪恶都要被罢免世袭制。世袭制是猛安谋克所享有的最重要的特权。用剥夺世袭制来处分那些犯法的猛安谋克，是章宗为整顿猛安谋克而采取的严厉措施之一。

劝农：章宗时期，由于汉化的影响，女真猛安谋克多趋于奢侈，追求享乐，转而骄惰成习，日益贫困。为扭转这种弃本逐末的风气，章宗再三派人监督劝农。“明昌五年二月，陈言人乞以长吏劝农立殿最，遂定制‘能劝农田者，每年谋克赏银绢十两匹，猛安倍之。县官于本等升五人。三年不怠者猛安谋克迁一官，县官升一等。田荒及十之一者笞三十，分数加至徙一年。三年皆荒者，猛安谋克追一官，县官以升等法降之’。为永格。”[45]
 为抑奢侈、骄惰之风，朝廷下令禁止军人所授田地向外承佃。有毁树木、卖田地的，要给予处罚。“定屯田户自种及租佃法”，以禁止猛安谋克向外出租田地。章宗采取的整军、劝农措施，从当时的情况看，是很必要的，从总体上推迟、延缓了猛安谋克衰亡的过程，使之没有发生大的危机。

3.整顿后的猛安谋克及其崩溃

世宗、章宗时期，曾对猛安谋克进行了多次整顿，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整军措施实施后，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战斗力，明昌末年，曾对西北边军事防御上起了积极的作用。泰和年间的对宋作战，取得了和约的胜利。这些都是整顿军队的结果。但是世宗、章宗时期的整顿，旨在加强对猛安谋克的控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猛安谋克自身存在的种种弊端，这种种弊端，是伴随着猛安谋克封建化而同时产生的，有其必然性，并不是靠几次整顿就能够消除的。这种种弊端导致猛安谋克的崩溃，其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猛安谋克在封建地主化后，受汉文化的熏染，争趋文墨，失去了原来彪悍善战的习性。生活腐化、骄惰，为了追求享乐，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断地靠毁树木、卖田地来满足其享乐的需要。猛安谋克“往往骄纵，不亲稼穑，不令家人农作，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46]
 。

二是猛安谋克漫无纪律，骄横不法，士气低落，战无斗志。生活上的腐化堕落，导致军事上的战无斗志。《金史》卷一○二《完颜弼传》：“今外兵日增，军无斗志。亦有逃归而以战溃自陈者，有司从而存恤之，见闻习熟，相效成风。”军官则受贿不法，制度混乱，因而朝廷不断颁发法令加以限制，结果更加衰落。侯挚于贞祐三年（1215）四月上奏：“从来掌兵者多用世袭之官，此属自幼骄惰不任劳苦，且心胆懦怯何足倚办。宜选骁勇过人，众所推服者，不考其素用之。”[47]
 猛安谋克军队毫无斗志，腐败堕落，是其全面崩溃的主要原因。

三是官多兵少，有名无实，内部空虚。[48]
 这是猛安谋克在军事组织上的表现。《金史》卷一○九《陈规传》记载，当时军官数多，从千户而上有万户，副统、都统、副提控，“十羊九牧，号令不一，动相牵制”。军队的编制，每二十五人为一谋克，四谋克为一千户（猛安），谋克下设蒲辇一人，旗鼓司火头五人，而能够担任作战的才有八人而已，此外还要为头目选其中壮健的给予使命，这样，一千户所能统领的不到一百人，猛安谋克军事组织已名存实亡。

四是将帅丰饱、士卒饥寒、人民破产。猛安谋克不仅军事组织破坏、战斗力丧失，而且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和国家财政困难，军队给养不足，士卒饥寒，加剧侵夺百姓，其崩溃瓦解之势更无法遏制。《金史》卷一○九《陈规传》记载：“古之良将常与士卒同甘苦，今军官既有俸廪，又有券粮，一日之给兼数十人之用。将帅则丰饱有余，士卒则饥寒不足，曷若裁省冗食而加之军士哉。”金朝廷只有加强对人民的剥削来养活军士。金朝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养军士，最后竟连京城也不能保住，束手待毙，终至亡国。

二　路、府、州、县制

金代在地方设置路、府、州、县制。金代京制主要是承袭辽制。“袭辽制，建五京，置十四总管府，是为十九路。”[49]
 辽建有五京，即上京、中京、东京、南京、西京。金太祖攻占辽五京后，仍然沿袭并设置五京。煕宗即位后，以其初兴之地建为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把辽上京改为北京，将五京发展为六京。海陵迁都南京（今北京）后，削去上京之号，改南京为中都，改原辽中京为北京，改原来北宋的东京为南京（今开封），辽的东京和西京不变。世宗即位以后，于大定十三年（1173）重新恢复上京之号，最后确立了金代一都五京制度（即中都、上京、东京、南京、西京、北京）。金代于五京各设留守一员，兼本京府府尹及本路兵马都总管事，管辖本京府和本京路一切军政事务。

金太祖、太宗时期，仿照辽宋制度，在原来的辽宋占领区设置了路一级行政机构。据《金史·地理志》记载，当时的路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万户路，统军司、兵马都总管府路，如蒲与路、胡里改路等为万户路；乌古敌烈设统军司；合懒路置总管府。设在女真内地，带有军政合一性质；第二种是都统、军帅司、留守司路，主要设置在原来辽人统治地区；第三种是兵马都总管府路，统军司路，主要设置在原北宋地区。金初，三种路制有其共同特点，即以军事统辖为主。熙宗即位以后，对原来的路制作了大规模调整，将女真、辽、宋路制融会贯通，在全国推行统一的路制。经过金熙宗、海陵、世宗、章宗的多次省并，泰和五年（1205）将临潢府路并入北京路，为19路。

熙宗时期，分为五京等京级路和一般的路两种。京级路设兵马都总管，掌握一路的军事、政治、经济和司法大权。上京、东京等京级路设有提刑司，后改按察司及安抚司，长官称“使”，掌审刑狱、纠弹官吏，兼管劝农等事。有的京级路设转运司或都转运司，有使、副等官员，掌管规措钱谷、仓库出纳和度量制度等。一般的路为总管府路，设兵马都总管掌管本路军事、政治、经济和司法大权。还有低于总管府路、相当于州一级的路，如上京路下辖的蒲与路、合懒路、恤品路、胡里改路，东京路下辖的曷苏馆路、婆速府路等。

府的设置分为两种。一种是总管府，为各路所设首府，一般由各路兵马都总管兼任府尹，管理本府军事，下设同知都总管、副都总管等。另一种为一般的府，称散府，分上、中、下三等，与州平级，长官称府尹，掌管民政而不管领军事，下设同知、少尹、府判等官员[50]
 。

州是金人占领辽宋地区以后设立的地方一级机构。熙宗后，州级设置逐渐统一，主要分为节镇州、防御州、刺史州三类[51]
 。节镇州设在军事要地，长官称节度使，统领军队并兼管本州政务，下设同知节度使、副使等。防御州长官称为防御使，掌管防御盗贼及本州政务等事，下设同知防御使等官员。刺史州长官称刺史，专掌本州行政事务，不统领军队。

县是金人仿汉官制度设置的地方基层机构，分为赤县、次赤县、诸县三类。赤县为中都路大兴府所属大兴、宛平等县，设令一员、丞一员、主簿一员、尉四员；次赤县又分剧县、次剧县和京县三种，剧县是民户在2.5万户以上的大县，次剧县是民户在2万户以上2.5万户以下的县，京县是指在京城附近的县，次赤县设令一员、丞一员、主簿一员、尉一员；诸县是指2万户以下的县，分上、中、下三等，2万户以下、万户以上为上县，万户以下3000户以上的县为中县，3000户以下的县为下县，诸县中的上县设令一员，下设县丞一员、主簿一员、县尉一员，中县不设县丞，下县不设县尉，以主簿兼之。[52]


三　城市管理制度

金代城市管理制度，是随着城市的兴起而出现的，特别是占领原辽、宋城市后，为维护城内秩序，管理城市居民，城市管理制度逐渐建立、恢复和完善起来。城市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对促进金代城市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一）金代城市的兴起及其管理

金代女真人所建城市始兴于建国后，初为军事防御性质的城堡。太祖二年，“召官僚耆旧，以伐辽告之，使备冲要，建城堡，修戎器，以听后命”。[53]
 这个时期“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在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54]
 金朝建国前后正处于这一由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向文明时代的过渡时期。城，主要是为了防卫，并用城墙等围起来。市，则是指进行交易的场所，这两者都是指城市最原始的形态。《辞源》中，城市被解释为人口密集，工商业发达的地方。金太宗时期，城市草创。当时的皇城建设得很粗糙：“有阜宿围绕三数顷，并高丈余，云皇城也。”“山棚之左曰桃源洞，右曰紫微洞，中作大牌，曰翠微宫。高五七丈，建殿七栋，甚壮，榜额曰乾元殿，阶高四尺许。阶前土坛，方阔数丈，名曰龙墀。殿内，以兵数十人分两壁立。四面兴筑，架屋数千百间。”[55]
 皇城明显地是由城堡扩筑而成，极其简陋，并具有契丹宫卫建筑的风格和特点。被称为“皇帝寨”、“国相寨”、“太子庄”。后来“升‘皇帝寨’为会宁府，建为上京。[56]
 这是女真城市发展史中的重大变化。

金朝在占领原辽、宋城市后，一是如何把女真族城堡发展为“一如郡县之制”的符合于女真社会制度的新城市；二是如何恢复、发展新占领地的旧有城市，并相应地建立这两种体系的城市管理制度，以加强对人民的监督与统治。

金代城市管理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金初至太宗时期，后期为熙宗至金末。

金代城市管理的前期，正值金朝初建，百废待兴。金上京建设刚刚起步，新占领的原辽、宋城市急需管理。金朝统治者明智地选择了采用辽宋旧制，任用辽宋旧官吏进行城市管理。金太祖下诏：“……号令所加，城邑皆下，爰嘉忠款，特示优恩，应在彼大小官员可皆充旧职，诸囚禁配隶并从释免。”[57]


金初在新占领的辽、宋城市袭用辽宋之制，金内地则用女真旧制。“初，太祖定燕京，始用汉官宰相赏左企弓等，置中书省、枢密院于广宁府，而朝廷宰相自用女真官号。太宗初年，无所改更。及张敦固伏诛，移置中书、枢密于平州，蔡靖以燕山降，移置燕京，凡汉地选授调发租税皆承制行之。故自时立爱、刘彦宗及企先辈，官为宰相，其职大抵如此。”[58]
 “国主又于燕京建行台尚书省，除杜充、刘筈同签尚书省事，时杜充为三司使。”“国中主计之任在燕山曰‘三司’，在云中曰‘转运’，在中京曰‘度支’，上京曰‘盐铁’，东京曰‘户部’，时杜充在燕京，就用之也。”[59]
 可见，金初设在京府的行政机构，基本沿用辽宋之制。金代城市管理的前期为辽宋之制与女真旧制并用，封建制度与奴隶制度并行不悖。

金朝城市管理的第二个时期，为金熙宗时期至金末。这是金代城市管理制度的发展、成熟期。金在这个时期，经过熙宗、海陵、世宗朝几次修订，金代城市管理逐步完善化、制度化。首先，金熙宗废除了女真族固有的勃极烈制，采用汉官制。天会十五年（1137），罢刘豫傀儡政权，置行台尚书省于汴京，天眷元年（1138），又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金中央设三省六部。地方则分全国为十九路（治所置有五京十四总管府）分镇各地。路相当于现在省一级的行政设置。路府之下置州县以及与州县并行的猛安谋克。以猛安比防御州，以谋克比刺史。海陵时期行政设置上的一个变化，是罢诸路万户，设置节度使，使上京地区的地方建置与全国统一[60]
 。章宗时，对以往城市管理制度有所调整，使金代城市管理更适合金代社会的发展。一是设置九路提刑司（后改为按察司），兼管劝农、宣抚、采访等事。二是在泰和年间，置京东、京西、京南三路行三司，掌劝农催租、军须科差、盐铁酒鞠等事。三是在北京、汴京、陕西等金宋、金蒙交界地区设置行省。出于战时的考虑，“许以便宜从事”。[61]
 四是对礼乐、刑政制度，更定修改。“时金有国七十年，礼乐刑政因辽、宋旧制，杂乱无贯，章宗即位，乃更定修正，为一代法。其仪式条约，多守贞裁定，故明昌之治，号称清明。”[62]
 章宗时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对沿袭的辽宋制度进行更定修正，添设相应的机构，使之规范与统一，城市管理由初期的两套体制逐步走向同一，形成了以女真人统治为中心和以汉制为主的城市管理体系。

（二）金代城市管理的内容

金代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是从事各种行业的人们的聚居地。金代城市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行政管理、经济管理、文化教育、城市建设、安全防卫等方面的内容。

1.行政管理

金代城市的行政设置，属于地方的行政设置。各京设府尹，掌管宣风导俗、肃清所部等事宜。设立府判、推官各一员，府判职掌纪纲众务，分判吏、户、礼案事，专管通检推排簿籍。推官分判兵、刑、工案事。各京设留守司，本府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设留守、副留守、留守判官、通事、知法等。金上京和金五京留守多为女真宗室贵族担任。这是由于“上京王业所起，风俗日趋诡薄，宗室聚居，号为难治”。[63]
 五京，一般是留守兼本路兵马都总管，主管军事，五京是金代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全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此职不轻易授予外人。据不完全统计，任上京留守的有：太祖之孙完颜奭、阿琐、蒲察通、夹谷衡、彀英、完颜齐等。任东京留守的有：太祖之子宗隽、宗敏、金世宗完颜雍、宗弼之子完颜亨、宗懿、完颜谋衍、完颜晏、彀英等。任北京留守的有：景宣皇帝之孙完颜元、完颜卞。任西京留守的有：宗贤、完颜奭、彀英、按答诲、守贞等人。任中都留守的有太祖之子宗强、太宗之子宗固以及完颜奭、银术可等人。任南京留守的有宗贤、完颜育等人。章宗明昌三年（1192），制定提刑司条制。后来把提刑司改为按察司。其职责是镇抚人民，讥察边防军旅、审录刑事。金改按察司为安抚司，设使、副使、签按察司事、判官等。掌审察刑狱，照刷案牍、纠察滥官吏豪猾之人、私盐酒麴并应禁之事，兼劝农，与副使、签事更出巡察。担任按察使的多为女真人。金末由于内乱迭起，金朝起用一些汉人为安抚使，以镇抚人民，维护统治。侯小叔为河东南路安抚副使；耿端义为山东安抚使。石抹元毅，明昌年间为大名等路提刑判官；乌古论仲温，大定年间为河东路提刑判官（以上均见《金史》中人物传）。由上可知，女真人多任按察司要职，主要是出于控制军事要地的考虑。海陵曾对完颜亨说：“太宗诸子方强，多在河朔、山东、真定据其冲要，如其有变，欲倚卿为重耳。”[64]


金朝在城市行政管理方面，出现新的变化。一是在城市的坊之上，出现厢一级的组织。《金史》记载：“管勾四员，正九品，各以两员分左右厢，掌官房地基、征收官钱，检料修造摧毁房舍。攒典，左右厢各五人，掌征收及检料修造房屋之事。库子，左右厢各三人，催钱人，左右厢各十五人。又别设左厢平乐楼花园子一名，右厢馆子四人。”[65]
 可见，中都掌管官房地基和修建房屋的店宅务，是按左、右厢进行分工的。左、右厢管理人员共设五十五人，其中左厢二十六人，右厢二十九人，城市的街道划分，也是以左、右厢为区划统一管理。左右厢可以看做金代城市中基层行政区划。苏嗣之就曾任汴京厢官。二是金朝已设立“行省”这一行政机构。“行省”为“行尚书省”的简称，应战时需要而设立的临时性行政机构。此外还有“行六部”、“行枢密院”、“行元帅府”等机构。“行省”一般多设在金宋、金元、金夏的边界处，如陕西行省、河东行省、关陕行省等。朝廷委派大臣前去统领。如丞相完颜赛不领陕西行省、徒单兀典领关陕行省。行省虽属战时的临时性机构，但自设立之后，并未撤除，直至金亡。元朝的行省就是以金行省为基础建立的。

2.经济管理

金在中都路设都转运司，并在全国设转运司十三处，专管钱谷、赋税、仓库出纳、权衡度量之制。担任转运使的汉人居多。例如：康渊为中都路都转运使、河北东路转运使；刘豫之子刘麟，为北京路都转运使、燕京路都转运使、上京路转运使；张浩为燕京路都转运使；黄掴九住为河东北路转运使；高锡为北京、辽东转运副使；李师夔为东京路转运使、改陕西东路转运使；李三锡为河北西路、北京路都转运使；徒单铭为河东北路按察使兼转运使。章宗末年，下令按察使并兼转运使。

各京设使司、院、酒使司、税醋使司、榷场兼酒使司：职掌为监知人户酿造酒麴，办课以佐国用。毛子谦曾任燕京麴院都监，高锡曾任淄州酒使[66]
 。

在中都设商税务司，掌从实办课以佐国用。职官有都监，掌签署文簿，巡察匿税。商税使，田琢曾作中都商税副使[67]
 。

在南京设交钞库，设使、副使各一员，掌出入钱钞兑便之事，设流泉务。大定二十八年（1188），京府节度州添设流泉务，共二十八所，明昌元年罢。二年（1191），在都依旧存设。设使、副使各一员，掌解典诸物、流通泉货[68]
 。设绫锦院，使、副使各一员，掌织造常课缎之事。诸仓：设使、副使各一员，掌仓廪蓄积、受纳租税、支给禄廪之事。卢亨嗣在明昌年间曾任西京太仓使。高锡曾任辽东路太仓使。

设市司和市令，掌平准物价、察度量权衡之违式、百货估值等。设山东盐使司，与宝坻、沧、解、辽东、西京、北京凡七司，掌鱼盐之利以佐国用。设各路盐使、副使。任询曾任北京盐使。设交钞库：掌管诸路交钞及检勘钱钞、换易收支之事。

章宗泰和年间，设京东、京西、京南三路行三司，掌劝农、催租、军须、科差及盐铁酒麴之事，三司使侯挚总管。中央设三司，户部、工部主管其事。

3.文化教育

金朝重文，有金一代，设科举、办教育，崇佛重儒。金代科举，有乡、府、省三试。乡试以本县令为试官，海陵时改州官为试官。并分府试为六处，增设殿举。中央则以礼部主其事。

金朝重视教育。在京师设汉人、女真国子学、太学、司天台等五科、医学十科，计六学。在一般城市设京府、节镇、州学。世宗大定年间，所置府学十七处，共千人；章宗时，所置府学二十四，节镇学三十九，防御州学二十一，女真府州学二十二。金制，由国家所置地方官学要设在京、府、节镇、防御州。诸府、节镇、诸防御州各置教授一员，以新进士充教授。大定十三年，徒单镒等二十七人中进士，上三人为中都路教授，四名以下除各路教授。[69]
 刺史州学为京府所管的地方学校，一般不置教授。金代学校由礼部主管，国子监是中央的教育机构，领国子学、太学。国子监置祭酒、司业，主掌学校教育[70]
 。

金代崇佛，在京府州县中，佛寺遍布其中。僧侣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授予一定官职。“在京曰国师、帅府曰僧录、僧正，列郡曰都纲，县曰维那。”“国师，在京之老尊宿也，威仪如王者师。”“僧录、僧正、帅府僧职也。皆择其道行高者，限三年为任，任满，则又别择人。张官府，设人从。”

金朝尊崇道教，设道职。“于帅府置司，正曰道录，副曰道正，择其法录精专者授之。以三年为任，任满则别择人。其后，熙宗又置道阶，凡六等，有侍宸、授经之类。”[71]


4.城市建设

金朝在京城设提举京需所，掌管本京城壁及缮修等事。高锡曾担任提举京需所职官[72]
 。设店宅务，掌管官房地基，征收官钱、检料修造摧毁房舍等事宜。设都水监，掌管川泽、津梁、舟楫、河渠等事，都水监下设街道司，掌管洒扫街道、修治沟渠等事。城市用水一般以井水、泉水为主。保德州居民汲城外涧泉以供日用。顺天府城内居民的生活用水是把城外泉水引入城内食用。城内的废水，则靠沟渠来排出。沟渠有明、暗两种，由街道司掌管修治沟渠。金上京城内出土的大批用来铺砌下水道的长条花岗石，说明当时人们已注意到并解决了生活用水和废水的排出问题。

金代城市的市容管理，由都城所掌管。都城所设提举、同提举，其日常职责除修缮庙社、百司公廨、系官舍屋外，还掌管城市的绿化、栽植树木等事宜[73]
 。世宗曾命（大兴府）都门外夹道重行植柳各百里。植树遮挡了风沙烟尘，又美化了城市。城内房屋、街道的修建，有统一的规定，并有专人检查。如违反程式，要给主管人处分。“都水监高杲寿治道路不如式，元忠不奏，决之四十。”[74]
 卢彦伦经画城邑，“民居、公宇皆有法”。[75]


5.城市的安全防卫

金朝为了维持城市内的安全与秩序，设诸总管府节镇兵马司，掌管城隍兵马甲仗、巡捕盗贼、提控禁夜、纠察诸博徒等事宜[76]
 。金设在各路的兵马都总管、都统、招讨使，多为防卫军事要地之职，任此职多为女真人。如婆速路、曷懒路兵马都总管宗贤、中都路兵马都总管海里、北京路兵马都统宗亨、京兆路兵马都总管完颜弼、西北路招讨使完颜仲等[77]
 。诸府州设兵马钤辖、设诸巡检。各京设警巡院，掌巡视报警、维护秩序。完颜闾山任南京警巡使，李革为中都左警巡使，宋扆任中都右警巡使[78]
 。设捕盗司，掌巡捕盗贼。设将作院，掌管监造军器，设甲坊署，掌管修弓弩刀塑之事。设镇城院务监，掌管百里内本城镇贼盗并城门锁钥，百里外者兼管烟火事[79]
 。习古乃在金初曾任咸州烟火事[80]
 。近年出土的金代铜镜錾文中记载了城市安全防卫的机构与官职。农安县好来宝乡上台子屯古城出土的铜镜錾文有“两京巡院官”；吉林临江镇出土的铜镜刻有“平州录事司”；巴彦县南江猪禽场出土的铜镜刻有“肇州司侯司”。[81]
 “巡院官”是城中掌管司法、防卫事务的金代职官；“录事”，是诸府、节镇掌司法、防卫事务的职官；“司侯司”是防御、刺史州掌管司法、防卫事务的职官。可见，金在诸路、京府、节镇、防御、刺史州中都设置了城市安全防卫的机构。都元帅府、枢密院、兵部则是设在中都的中央主管机构。

（三）金代城市管理的特点与作用

金朝是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立国的，建国后急剧向奴隶制转化，并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完成了向封建制的转变。由金朝特殊的国情决定，金代城市和城市管理有其自身的特点：

1.金代城市管理制度从无到有，逐步形成并完备。金初，城市草创，城市管理制度未具雏形，直至熙宗，才初步形成了金代城市管理制度。后经海陵至章宗时期的修订，逐步完善。

2.金代城市建设由初期的古朴、简陋转向奢侈、繁华，其布局由尊卑无间的随意居处，转为等级森严的划界而居。金初：“主所独享惟一殿，名曰乾元殿，此殿之于所居四外栽柳行以作禁围而已。其殿也，绕壁尽置大炕，平居无事则锁之，或开之，则与臣下杂坐于炕。”[82]
 熙宗时，扩建金上京，皇宫修建得金碧辉煌、雄伟壮丽。金代城市布局，初期的上京，皇帝、贵族、平民混杂而居，没有严格的界限。“居民往来，车马杂踏，自‘前朝门’直抵‘后朝门’，尽为往来出入之路。略无禁制。每孟春击土牛，父老士庶无长幼皆聚观于殿侧，民有讼未决者，多邀驾以诉。”[83]
 以至“君臣宴然之际，携手握背，咬头扭耳，至于同歌共舞，莫分尊卑”。[84]
 金熙宗时“宫室之壮，服御之美，妃嫔之盛，燕乐之侈，乘舆之贵，禁卫之严，府库之限，以尽中国为君之道”。[85]
 皇帝、贵族、平民分地而居，城市布局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皇帝住在新修的上京南城，平民居住在上京北城。

3.在城市中设立了厢一级的基层行政管理机构，这是继北宋以来城市管理制度上的一个变化。

4.金设立了行省，开了元代行省制的先河。

5.金城市管理人员以女真、汉人为主，并有渤海人、奚人、契丹人参与管理。但是，在金朝内地和重要职位的人员安排上，尤其是主管军事的人员，是以女真人为主，使军权始终掌握在女真人手中而不致旁落。可见，金朝实行的是以女真统治者为主、多民族共治的城市管理体制。

终金之世，建五京一都，置十四总管府，是为十九路。期间散府九，节镇三十六，防御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军十有六，县六百三十二。金之京府州凡一百七十九处，[86]
 形成了以五京一都为首的全国城市网络系统。

金代城市管理的功能与作用，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金代城市的出现与城市管理制度的形成，促进了金代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文明时代的重要特征，“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一直延续到现在”。[87]
 城市是人类社会及各个区域发展的中心，这种中心作用是建立在城市中各种社会要素的高度集中之上的，城市本身表明了人、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即孤立和分散。金代城市与城市管理制度的形成，促进了工商业以及金代社会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2.金代城市管理制度在安定社会秩序、方便居民生活、巩固封建制度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金代城市管理制度上承辽宋，下启元明，在城市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四　村社

金代州县以下最基层的组织为村社。《金史》卷四十六《食货志》记载：“京府州县郭下则置坊正，村社则随户众寡为乡置里正，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劝课农桑。”“猛安谋克部村寨，五十户以上设寨使一人，掌同主首。”在村社之外尚有“乡社”[88]
 。应该是比村社大一级的乡村社会组织。元好问在《江亭会饮》中写道：“瓦盆浊酒忆同倾，乡社丰年有笑声。”“白发刁骚一幅巾，丰年乡社乐闲身。蹇驴驼入醉乡去，袖中知有眉山春。”（《送诗人秦略简夫归苏坟别业》）

金代乡村组织是依地、依族、依俗而设的。从其主要方面来看，是由中原地区的村社、女真族村寨以及在北方设的村寨所组成的。这些不同的组织来源不同，所属也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北宋初，乡下置里，里是乡村的组织单位，在里之下为户。《金史》卷四十六《食货志》记载，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重定保伍法，“从唐制，五家为邻、五邻为保，以相检察”。于京府州县郭下置村社，村社则随户数多少为乡，置里正。村社分四级，三百户以上则设主首四人，二百户以上的设主首三人，五十户以上的设主首二人，五十户以下的设主首一人。村社是基层的乡之下的组织，里正是乡村之长，“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劝课农桑”。主管户口、生产。里正是一种差役，“以其户十分内取三分，富民均出顾钱，募强干有抵保者充，人不得过百贯，役不得过一年”。主首是乡村中管治安的，是里正的助手。主首的职责是“以佐里正禁察非违”。根据户数设主首，其原则是五十户设一主首，主首下置壮丁“以佐主首巡警盗贼”。

猛安谋克下的地方乡村的基层组织是村寨。村寨也以五十户为原则，五十户以上设寨使一人，掌同主首。主首的职掌实际同于村社的里正。主首之职，“凡户口计帐，三年一籍”。州县以里正、主首，猛安谋克则以寨使，诣编户家责手实，具男女老幼年龄与姓名，生者增之，死者除之。

金沿辽制。于北边置诸部族及乣，诸部族置节度使，地位相当于节度州，诸乣置详稳，地位相当于谋克。实际上是承辽制，采取辽制与女真制的精神混合而成。下设诸移里堇司，分南北左右，如“土鲁浑部族南北移里堇司”、“部罗火部族左右移里堇司”。移里堇司的移里堇，从八品，“分掌部族村寨事”[89]
 。其品级相当于诸乣详稳的副手麽忽（从八品）。移里堇司是分掌部族村寨事的官府。可见其地方最基层的乡村组织村寨在移里堇司之下。辽朝契丹族的乡，称石烈、弥里，女真族在建国前称村、乡、寨，后来统一称村寨。移里堇司分掌的乡村称村寨，当取女真猛安谋克组织的村寨之称。村寨的设置与职称史书无载，大约与猛安谋克村寨同。

王寂曾于明昌元年（1190）以使事出使辽东等地。王寂路途所经过的村寨有：胡土虎寨，汉语浑河也。南谋濑千户寨，汉语岭也。松瓦千户寨，松瓦者城也。特拨合寨，特拨合，渐地也。辟罗寨，汉语暖泉也。耶塔剌处寨，汉语火镰火石也。和鲁夺徙千户，汉语松山也。蒙古鲁寨，汉语钵盂子也。鼻里合土千户营，汉语范河也。

王寂沿途经过的村寨，范围大致在今天的辽宁、吉林地区。王寂“行宜民县道中，是日熟食节，山林间，居民携妻孥上冢往来如织，撩人归思”[90]
 。王寂途中休息之所，基本上是在各村寨所在地的佛寺中住宿。

五　交通

金代交通，分为陆路交通、海上交通和江河交通三种。

陆路交通

交通工具有车、马、牛、驴等。据《大金国志》卷三十五《职官受迄差除仪》记载：“一千里，程限二十日。”“五千里，程限四十日。”平均每日要走五十里至一百二十五里。

宋著作郎许亢宗为贺金主登位使，时值太宗嗣立之次年。“自雄州起，直至金主所都会宁府，共二千七百五十里。”都为陆路，其中有山路、小路、大路。“第十四程，自营州一百里至润州。”“北限大山，重峦中有五关：居庸可以行大车，通转饷；松亭、金坡、古北口止通人马，不可行车。外有十八路，尽兔径鸟道，止能通人，不可行马。”“第十五程，自润州八十里至迁州。彼中行程并无里堠，但以行辙一日即记为里数。是日，行无虑百余里，金人居常行马，率皆奔轶。”[91]


金代陆路，“马日行七十里，驴及步，人日行五十里，车三十里”[92]
 。在《大金国志》附录二《京府、节镇、防御、州军》中，记载了各个京、府、州、镇之间的地里和驿程。从泗州直至上京共一百二十二个驿站。其中，自上京至燕二千七百五十里，自燕至东京一千三百一十里，自东京至泗州一千三十四里。各个驿站之间的最少里程为内邱至范县店，为十五里。最多的里程为临淮至青阳驿，八十里。金太宗天会二年（1124），曾命置驿于上京、春、泰之间。可见，金朝重视修建驿站。

马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史称女真“善骑，上下崖壁如飞，济江不用舟楫，浮马而渡”[93]
 。“（金人）每于四月尽括官私战马逐水草放牧，号曰入澱。禁人乘骑。八月末，各令取马出澱，准备战斗。”[94]
 马也是金人行军作战的重要装备。如有紧急军情，骑马可日行三百里。《金史》卷十二《章宗纪》记载：“泰和六年六月，初置急递铺，腰铃转递，日行三百里，非军期、河防不许起马。”女真人骑马，“每行数十里，辄鸣角吹笛，鞭马疾驰，比明，行二百五十里”[95]
 。

车是重要的交通工具。车不仅载人载货，而且也把车用于采运木材方面。正隆年间营建汴京新宫时，张中彦采运关中材木。“青峰山巨木最多，而高深阻绝，唐、宋以来不能致。中彦使构崖驾壑，起长桥十数里，以车运木，若行平地，开六盘山水洛之路，遂通汴梁。”[96]


海上交通

金在建国初，就已经开始了海上交通运输。“先是建隆以来，熟女真由苏州泛海至登州买马，故道犹存。”[97]
 太宗天会七年（1129），“渡大江，凡三日”[98]
 。天会十二年（1134），“遂刘豫献海盗图及战船木样于熙宗”。“亶入其说，采木于蔚州，将造战船，且浮海入战”，后因事中辍[99]
 。海陵时，苏保衡率舟师泛海，进攻南京。宋朝李宝命以火箭射之，“延烧数百艘”，金兵“脱甲而降者三千余人”。[100]
 从上述记载可知，金代已能制造泛海的较大型船只。

章宗时，曾把辽东、北京路的米粟从海道运往山东。明昌三年（1192）四月，“尚书省奏：‘辽东、北京路米粟素饶，宜航海以达山东。昨以按视东京近海之地，自大务清口并咸平铜善馆皆可置仓贮粟以通漕运，若山东、河北荒歉，即可运以相济。’制可”。[101]


江河交通

金代通漕运的江河有：

旧黄河——行滑州、大名、恩州、景州、沧州、会州之境。

漳水——东北为御河，通蓟门、获嘉、新乡、卫州、濬州、黎阳、卫县，彰德、磁州、洺州之馈。

衡水——经深州，会于滹沱河，以运献州、清州之饷。

以上三水皆合于信安壖溯流而至通州，再由通州入闸，十余日而达京师。其他如霸州之巨马河，雄州之沙河，山东之北清河，皆其灌输之路。从当时对挽漕脚直或佣直的规定看，漕运有水路、陆路和山路三种，还规定一般百姓可射赁官船漕运[102]
 。

造船。金初，已造船运输货物。混同江一带，“其俗刳木为舟，长可八尺，形如梭，曰梭船。上施一桨，止以捕鱼，至渡车则方舟或三舟。后悟室（希尹）得南人，始造船如中国运粮者。多自国都往五国头城载鱼”。[103]
 海陵正隆年间，张中彦采运关中材木，“开六盘山水洛之路，遂通汴梁”。又“作河上浮梁”，造“巨舰”[104]
 ，以方便水上交通。《雍正山西通志》载：“金时河中府浮梁用铁牛八维之，一牛且数万斤。”宣宗贞祐四年（1216），从右丞侯挚言，“开沁水以便馈运”。元光元年（1222）又从李复亨之言，造大船二十，船皆容三百五十斛，由大庆关渡入河，东抵湖城，由陕西漕粟[105]
 。

桥梁。金朝通往江河上的交通，除用舟船外，还在河两岸造桥，方便往来行人及运输。桥梁有浮桥、木桥、石桥等。

浮桥。熙宗时，宗弼在对宋战争中，“作筏系桥”“造舟为梁”。[106]
 正隆六年（1161），海陵渡淮前，以其尚书右丞李通为大都督，而将军纽赫鄂硕和副之，“欲渡淮系浮桥出”。[107]


卢沟桥。位于金中都（今北京）西南。卢沟桥一带，远在战国时期，就是燕蓟地区沿着太行山的东麓通往华北的交通要道。自古以来，是一个重要的渡口，也是军事上的要地。在石桥建成前，曾建置过小桥和浮桥。卢沟河“水极湍激，（燕人）每候水浅，深置小桥以渡，岁以为常。近年都水监辄于此河两岸造浮桥，建龙祠宫，仿佛如黎阳三山制度”。[108]
 金朝统治者在中都定都后，交通往来更加频繁，卢沟桥一带的地位就愈显重要了。卢沟桥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三年后，即金明昌三年（1192）建成。初名广利桥。卢沟桥是一座连拱石桥，共十一孔，全长266.5米，宽9.3米，是华北最长的古代石拱桥。

赵县境内的永通桥（又称小石桥），位处县城西门外的清水河上。建于金朝明昌年间（公元1190—1195年）。永通桥的结构形式，属于单孔的弧形坦拱。桥宽6.3米，桥两侧多是神话为题的石雕栏板。

河北栾城县东门外，有一凌空桥，又名东关桥，也建于金代，为单孔弓形拱桥，宽5.3米。

辽宁凌源天盛号公社天盛号大队塔子沟门有一座单孔石拱桥，全部为石料砌筑，桥身通长5米，宽4.7米，路面宽3.4米，高4.36米。有桥志一块，其文为：“维大定十年岁次庚寅五月辛亥为朔乙卯日，龙山县西五十里地狗河川孙家庄刘百通亲笔记，非百通独力而成，赖二刘同心而建，二刘者刘五、刘海。”此当是民众自建石桥[109]
 。辽宁塔子沟门桥，由孙家庄（天盛号）东行可到龙山县（辽宁喀左白塔子），又北行经过利州（喀左大城子镇），沿大凌河东北行，可到达兴中府（辽宁省朝阳市），由孙家庄（天盛号）北行可到大定府（内蒙宁城）。显而易见，该桥曾是东北与中原交通要道上的一座桥梁，对于当时金代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起过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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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社会阶层与社会人口

一　社会阶层

金代的社会阶层按照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可以分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两大类。

（一）统治阶级

1.皇族及女真宗室贵族

金代皇族是以女真贵族为首的统治阶级。熙宗时期，确立了皇太子继承制，皇室完颜氏除了掌握最高统治权之外，宗室成员也成为金朝统治集团的核心。金朝宗室的封王制度规定：大国之号二十，次国之号二十，小国之号三十，封王之郡号十。

2.外戚

金朝皇族完颜氏世与徒单等族联姻：“金之徒单、拏懒、唐括、蒲察、裴满、纥石烈、仆散皆贵族也。天子娶后必于是，公主下嫁必于是。”金朝中后期，除女真各部之外，还与渤海、契丹、汉族等族通婚。金朝外戚社会地位显赫，与皇族世柄国政。

3.中央与地方各级官吏

军将与猛安谋克世官

金朝以武立国，军将在金代社会中具有特殊地位。“原其成功之速，俗本鸷劲，人多沉雄，兄弟子姓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1]
 金代军权始终掌控在以皇族完颜氏为核心的女真贵族手中。金都统以下依次为万户、军帅、猛安、谋克等各级军官，基本上是由女真族担任。军队中的各级将领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如猛安谋克职位可以由子孙袭任，可占有肥沃的土地或冒占大量官田。“今军官既有俸廪，又有券粮，一日之给兼数十人之用。将帅则丰饱有余，士兵则饥寒不足。”[2]


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官僚

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官僚的来源，一是投降金朝的原辽朝的汉族、契丹族官僚；二是开科取士。金朝天会元年（1123）开科取士，“以辽宋之制不同，诏南北各因其素所习之业取士，号为南北选”。[3]
 金朝汉人官僚在金朝廷中所占的比重逐步增大。

金实行“女真、渤海本同一家”的民族政策，渤海人成为金朝统治的重要社会基础之一。渤海族官僚日益受到金朝统治集团的重用。

胥吏

金朝胥吏人数众多。“自进士、举人、劳效、荫袭、恩例之外，入仕之途尚多，而所定之时不一。若牌印、护卫、令史之出职，则皇统时所定者也。检法、知法、国史院书写，则海陵庶人所置者也。若宗室将军、宫中诸局承应人、宰相书表、太子护卫、妃护卫、王府祗侯郎君、内侍及宰相之子并译史、通事、省祗侯郎君、亲军骁骑诸格，则定于世宗之时。及章宗所置之太常检讨、内侍寄禄官，皆仕进之门户也。”金朝许多吏员之职也通过科举考试而被列为正班，“终金之代，科目得人为盛，诸宫护卫及省台部译史、令史、通事、仕进皆列于正班，斯则唐、宋以来之所无者”[4]
 。金朝胥吏多横行不法，导致官场世风日下。世宗曾说：“夫儒者操行清洁，非礼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为吏，习其贪墨，至于为官，习性不能迁改。政道兴废，实由于此。”[5]


4.士人

金朝重用汉族士人，修国史，定制度，实行汉制，汉族士人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汉族士人通过科举进入金朝中央与地方机构，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党怀英、王庭筠、赵秉文、王若虚、元好问等人。还有大量未入仕的汉族士人。

女真族知识分子以金朝女真贵族为代表。如金熙宗、海陵王等。海陵读书有文才，望江左赋诗云：“屯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世宗以后，随着汉化的加深，猛安谋克中的贵族和平民也争趋文墨。大定四年（1164），世宗下令颁行翻译成女真字的儒家经典，在诸路设立女真学校，在京师设女真国子学。培养本族的士人。

5.奴隶主

是指女真族中的贵族、豪族大奴隶主和中小奴隶主。猛安谋克的世官贵族是承袭或授封的最有权势的大奴隶主。猛安谋克中的世官贵族奴隶主，享受种种特权。奴隶主占有数量不等的奴隶。金世宗称“朕有奴婢万数”。他们的身份随着社会的性质变化而变化，在他们没有转化为出租土地的封建地主之前，是本族的奴隶主。一旦转化为封建地主，由于猛安谋克的军事屯田的关系，他们又成为披甲地主。

6.神职人员

在金代社会中，政权与神权相结合，萨满教、佛教、道教的神职人员，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并在朝廷中担任一定的职务。

巫：女真族早期宗教为萨满教，其酋长即萨满，他们是沟通人、神之间的使者。此外还有专门的神职人员，称“巫”或“珊蛮”。萨满教仪式通常是由巫主持的，他们可驱邪治病，为人求子，诅咒仇家等，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

上层僧侣

佛教自中原传入女真内地，逐渐兴盛，信徒众多。“虽贵戚、望族，多舍男女为僧尼。”朝廷给予僧尼优厚的待遇。“国师，在京之老尊宿也，威仪如王者师，国主有时而拜，服真红袈裟，升堂问话、讲经与南朝等。僧录、僧正，帅府僧职也。皆择其道行高者，限三年为任，任满又别择人。张官府，设人从。僧尼有讼者，皆理而决遣之，并服紫袈裟。”[6]
 僧人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帝后见像设，皆焚拜。公卿诣寺，则僧坐上座。”僧官“出则乘马佩印，街司、五伯各二人前导。凡僧事无所不统”。

道士。“所设道职，于帅府置司，正曰道录、副曰道正，择其法箓精专者授之，以三年为任，任满则别择人。其后，熙宗又置道阶，凡六等。”[7]
 金朝先后创立了太一、全真、大道教。太一教创始人是萧真人。金朝敕赐观名曰“太一万寿”。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咸阳（今陕西咸阳）人。承安二年（1197），章宗征召王处一入京，赐号体元大师及修真观一所。大道教的创立者刘德仁，沧州（今河北沧州）人。世宗时召刘德仁入京，居天宝宫传道，赐号“东岳真人”。

（二）被统治阶级

1.平民（牧民）

猛安谋克中的下户为平民，是介于奴隶主贵族与奴隶之间的一个阶层，在女真族下户人口中占绝大多数，他们是由氏族社会的一般部民转化来的，绝大多数不占有奴隶或很少占有奴隶，靠自种生活。他们地位很不稳定，有的随时可能沦为奴隶，有的也可能上升为奴隶主和统治者。平民受到国家一定的保护，是兵力的主要来源。他们平时耕作，受武艺训练，也随时被征为兵。平民享有从国家分得牛头地和向国家缴纳牛具税的权利和义务。

2.奴隶

猛安谋克中的奴隶以口计，不以户计，被称为奴婢口。女真猛安谋克的奴隶隶属于主人的家籍，不能另外立户。猛安谋克奴隶的来源：一是把战俘转为奴婢；二是把罪犯没为奴婢；三是失约立限，典质或卖身为奴；四是徭役过重，逃避依附豪族为奴。奴隶没有人身自由，隶属于本主。奴隶是生产的主要担当者，其口在猛安谋克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大定二十三年（1183），猛安谋克户口调查的结果是，奴婢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占正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八。

奴婢允许买卖。“（大定）二十年，以上京路女真人户规避物力，自卖其奴婢，致耕田者少，遂以贫乏。诏定制禁之。”[8]
 奴婢是猛安谋克户的重要财产，一户占有奴婢的多少，是区分贫富的重要标准之一。大定二十三年（1183）猛安谋克户口调查的结果表明，在全国正口数中，平均每10口占有2.8个奴婢。而在都宗室将军司，平均每个正口占有29.3个奴婢，远远高于全国平均率。金朝的奴婢还被用于贵族妇女出嫁时的陪嫁，“用奴婢数十……以资遣之”。甚至被用于殉葬，“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9]
 足见其社会地位之低。

3.驱丁

金代占有驱的主要是女真猛安谋克户和契丹人户。驱是作为奴隶主家族的私属而另立门户。这是区别驱与奴隶不同的重要一点。《金史》论及猛安谋克奴婢从不称丁，也不称户，只有官奴婢称为“监户”、“官户”，但不属于猛安谋克的奴隶。金朝驱称丁和户，允许从富强有驱丁的女真户中签充为阿里喜。说明驱丁实际上是猛安谋克内富强者的私属。驱丁是介于平民与奴隶之间的一个阶层，即农奴。

4.手工业者、工匠

金朝的手工业者主要指在各类官营手工业中的生产者。如矿冶业中的冶夫匠，各地绫锦院中的织工，国子监中的雕字匠，少府监中的随色工匠，裁造署中的裁造匠，文绣署、织染署中的绣工、染工。在各地从事矿冶、印刷、建筑、纺织、修造军器、制作金银器等行业中，都有大量的建筑工人如木工、瓦工、手工业者、工匠等。

5.士兵

士兵是从猛安谋克户中按各户丁壮、家财比例签发而来的。猛安谋克户丁壮签发入伍后，壮者为正军，或称甲军；弱者为阿里喜，即正军之副；或父兄为正军，子弟为阿里喜。服现役的士兵由国家发给军饷，包括钱、米、绢、绵、刍粟等物。

6.二税户

辽朝崇佛，“多以良民赐诸寺，分其税一半输官、一半输寺，故谓之二税户”。[10]
 二税户在金朝依然存在。但是他们的身份与地位均已下降。“初，锦州龙宫寺，辽主拨赐户民俾输税于寺，岁久皆以为奴，有欲诉者害之岛中。（李）晏乃具奏：‘在律，僧不杀生，况人命乎。辽以良民为二税户，此不道之甚也，今幸遇圣朝，乞尽释为良。’世宗纳其言，于是获免者六百余人。”[11]
 其地位相当于奴婢。金世宗、章宗时期曾下诏放免二税户为良民。

二　人口

金代由于民族间的大调动与大迁徙，使人口的布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与辽宋时期相比，金代人口增长速度很快。研究人口的结构、人口的增长、人口的布局，对了解金代民族的构成及其在各个经济领域中的地位都是很重要的。

（一）人口结构

金代的人口结构，包括民族结构、阶级结构、年龄结构和职业结构等。

从人口的民族结构看，除居于统治地位的女真族和在总人口中占主体的汉民族外，还有契丹、渤海、奚、兀惹、铁骊、回鹘、鳖古、室韦、达鲁古等族人民。

金代女真人的编制是猛安谋克，从猛安谋克的户口数大致可把女真人的口数推算出来。《金史》卷四十六《食货志》记载：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1183），“猛安二百二，谋克一千八百七十八，户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六”。[12]
 照这个数字，平均每户正口近八人。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女真史研究》中认为：民户有逃避物力而虚报正口的现象，因此不同意每户八口之说。《金史》卷四十六《食货志》记载：大定二十七年（1187），“天下户六百七十八万九千四百四十九，口四千四百七十万五千零八十六”。平均每户为6.6人。这两个数子只能作辨析性的分析比较，因为大定二十三年是猛安谋克户口数，大定二十七年是全国户口数。猛安谋克户与其他户的组成不同，猛安谋克还保有家族公社的特点。《金史》卷四十七《食货志》记载：“大定二十二年，以附都猛安户不自种，悉租于民，有一家百口垅无一苗者。”一家百口，当然主要是奴婢口，但在父子兄弟聚居的情况下，女真户中平均为八口，是可信的。大定二十三年记载的猛安谋克口数，包括迭剌、唐古二部五乣人口数，减去迭剌、唐古二部五乣人口数，则为6021052口。占大定二十七年（1187）总人口数的13%左右。

金代汉人分布区域较广，占人口的绝大多数。金朝所占有的原辽南面地区和北宋北部地区，都为汉人所居住，而且在这些地区以外也有汉人分布。大定二十七年，金人口为44705086，以汉人口占75%计算，则汉人口应33528814口。

奚人，《金史》卷四十四《兵志》记载：“时以奚未平，又置奚路都统司，后改为六部路都统司，以遥辇九营为九猛安隶焉，与上京及泰州凡六处置，每司统五六万人。”每司五六万人，六处为30余万人。

渤海人，《金史》卷四十四《兵志》记载：“又以渤海军为八猛安。”金制，以300户为1谋克，10谋克为1猛安。那么渤海人隶猛安谋克者为24000户，人数为240000人左右。

迭剌、唐古二部五乣，《金史》卷四十七《食货志》记载为5555户，155441人。

契丹人，金初“用辽人讹里也以北部百三十户为一谋克”。及大定之初，“窝斡既平，乃散契丹隶诸猛安谋克”。[13]
 契丹人在辽初曾被编为猛安谋克，后来由于契丹人窝斡为首的叛乱，大定初废除了契丹人的猛安谋克，而分别隶属于女真人的猛安、谋克部。契丹原是辽时的统治民族，其口数少于金代女真猛安谋克人口，则契丹在汉、女真之外，与其他族（渤海、奚人等）总合，人口约占大定二十七年全国人口近10%，大约440万。

金代人口是划分为阶级和阶层的，阶级构成是人口结构的内容之一。金代统治阶层，是由女真贵族、汉人及其他族的贵族官僚所组成。各占一定的比例。《金史》卷五十五《百官志》记载：“明昌四年，见在官一万一千四百九十九，内女真四千七百五员，汉人六千七百九十四员。”其中女真官员占总数的40%，而汉人官员占总数的60%。

女真皇族贵戚。《金史》卷四十七《食货志》记载：“在都宗室将军司，户一百七十，口二万八千七百九十，内正口九百八十二，奴婢口二万七千八百八。”平均每一正口有29个奴婢。

奴隶是女真家族中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金史》卷四十七《食货志》记载：世宗大定二十三年（1183），女真猛安谋克共有户615624户，口6158636。内正口4812669，奴婢口1345967。奴婢口占女真猛安谋克总口数的21%。正口占总口数的79%。奴婢口主要集中在富有者家族。

金代猛安谋克平民，多是从原来的氏族社会的氏族成员转化而来的。他们在女真族建立政权后仍作为一个阶层存在。猛安谋克的奴婢被免为良者止隶本部为正户。正户，不是女真本户，也不是汉户、契丹或杂户，而是隶属于猛安本部的户。如按民族来区分，“则女真言本户，汉户及契丹，余谓之杂户”。[14]
 猛安谋克户也是划分为阶级的，有的是世官贵族，有的是无身份的富有者，而大多数是一般平民。

二税户，即指辽时，由于崇佛，多以良民赐诸寺，分其税一半输官、一半输寺，故谓之二税户。直到金朝这种二税户依然存在。但是他们的身份与地位均已下降。其中不少已由原来类似农奴的地位沦为奴隶。世宗放免六百余人。[15]
 金章宗明昌元年六月，曾下诏放免二税户为良，凡1700余户，共计13900余口，加上世宗时放免的600余人，共放免14500余人为良[16]
 。金代的人口阶级构成，从猛安谋克看，正口多于奴婢口，从总人口看，被统治阶级占总人口中的大多数。特别是金章宗解放奴隶后，人口的阶级构成更趋于单一，主要是封建地主与被剥削的农民，农民成为人口中的主体。

金代的人口也是由不同的职业所构成的。从职业分工看，有入仕的职官和未入仕的吏员、士人，有剥削阶级地主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奴隶，有军职中的军官和士兵，有手工业工人，工匠，有从事商业的商人，有寺院中的僧侣、道士、尼姑以及其他各种职业的成员。从《金史》的记载中无法把各种职业人口中的总数推算出来，只能摘录零散的数字，说明各种职业人口的情况。

金代入仕官员：大定二十八年（1188），在仕官员19700员。泰和七年（1207），在仕官员共计47000余人。海陵时设国子监，学生百人，小学生百人。大定六年（1166），设太学，初养士160人，后增为400人，大定十六年（1176），置府学，学生千人。大定九年（1169），选女真百人至京师学习。十三年（1173）国子学策论生百人，小学生百人。章宗时，计州府户口，增加养士之数，除大定时京府17处千人外，又置节镇防御州学60处，增加学生千人。司天台学生76人，医学10科76人，总共学生2100多人。

金代在职的士兵，其情况前后不同。以太宗、海陵、世宗三朝为例，《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九引范仲淹《北记》记载推算，太宗时攻宋兵力有15万或16万左右。海陵正隆末由女真、契丹、奚所组织的猛安军27万。《续纲目》云，前后签军50余万人。《三朝北盟会编》云，海陵伐宋，“蕃汉等军共297万”[17]
 。金与宋战争后，大部分签军被遣还乡参加生产。

金朝有从事矿冶以及各种职业的手工业工人，有官营民营，也有与农业相结合的各式家庭手工业者。在金、银、铜、铁等方面有“冶夫匠”。军器监有专制兵器的工匠，诸绫锦院有织工，国子监有雕字匠，少府监有随色工匠，裁造署有裁造匠，文绣署与织染局有绣工和染工，制盐有灶户，造纸、印刷、造船、采伐皆有工人。手工业工人是当时经济生活的职业分工中重要的生产者。《元史》卷一二〇《镇海传》：“汴京毛褐工三百户，皆分隶弘州。”《元史》卷一五〇《何实传》：公元1224年，俘获金朝“工匠七百余人”。孛鲁复命驻兵刑州，“分织匠五百户，置局课织”。《滋溪文稿》卷十《廉访使王正肃侯墓志铭》：“国初破汁，俘匠千人。”海陵伐宋，“仍于诸路刷铁匠五千人打造人马衣甲军器”[18]
 。

金代经商的人为数也不少。明昌元年（1190），由于农岁不登，流殍相望，上封事者竟认为：“自古以农桑为本，今商贾之外又有佛、老与他游食，浮费百倍。农岁不登，流殍相望，此未作伤农者多故也。”[19]
 淮安“迩来户口虽增出，主户中间十无一”。而这些客户即往来各地的商人。

金代崇佛。百姓因避课役，而为僧道者不少。金大定二十五年（1185），曾下诏禁止农民避课役而为僧道者。明昌元年又下令，禁止自披剃为僧道者。但是金朝末年，为解决财政困难，朝廷“及卖僧、道、尼、女冠度牒，紫、褐衣师号，寺观名额”。[20]
 金朝末年，多次下诏允许僧道补买本司官。

金与历朝一样，根据人口的年龄定丁、授地及征赋役。正因为这样，年龄也是人口构成的一个内容。金制，男女2岁以下为黄，15岁以下为小，16—60岁为丁，60岁及以上为老。金代人口的年龄构成可分为三类：未成人期（1—15岁），青壮年期（16—59岁），老年期（60岁以上）。海陵末年至大定初年，天下户为300万，如果按大定二十七年（1187）全国人口每户平均为6.6人，则为1980万口。《三朝北盟会编》云，“海陵伐宋，蕃汉等军共297万”。“自修燕京及大梁，签发人夫工匠300余万。”[21]
 二者合计为600万，600万占1980万总人口的30.3%。那么，相对来说，被签为军或服役的都是成婚年龄的青壮年，他们的配偶也当为相同数字，男女总和为1200万人，占总人口的60.6%，余下的40%，即为老年人与未成年人。

（二）人口增长

金朝人口，在前中后期的增减有明显的差异，前期人口增长缓慢。《金史》卷四十六《食货志》记载：“大定初，天下户才三百万。”大定初的300余万户，是金朝建国40多年后的户口数字。从大定初年到章宗泰和七年（1207），金朝户数为768万，口4581万。那么，大定初年的户口数字仅占66年后金朝户数的39%。金朝前期户口增长缓慢的原因，一是战争频繁，人民没有安定的生活环境，死伤、逃亡较多，而增殖又较慢。二是处于战争残破阶段，生产的恢复与发展，需要一个较长时间。

金朝自大定初年以后，户口增长很快。金灭北宋30多年后的金世宗大定初年，经过海陵天德小康达300余万户。金大定二十七年（1187），户口增至678万户，增长2.26倍。人口增至4470多万。到金章宗泰和间，户数增至768万户，人口增至约4581万。由金世宗大定初年到泰和七年（1207），户数和人口增长达256%，与同时期南宋户口变化形成鲜明对照。南宋建立34年（绍兴三十一年）的户数为11364372户，经过26年，至淳熙十四年（1187）为12376552户，只增加1012108户，增长率为绍兴三十一年（1161）户数的8.91%。南宋建国96年，户口增为12670801户，与绍兴三十一年相比，增加1306429户，仅增11.5%。

如果与辽、宋时期的总户数比较，也可以看出金朝户口增长的速度。辽宋时期，淮河以南户数为14854255户，占当时辽宋总户数的71.28%，淮河以北地区只占28.72%，而金朝的户数却占宋金总户数的43.81%，比辽宋时期辽地区户口反高出50%以上[22]
 。

金朝把社会发展的重点转移到河北、山西，由此而带动北方地区的发展。

以辽宋时期的南京道（金中都路）、西京道（金西京路）、河北东路（金河北东路）为例，辽宋时南京道为27万户，金为83.95万户，增加56.95万户。辽宋时西京道为18.6万户，金为47.7万户，增加29.1万户。辽宋时河北西路为57.19万户，金为72.7万户，增加15.51万户。

金时户数比辽、宋时期骤增，因为金朝将大批汉人北徙，随着人口的北移，造成淮河以北人口的骤增；还有猛安谋克的南迁进入中原，使得淮河以北人口骤增；因生产恢复，人民生活安定，从而自然出生率有显著的增长。

（三）人口分布

金朝人口分布较为复杂。在金朝还没有灭亡北宋前，汉人主要居住在金朝境内南面，约占金朝统治区域的1／4。其余3／4的广大地域是女真人、契丹人、蒙古人、渤海人等民族聚居区。金军南下灭宋，人口的分布情况发生很大变化。汉人被迫北迁，其目的是为补充劳动力的不足。天辅年间，“既定山西诸州，以上京为内地，则移其民而实之”。“及（天辅）七年，取燕京路，二月，尽徙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四月，又将“燕京豪族工匠，由松亭关徙之内地”。[23]
 天会元年（1123），“徙迁、润、来、隰四州之民于沈州之境”。天会五年（1127），金兵从汴京北撤，“华人男女，驱而北者，无虑十余万”。天会六年（1128），“迁洛阳、襄阳、颖昌、汝、郑、均、房、唐、邓、陈、蔡之民于河北”。[24]
 在把汉人北徙的过程中，女真等族也相继进入中原。为加强对中原人民的统治，更有计划地把猛安谋克向中原迁徙。金太宗天会十一年（1133）秋，“起女真国土人散居汉地”。“棋布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25]
 金熙宗皇统元年（1141），南北和议达成后，“始创屯田军，及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凡屯田之所，自燕山之南，淮陇之北，皆有之，多至五六万人，皆筑垒于村落间。”[26]
 完颜亮将都城迁至燕京，“恐上京宗室起而图之，故不问疏近，并徙之南”。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1183），又遣刑部尚书移剌慥迁山东东路八谋克处之河间。宣宗南渡后，又将河北女真人户大量迁入河南。据《金史》卷四十七《食货志》记载：“河北军户徙居河南者几百万口。”几次大迁徙的历史条件和目的是不同的。太宗末年的迁徙主要是为加强对中原人民的统治，迁徙的主要是一般猛安谋克户，而金主及将相亲属卫兵之家得留。金熙宗是在废刘豫后，把猛安谋克迁入其地，而且创计口授地的屯田军。海陵是在迁都后，迁徙猛安谋克，一方面打击了原上京旧贵族势力，另一方面则加强以中都为中心地区的统治。世宗时迁徙猛安谋克是为了进行调整。而宣宗南渡后把河北军户南迁，不是扩大了领土，而是缩小了领土。金代从太宗到海陵时迁入中原的猛安谋克户，约占金国猛安谋克人口1／2强。民族的大迁徙和大调动，是人口再分布的重要原因。人口迁徙，打破了金初各族人民分布的格局，形成各民族相互错居的局面。尽管如此，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口分布最基本的构成。从人口分布看，在金朝统治的南部以汉人为主的地区，有户6244670，占金朝总户数的83.45%，其中绝大多数仍是汉族。金统治区域的北面，山西、河北、东北已有户1635017，只占金国户数的16.55%。由于大多数汉人被迁到这里，辽金时户数比宋时期骤增，因为辽金的中都（今北京）、东京有一半或更多都是汉人。金之上京会宁府，也是“供作唤使，南人居半”。[27]
 “猛安人与汉户，今皆一家，彼耕此种，皆是国人。”[28]
 人口分布格局的改变，是金朝由此而成为包括各族在内的统一中国与统一中华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　户籍

金朝把全国的户数、人口登记造册，实行逐级管理与监督。形成了有金一代的户籍管理制度。金代户籍管理严格，曾多次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人口调查。金代确立了对多民族户籍管理的制度，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户籍管理

户籍代表着国家对其所属的人民及国家对人民赋役征收的依据。因此历朝统治者凡经国必定户籍。早在太祖时期，就极为重视户籍的归属和对户籍的管理。天辅三年（1119）五月，太祖“诏咸州路都统司曰：‘兵兴以前，曷苏馆、回怕里与系辽籍、不系辽籍女真户民，有犯罪流窜边境或亡入于辽者，本皆吾民，远在异境，朕甚悯之。今即议和，当行理索。可明谕诸路千户、谋克，遍与询访其官称、名氏、地里，具录以上。’”[29]
 《金史》卷七十一《斡鲁传》记载：“斡鲁奏曰：‘夏人不尽归户口资帑，又以宋入侵赐地求援兵。宋之边臣将取所赐夏人疆土，盖有异图。’诏曰：‘夏人屡求援兵者，或不欲归我户口，沮吾追袭辽主事也。宋人敢言自取疆土于夏，诚有异图。宜谨守备，尽索在夏户口，通闻两国，事审处之。’”《宗望传》记载：太宗诏：“议索张觉及逋亡户口于宋。”又《宗翰传》：“太宗命宗翰取诸路户籍按籍索之。”可见，金朝对流入西夏、宋朝的户口极为重视，派人专门索取。金于京、府、州、郡设有户籍判官管理户口。卢亨嗣，“（明昌四年）改西京户籍判官”。[30]
 “王维翰，任北京转运户籍判官，后除同知保静军节度使事，检括户籍，一郡称平。”[31]


金朝为加强对人口的管理，实行保伍法，即以五家为保。《金史》卷九十七《韩锡传》：海陵伐宋，韩锡率水军会广陵，“众稍亡，韩锡召诸豪谕之曰：‘今连保法严，逃将安往，纵一身偶脱，其如妻子何？’”到章宗时，保伍法有了变动，从唐制：五家为邻，五邻为保，以相检察。金于京府州县郭下置坊正，村社随户众寡为乡，置里正。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劝课农桑。村社三百户以上设主首四人，二百户以上三人，五十户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以佐里正禁察非违。又设置壮丁若干人，以佐主首巡警盗贼。猛安谋克部村寨，五十户以上设寨使一人，掌同主首。

金对户籍管理的具体规则是：户主推其长充。“凡户口计帐，三年一籍。自正月初，州县以里正、主首、猛安谋克则以寨使，诣编户家责手实，具男女老幼年与姓名，生者增之，死者除之。正月二十日以实数报县，二月二十日申州，以十日内达上司，无远近皆以四月二十日到部呈省。”[32]


2.户籍分类

金代户籍分类，根据不同的情况而确定。按资产多寡定为上、中、下三等。依据内有无物力者分课役户与不课役户。依据民族的不同，定本户、汉户、契丹户、杂户。依猛安部内主属关系不同，定正户。依不同类型的奴婢及地位低贱，定监户、官户、二税户。《金史》卷四十六《食货志》记载：金有“课役户、不课役户、本户、杂户、正户、监户、官户、奴婢户、二税户”。

课役户，确定课役户的基本点是户内有无物力的承担，“内有物力者”，要向国家承担所分派的各种课役。

不课役户，即无物力承担的户，因而不承担国家规定的各种课役。

本户，在金章宗以前称女真猛安谋克户，汉人、渤海人在金熙宗罢辽东汉人、渤海人猛安谋克承袭之制后，猛安谋克内只包括女真人、契丹人。章宗定女真户称本户。

杂户，金章宗定制，猛安谋克女真户称本户，汉人、契丹人则称为汉户、契丹户，而余户统称为杂户。但《金史》列诸户时无汉户、契丹户，只有杂户，是否除汉户、契丹户外，余皆为杂户，语义不明。

正户，不是指州县的一般汉人等编户，正户是指隶于猛安本部的属户，猛安谋克户之奴隶被放免后，仍隶本部为“正户”。范文澜先生视正户为猛安本部内的驱丁，驱以丁、户计，向国家负担课役，正户不是奴隶，应当是农奴身份的猛安本部内的猛安谋克户的属民。

监户，指没入官良人，隶宫籍监的户，是奴婢户的一种。

官户，指没入官奴婢，隶于太府的户，是官奴婢户。

奴婢户，金代官奴婢以户计，而猛安谋克户奴婢在主人籍，不另为户。奴婢户是《金史》作者概括出的，无中生有，《金史》正文中无一处旁证可证。不应视为金代户之一种。

二税户，是原辽时的寺院属户。金章宗解放已被抑为奴隶的二税户后，其中有的成为一般的良民，有的恢复了原辽时二税户的地位，这部分二税户被视为与驱相等。

客户，流亡在外地的人户，非本地户。《金史》卷九十二《曹望之传》：“百姓亡命及避役军中者，阅实其人，使还本贯。或编近县以为客户。”金代不同类型户的划分，与金代阶级、民族有关，也与赋役有关，它不仅是户籍的确定问题，也是了解金代复杂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

3.户籍是国家课役的根基

金代户籍，同历朝一样，都为朝廷统治者所掌握，同时也是对地方官吏的考核、赈恤等的基本依据。金代的户籍，是国家课役的根基，户是由人和资产所组成的，国家征收人力和物力都必须以户为根基。

从户籍与物力钱征收看，物力钱即资产税，包括土地、奴婢、货币、园田地、屋舍、车马、牛羊、树艺之数在内。为征收物力钱，必须通括户口定户籍，依据人口、资产定户等为三等，户等则成为物力征收的根基。

从户籍与课役的关系看，也是以户作为科差的根基，即括人户、物力多寡，分贫富、定版籍。如有缓急，则验籍科差。从户籍与土地的分配关系看，户之人口多寡、耕作条件的优劣，也成为土地分配的重要依据。金代女真族实行的牛头地土地分配方法和计口授地以及对一般人民的验丁授地都是以户作为根基的，而其主要依据是户、人口、牛具或户之丁。正因为如此，征收牛头税则以户作为单位，地税也是从户之土地中出。整理户籍是国家的重要任务之一。

从户籍与调的关系看，金代把两税变成纯粹的土地税之后，由于封建的家庭经济是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实体，户调并没有从赋税中消除。金朝很重视民户和猛安谋克户种桑，规定民户以田之3／10为桑地，猛安谋克户以田之1／10为桑地，或40亩种桑1亩。调由户出，实即户调，户是调征收的基础，税以匹计，如小户所输不足匹，则合诸户合输。

从户籍与签兵的关系看，签兵的对象是户户成丁。金代签军则分“人丁军”与“家户军”两种。为实现这两种签军制度，因而便以人口多寡、富贵轻重定户籍，户丁多少是“人丁军”签征的根基，而户之富贵轻重是“家户军”签征的根基。

因此，户籍是金代征收赋役的根基，而确定户籍的内容，一是人口，二是资产。通括户口、推排物力，以定户籍，主要是为保证国家赋役征收，但也起着均赋役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在籍人口多少是国家强衰的重要标志，户籍管理也就成为对官吏考核的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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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社会经济

一　农业与农业政策

金代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金代农业经历了残破，恢复发展，逐步衰落的演变过程。正如《金史》卷四十六《食货志》所载：“太祖肇造，减辽租税，规模远矣。熙宗、海陵之世，风气日开，兼务远略，君臣讲求财用之制，切切然以是为先务。虽以世宗之贤，储积之志曷尝一日而忘之。章宗弥文煟兴，边费亦广，食货之议不容不急。宣宗南迁，国土日蹙，汙池数罟，往往而然。”这段话大致概括了金代农业发展的状况，即把金朝农业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太祖太宗时期，虽然实行减辽租税的政策，但是由于对辽、宋战争，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农业处于残破阶段。第二阶段，熙宗至章宗时期，在原辽宋旧地，实行原辽宋制度。熙宗、世宗、章宗都重视发展农业，储积粮食，农业在这一阶段发展兴盛起来。第三阶段，卫绍王至金末，宣宗南迁，国土日蹙，耕地面积缩小，民众所缴纳的租税加倍，逃户日增，土地荒芜，农业凋敝，金代的农业生产逐步走向衰落。

（一）金初的农业及其农业政策

金朝“初入中夏，兵威所加，民多流亡，土多旷闲，遗黎惴惴，何求不获”[1]
 。由于金初战争连年，兵火所到之处，百姓流亡，田野荒芜，甚至百里无人烟。“民去本业，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良田沃土，悉为茂草。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战火所到之处，荆榛千里，白骨蔽野。

金朝廷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希图稳定经济，发展生产。主要措施如下：

1.重农劝农，抚谕民众，勤于稼穑

太祖、太宗时期，由于战争连年，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为了恢复发展农业生产，首先，派官劝农。太宗天会二年（1124），诏彦宗曰：“卿等选官与使者往谕之，使勤于稼穑。”[2]
 太宗天会九年（1131）五月，分遣诸路劝农使者。同年，百姓“乏耕牛者，给以官牛，别委官劝督田作。戍户及边军资粮不继，籴粟于民而与赈恤”。

其次，重视农业生产，禁止农时扰民。太祖天辅七年（1123）下诏：“诸州部族归附日浅，民心未宁。今农事将兴，可遣分谕典兵之官，无纵军士动扰人民，以废农业。”[3]
 太宗天会二年（1124）五月下诏：“新降之民，诉讼者众，今方农时，或失田业，可俟农隙听决。”[4]


2.民屯与军屯

民屯。始自金初。“宗叙尝请募贫民戍边屯田，给以廪粟，既贫者无艰食之患，而富家免更代之劳，得专农业。”[5]


肥沃的土地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金初，太祖派宗雄前去视察耕地，“既而与蒲家奴按视泰州地土，宗雄包其土来奏曰：‘其土如此，可种植也。’上从之。由是徙万余家屯田泰州，以宗雄等言其地可种艺也”[6]
 。金初设立了民屯，迁徙万余家到水草丰美之地种植粮食。

军队士兵愿为民者，可卸甲归田。宗望奏：“闻比岁不登，若如旧征敛，恐民匮乏，度其粮数赋之。射粮军愿为民者，使复田里。”

军屯。在实行民屯的同时，也实行军屯。“宗望罢常胜军，给还燕人田业，命将士分屯安肃、雄、霸、广信之境。”[7]
 民屯与军屯的设立，除了自给自足外，也把剩余粮食缴纳给国家，解决了金初粮食匮乏的问题。

3.实行仓储制度，以备荒年

天会三年（1125）十月，太宗下诏实行仓储制度。令牛一具赋粟一石，每谋克为一廪贮之。天会五年（1127）九月女真内地缴纳牛头税：“内地诸路，每耕牛一具赋粟五斗，以备歉岁。”[8]


金朝地方官员重视仓储，令百姓入粟易牛，“边人以窝斡乱后，苦无牛，宗宁复令民入粟易牛，既而民得牛而仓粟倍于旧，其经画如此”[9]
 。

4.减免赋税

太宗时期，遇到灾荒年，实行减租、减粮的赈济政策，对民众的生活，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恢复，起到一定的作用。如天会元年（1123）九月，发春州粟，赈降人之徙于上京者。戊寅，诏诸猛安赋米，给户口在内地匮乏者。同年十二月，蠲民间贷息。诏以咸州以南，苏、复州以北，年谷不登，其应输南京军粮免之。天会二年（1124）二月“诏命给宗翰马七百匹、田种千石、米七千石，以赈新附之民”。

金朝初期，由于战争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农业生产恢复、发展较慢。但是朝廷已经意识到农业是朝廷的经济命脉，战争的供给，民众的衣食，都离不开农业，因此从立国之初，就确立了以农为本的国策。为熙宗及其以后各代农业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打下了基础。

（二）金熙宗至金章宗时期农业的恢复与发展

金熙宗至章宗时期，重视农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一时期，农业出现繁荣发展的局面。

1.继续实行以农为本的国策

世宗朝，自然灾害较为频繁。世宗问宰臣：“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民不病饥。今一二岁不登，而人民乏食，何也？”良弼对曰：“‘古者地广人淳，崇尚节俭，而又惟农是务，故蓄积多，而无饥馑之患也。今地狭民众，又多弃本逐末，耕之者少，食之者众，故一遇凶岁而民已病矣。’上深然之，于是命有司惩戒荒纵不务生业者。”[10]


世宗时期，重视农业的发展，经常派遣户部官员到各路劝农助农。正隆兵兴，农桑失业，猛安谋克屯田多不如法。世宗诏遣户部侍郎魏子平、大兴少尹同知中都转运事李涤、礼部侍郎李愿、礼部郎中移剌道、户部员外郎完颜兀古出、监察御史夹谷阿里补及望之分道劝农，廉问职官臧否[11]
 。

世宗不但派遣官员下去劝农，自己也曾多次到近郊观稼，以表示对农业的重视。如大定七年（1167）闰月，观稼于近郊。壬午，观稼于近郊。戊子，观稼于北郊。世宗曾感叹：“朕尝历外任，稔知民间之事，想前代之君，虽享富贵，不知稼穑艰难者甚多，其失天下，皆由此也！”下诏：“今之税，考古行之，但遇灾伤，常加蠲免。”[12]


大定二十五年（1185）六月，世宗猎近山，见田垅不治，命笞田者。章宗泰和八年（1208）诏谕有司：“以苗稼方兴，宜速遣官分道巡行农事，以备虫蝻。”[13]
 世宗、章宗时期重视农业，继续实行以农为本的国策，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2.在中央设立主管农业的机构

熙宗时期，设立三省六部，其中的户部，设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郎中而下，皆以一员掌户籍、物力、婚姻、继嗣、田宅、财业、盐铁、酒曲、香茶、矾锡、丹粉、坑冶、榷场、市易等事，一员掌度支、国用、俸禄、恩赐、钱帛、宝货、贡赋、租税、府库、仓廪、积贮、权衡、度量、法式、给授职田、拘收官物、并照磨计账等事。”[14]
 户部的日常工作，与农业、民生息息相关。如户籍、物力、婚姻、继嗣、田宅、财业、租税、府库、仓廪、积贮等都事关百姓的日常生活与生产，其政策牵扯到百姓的切身利益。在以农为本的金朝，百姓绝大多数从事农业生产，农业管理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出来。金朝在章宗时期先后设立了提刑司和三司，主管农业。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设提刑司，分按九路，并兼劝农采访事，屯田、镇防诸军皆属焉[15]
 。提刑司不但主管农业，也管赈济、赋调以及官吏违法之事。章宗下诏：“今后水潦旱蝗、盗贼窃发，命提刑司预为规划。”[16]
 大定二十九年（1189），诏有司，今后诸处或有饥馑，令总管、节度使或提刑司先行赈贷或赈济，然后言上。承安二年（1197）五月，章宗谕宰臣曰：“比以军须，随路赋调。司县不度缓急，促期征敛，使民费及数倍，胥吏又乘之以侵暴。其令提刑司究察之。”

设置三司。章宗泰和八年（1208）初设三司使，掌判盐铁、度支、劝农事。

此外，原尚书省户部主管民户以及其他涉及民生、农业、赋税、赈济等事宜。承安二年（1197）十二月，遣户部侍郎上官瑜体究西京逃亡，劝率沿边军民耕种，户部郎中李敬义规措临潢等路农务。明昌三年（1192），敕尚书省：“饥民如至辽东，恐难遽得食，必有饥死者。其令散粮官问其所欲居止，给以文书，命随处官长计口分散，令富者出粟养之，限以两月，其粟充秋税之数。”[17]


3.制定基层官吏的考核制度，调动地方官吏管理农业的积极性

地方县官为亲民之官，与农业、百姓的日常生活联系最为密切，因此称县令“最为亲民之官”。章宗泰和四年（1204），定考课（县令）法，准唐令，作四善、十七最之制。其中的十七最，与基层农村、农民、赋税、农业等紧密相关：“一曰礼乐兴行，肃清所部，为政教之最。二曰赋役均平，田野加辟，为牧民之最。三曰决断不滞，与夺当理，为判事之最。四曰钤束吏卒，奸盗不滋，为严明之最。五曰案簿分明，评拟均当，为检校之最。以上皆谓县令、丞簿、警巡使副、录事、司候、判官也。六曰详断合宜，咨执当理，为幕职之最。七曰盗贼消弭，使人安静，为巡捕之最。八曰明于出纳，物无损失，为仓库之最。九曰训导有方，生徒充业，为学官之最。十曰检察有方，行旅无滞，为关津之最。十一曰堤防坚固，备御无虞，为河防之最。十二曰出纳明敏，数无滥失，为监督之最。十三曰谨察禁囚，轻重无怨，为狱官之最。十四曰物价得实，奸滥不行，为市司之最，谓市令也。十五曰戎器完肃，捍守有方，为边防之最，谓正副部队将、镇防官也。十六曰议狱得情，处断公平，为法官之最。十七曰差役均平，盗贼止息，为军职之最，谓都军、军辖也。”以上是对于基层官吏的考核内容，与农业生产、乡村管理、百姓生活紧密相关，可以看到，金朝在制度层面，制定了约束基层官吏的法律法规，使其奉公守法，调动基层官吏的积极性，是促进农业发展、加强基层社会管理的得力措施。

4.扩大耕地，与民耕种

熙宗时期，为扩大耕地面积，把行宫鹿苑、禁苑之地让出，与民耕种。熙宗天会十三年（1135），以京西鹿囿赐农民。天眷元年（1138）二月，诏罢来流水、混同江护逻地，与民耕牧。三月以禁苑隙地分给百姓[18]
 。熙宗皇统七年（1147）正月，以西京鹿囿为民田。

章宗时期，多次下令行宫内外地允许农耕。章宗明昌四年（1193）正月，谕点检司：“行宫外地及围猎之处悉与民耕，虽禁地，听民持农器出入。”[19]
 明昌六年（1195）二月敕有司：“行宫侧及猎所，有农者勿禁。”泰和四年（1204）八月，弛围场远地禁，纵民耕捕樵采。承安四年（1199）二月，上谕点检司曰：“自蒲河至长河及细河以东，朕常所经行，官为和买其地，令百姓耕之，仍免其租税。”

5.扩大水田面积，实行区种法，增加粮食产量

由于水田单位面积产量高，因此金朝廷提倡增加水田面积，明昌六年（1195）十一月，初定县官增水田升除制[20]
 。

明昌五年（1194）春正月，尚书省进区田法，诏相其地宜，务从民便。承安元年（1196）夏四月，初行区种法，民十五以上、六十以下有土田者，丁种一亩[21]
 。区田法是一种田园化的集约耕作方法，适用于北方旱作地区。区田法的特点是在小面积土地上集中使用人力物力，精耕细作，防旱保收，求得单位面积的高额丰产。

6.减免赋税

从熙宗时期始，由于自然灾害以及其他原因，金朝屡次减免赋税，减轻农民的负担。熙宗皇统四年（1144），“立借贷饥民酬赏格。甲辰，以河朔诸郡地震，诏复百姓一年，其压死无人收葬者，官为敛藏之。陕西、蒲、解、汝、蔡等处因岁饥，流民典雇为奴婢者，官给绢赎为良，放还其乡”[22]
 。

世宗即位后，几乎每年都减免租税。如大定三年（1163）三月，中都以南八路蝗，诏免去年租税。大定四年（1164）三月，诏免北京岁课缎匹一年。大定五年（1165）正月，复命有司，旱、蝗、水溢之处，与免租赋[23]
 。大定十九年（1179）直至大定二十八年（1188），几乎每年都减免灾区租税。

章宗即位后，在明昌、承安、泰和年间，也多次减免赋税。大多因自然灾害，粮食歉收，朝廷为体恤民情而减免各种赋税。

7.抑制土地兼并

金朝中期，土地兼并激烈。女真族官僚和大地主，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兼并土地，致使小民无地可耕。大定二十一年（1181），朝廷下诏，山后冒占官地十顷以上者皆籍入官，均给贫民[24]
 。纳合椿年有宰相才，但是“然颇营产业，为子孙虑。冒占西南路官田八百余顷。大定中，括检田土，百姓陈言官豪占据官地，贫民不得耕种。温都思忠子长寿、椿年子猛安参谋合等三十余家凡冒占三千余顷”。朝廷采取收回多余田地的办法，除牛头税地各再给十顷，其余尽数收回给贫民种佃[25]
 。

8.制定各项与农业相关的政策，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在这一时期，金朝制定了与农业相关的一系列法规与政策，保障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一是禁止滥杀马、牛。马、牛是农耕的重要工具，大定八年（1168）四月，下诏不得擅杀马牛：“马者军旅所用，牛者农耕之资，杀牛有禁，马亦何殊，其令禁之。”[26]


二是农时不得饮酒、宴会，以免贻误农时。世宗大定十四年（1174）下诏：“猛安谋克之民，今后不许杀生祈祭。若遇节辰及祭天日，许得饮会。自二月一日至八月终，并禁绝饮燕，亦不许赴会他所，恐妨农功。虽闲月亦不许痛饮，犯者抵罪。可遍谕之。”[27]


三是定屯田户自种及租佃法。由于女真猛安谋克多不自种，把土地租给别人耕种，泰和四年（1204），章宗定屯田户自种及租佃法。

四是定区田法。明昌五年（1194），尚书省进区田法，规定每户每人必须耕种一定的数量。区田法改革了过去广种薄收的粗放的耕种习惯，变为深耕细作，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

五是更定鬻米面入外界法。为了使粮食不外流，保证金朝境内粮食供应，章宗泰和五年（1205），更定鬻米面入外界法[28]
 。

六是定县官增水田升除制。为了提高粮食产量，调动县官管理农业的积极性，明昌六年（1195），初定县官增水田升除制[29]
 。

七是更定蝗虫生发坐罪法。泰和八年（1208）秋七月，诏更定蝗虫生发坐罪法。使基层主管农业的官员自负其责，承担蝗虫生发的法律责任。

通过以上各项政策的制定，详细地规定了主管农业官员的责任范围，调动了各级官员管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对农民也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上更加严密，保证了农业生产更好的发展。史称：“时金有国七十年，礼乐刑政因辽、宋旧制，杂乱无贯，章宗即位，乃更定修正，为一代法。其仪式条约，多守贞裁定，故明昌之治，号称清明。”

（三）金末农业逐步走向衰败

卫绍王至金末，随着蒙军的入侵，自然灾害的频发，朝廷的横征暴敛，使得金代农业逐步走向衰败。史书中说：“及卫绍王之时，军旅不息，宣宗立而南迁，死徙之余，所在为虚矣。户口日耗，军费日急，赋敛繁重，皆仰给于河南，民不堪命，率弃庐田，相继亡去。及屡降诏招复业者，免其岁之租，然以国用乏竭，逃者之租皆令居者代出，以故多不敢还。”金末，逃户日增，田地荒芜。农业生产逐步走向衰败。其表现是：

1.宣宗南迁，国土蹙迫，耕地减少

宣宗南迁，几百万人口随之迁到河南，口粮、耕地问题迫在眉睫。至宁三年（1215）尚书右丞汝砺言：“河北军户之徙河南省，宜以系官闲田及牧马草地之可耕者赐之，使自耕以食，而罢其月粮。”[30]
 上从其请。宣宗谓宰臣曰：“朕恐括地扰民，罢其令矣。官荒牧马地军户愿耕者听，已为民承种者勿夺。”宣宗谕宰臣，沿淮塘路以南地向授民业，今为豪势据夺者，其令有司察之。军户与当地民户争夺土地成为当时的社会问题。

2.自然灾害频发，农业歉收

据史书记载，从卫绍王至金末，几乎连年发生自然灾害。有时一年之内连续发生几种自然灾害。如大安元年（1209）十二月，平阳地震，大安二年（1210）六月，大旱。大安二年九月，地大震。大安二年十二月，是岁大饥。[31]
 正大四年（1227）八月陨霜，禾尽损。[32]
 正大八年（1231）夏四月，大旱。由于连年灾荒，颗粒无收，导致农民吃草根树皮，饿死无数。贞祐四年（1216），山东行省仆散安贞言：“泗州被灾，道殣相望，所食者草根树皮而已。而邳州戍兵数万，急征重役，悉出三县，官吏酷暴，擅括宿藏，以应一切之命。民皆逋窜，又别遣进纳闲官以相迫督。皆怙势营私，实到官者才十之一，而徒使国家有厚敛之名。乞命信臣革此弊以安百姓。”诏从之[33]
 。

3.大批军户南迁，加重了民众负担，赋役繁重

宣宗南迁，几百万军士及其家属随着南迁，每天的口粮就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因此加重了当地农民的租税，导致大量农民因交不起过高的赋税而逃离家园。“方今军国所需，一切责之河南。有司不惜民力，征调太急，促其期限，痛其棰楚。民既罄其所有而不足，遂使奔走傍求于它境，力竭财殚，相踵散亡，禁之不能止也。”元光二年（1223），宰臣奏：“去岁正月京师见粮才六十余万石，今三倍矣，计国用颇足，而民间租税征之不绝，恐贫民无所输而逋亡也。”

官府催督赋税急迫，以至于民户不等麦熟就割麦应急。元光元年（1222），“上闻向者有司以征税租之急，民不待熟而刈之，以应限。今麦将熟矣，其谕州县，有犯者以慢军储治罪”。

4.农民逃亡，农田撂荒

由于灾害连年，赋税繁重，农民无以自活，纷纷逃亡，农田撂荒。金朝廷招抚逃户，逃户唯恐赋税难缴而隐匿不出。“今饥民流离者太半，东、西、南路计亦如之，朝廷虽招使复业，民恐既复之后生计未定而赋敛随之，往往匿而不出。若分给军户人三十亩，使之自耕，或召人佃种，可数岁之后畜积渐饶，官粮可罢。”令省臣议之，更不能行[34]
 。

兴定元年（1217）十一月，朝廷或除他役，或减本户杂征四分之一以招徕逃户，逃户仍不归。时河壖为疆，烽鞞屡警，故集庆军节度使温迪罕达言：“亳州户旧六万，自南迁以来，不胜调发，相继逃去，所存者曾无十一，砀山下邑，野无居民矣！”

针对以上社会问题，金朝采取以下措施，以解燃眉之急。

1.设置大司农司，主管农业

金末，蒙军入侵，金朝军队的战斗力强弱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而粮草供给事关军队战斗力的强弱。为了解决粮食供给问题，首先设立专门机构和人员主管农业。元光元年（1222），置大司农司，设大司农卿、少卿、丞，京东、西、南三路置行司，并兼采访事[35]
 。由专门机构和专人负责，在制度和人员上提供保障。

2.募民入粟

为了解决粮食短缺，兴定三年（1219）夏四月，高汝砺请备防秋之粮，募民入粟。朝廷议定其法而行之。天兴元年（1232）闰月，再括京城粟。此后的天兴二年（1233），一年内两次括城中粟[36]
 。中都被围，粮运道绝，哀宗诏忠孝搜括民间积粟，存两月食用，悉令输官[37]
 。

3.定宰牛罪律

兴定三年（1219），申明屠宰牛罪律。以保障耕地用牛。

4.免逋户所欠租税，招徕逃户

针对逃户欠租，金朝采取免逋户负租的办法，以招徕逃户回归故里。兴定五年（1221）八月，命有司除逋户负租，毋征见户。归德、亳、寿、颍停征逋户租外，仍蠲三之一。逋户田庐有司募民承业，禁其毁损，以俟来复。

5.开荒种地，减免租税，以给军饷

兴定五年（1221）十一月，诏蠲徐、邳、宿、泗等州逋租，官民有能垦辟闲田，除来年科征。元光二年（1223）十一月，令郭文振、史咏等各与所邻帅府相视可耕土田，及濒河北岸之地，分界而种之，以给军饷。

元光二年十二月，归德、徐、邳、宿、泗、永、亳、颍、寿等州复业及新地民，免差税二年，见户一年，尝供给邳州者复免一年之半，睢州、陈留、杞县免三分之一[38]
 。

6.重征租税

金末，财政空虚，入不敷出。只得向百姓多征租税，以解燃眉之急。哀宗正大四年（1227）三月，征夏税二倍[39]
 。不但如此，就连下一年的军需钱、田租也提前征收。天兴元年（1232）九月，以榜召民卖放下年军需钱，上户田租如之[40]
 。

当时的租税太重，苛捐杂税繁多，百姓无法缴纳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只有逃亡。正如宰臣高汝砺所言：“国家调发，河南为重，所征税租率常三倍于旧。今省部计岁收通宝不敷所支，乃于民间科敛桑皮故纸钱七千万贯以补之。近以通宝稍滞，又加两倍。河南人户，农民居三之二，今税租犹多未足，而此令复出，彼不粜所当输租，则必减其食以应之。夫事有难易，势有缓急。今急用而难得者，刍粮也，出于民力，其来有限，可缓图。彼悉力以奉军储已患不足，而又添征通宝，苟不能给，则有逃亡。民逃亡则农事废，兵食何自而得？”[41]
 高汝砺已经预见到租税繁重与逃户问题紧密相关，这是金朝末年社会问题的顽疾所在，直至亡国也未能解决。

二　土地制度

金代土地的所有制形式分为以下几种：官田；民田；女真族、契丹族、汉族、渤海族的大地主所占有的土地；寺院所占有的土地；猛安谋克所占有的牛头地等。金代土地的经营方式有官田租佃、私田租佃、自耕自种的自耕农、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内奴婢、屯田等几种形式。金代中后期土地兼并问题十分突出，涉及政府、农民、官僚地主三方的切身利益，金朝廷试图采取多种措施解决上述问题，但是收效甚微。

（一）土地所有制形式

1.官田

金朝廷所占有的土地，其来源有三：一是原来辽宋时期遗留下来的荒闲地，二是刷括民田所得来的土地，三是新开垦出来的土地。正如《金史》所说：“亡辽时所拨地，与本朝元帅府，已曾拘籍矣。民或指射为无主地，租佃及新开荒为己业者可以拘括。”“时有落兀者与婆萨等争懿州地六万顷，以皆无据验，遂没入官。”[42]


2.女真族、契丹族、汉族、渤海族大地主所占有的土地

女真族、契丹族、汉族、渤海族的大地主所占有的土地，其来源，一是金朝廷分配给他们的土地。金朝廷曾一次、两次或多次把土地分配给女真贵族、猛安谋克。“至秋，除牛头地外，仍各给十顷，余皆拘入官。”[43]
 二是强占民田、官田所得的土地。大定二十一年（1181），陈言者言，豪强之家多占夺田者，世宗说：“前参政纳合椿年占地八百顷。又闻山西田亦多为权要所占，有一家一口至三十顷者，以致小民无田可耕。徙居阴山之恶地，何以自存。”至于武夫悍卒，倚国威而为重，而冒夺“有耕之数世者”的民田，更是司空见惯之事。平章政事完颜匡“乃自占济南、真定、代州上腴田，百姓旧业辄夺之，及限外自取。上闻其事，不以为罪，惟用安州边吴泊旧放围场地、奉圣州在官闲田易之，以向自占者悉还百姓”[44]
 。三是趁着政府括地的时机，一些女真贵族和官豪之家，多请占官地。猛安谋克户也多冒名增口，以请官地，及包取民田，而民有空输税赋，虚抱物力者。金世宗大定十七年（1177），“邢州男子赵迪简言：‘随路不附籍官田及河滩地，皆为豪强所占。’”[45]
 赵王永中等四王府也“冒占官田”。

“蔽匿盗耕”之地。女真贵族、猛安谋克迁至新地区后，把原居住地的土地隐而不向政府“回纳”，到新地区后继续分占土地。他们把这些土地出租给农民，收取地租。

3.民田

汉族中小地主、自耕农所有的土地，只占很小一部分。其来源一为开垦荒地之后永为官地，二为开垦荒地之后可为己业。成为己业的土地上的农民，是朝廷支配下的自耕农民。他们有的依靠小部分土地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有的依靠租种朝廷、地主的土地而生存。

4.寺院土地

寺院土地的来源，主要是金朝廷和地主豪族所馈赠给寺院的土地，或是寺院自行购买的土地，也有的是强占民地而得来的土地。

寺院土地的使用权归寺院所有，其粮食收成归寺院。农民受灾时，朝廷向寺院借粮食救济百姓。“广宁大饥，民多流亡失业，乃借僧粟，留其一岁之用，使平其价市与贫民，既以救民，僧亦获利。”[46]


5.牛头地

金朝对猛安谋克实行牛头地的土地分配制度，最高土地所有权属国家，不属于各个家族。家族与个人只有占有权和使用权。各家族的土地，按照牛具、人口占有土地和征收牛具税。“其制每耒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岁输粟大约不过一石，官民占田无过四十具。”[47]
 牛头地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牛头地分配的条件和原则，是牛三头为一具，口数为二十五。牛头地受田的额数是四顷四亩，占田规定官民不得超过四十具，即一百七十六顷。牛头地所出的税为牛头税。

牛头地的特点是按耒牛、人口而进行土地分配，反映出金代土地所有权不在各个占有牛具税地的家庭手中，而是掌握在国家或最高统治者手中。占田多少由国家统一规定，并有限额，官民占田不超过四十具。占有者拥有土地的使用权。

金朝牛头地的分配与占有情况，在《金史》中有详细记载：

大定二十三年（1183），猛安谋克，户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六，内正口四百八十一万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万五千九百六十七。垦田一百六十九万三百八十顷有奇，牛具三十八万四千七百七十一。

在都宗室将军司，户一百七十，口二万八千七百九十，内正口九百八十二，奴婢口二万七千八百八，垦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顷七十五亩，牛具三百四。迭剌、唐古二部五乣，户五千五百八十五，口十三万七千五百四十四，内正口十一万九千四百六十三，奴婢口一万八千八十一。垦田四万六千二十四顷一十七亩，牛具五千六十六[48]
 。

从占有奴婢的情况看，在都宗室将军司，平均每户占有奴婢一百六十三余人，平均每正口约占二十八个奴婢。猛安谋克户平均每户有奴婢二个多，正口四人弱占一奴婢。迭剌、唐古二部五乣，平均每户占有三个左右奴婢。平均正口六人左右占有一个奴婢。据《金史》记载，女真各家族占有奴婢，少则几口，几十口，中则几百口，多则上千乃至上万口。

对牛具和土地的占有，也是不平衡的。以女真豪族占地最多，在都宗室将军司，平均每户占有牛具近1.8个；平均每户占有土地21.7顷。平均每正口占地3.7顷；平均每个牛具占地10.9顷。其次为女真猛安谋克，平均每户占有牛具0.62个；平均每牛具占田4.4顷；平均每户占田2.7顷；平均每正口占地0.35顷。最后为迭剌、唐古二部五乣，平均每户有牛具近一个；平均每牛具占地9.1顷；平均每户占有土地8.2顷；平均每正口占地0.38顷。

（二）土地的经营方式

金代土地的经营方式有官田租佃、私田租佃、自耕自种、屯田等几种形式。

1.官田租佃

凡官地，猛安谋克及贫民请射者，宽乡一丁百亩，狭乡十亩，中男为其一半。民田业各从其便，可卖质于人，但要随地输租。请射荒地者，以最下第五等减半定租，八年后开始征税。作为己业者以第七等减半为税，七年开始征税。自首冒佃比邻地者，输官租三分之二。佃黄河退滩地者，次年纳租[49]
 。

2.私田租佃

猛安谋克户，把土地租给汉人耕种，收取地租。女真豪族地主、汉族大地主，有的一家土地近千垧，大多租给佃户耕种，收取其租。

3.自耕自种

金朝的汉族、女真族、奚族、渤海族的下层民众，多为自给自足的自耕农，他们或是开垦荒地，向政府缴纳租税；或是租种地主的土地，向地主缴纳地租。史书记载，奚人六猛安，已徙居咸平、临潢、泰州，其地肥沃，且精勤农务，各安其居。女真人徙居奚地者，皆自耕，岁用亦足。

4.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内奴婢

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1183），调查猛安谋克的户口，正口4812669人，奴婢1345967人，占猛安谋克人口的28%。这些奴隶最初大半给主人耕种土地。但是，其效率远不如把土地租给汉人种产量高，因此猛安谋克开始出卖手中的奴婢，再把土地租给汉人耕种。金世宗为了防止发生这种转变，下令禁止猛安谋克出卖家中奴婢，也不许将名下的土地出租给佃户。大定二十一年（1181），金世宗对宰臣说：“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户之民，往往骄纵，不亲稼穑，不令家人农作，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近已禁卖奴婢，约其吉凶之礼，更当委官阅实户数，计口授地，必令自耕，力不赡者方许佃于人。”[50]


女真猛安谋克户的家内奴婢，多是在华北地区被俘获的汉人，或是在战争中俘获的各族百姓，一旦变为奴隶，便丧失种地的积极性，因为收获的粮食多少，与他们自身无关。耕种的效率低，收获的粮食少。而出租给佃户，每年除了缴纳一定的租税，余下的粮食越多，佃户自己得到的粮食越多。因此有耕种的积极性。猛安谋克户出卖奴婢，出租耕地，在经济上是划算的。因此，到了金世宗后期，在女真社会中，租佃制已经普遍发生，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

5.屯田

金初已经开始实行屯田。太祖收国二年（1116），“分鸭挞，阿懒所迁谋克二千户，以银术可为谋克，屯宁江州”。[51]
 最初的屯田规模较小，集体迁徙，以户为单位，边屯驻边生产。太祖天辅五年（1121），以境土既拓，而旧部多瘠卤，将移其民于泰州，派遣皇弟昱及族子宗雄按视其地。昱等苴其土以进，言可种植，于是把猛安谋克中民户万余户，让婆卢火统领，屯种于泰州。其居宁江州者，派拾得等四谋克，挈家属耕具，徙于泰州，赐婆卢火耕牛五十[52]
 。泰州是上京的户外屏障，也是通往西北地区的交通要道。同时，泰州“（土）可种植”。实行屯田即可保卫、巩固新占领区，又可自行解决口粮问题。这在金初经济没有恢复的情况下，是十分必要的。

太宗时期，继续实行军事屯田。天会四年（1126）“宗望罢常胜军，给还燕人田业，命将士分屯安、肃、雄、霸、广、信之境”。[53]
 这次军事屯田，完全是以军人为主，与以前屯田是不同的。可见金代军事屯田有两种形式：屯田户和屯田军。

以后的两次屯田则是完全以军户为主。天会九年（1131）四月诏：“新徙戍边户，匮于衣食，有典质其亲属为奴婢者，官为赎之。户计其口而有二三者，以官奴婢益之，使户为四口，又乏耕牛者，给以官牛，别委官劝督田作，戍户及边军资粮不继，籴粟于民而与赈恤。其继迁戍户在中路者，姑止之，即其地种艺，俟毕获而行。及来春农时，以至戍所。”[54]
 金朝这次迁徙戍边户，亦即屯田军户。朝廷对前往戍边的屯田军户采取资助、优遇的办法，如有典质亲属为奴婢的，官为赎之。家中人少的给以官奴婢。缺耕牛的，给以官牛。口粮不足的给以赈恤，以鼓励民户前去戍边。

太宗天会十一年（1133），“遂尽起本国之土人棋布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55]
 这次大规模的军事移民，是整个村落，整个家族的大迁移，金朝主要出于军事、政治上的考虑，把女真人迁入汉人居住区，以加强、巩固新占领区。

熙宗时，军事屯田已成为一种定制。屯田制是金朝廷组织女真人进行土地耕种和军事屯戍的一种特殊的形式。熙宗天会十五年（1137），“废刘豫后，虑中州怀二三之意，始置屯田军，非止女真，契丹、奚家亦有之。自本部族徙居中土，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给以官田，使自播种，以充口食，春秋量给衣服、若遇出军之际，始（月）给钱米，米不过十斗，钱不过数千。老幼在家依旧耕耨，亦无不足之叹。今屯田之处，大名府、山东、河北、关西诸路皆有之，约一百三十余千户，每千户止三四百人。所居止处皆不在州县，筑寨处村落间，千户百户虽设官府，亦在其内”[56]
 。熙宗把猛安谋克移居中原进行屯田，其土地分配办法是“计其户口给以官田”。是以人丁为本授田亩的一种制度。屯田军户平日耕作，战时出征，老幼在家依旧耕耨，是一种亦兵亦农的组织形式。屯田军户分布于大名府、山东、河北、关西诸路，人口约五万二千人。

（三）土地问题及其对策

熙宗至章宗时期，随着社会逐步趋于稳定，其他问题接踵而来，经济方面主要涉及土地的问题。其一是官僚、地主、豪强对土地的贪得无厌，多占官地或民田，土地兼并问题十分突出；其二是与其相对应的农民失地问题；其三是猛安谋克出租土地问题；其四是赋税不均问题；其五是逃户问题；其六是南迁军户的口粮问题。这六个问题在金中后期尤其突出。这些问题涉及政府、农民、地主豪强三方的切身利益，金朝廷实际上是站在大地主、豪强一方，其措施的直接受益者是政府、地主豪强，损害的是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因此从根本上说，金朝廷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上述这些问题。

地主豪强强占土地与土地兼并问题

金朝中后期，土地兼并问题日益突出。地主豪强之家，有的甚至一户占地八百顷，有一家一口占地三十顷，以致农民无地可耕。世宗大定十七年（1177），刑州男子赵迪简言：“随路不附籍官田及河滩地，皆为豪强所占，而贫民土瘠税重，乞遣官拘籍冒佃者，定立租课，复量减人户税数，庶得轻重均平。”[57]
 纳合椿年子猛安参谋合、故太师耨碗温敦思忠孙长寿等，亲属计七十余家，所占地三千余顷。而在近都的猛安谋克户，所给官地都为薄瘠之地，豪民租佃官田年岁久远，往往冒占为己业，土地兼并问题十分突出。金朝采取应对措施如下：

1.括地、刷地

金朝廷为了解决地主豪强强占官地与民地问题，实行拘地、刷地的措施。世宗大定二十七年（1187）下令，“随处官豪之家多请占官地，转与它人种佃，规取课利。命有司拘刷见数，以与贫难无地者，每丁授五十亩，庶不至失所，余佃不尽者方许豪家验丁租佃”[58]
 。拘括的土地为无凭据的官地。世宗对梁肃说：“此虽称民地，然皆无明据，括为官地有何不可？”大定年间，时有落兀者与婆萨等争懿州地六万顷，以皆无据验，遂没入官。拘括土地范围逐步扩大，以至于“如皇后庄、太子务之类，止以名称便为官地，百姓所执凭验，一切不问，其相邻冒占官地，复有幸免者”。“向遣刷官田，凡犯秦、汉以来名称，如长城、燕子城之类者，以为官田。此田百姓为己业不知几百年矣。”[59]
 拘括土地扩大化的结果，直接侵害了下层民众的利益，受益者为金朝廷。

拘地是把女真贵族重复得到的土地收归朝廷。金朝官员重复得到的土地，多为迁徙女真宗室贵族，之前所拨地不回纳。例如，太保阿里先于山东路拨地百四十顷，大定初又于中都路赐田百顷，是为两次得到朝廷的土地。朝廷命拘山东之地入官。“前徙宗室户于河间，拨地处之，而不回纳旧地，岂有两地皆占之理，自今当以一处赐之。”[60]
 朝廷令占官地十顷以上者皆括籍入官，把其地赐予贫民。

此外是无主地或新开荒地，也在拘括之列。“亡辽时所拨地，与本朝元帅府，已曾拘籍矣。民或指射为无主地，租佃及新开荒为己业者可以拘括。其间播种岁久，若遽夺之，恐民失业。”因诏括地官张九思以此为戒。“黄河已移故道，梁山泺水退，地甚广，已尝遣使安置屯田。民昔尝恣意种之，今官已籍其地，而民惧征其租，逃者甚众。”为了安置失地的农民，朝廷以别处官地给之。[61]
 山东路所括民田，主要分给女真屯田人户，复有籍官闲地，依元数还民，仍免租税。从《金史》中所述，拘括土地的受益者是女真猛安谋克户。

2.冒占官田、犯民桑者治罪

对于冒占官田、犯民桑者依法治罪。金朝省臣奏：“官地所以人多蔽匿盗耕者，由其罪轻故也。”于是更定条约，立时限令人自首，过时限则人能告者有赏。朝廷派同知中都路转运使张九思前往拘籍之。朝廷官员冒占田地者，除了收回所占田地外，还要对官府的管理者、所属的县官进行处罚，“以赵王永中等四王府冒占官田，罪其各府长史府掾，及安次，新城，宛平、昌平、永清、怀柔六县官，皆罚赎有差”[62]
 。以达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对亲王公主权势之家没能管理好牧畜，有犯民桑者，要依法惩处。“诏亲王公主及势要家，牧畜有犯民桑者，许所属县官立加惩断。”[63]


农民无地问题

这与地主豪强多占、冒占土地相关，致使农民无地、少地而无法生存。山西田亦多为权要所占，有一家一口至三十顷者，以致小民无田可耕，徙居阴山之恶地。河南沿边土地多为豪民冒占。以致农民无地耕种，而流落他乡。为此，金朝采取如下措施：

1.扩大耕地，诏流民、猛安谋克耕种荒闲官地

金朝对此采取了扩大耕地，开垦荒闲牧地的办法解决农民无地、少地的问题。熙宗天眷十四年（1151），罢来流、混同间护逻地，以予民耕牧。海陵遣刑部尚书纥石烈娄室等十一人，分行大兴府、山东，真定府，拘括系官或荒闲牧地，及官民占射逃绝户地，戍兵占佃宫籍监、外路官本业外增置土田，及大兴府，平州路僧尼道士女冠所占地，盖以授所迁之猛安谋克户，且令民请射，而官得其租。对于耕种荒闲地者给予政策上的优惠，以鼓励多开荒地。“在制，诸人请佃官闲地者免五年租课，今乞免八年，则或多垦。”农民耕种荒闲官地可以免租税，但是不许卖地。“民验丁佃河南荒闲官地者，如愿作官地则免租八年，愿为己业则免税三年，并不许贸易典卖。”[64]


2.拘刷地主豪强所占官地给贫民

当时的官豪之家多请占官地，转与他人种佃，收取地租。世宗命有司拘刷见数，给予贫民无地者，每丁授五十亩，余佃不尽者方许豪家验丁租佃。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由于平阳路地狭人稠，把官地尽数拘籍，验丁以给贫民。多佃官地者，如无主不
 承佃，方许诸人告请。平阳路实行计丁限田，如一家三丁己业止三十亩，则允许存所佃官地一顷二十亩（合120亩），余者拘籍给付贫民[65]
 。可知，一家三丁共计给田一百五十亩，平均每丁五十亩。

3.迁移流民，给无地农民旷地

章宗为解决农民无地问题，决定迁移民众到地旷人稀之地，给予闲田，并安置流民。“河东地狭，稍凶荒则流亡相继。窃谓河南地广人稀，若令招集他路流民，量给闲田，则河东饥民减少，河南且无旷地矣。”[66]


猛安谋克出租土地问题

世宗、章宗时期，女真猛安谋克之民，往往骄纵，不亲稼穑，不令家人农作，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富家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争慕效之。使得封建租佃制在猛安谋克中很快发展起来。金朝为使猛安谋克自种田地，采取各种措施，遏制其发展。

1.计口授地，必令自耕

世宗采取禁止卖奴婢，查阅户口，计口授地，必令自耕的办法，遏制租佃制的发展和猛安谋克的腐化堕落。老弱不能耕种者，方许佃于人。仍禁止农时饮酒。

2.实行奖惩制，惩治私自租佃者以及劝农官、县官

世宗时期，猛安谋克人惟酒是务，往往以田租人，而预借三二年租课者。或种而不耘，听其荒芜者。朝廷派人阅实各户人力，可耨几顷亩，必使亲自耕耘，无力耕种者方许租赁。如惰农饮酒，劝农谋克及本管猛安谋克并都管，各以等第科罪。收获数多者，以次第迁赏。大定二十二年（1182），由于附都猛安户不自种，悉租与民，有一家百口垅无一苗者。世宗认为劝农官失职，令治其罪。遂从大兴少尹王修所奏，以不种者杖六十，谋克四十，受租百姓无罪。[67]


章宗明昌元年（1190），制定了猛安谋克户不愿栽植桑果罪。朝廷令每十亩须栽一亩。各路提刑及所属州县，劝谕民户，如有不栽及栽之不及十之三者，并以事怠慢轻重罪处罚。过去规定，军人所授之地不得租赁与人，违者苗付地主。章宗泰和四年定制，所拨地土十里内自种之数，每丁四十亩，续进丁同此，余者许令便宜租赁及两和分种，违者钱业还主。为鼓励猛安谋克从事农作及官吏劝农的积极性，金朝定制：“能劝农田者，每年谋克赏银绢十两匹，猛安倍之，县官于本等升五人。三年不怠者猛安谋克迁一官，县官升一等。田荒及十之一者笞三十，分数加至徒一年。三年皆荒者，猛安谋克追一官，县官以升等法降之。”为永格。

赋税不均问题

金制，官田曰租，私田曰税。租税之外算其田园屋舍车马牛羊树艺之数，及其藏镪多寡，征钱曰物力。物力之征，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庶民，无一例外。猛安谋克户又有所谓牛头税，物力之外又有铺马、军须、输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纸等钱，名目琐细，不可殚述[68]
 。金朝从国初占籍之后，经过海陵南伐，民众贫富变更，出现赋役不均问题。为此，金朝实行了以下措施：

1.通检推排，使其赋税均平

金初实行通检推排。主要内容为通检户口、奴婢、马畜、房产、土地等。按照其家产多少，分为三等。通检，即《周礼》大司徒三年一大比，各登其乡之众寡、六畜、车辇，辨物行征之制也。世宗下诏：“粤自国初，有司常行大比，于今四十年矣。正隆时，兵役并兴，调发无度，富者今贫不能自存，版籍所无者今为富室而犹幸免。是用遣信臣泰宁军节度使张弘信等十三人，分路通检天下物力而差定之，以革前弊，俾元元无不均之叹。”[69]
 大定十五年（1175）九月，世宗以天下物力，自通检以来十余年，贫富变易，赋调轻重不均，遣济南尹梁肃等二十六人，分路推排。大定二十六年（1186），派李晏等分路推排。

2.减免物力钱

章宗明昌元年（1190）四月，刑部郎中路伯达等言：“民地已纳税，又通定物力，比之浮财所出差役，是为重并也。”于是详酌民地定物力，减十之二[70]
 。通检推排十年进行一次。章宗承安二年（1197），敕令议通检。遂定制，已典卖物业，止随物推收，分户另居者许令别立户籍，户绝及困弱者减免，新强者详审增之，止当从实登记，不必凑足元数。边城被寇之地，皆不必推排。承安三年（1198）九月，奏十三路籍定推排物力钱二百五十八万六千七百二贯四百九十文，旧额三百二万二千七百十八贯九百二十二文，以贫乏除免六十三万八千一百一十一贯。除上京，北京、西京路无新强增者，余路计收二十万二千九十五贯[71]
 。此项措施旨在按照新通检推排定物力，贫者减免物力钱，新富增加物力钱。

3.减免租税

金朝曾多次减免赋税。例如熙宗天眷五年（1142）十二月，诏免民户残欠租税。皇统三年（1143），免民税之未足者。世宗大定年间也曾多次减免赋税。大定十二年（1172）至大定二十一年（1181），几乎每年在罹患水、旱、蝗、震之地，都减免其赋税[72]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赦民租十之一。河东南北路则量减之。尚书省奏，两路田多峻阪，硗瘠者往往再岁一易，若不以地等级蠲除，则有不均。于是下令以赦书特免一分外，中田复减一分，下田减二分。

逃户问题

逃户问题，是金朝中后期的社会顽疾，从世宗时期开始出现，直至金末。世宗、章宗时期的逃户是为避徭役而出逃。宣宗时期的逃户是为避繁重的赋税而出逃。宣宗贞祐年间南迁入汴，而当时“军国所需，一切责之河南。有司不惜民力，征调太急，促其期限，痛其棰楚。民既罄其所有而不足，遂使奔走傍求于它境，力竭财殚，相踵散亡，禁之不能止也”。元光二年（1223），宰臣奏：“去岁正月京师见粮才六十余万石，今三倍矣，计国用颇足，而民间租税征之不绝，恐贫民无所输而逋亡也。”[73]
 由于赋税较过去增加三倍左右，民众不堪重负，多举家逃亡。逃户问题，成为当时最大的社会问题。而逃户的物力钱则转嫁到未逃之户身上。“河间、沧州逃户，物力钱至数千贯，而其差发，有司止取办于见户，民不能堪矣！”从而引发未逃户的再次逃亡。逃户增加，朝廷的赋税征收成了问题，国家财政税收减少，势必影响到军费开支以及国家各项开支。金朝曾多次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其对策，主要对策如下：

1.治官府、官吏、逃户罪

世宗大定二十一年（1181），命避役之户举家逃于他所者，元籍贯及所寓司县官同罪，为定制[74]
 。

为了制止逃户规避物力，金朝制定了逃户罪。章宗泰和七年（1207），当时的中物力户，有役则多逃避，有司令以次户代之，事毕则复业，以致大损不逃之户。朝廷认为旧制太轻，遂命课役全户逃者徒二年，赏告者钱五万。先逃者以百日内自首，免罪[75]
 。

2.缓征、罢征赋税

逃户主要由于赋税过重而逃，金朝为了减轻百姓的赋税，采取征税之前先期告之，不急者罢之的办法。“自今凡科征必先期告之，不急者皆罢，庶民力宽而逋者可复。”[76]
 世宗、章宗时期逃户问题虽然出现，但是由于采取相应的措施而有所减缓。宣宗之后，逃户问题一直是困扰朝廷的棘手问题，直至金末，也未曾很好地解决此问题。

宣宗南迁后，军户的口粮问题

宣宗贞祐年间南迁，几百万军户及其家属也跟随南迁。面对嗷嗷待哺的男女老幼，其口粮问题直接摆在了金朝廷面前。宣宗曾多次召集大臣商议得军粮之术。解决的办法如下：

1.成倍增加官租，给军户荒田及牧地可耕者

为了解决南迁军户的口粮，有的大臣建议：“河北军户徙居河南者几百万口，人日给米一升，岁费三百六十万石，半以给直，犹支粟三百万石。河南租地计二十四万顷，岁租才一百五十六万，乞于经费之外倍征以给之。”[77]
 “惟当倍益官租，以给军粮之半，复以系官荒田、牧马草地量数付之，令其自耕，则百姓免失业之艰，而官司不必为厉民之事矣。”[78]
 宣宗遂命右司谏冯开等五人分别到诸郡，授予荒官田及牧地可耕者，每人三十亩。以解决南迁军户的口粮问题。

2.屯田

解决南迁军户口粮的措施之二是实行屯田。朝廷下令：“随处系官闲地，百姓已请佃者仍旧，未佃者以付屯田猛安谋克。”屯田之计虽然可行，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屯田需要种子、牛具、土地。土地只有未开垦的荒闲地，其数量远远满足不了几百万人口的需求。况且猛安谋克早在世宗时期就已经把地租给汉人，早已习惯坐享其成，对于耕种已无多大兴趣，因此，屯田之策也只是纸上谈兵。

综上所述，金朝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从而直接导致了金末农民大起义，金朝廷也在农民起义和蒙古军队的进攻下覆灭。

三　水利建设

金朝以农业为治国之本，而农业的发展有赖于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金朝境内河渠纵横、水利资源丰富：南有黄河，东南有北清河，西南有渭水、汾水，北有滦河、辽河，与宋朝以淮水为界。这些河渠，既可灌溉良田，又可漕运，为南北经济贸易和文化的往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河渠虽能为民造福，但有时也泛滥成灾，直接威胁到人民的生命财产。治河与兴修水利、防灾防涝有密切的关系。金朝为此设立了专门机构和专职人员，从事防护、管理和维修河堤。金朝为发展水利事业，奖励开垦水田和修筑水渠，使金朝的水利事业较前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和提高。

（一）漕运

漕运的本义是利用水道交通之便以运输物资。始自秦、汉，唐、宋行纲运之法，而漕运之制大备。漕运的河渠被称为漕渠。古以水道运输为漕，陆路车运为转或挽。水运、陆运则称转漕或挽漕。金代的漕运河渠，见于史籍记载的主要有黄河、潞水、高良河、漳水、衡水、巨马河、沙河、北清河等。这些河流是金朝运输的大动脉，航行着南来北往的船只。漕运要比陆路运输省力、方便。它对疏通南北经济、文化的往来，乃至对金朝的军事、政治的发展，都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世宗时，“撒八反，转致甲仗八万自铭州输燕子城，运米八十万斛由蔡水入淮，馈伐宋诸军，期以一日，曹望之如期集事”[79]
 。大定年间，运河堰塞，世宗出郊见后，询问其原因，主者奏道：“户部不为经画所致。”世宗责备户部侍郎曹望之：“有水运不浚治，乃用陆运，烦费民力，罪在汝等，其往治之。”可见漕运的重要和金朝廷的重视。金迁都中都之后，其地理位置居中，东去潞水50里，因此设闸以截高梁河、白莲潭诸水，用以运输山东、河北、河南之粟。金朝又在各濒河州城，置仓以贮藏旁郡的粟米。如恩州的临清、厉亭，景州的将陵、东光，清州的兴济、会川，献州及深州的武强，都是置仓的地方。当时，通潜运的水道有三：一是旧黄河，行经滑州、大名、恩州、景州、沧州、会川；二是漳水东北的御河，通往苏门、获嘉、新乡、卫州、浚州、黎阳、卫县、彰德、磁、洺州；三是衡水，经由深州会于滹沱河，用来运献州、清州的官饷。此三水都合于信安海壖，溯流而至通州，由通州入闸，十余日而后到达京师。其他如霸州的巨马河，雄州的沙河，山东的北清河，都是重要的水运之路。但是自通州而上，地峻而水不留，其水势易浅，舟船不行，所以常得从陆地挽运。漕运分为春运、秋运两种。春运从冰消开行，至暑雨毕。秋运从八月开行，至冰冻毕。纲船将发运之前，聚集众人，以所载的粟草加封后，先付给所卸之地，看与所封样式相同则授。纲船大都在前期三日修治，日装一纲，装毕以三日启行。计算里程为溯流、沿流而相区别，至所受之仓，以三日卸，又三日给收付。漕运脚值，水运盐每石百里48文，米50文1分2厘7毫，粟40文1分3毫，钱则每贯l文7分2厘8毫。陆运佣值，米每石百里112文1分5毫，粟57文6 分8厘4毫，钱则每贯3文9厘6毫。其他物品每百斤行百里，平路在春冬季节131文5分，夏秋季节157文8分，山路较平路脚值贵，而夏秋又较春冬时脚值贵。水运与陆运佣值比较，陆运又较水运为贵，米每石百里贵约一倍多。各民户射赁官船漕运，其脚值以10分为率，初年克2分，二年克1分8厘，三年克1分7厘，四年克1分5厘，五年以上克1分。租期越长，租费越低。此外，还需向朝廷缴纳捐税给管理漕运的官员，春冬90文3分，夏秋114文。漕运又分为官运和私运。官运的货物主要是粮粟，用以军需和民储。官运之外还有商贾的船只，往来南北贩易各种货物。漕运的管理，是疏通交通的重要保证。金朝为使漕运通畅无阻，派专人管理漕运，并要求地方官员兼职漕河事，催检纲运，管护堤岸，浚治河道。金朝管理漕运的办法是：

1.在中央设都水监，“专规措黄、沁河，卫州置司”。[80]
 监为正四品，掌川泽、津梁、舟楫、河渠之事。兴定五年（1221）兼管勾沿河漕运事。少监正六品以下，皆同兼漕事。监两员，正七品，内一员外监分治。椽正八品，掌与承同，外监分治。勾当官四员。大定六年，尚书省以漕运所经之地，州县官以为于己无关，多至浅滞，使纲户以盘浅剥载为名，奸弊百出。于是遂定制，凡漕河所经之地，州府官衙内皆带“提控漕河事”，县官则带“管勾漕河事”[81]
 ，催检纲运，管护堤岸。漕河所经之地，共有3府12州33县，如此利用地方力量，分段管治漕河，无疑是保证金朝南北大动脉畅通无阻的重要措施。

2.及时疏通河道，清除堰塞，修护水闸。如大定年间，运河堰塞，世宗命漕运官、户部官员等前去浚治。大定二十年（1180），世宗又下诏，命有司修护漳河水闸，从而保证了漕运的正常运行。泰和五年（1205），章宗到霸州，因漕河浅滞，影响漕运，“敕尚书省发山东、河北、河东、中都、北京军夫六千，改凿之”[82]
 。

3.计算实数，防止盲目运输，因时制宜，节省民力。户部员外郎曹望之针对漕运中盲目运输的弊病，建议：“先计河仓见在几何，通州容受几何，京师岁费几何。今近河州县岁税或六七万石，小民有入资之费，富室收转输之利，宜计实数以科税入。”[83]
 他的建议被朝廷采纳。通过核查实际数字，有计划地安排漕运，不仅减少了盲目运输，而且避免了官吏中饱私囊、隐匿税收的现象发生。在漕运中，由于季节不同，河水流量大小不同，所用挽夫的人数多少也不同。宣宗年间，军旅之用，以及挽粟之役一出于民，河南为近边之地，官府置办运粮之役，多为本地所派，当时漕运的船只共500余只，挽夫1000多人，时值大河顺流，用不了这么多挽夫，乌延锐太守马上申覆漕运官员，运夫减少一半人。因此，民力不疲而官事办。不仅节省了民力，也减少了朝廷漕运的开支。

（二）水利

金朝重视兴修水利，奖励开渠、开水田。从金熙宗时，农田水利事业开始恢复，之后有了很大发展。金朝兴修水利，主要是修渠、掘井，其着眼点首先解决缺水少水地方的民用水。金朝潞州涉县过去是缺水地方，居民用水都要到离城15里之外的地方汲涧泉水食用。水在涉县的民众看来，是异常珍贵的，虽洗涤后之余水也不敢遗弃。因此，人们多得病。李平任涉县令时，为解决缺水问题，巡视西山，发现美泉，于是测量地势，“籍丁为渠，民乐于赴，功不两旬而成。近郭数千家坐获膏润之利”。为解决民众食用水的矛盾，金朝一些有识之士曾上诉有司，求助于法律解决争水之事。如《金文最》卷五十二《宁曲社重修食水碑》记载：“郡之东南有村曰宁曲，清渭经其北，太白当其南。水之所行及所流之多寡，二者有常，无相争夺，使上下居民均得食用，不假于远负而深汲。……及后世，古道浸遥，淳风殝灭，众暴寡，强凌弱，濒于上流者盗决其水，专于己而遗于众，使夫居末流者当暑曾不得涓滴以相需，构怨连祸，讼于有司者积年不绝。儒生刘文秀……目击其事，慨然有澄清兼善之志，遂率众具牒诣有司以请曰：‘夫民之用水固有定制，自下而上强不得凌弱，富不得兼贫，遵其次序周而复始，重其罚以防于奸邪，明其禁以示于弗渝，然后水之利可均，民之讼可息……。’时治郡者皆贤，深然其辞，判而授之。”这才解决了多年为争水而起的矛盾。也有为灌溉农田而争水的。《金文最》卷五十二《辅国上将军京兆府推官康公神道碑铭》记载：“三白渠业户每以争水为讼，或至杀人。（康公）受檄为亲至渠上，求致讼之故，果得石刻记渠以青石之为地（界），盖渠路岁久为泥泽填塞，受水才半分，溉不能给，因斗起而争之。公率役夫浚渠以石地为限，渠深常岁丈余，自是无致讼者。”兴修水利，既利国又利民。深明水利重要的金朝地方官员，能够体察民情，开渠通流，从而解决了百姓的饮食用水及灌溉用水。郡坞县（今陕西眉县东北渭水北岸）大旱，人烟凋敝，村落邱墟。新任邑阜孔公到任后，了解到县中过去有水通流，自皇统年间源流湮塞已60年。孔公与杨洞清道士偕至谷口，披寻故道，计度资力，开渠通流，顺流而下，通衢广陌，汲引灌溉，涂塈洗濯无复囊时之艰虞。仅有园田畦亩，不下几万……水利兴，官民两利。[84]
 金朝不仅修治河渠，掘井取水，还重视、奖励开垦水田。朝廷定制：“县官任内有能兴水利田及百顷以上者，升本等首注除。谋克所管屯田，能创增三十顷以上，赏银绢二十两匹，其租税止从陆田。”[85]
 兴定五年（1221）五月，南阳令李国瑞创开水田400余顷，朝廷因此而将其升职两等，并将其事迹遍谕诸道。金朝采取便民措施，放水给百姓溉田。承安二年（1197），朝廷放白莲潭东闸水给百姓灌溉田地。三年（1198），又命勿毁高梁河闸，听民灌溉。金朝为扩大水田，在泰和八年（1208）七月，命诸路按察司规划水田，转运司订出计划，如果诸路按察司因劝农，可按问开河或掘井如何为便，规划上报朝廷，以待日后兴作。哀宗元光元年（1222），金朝又遣户部郎中杨大有等诣京东、西、南三路开水田。金朝所以如此重视开发水田，是鉴于水田收获多于陆田数倍，而金朝境内河渠纵横，有开发水田的水利资源。因此无论朝廷还是民间，都重视水田的开发和利用。金代水田开发面积不少。曹州、单州基本上都为水田。大定八年（1168）六月，黄河在李固渡决口，曹、单二州被淹，由于两州本以水利为生，所害农田无几。张仅言疏引大宁宫左流泉灌田“岁收稻万斛”，如以每亩收3斛计算，其田亦在3000亩以上。河内郡西北大雄山南数里有唐帝古寺，数泉出于寺下，南低于泉水上下数十里，灌溉田园，植竹种稻，获利益多。宣宗兴定年间，宣慰使李复亨上奏：“南阳禾麦虽伤，土性宜稻，今因久雨，乃更滋茂。田凡五百余顷，亩可收五石，都得二十五万余石。”[86]
 贞祐四年（1216）八月，程渊上奏“汤山诸县陂湖，水至则畦为稻田，水退种麦，所收倍于陆地。宜募人佃之，官取三之一，岁可得十万石”。金朝实行奖励开水田的政策，调动了地方官吏和百姓的积极性。有的官吏自行组织农民开渠灌田。如天眷年间，陕右大饥，流亡四集，庞迪开渠灌田，流民利其食，居民借其利，各得其所，郡人立碑纪其政绩。熙宗时，付慎微任同知京兆尹，权陕西诸路转运使。他“复修三白、龙首等渠以溉田，募民屯种，贷牛及种子以济之，民赖其利”[87]
 。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开渠灌田，用自己的力量兴修水利，津水渠的建成就是一例。津水源出于雁门东山三泉，雨水过繁时，遂为大川，放而出忻口，并北山东去。以前，尔朱氏、乔公、齐公羡三人都欲开渠兴建，但都未成。雨水少时，有以盗水致讼者，有以避罪而就死者。后来，仆不自度量，赖县豪杰，乡父兄子弟资助之，历二年之久，起汤头岭西之白村山下，逾六十里经建安口犷乃合流，明年三月，合乡人予议泊执役者，置酒张乐而落之。西南邓之属邑多水田，业户余三万家，长沟大堰率因故迹而增筑之。[88]
 津水渠修成使周围百姓获利，灌溉水田。金朝重视水田的开发，促使朝廷、地方及百姓兴修水利，而水利的开发和建设，又促进了金朝农业和经济的发展。

（三）黄河的治理

黄河绵延万里，流经金境内大部，由金境内山东东路渤海口入海。每到汛期，黄河极易泛滥成灾，数十年间，或决或塞，迁徙无定，因此黄河的治理就日益显得迫切而重要。金朝境内的黄河泛滥情况，在《金史》卷二十七中有详细的记载：“大定八年六月，河决李固渡，水溃曹州城（今山东菏泽县），分流于单州（今山东单县）之境。”“大定十一年，河决王村，南京孟（今河南孟县）、卫州（今河南辉县）界多被其害。”“大定十七年秋七月，大雨，河决白沟（今河北新城县）。”[89]
 此后，黄河在大定二十年（1180）、二十六年（1186）、二十九年（1189）和明昌五年（1194）分别决口，泛滥成灾，沿河州县多受其害。今山东、河南、河北三省是受灾的主要地区。

金朝为治理黄河水患，专门设立治河机构，沿河上下共设25个护堤，6个在河南，19个在河北。护堤设散巡河官一员，后又特设崇福上下场都巡河官兼石桥使。巡河官大都从都水监廉举，并统领场兵12000人，每年用于河渠治理的薪柴1113万余束，草18307万余束。每次修筑护堤，都要用大量民工、军夫。其中大定二十年（1180）河决卫州时，用工179万余，日役夫2.4万余，期以70日完工。在几次大的治河工役中，用工最多。金朝为防治河患，还令沿河州县长官兼任管理河防的职务，分段管理所辖境内的河防。大定年间，南京有司言，乞专设场官。大定十九年（1179）九月，设京府巡河官一员。大定二十年，又于归德府创设巡河官一员，巡逻兵20人，还是不能满足治河的需要。大定二十六年（1186）八月，黄河泛滥后，御史台言：“自来沿河京、府、州、县官坐视管内河防缺坏，特不介意。若令沿河京、府、州、县长贰官皆于名衔管勾河防事，如任内规措有方能御大患，或守护不谨以致疏虞，临时闻奏，以议赏罚。”世宗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4府、16州之长贰，皆为提举河防事，44县之令佐，皆任管勾河防事。地方配合，分管辖内的河防，有利于减轻朝廷的负担，防止坐视不救的弊病发生。但在管理上仍存在着弊病：“都水外监员数冗多，每事相倚，或复邀功，议论纷纭不一，隳废官事。”“自昔选用都、散巡河官，止由监官辟举，皆诸司人，或有老疾，避仓库之繁，行贿请托，以致多不称职。”[90]
 金朝为纠正此弊病，严格挑选治河人员，实行奖惩制度：拟升都巡河作从七品，于应入县令廉举人内选注外，散巡河依旧亦于诸司及承簿廉举人内选注，并取年六十以下能干者，到任一年，委提刑司体察，若不称职，即日罢之。如守御有方，致河水安流，任满，从本监及提刑司保申，给予升职。明昌年间，朝廷曾对玩忽职守的治检巡河堤官和守河官给予处罚。金朝对治河队伍的整顿以及奖惩制度的实施，是治黄建设的有力组织措施，从而把那些年富力强、有丰富治河经验的官员选拔上来，委以重任。如金朝选拔出来的治河官员张大节、康元弼、路铎等人，在治河排涝方面都有显著的政绩。金朝的治河官员，在多年的治河排涝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大体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修筑堤岸，防止水患成灾。修筑堤岸是防灾排涝最常用的方法。修筑堤岸除用泥石垒筑外，还有一种用场岸的办法护堤：常以孟秋准备塞治之物，梢（树枝）、芟（草）、薪柴、楗橛（小木桩）、竹、石、茭索、竹索凡千余万，称为春料，诏下濒河诸州所产之地，仍遣使会河渠官吏，乘农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备用。凡芦荻谓之芟，伐山木榆柳枝叶谓之梢，辫竹纠芟为索。以竹为巨索，长10尺至20尺，有数等。先择宽平之所为埽场。埽之制，密布芟索，铺梢，梢芟相重，压之以土，杂以碎石，以巨竹索横贯其中，谓之心索，卷而束之，复以大芟索系其两端，别以竹索自内旁出，其高数丈，其长倍之。凡用丁夫数百或千人，杂唱齐挽，积置于卑薄之处，谓之埽岸。既下，以撅阜阂之，复以长木贯之，其竹索皆埋巨木于岸以维之。遇河之横决，则复增之以补其缺。凡埽下非积数叠能遏其迅湍。又有马头、锯牙、木岸者以蹙水势护堤。[91]


二是测量地势高低，顺其自然，采取回避迁徙，修筑堤岸等措施，治理河患。黄河决口于卫州时，横流而东，沧州境内有九河故道。“张大节即相宜缮堤，水不为害。”[92]
 大定二十七年（1187），黄河决堤于曹州、
 州之间。朝廷派康元弼前去巡视，“相其地如盎，而城在盎中，水易为害，请命于朝以徙之，卒改筑于北原，曹人赖焉”。[93]
 卫州曾为河所坏，增筑东门以寓州治。水退之后，民众不愿迁徙，想归复卫州，于是派遣康元弼前去巡视，民众归复故里。在黄河决口于滑州、卫州时，朝廷派段铎前去督役，修治堤岸。段铎周密布置，仔细测量，“工省费轻，人忘其劳”。[94]
 后授段铎为曹州刺史，增邑三百户提举河防事。方夏淫潦，黄河泛滥，段铎亲自率僚属露宿堤坎之上，风号浪激，旁观胆悸，段铎安然不动，致使水势下降，黄河退复故道。

三是疏分河水，以杀其势。在水势凶猛时，或者水未泛滥成灾之时，舒缓分导，以杀水势。大定七年（1167），黄河决于李固，朝廷派梁肃巡视河患之地。梁肃考察实地后上奏：“决河水六分，旧河水四分。今漳塞决河，复故道为一，再决而南则南京忧，再决而北则山东、河北皆可忧。不若止于李固南筑堤，使两河分流，以杀水势便。”[95]
 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金朝治水官员所采取的疏分河水等治河办法固然可取，但仍是应急的治标之计，而非立足长远的治本之策。

四是修固堤岸、广种榆柳，防患于未然。金朝的治河官员，在长期治河实践中，总结出了以防患为主的长远方法，这就是疏其淤塞，修固堤岸，广种榆柳，“数年之后，堤岸既固，埽材亦便，民力渐省”[96]
 。金朝治河的办法，切合实际，为后世所沿袭。

四　商业

金代商业，是在金代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恢复及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金朝商业的发展，与周邻各族间的贸易，促进了南北经济进一步活跃与繁荣。随着商业发展，货币也恢复发展起来，金代币制的发展与厘革，在我国币制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一）商业

金代商业的恢复和发展，是伴随着以农业为主的各部门经济的恢复，发展起来的。金代商业的兴起、恢复与发展经过不同的发展阶段。金代商业全面恢复，始于熙宗，发展于世宗、章宗时，特别是在金与南宋和平相持中，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往与联系。金代商业既是历史上商业的继承与发展，又在发展中有着与辽、宋不同的特点。

金代商业，同其他朝代一样，首先是在城市恢复起来的。因为城市一般地处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的水陆交通枢纽之地。城市是工商业发展之地，因此有“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小人近市朝夕所求”“工贾近市”之说。

金代女真族是在氏族制基础上立国，商业的起步较晚。金初，“其市无钱，以物博易”[97]
 ，还处于以物易物的阶段。辽朝于宁江州设立女真诸部族交易的市场，女真族以其土特产到市场交易，也主要是换取生活所必需的物品。

金朝建国，南下进入辽朝统治的府州县地区，始与原辽地区比较发达的商业接触，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反辽灭辽，推行和发展女真族的奴隶制，安抚各族人民。在这个时期，恢复发展商业是不可能的。金太祖定燕，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天辅七年（1123）二月下诏：“顷因兵事未息，诸路关津绝其往来。今天下一家，若仍禁之，非所以便民也。自今显、咸、东京等路往来，听从其便。”弛禁关津，便于百姓自由往来，为商业复兴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宋使赵良嗣来金，“请加岁币以代燕税，及议画疆与遣使贺正旦生辰、置榷场交易，并计议西京等事”。[98]
 与宋榷场交易也历史地被提了出来。

金太祖定燕，踵辽南北面制度，后来太宗南下灭亡北宋，先后立张邦昌、刘豫为帝。在这个阶段，南北地区的商业当有一定的恢复，而灭亡北宋后太宗又开始注重生产的恢复，商业当有一定的发展。但当时商业的发展，还没有铸自己货币的需求，而是借用辽、宋，乃至刘豫铸造的货币在商业中流通。金熙宗在全国行汉制后，到海陵，是金代商业全面恢复的开始，至世宗、章宗而发展繁荣。这个时期金朝商业的发展最显著的特点，是在自己的商业发展的轨道上前进，摆脱了女真以前以物易物和辽、宋的经济对商业发展的束缚。

金上京会宁府，由原来一个皇帝所居的城寨发展为一个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咸平、东京两府恢复为当时“商旅所集”之地。东京早在辽时，外城谓之汉城，分南北市，中为看楼，晨集南市，夕集北市。及至金时，城北仍置市场，百物齐全，商贾云集。原辽中京以及其他城市商业点也都随之恢复。在西南路，出现了一些新的城市商业点，耶律怀义为西南路招讨使时，“乃择诸部冲要之地，建城市，通商贾”[99]
 。河北、河东、山东、南京诸路是农业、手工业生产发达地区，商业也在一些城市中恢复起来。中都是海陵迁都后发展起来的全国经济政治的中心。“户口安堵，人物丰庶”，“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萃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绵绣组绮，精绝天下”[100]
 。中都，旧城四隅有六十二坊（辽仅二十六坊），是工商荟萃的地方。汴京御街，从宣德楼直南二百余步，两边皆御廊，旧许世人买卖其间。宝坻“于时居人市易，井肆连络”。“加之河渠运漕，通于海峤，嵩师舟子，鼓辑扬帆，懋迁有无”。“其富商大贾，货置丛繁”。[101]
 河北相州人烟尤盛，工巧过于磁州，城内的秦楼街十分繁华，食店、酒楼很多。汝州梁县，正隆六年（1161），海陵令“汝州百五十里内州县，量遣商贾赴温汤置市”。[102]
 河东上谷是通往山西的交通要道，在当时已是：“桑麻数百里，烟火几万户，长桥龙偃蹇，飞阁凤腾翥。传闻山西地，出入此其路。源源百货积，井井三壤赋。”[103]
 成为商品集散地之一。

金末丧乱，商业遭到严重破坏。尽管这样，金末地方局部的经济恢复仍然是存在的。河北保州在金末张柔统治时，仍保持燕南一大都会繁荣的景象。“保当南北之要冲”，“立井市，通商贾”，“遂为燕南一大都会”。[104]
 粘葛奴申受命为陈州防御使时，完城郭，“市肆喧哄如汴之阛阓”。[105]
 其繁荣景象不言而喻。金代商业经济的恢复发展，带动了各地城镇商业的发展，金代密州板桥镇的商业极为繁荣，即是其例。

金代商业，是继中原商业而发展，商人交易的场所主要是市，市是国家专设的交易场所，四面有门，定时开关，商贾会聚其中。由于商业发展，经营不同产品的商人已组成“行”，参加同行商人的“行人”，其首领为“行头”、“引领”，由大商人兼任，以垄断本行的商业和控制小商人。当时中都，已有油石行、布行、银行等商业行会组织。银行组织的出现，标志着金代中都城市经济已发展到一个新时期。

（二）榷场贸易

金朝的商业贸易，其主要形式是榷场互市。榷场为朝廷对外互市之所，“皆设场官，严厉禁，广屋宇以通二国之货，岁之所获亦大有助于经用焉”[106]
 。金初在西部招讨司的燕子城、北羊城之间置榷场以易北方牲畜。之后，在熙宗时期，与南朝宋、金之属国西夏、从金之邻邦高丽先后榷场互市，从而加强了国内各政权与民族间的经济联系。

1.金、宋贸易

金、宋贸易早在金初就已经开始。天辅七年（1123）二月，“宋使赵良嗣来，请加岁币以代燕税，及议画疆与遣使贺正旦生辰、置榷场交易，并计议西京等事”[107]
 。后因金宋战争，通商中断。

刘豫政权统治期间，又建归受馆于宿州，招延南方士大夫、军民。置榷场，通南北之货[108]
 。南北商人往来甚众。江浙商贩不断将米、帛、茶从海道运往山东，又把解州盐带回南方。也有南方商人“持胶鳔漆货，匿于茶篰中，以售于北境者”。[109]
 南宋统治者曾一再下令禁止也无济于事。公元1135年，南宋政府不得不在濠州、泗州、楚州、庐州、寿春州等处置市易务，以通商货。当时，淮南残破，常赋无所入，州县经费不充，故有是旨。[110]
 南北通商，满足了民众生活之所需，促进了南北贸易的发展。据记载：“方商贾未通也，甘草一两，为钱一贯二百，而市亦无卖，如生姜，陈皮之类，在北方亦皆缺乏。”[111]


金熙宗与宋议和后，开始了宋金双方贸易的新局面。宋金双方各自在边境设置榷场。金设榷场有：泗州、寿州、颍州、凤翔府、邓州、密州胶西县等十多处；宋在盱眙军、北神镇、杨家寨、淮阴的磨盘、安丰军的水寨、花靥镇、光州、枣阳等地置榷场。

海陵正隆四年（1159）正月，罢凤翔府、唐、邓、颍、巩等州榷场，只存泗州一处。后来宋金战争爆发，泗州榷场亦罢。金宋榷场随和战的交替，时兴时罢。金世宗与南宋议和后，榷场又逐渐恢复起来。金章宗时，曾中断一个时期，至嘉定元年（1208）开始恢复榷场贸易。南宋向金输出的物品有：茶、米、绢、丝、麻、虔布、生姜、陈皮、兵器、牛、象牙、犀角、檀香、木棉等，其中茶、米、兵器、牛、书籍属禁运物品。金向南宋输出的物品有：北珠、貂革、人参、松子、甘草、北绫、北绢、蕃罗、马、豕、羊和兵器。其中马、兵器、盐为禁运品。榷场贸易，满足了南北双方人民相互的社会生活需要，对生产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推动了各民族经济的发展。

在金、宋榷场贸易中，宋每年向金输往的物品主要有牛，每年输出七八万头。但大部分是民间贸易。除此之外，最主要的是茶。金除在河南种茶外，其他地方都不产茶。仅买茶一项，金朝每年的费用不下百万银两。这样也满足不了女真人的需求，他们冒法走私，“商旅竟以丝绢、金帛换取茶叶”[112]
 。金朝曾下令禁止，世宗大定十六年（1176），以多私贩，乃更定香茶罪赏格。亲王、公主及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禁不得卖、馈，余人并禁之。犯者徒五年，告者赏宝泉一万贯。但是，仍然禁止不了茶叶的输入。河南、陕西凡五十余郡，郡日食茶二十袋，袋直银二两，是一岁之中妄费民银三十余万。以郡日食茶二十袋计，五十余郡为日食一千余袋，一年大约三十六万袋，费民银七十二万两。其耗费银两及食茶数目都是很惊人的。而金向南宋输入最多的是盐。

金的榷场贸易数量很大，每年所收税收，是国家财政中的一项重要收入。仅泗州榷场在大定年间，“岁获五万三千四百六十七贯，承安元年，增为十万七千八百九十三贯六百五十三文。所须杂物，泗州场岁供进新茶千胯、荔枝五百斤、圆眼五百斤、金橘六千斤、橄榄五百斤、芭蕉干三百个、苏木千斤、温柑七千个、橘子八千个、砂糖三百斤、生姜六百斤、栀子九十称、犀象丹砂之类不与焉。宋亦岁得课四万三千贯”。“息州榷场，每场获布数千匹，银数百两。”[113]


2.金朝与西夏的贸易

金朝与西夏的贸易始自金初。皇统元年（1141），应西夏政权的请求，设榷场以与贸易[114]
 。世宗大定年间，诸军马瘦弱，朝廷派白彦敬往西北路招讨司市马，得六千余匹[115]
 。大定三年（1163），金市马于夏国之榷场。十七年（1177），罢西界兰州、保安、绥德三榷场。二十一年（1182）一月，以夏国请，诏复绥德军榷场，仍许就馆市易。

大定十二年（1172），夏国以珠玉易金国丝帛。夏国除向金输出马匹外，还有珠玉。由于“夏国与陕西边民私相越境，盗窃财畜，奸人托名榷场贸易，得以往来，恐为边患。使人入境与富商相易，亦可禁止”。于是，复罢绥德榷场，只存东胜、环州而已。夏仁孝王表请复置兰州、保安、绥德榷场如旧，并乞使人入界相易用物。金朝未采纳夏国复兰州、保安、绥德榷场的请求。金章宗即位后，金与西夏贸易往来重又恢复。明昌二年（1191），夏国使来京贸易，尚书省奏，许贸易三日。承安二年，复置兰州、保安榷场。此后，西夏屡屡犯边，两方交恶。兴定二年（1218），夏国有乞和意，“保安、绥德、葭州得文报，乞复互市，以寻旧盟”。[116]
 朝廷未许。

秦州西子城场，“大定间，岁获三万三千六百五十六贯，承安元年，岁获十二万二千九十九贯”。[117]


金时，除故卢马镇西夏，鞑靼沿边招讨，提点两国市场。“市场在云中西北过腰带上石楞坡，天德、云内、银瓮口数处有之。契丹时亦置市场，唯铁禁甚严，禁不得夹带交易。至大金则不然，唯利是视，铁禁遂弛。”[118]


金向西夏输出的物品有丝帛、铁钱，乃至军器。“甚而有以坚甲利兵与之回易者。”金与西夏等西部民族间的贸易，促进了与周邻各族间的联系，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各民族互通有无，保证了各族人民的生活需要。

3.金与高丽的贸易

金与高丽贸易的性质与对宋、西夏贸易不同，属于国外性质。金与高丽相邻，并互有贸易往来。大安初，龙虎卫上将军术虎公奉诏使高丽，立节清介，不听以馆使给使令，互市之利仅不废，故事而已。兴定二年（1218）四月，辽东行省夹谷必兰，出谕高丽贷粮、开市二事。金与高丽的贸易往来，史书记载较少，仅从这两条史料中也可看出，金输出的物品有粮食及其他物品。

（三）商业政策与商业管理

随着商业的发展，金朝制定了相应的商业政策，加强了对商业的管理。并开展了禁止走私等违反商业法的活动。

1.商税的制定与修订

金朝从大定初年至章宗泰和年间，为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先后制定了几次商业法。大定二十年（1180）制定的商税法规定：金银百分取一，诸物百分取三，诸物之税高于金银税的三倍。这个税法是不利于本小利微的中小商人的。因为从事金银贸易，成本高，获利大，只有富商大贾才能从事这种买卖。泰和年间，因物价上涨，又因有人奏言税法之弊，金章宗将税法改为：“小商贸易诸物收钱四分，金银止三分。”这个税法规定的金银税也低于诸物贸易之税。因此，户部尚书高汝砺上言：“旧制，小商贸易诸物收钱四分，而金银乃重细之物，多出富有之家，复止三分，是为不伦，亦乞一例收之。”[119]
 但是朝廷怕触犯富商的利益或隐匿不报，仍依旧法。

2.市场管理

金朝为加强市场管理，设置市令司，掌平物价，察度量衡之违式，百货之估值。在北京已发现金代标准衡器铜则，即铜砝码。大定十五年（1175）造，用双线勾勒“壹百两”，是用以测定重量的标准器物。中都还设有商税务司，使、副使各一员，掌从实办课以佐国用；都监一员，掌签署文簿、巡察商税。金朝在各路均设有专门的商业管理机构。

3.榷货管理

榷货即由国家垄断、控制的商品。金代由国家垄断、控制的榷货种类有十种：盐、酒、麴、茶、醋、香、矾、丹、锡、铁，而盐称首。金朝曾多次下令，严禁私煮盐贩盐。甚至刮咸土也在禁令之内。大定三年（1163）二月，“定军私煮盐及盗官盐之法，命猛安谋克巡捕”。二十三年（1183）七月，“大理寺具私盐及刮咸土二法以上。……后犯（刮咸）则同私盐法论”。百姓多有因盐禁获罪者。二十八年（1188），取盐使司弓手充巡捕人，且禁不得于人家搜索，若食盐一斗以下不得究治，惟盗贩煮则捕之。金朝虽然为了垄断盐的专卖权，下令不得私煮和私贩盐，但是私煮私贩盐者从未断绝。他们采用各种形式盗、贩盐，价钱往往低于官卖之盐，贫民利私盐之贱，致亏官课。章宗即位之初，曾想令民自煎，在朝廷中掀起了一场辩论。当时各盐使司先设立盐官出巡，查询私盐，但是却使禁盐法成为贪官污吏敲诈勒索民众的手段。“而巡捕人往往私怀官盐，所至求贿及酒食，稍不如意则以所怀诬以为私盐。盐司苟图羡增，虽知其诬亦复加刑。”[120]
 大定二十八年（1188），创巡捕使，秩从六品，直隶省部，各给银牌，取盐使司弓手充巡捕人，唯盗贩私煮则捕之。可是，仍然存在诬惘之弊。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十二月，遂罢西京、解盐巡捕使，同时，减低盐价，由过去的每斤四十一文，减为每斤三十文。计减百八十五万四千余贯。后因国用不充，遂奏定每一斤复加三文为三十三文。承安三年又增至四十二文。由此可见，金朝在官盐管理上存在很大的弊端，巡捕人为求贿赂，诬惘之事常有发生。章宗为此罢去巡捕使，并减了盐价，以与私盐争夺市场。

泰和六年（1206），山东盐课亏五十余万贯，主要因私煮盗贩者结成党，盐司既不能捕，统军司、按察司亦不为禁，遂定制，诸统军、招讨司，京府州军官，所部有犯者，两次则夺半月俸，一岁五次则奏裁，巡捕官但犯则的决，令按察司御史察之。增亏升降法为：凡文资官吏员，诸局署承应人、应验资历注者，增不及分者升本等首，一分减一资，二分减两资，迁一官，四分减两资，迁两官，亏则视此为降。

泰和八年（1208）七月，诏沿淮诸榷场，听官民以盐市易。

酒的管理。酒为金朝十种榷货之一。自天会三年（1125）始命榷官以周岁为满。从世宗时起，朝廷对私酿酒者严加制裁。大定三年（1163），诏宗室私酿者，从转运司鞫治。又命设军百人，隶兵马司，同酒使副合千人巡察，虽权要家亦许搜索。奴婢犯禁，杖其主百。大定二十七年（1187），官营酒改为官收麴课，而听民酤。

大定年间，酒税每年到十万贯者，始设使司，其后二万贯亦设。河南使司亦五十余员（酒税官），虚费月廪，后依大定之制裁员。

茶的管理；金朝本地不产茶，多是从宋朝贸易所得。金人喜喝茶，“比岁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因此朝官上奏：“商旅多以丝绢易茶，岁费不下百万，是以有用之物易无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材弥甚。”金朝为此多次修订食茶制与造卖私茶罪赏条例。章宗承安三年（1198）八月，设官管理。承安四年（1199），以山东人户造卖私茶，侵侔榷货，遂定比煎私矾例，罪徒二年。定制：凡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茶，仍不得卖及馈献。不应留者，以斤两立罪赏。八年七月，朝廷令兼以盐、杂物博易茶。宣宗年间，“乃制亲王，公主及见任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禁不得卖、馈，余人并禁之。犯者徒五年，告者赏宝泉一万贯”。[121]


4.榷场管理

金与宋、西夏、高丽均在边界附近设置了榷场，金榷场之法规定：“商人货百千以下者，十人为保，留其货之半在场，以其半赴南边榷场博易。竢得南货回，复易其半以往。大商悉拘之，以竢南贾之来。”[122]
 在榷场做买卖的，多为大商贾，“货百千以下”，并要有十人为保。留其货之半在场，以防偷税、漏税。商人为方便博易，使场官少找麻烦，一般都贿赂场官钱币以求照应。大定十七年（1177），“禁寿州榷场受分例”。[123]
 分例即商人贽见场官之钱币。

金对榷场防范很严，令官府严察奸细。章宗明昌二年（1191）七月，因泗州榷场自前关防不严，遂官为增修舍屋，倍设阑禁，委场官及提控所拘榷，派提刑司举察。金朝对商业的管理主要是定法制，设官吏，掌握市场物价，检查度量衡是否合式，估价以及检查违反商业法的活动，以保证国家对商业的垄断。

5.查禁走私与违反商业法的活动

金朝对违反商业法及走私活动的打击很严厉。金朝下令的禁物有：兵器、铁器、铜、盐、米麦、马、钱等物。金朝军人有以甲叶贸易诸物，在榷场中，“也有私挟兵铁与之交易，朝廷下令一切禁绝之”。[124]
 泰和六年（1206）七月，诏禁卖马入外境，但至界欲卖而为所捕即论死。为此，世宗此前曾定制商贾舟车不得用马。当时寿州刺史讹里也、榷场副使韩仲英等以受商贿，纵禁物出界，被处死。[125]


金朝禁止军民贩私盐。金解州是著名产盐区。解盐素享盛誉，宋商旅争相购买。不管官府如何勒令禁止，解盐还是大量流往南方。明昌三年（1192）定制：军民犯私盐者皆令属盐司，私酒麴者则属转运司，三百里外者则付提点所处理。

沿海附近如华亭、海盐、青龙、顾泾与江阴、镇江、通泰等处，南宋“奸民豪户，广收米斛，贩入诸蕃。每一海舟，所容不下二千斛，或南或北，利获数倍”。[126]
 在两淮间也多私相贸易的南北商人。南宋茶商在蒋州（即光州）私渡，将茶大量的私卖给北方商人，结果引起榷场通货的茶大为减少。南宋的牛贩也从郑庄私渡，“每岁春秋三纲，至七、八万头”。[127]
 “山东沿海一带登、涞、沂、密、淮、滨、沧、霸等州，多有东南船舶，兴贩铜钱、水牛皮、鳔胶等物。”[128]
 军人们借每年向金输送岁币之机，“私传钱宝出界”，“夹带私商，不容搜检”。为此，南宋曾多次下令：“诏应水陆兴贩出界，其知情负载，及随船售顾火儿，并徒二年。”当时规定：“沿海人户五家结为一保，不许透漏舟船出北界，如违将所贩物货尽给充赏外，仍将应有家财田产并籍没入官，同保人减一等。”[129]


虽然朝廷三令五申，但仍阻绝不了沿边走私活动。“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甚，法禁虽严，奸巧愈密，商人贪利而贸迁，黠吏受赇而纵释，其弊卒不可禁。”[130]


世宗时期铜禁甚严，尚有民私造腰带及铜镜，公然市之。承安三年（1198）定制，随路榷场若以见钱入外界，与外人交易者，徒五年，三斤以上死。但也没能禁止走私活动。

金宋都曾多次下令，严禁禁物出界，以垄断南北的经济贸易。但也未能阻止禁物的越界外流与私商的冒禁贩运。从侧面反映了金与中原及周邻各族之间商业贸易的繁荣与发展。

（四）金代商业发展的特点

金立国仅仅一百余年，在这期间，金代商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并形成不同于其他朝代的特点。

其一是女真人形成了重商务利的价值观念。金以武立国，在掠夺战争中抢夺了大量财富，其中包括货币。之后，刘豫伪政权和宋朝向金朝进纳大量货币，使女真人从“其市无钱，以物博易”的实物交换过渡到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女真人认识到货币在商品交换中的作用后，对货币的占有欲十分强烈，为牟取钱财，甚至不惜认人做父。《金史》卷一二〇记载，崇义军节度使、行军猛安忽睹，“沽势赃淤不法，其在横海，拜富人为父，及死，为之行服而分其资。及留守中京，益骄恣，苛可以得财无不为者”。经商可赚取大量货币钱财，因此女真人把经商取财与战争中掠夺财物同样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女真人没有鄙视商人的观念。朝廷官员也从事商业活动。“枢密使仆散忽土家有
 结工，牟利于市，不肯从市籍没，刘焕系之，忽土召焕，焕不往，暴工罪而笞之。”再如乌古论元忠因家奴私收民税被免官。

金代经商人员广泛，上至皇帝之子，当朝宰相、世袭权贵、猛安谋克、地主，下至农民、手工业者、大中小商人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儒家传统观念和重农抑商的经济理念，在女真人中没有太大影响，以致“末作伤农”，从而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其二是富商、官僚、权贵、猛安谋克结合在一起，极具破坏性。

宣宗之子，平章政事完颜守纯，“乃专恃权势，灭弃曲礼，开纳货赂，妄进退官吏，从役奴隶，侵渔细民，名为和市，其实胁取”。晋王斜也，贪鄙好财，他使工绘一佛像，自称曾见佛，其相如此，当以金铸之。遂赋属县金，而未尝铸佛，尽入其家，百姓号为“金总管”。有胆大妄为者，竟然假托亲王、公主之名，占纲船、侵商旅及妄征钱债。

也有的官僚贪污受贿，中饱私囊。山东路转运司盐铁判官王钦，其家素富，资累千金，当途者往往纳贿取媚，积资如山。

女真官吏利用手中的权力贱买贵卖，钱权交易。“西京留守石抹荣，河南尹娄室，陕州防御使石抹靳家奴皆坐高贾卖私物，抑贾买民物得罪。”在金朝币制改革中，金朝官吏趁机贱买交钞，然后在院务换铜币贵价卖出，转手牟利，以致章宗不得不下令禁止。金朝身犯私盐、私酒曲、杀牛者，皆为世袭权贵之家。

其三为商贾施放高利贷，盘剥民众。高利贷利息很高，金世宗曾指出：“闻民间典质，利息重者五七分，或以利为本，小民苦之。”宣宗贞祐年间，朝廷立法，举财物者，月利不过三分，但是实际利率“不期月而利三倍”。

由于金朝采取优遇商人的政策，致使大商人阶层与权贵阶层结合在一起，压榨、剥削农民、手工业者和中小商人，从而激化了阶级矛盾，公元1211年，爆发了以贩卖鞍材为业的杨鞍儿领导的红袄军起义。1214年又爆发了李全、刘二祖领导的起义，参加者有农民、小商贩、小手工业者。商人参加和领导起义，在历次农民起义中还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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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自然灾害及其对策

一　自然灾害概况

金代的自然灾害主要有水、旱、蝗虫、地震、风、霜雪寒、火、狼、疾疫等。这些自然灾害的发生有其鲜明的季节性与地域性特点，并且呈现出灾害越来越频繁、间隔时间越来越短和数灾并发的规律性特征。金代自然灾害之所以频繁发生，既有自然的客观原因，也有金朝相关部门的治理不力、不作为等人为因素。

金代的自然灾害既包括了气象灾害，也包括了地质灾害、生物灾害和水文灾害等。

（一）自然灾害概况

在金代120年的时间里共发生各种自然灾害259次，平均每年约发生自然灾害2.2次。[1]


为叙述的方便，我们把金朝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金初太祖至金熙宗为第一阶段，金海陵王至金章宗为第二阶段，卫绍王至金末为第三阶段。在各个历史阶段中，自然灾害的发生是不尽相同的。在每个历史阶段中，都有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灾害，各个历史阶段中，灾害发生的次数也不同。

第一阶段从金初至金熙宗时期，共计35年，发生各种自然灾害28次，平均每年发生0.8次自然灾害。其中水灾10次，旱灾5次，蝗灾4次，地震3次，风灾2次，冰雪霜冻2次，火灾2次。

第二个阶段为海陵王至金章宗时期，共计59年，发生各种自然灾害131次，平均每年发生自然灾害2.2次。水灾32次，旱灾41次，蝗灾17次，地震5次，风灾10次，雹灾8次，冰雪霜冻9次，火灾5次，雾灾2次，疫灾1次，狼灾1次。

第三个阶段为卫绍王至金末，共记26年，发生各种自然灾害100次，平均每年发生自然灾害约为3.8次。其中水灾15次，旱灾22次，地震7次，蝗灾9次，风灾12次，冰雪霜冻11次，雹灾7次，火灾7次，雾灾3次，狼灾4次，疫灾3次。

从第一阶段的平均每年发生0.8次自然灾害，到第二阶段平均每年发生自然灾害2.2次，到第三阶段平均每年发生自然灾害约为3.8次，呈现出按照几何倍数递进式增加。越到金末，自然灾害的发生越是频繁。这里面固然与气候、地理等自然界的变化相关，但是，越到金末，统治阶级治理越是不利，各级政府部门的不作为，与灾害的加重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

从每个阶段自然灾害的灾种看，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变化。第一阶段水灾排在第一位，第二、第三阶段旱灾则排在第一位。其次是水灾、蝗灾、震灾、风灾、雪灾、雹灾等。

金代发生旱灾68次，约占金代自然灾害总数的26%；水灾57次，约占金代自然灾害总数的22%；蝗灾30次，约占金代自然灾害总数的11.6%；震灾15次，约占金代自然灾害总数的5.7%；风灾24次，约占金代自然灾害总数的9.3%；冰冻霜雪寒灾22次，约占金代自然灾害总数的8.5%；雹灾15次，约占金代自然灾害总数的6%。火灾14次，约占金代自然灾害总数的5.4%。雾灾5次，约占金代自然灾害总数的2%；狼灾5次，约占金代自然灾害总数的2%。疫灾4次，约占金代自然灾害总数的1.5%。其中，危害最大，发生频率最高的是旱灾、水灾、风灾、蝗灾和震灾。

（二）自然灾害的特点与基本规律

范围广

例如水灾，水灾发生后，呈蔓延之势，受灾的范围较广是其特点。金世宗大定八年（1168）六月，河决李固渡，水溃曹州城，分流于单州之境[2]
 。水灾范围涉及李固渡、曹州城、单州等地。又如蝗灾，也具有分布范围广的特点。贞祐四年（1216）四月，扶风、眉县虫伤麦；五月，京兆、同华、邓、裕、汝、亳、宿、泗等州蝗；五月，河南、陕西大蝗；七月，飞蝗过京师[3]
 。这次蝗灾蔓延到京兆、同华、邓、裕、汝、亳、宿、泗、河南、陕西、京师等地。

持续时间长

金朝自然灾害持续的时间较长，例如章宗承安元年（1196）发生的旱灾，正月无雨。三月，不雨，遣官望祭岳镇海渎；十一月，命有司祈雪。[4]
 此次旱灾持续将近一年。再如泰和三年（1203）初至泰和四年连续两年发生旱灾。泰和三年二月，山东、河北旱；四月，命有司祈雨。泰和四年（1204）三月，命大兴府祈雨，四月，以久旱下诏责躬。五月，祈雨于北郊[5]
 。

数灾并发

宣宗兴定四年（1220）从正月至年底，连续发生多种灾害。正月壬子，昼晦，有顷，大雷电雨加风；四月丁丑，大风吹河南府署飞百余步，户案门钥开，文牍飘散不知所在。六月，京畿不雨；七月，河南大水，唐邓尤甚；十一月，河南水。十二月，祈雪[6]
 。在一年之内连续发生风灾、旱灾、水灾。金末哀宗正大二年（1225）一年中连续发生旱灾、雹灾、水灾。“四月，以京畿旱，遣使虑囚，钧、许州大雨雹；五月，以旱甚责己，避正殿，减常膳，赦罪。宿、郑州雨伤麦。”

哀宗天兴元年（1232），天灾人祸，数灾并发，风、寒、水、疫、饥等灾害轮番侵袭，金亡在即。五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十一月，赐贫民粥。十一月壬子，京城人相食。[7]
 二年六月，连日暴雨，平地水数尺，军士漂没。之后大旱数月。

危害大

大灾、特大灾严重威胁、夺走人们的生命。章宗承安三年（1198）大风寒，冻死者500余人。[8]
 兴定三年（1219）四月，陕西地大震；平凉、镇戎、德顺尤甚，庐舍倾倒压死者以万计，杂畜倍之。

旱、蝗灾害致使庄稼颗粒无收，以致人相食。宣宗贞祐三年（1215）四月，河南路蝗；五月，河南大蝗。第二年春，河朔人相食。[9]


大规模疫病的发生，导致人们死亡无数。哀宗天兴元年（1232）五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10]
 。

自然灾害的基本规律是：

1.季节性强

从金代自然灾害发生的时间看，水灾主要集中在夏季，这期间共发生水灾23次，占水灾总数的40.4%，其中六月最多，为10次；其次是五月，为9次。秋季也是水患多发的季节，共13次，主要集中在七月至八月。

夏季也是旱灾的高发季节，共有28次，占旱灾总数的41.2%；其中四月是旱灾最为肆虐的月份，有12次。其次是春季和秋季。春季的三月共发生旱灾7次，约占旱灾总数的10%；秋季的七月共发生旱灾9次，约占旱灾总数的13.2%。金朝旱灾以每年的三月至七月居多。

金代共发生蝗灾30次。蝗灾在时间分布上，有鲜明的季节性特点。夏、秋两季发生的蝗灾占蝗灾总数的83.3%，其中夏季发生蝗灾的次数为15次，占蝗灾总数的50%；秋季蝗灾发生的次数为10次，占蝗灾总数的33.3%。

2.灾害的发生地较为集中

由于各种具体或特殊原因，一些灾害的发生地区相对集中。如黄河流经的南京地区以及其他河流流经的中都地区为金朝水灾的多发区，前者发生水灾18次，占水灾总数的32%，是水灾的重灾区。后者共发生水灾11次，占水灾总数的19%。受西北气候趋向寒冷和水资源减少等因素影响强烈的西南地区的京兆府路、庆原路等西南部地区成为旱灾的多发地区，共发生旱灾13次，占旱灾总数的19%。而处在华北平原和西部地震带上的中都地区和西南地区的平阳、陕西则是地震的重灾区，两地共发生地震17次，约占金代地震发生总数的63%。

3.灾害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

从第一阶段的平均每年发生0.8次自然灾害，到第二阶段平均每年发生自然灾害2.2次，到第三阶段平均每年发生自然灾害约为3.8次，呈现出按照几何倍数递进式增加。越到金末，自然灾害的发生越是频繁。呈现出前期灾少、后期灾多的特点。金代自然灾害的发生还表现出连续性的特征，即在同一年内连续发生多次灾害。例如，大安二年（1210）曾连续发生5次地震，每次地震的间隔时间多为一个月。又如旱灾，在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到五年（1194）连续5年发生旱灾。

金代自然灾害的发生，既有自然的原因，也有人为因素。自然界的四季轮回、气候变化、地壳运动等，是自然灾害发生的直接原因，而统治阶级的不作为，地方政府、官僚的熟视无睹，战争的影响等因素是自然灾害发生的间接的、人为的原因。黄河被宋朝人为地决口，就是其例。而蒙金之间的战争，导致蒙军围困汴京，城中断粮，从而爆发大规模的饥疫，饿死上百万人口，则是战争所导致的直接后果。

二　防灾救灾体制

为了预防自然灾害的发生以及救灾、灾后重建，金朝设立了防灾救灾机构。金朝对于自然灾害，立足预防，并采取相应的措施。金朝防灾救灾体制及其防灾措施，从实际出发，收到较好的效果。

（一）防灾救灾机构

金朝实行中央与地方两级防灾救灾体制。金朝重视防灾与救灾，每当灾害发生时，由受灾地区向上级机构申报灾情，上级机构派人核实灾情，随后开展一系列的救灾工作。皇帝亲自过问，并召集相关机构、人员制定救灾对策。金朝地方防灾救灾机构，直接受中央领导，执行中央下达的具体的防灾救灾措施。金朝防灾救灾设有专职与兼职两套机构，有专职及兼职的防灾救灾人员。

1.中央防灾救灾机构与决策体制

金朝中央防灾救灾的决策人员，是由皇帝、尚书省、户部、工部等朝廷官员共同组成的。皇帝是防灾救灾的最高指挥与决策者，宰相、尚书省、户部、工部、都水监等部门官员为中央救灾机构的成员。在灾害发生时，金朝皇帝亲自过问，制定救灾对策。如天会元年（1123）灾后，太宗下令“诏以咸州以南，苏、复州以北，年谷不登，其应输南京军粮免之”。[11]
 皇统四年（1144），熙宗立借贷饥民酬赏格。世宗时期，对灾年卖身为奴者，令出内库物赎出。章宗对躲避灾荒，流亡到辽东的灾民，下令散粮官问其所欲居止，给予文书，命随处官长记口分散，令富者出粟养之[12]
 。金朝皇帝同时也亲自过问并参与制定抗灾措施。大定二十一年（1181），世宗因黄河移故道，命修堤以备[13]
 。大定二十六年（1186），河决卫州，尚书省未向皇帝汇报灾情。世宗对宰臣说：“河未决卫州时尝有言者，既决之后，有司何故不令朕知。”命询其故。至于防灾物资的准备，皇帝也亲自过问。明昌三年（1192），章宗敕华州下邳县置武定镇仓，京兆栎阳县置栗邑镇仓，许州午阳县置北舞渡仓。各设仓草都监一人，县官兼领之。

尚书省

尚书省直接领导防灾救灾事宜，是下情上达，传达朝廷指令，布置救灾事宜的中央机构。大定三年（1163）三月，中都以南八路发生蝗灾，世宗诏令尚书省派遣官员前去捕蝗。五月，世宗令参知政事完颜守道按问大兴府捕蝗官。尚书省、户部、工部等部门，承担赈灾的任务，同时要向皇帝奏报灾情，传达、执行皇帝的诏令，指挥、实施防灾、救灾各项事宜。

三司

金章宗泰和八年（1208），“省户部官员置三司，谓兼劝农、盐铁、度支，户部三科也”。[14]
 三司的官员同时兼管赈灾事宜。章宗时期，“亳州灾最甚，合免三十余万石。三司只奏除十万石，民将重困，惟陛下怜之”。诏命治三司官虚妄之罪[15]
 。

劝农使司、司农司

金初设劝农使司，宣宗兴定六年（1222）改为司农司。设大司农等官职，兼管赈灾救灾事宜。史书记载，叶县令刘君向大司农申请减免受灾地区的田税：“‘自扰攘之后，户减三之一，田不毛者千七百顷，而赋仍旧，可乎？’请于大司农，减两万石，民赖以济，流民自归者数千。”[16]


惠民司

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设立惠民司。惠民司属礼部管辖，设令一员，从六品。直长，正八品。都监，正九品。掌管发卖汤药。大定三年（1163），“有司言，惠民岁入息钱不偿官吏俸，上曰：‘设此本欲济民，官非人，怠于监视药物，财费何足计哉，可减员而已’”[17]
 。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八月，“设四隅和籴官及惠民司，以太医数人更值，病人官给以药，仍择年老进士二人为医药官”[18]
 。

2.地方防灾救灾体制

金朝地方防灾救灾机构及人员，是由各路提刑司、州刺史、县令组成。金朝重视对自然灾害的预防。例如对水灾的预防，平时由户部、都水监设专人管理，地方设散巡河官管理。有时由中央派遣使臣到地方巡视督察。在水旱灾害发生时，一般是由皇帝亲自下令，由尚书省传达到州县一级，实施具体救灾措施。对于赈济不力的官员，要进行处罚。明昌三年（1192）秋七月，章宗敕尚书省：“饥民如至辽东，……命随处官长计口分散，令富者出粟养之。”“祁州刺使顿长寿、安武军节度副使胡剌坐赈济不及四县，各杖五十。”[19]
 又如，卫绍王泰和八年（1208）下诏：“北边连年用兵，肝脑涂地，贫人困悴，言之恻然，可令所在官司存问赈恤。”[20]
 可知，救济灾民是州县长官义不容辞的职责。金章宗时期，设置了提刑司，主管救灾事宜。大定二十九年（1189）六月“初置提刑司，分按九路，并兼劝农采访事，屯田镇防诸军皆属焉”。明昌三年（1192），定提刑司条制。提刑司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赈济。提刑司设置后，章宗“诏有司，今后诸处或有饥馑，令总管、节度使或提刑司先行赈贷或赈济，然后言上”。此外，提刑司对于灾害的预防也负有责任。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谕宰臣今后水潦旱蝗，盗贼窃发，命提刑司预为规划”。[21]
 灾害发生后，提刑司要对灾情进行查实，验明灾情。明昌二年（1191）二月，“敕自今民有诉水旱灾伤者，即委官按视其实，申所属州府移报提刑司，同所属检毕使令翻耕”[22]
 。明昌四年（1193）三月，诸路提刑司入见，章宗各问以职事，仍戒谕曰：“朕特设提刑司，本欲安民。于今五年，效犹未著。盖多不识本职之礼，而徒事细碎，以致州县例皆畏缩而不敢行事。乃者山东民艰于食，曾遣使赈济，盖卿等不职，故至于此。”[23]
 可知，提刑司负有安民赈济之责。

由上可知，金朝实行中央与地方两级防灾救灾体制，金朝尚书省、户部、工部、都水监等官员为中央防灾救灾体制的成员。金代地方的防灾救灾，由各路提刑司、州刺史、县令等官员组成。地方的防灾救灾，直接受金朝廷领导，执行中央下达的防灾救灾的各项指令与措施。

（二）报灾、救灾程序

金朝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报灾、检灾、救灾的程序。

首先是报灾。灾害发生后，民户要首先向当地官府报灾。报灾有时间的限制。“民愬水旱应免者，河南、山东、河东、大名、京兆、凤翔、彰德部内支郡，夏田四月，秋田七月，余路夏以五月，秋以八月，水田则通以八月为限。遇闰月则展期半月，限外愬者不理。非时之灾则无限。”[24]
 即河南等路夏田四月报灾，秋田七月报灾，其余夏以五月，秋以八月报灾。

其次是检灾。灾情发生后，检查灾害的实际受损情况。之后要对受灾民户免税，即根据灾害受损程度，确定免除田租的数目。明昌二年（1191）二月，“敕自今民有诉水旱灾伤者，即委官按视其实，申所属州府，移报提刑司，同所属检毕，使令翻耕”。[25]
 可知，民户首先要向地方官报灾。报灾之后，地方官要下去核实，然后，报所属州府，州府再上报提刑司、三司。经检验后，酌情给予减免租税。

关于减免田租的数额标准，“损十之八者全免，七分免所损之数，六分则全征。桑被灾不能蚕则免丝绵绢税。诸路雨雪及禾稼收获之数，月以捷步申户部”。[26]
 减免的数额分为二等，一等全免，二等减免所损失之数，损失六分则不免。对于减免田租之事，要张榜公布，以免地方官吏仍旧征取，侵害百姓。

三　防灾措施

仓储制度

1.和籴

政府和农民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政府于时价之外加价收购农民的粮食称和籴。唐宋时期，“和籴”变成强征。金朝初年，已经实行和籴法。金太宗时，即已经有了仓储之备。太宗天会二年（1124），“诏于大定府置广积仓”。[27]
 “太宗以岁稔，官无储积无以备饥馑，诏令一耒赋粟一石，每谋克别为一廪储之。四年，诏内地诸路，每耕牛一具赋粟五斗，为定制。”[28]


熙宗皇统二年（1142）十月，燕、西京、东京，河北，河东，山东，汴京等路秋熟，命有司增价和籴。世宗命遇到丰年即广籴，以备凶灾。大定十八年（1178），命泰州所管诸猛安、西北路招讨司所管奚猛安，咸平府庆云县、雾凇河等处遇丰年，多和籴。宣宗贞祐三年（1215）十月，命高汝砺籴于河南诸郡，令民输挽入京。复命在京诸仓籴民输之余粟[29]
 。

2.常平仓的设置

金王朝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立常平仓。在市场粮价低的时候，适当提高粮价进行大量收购，在市场粮价高的时候，适当降低价格进行出售。这一措施，既避免了“谷贱伤农”，又防止了“谷贵伤民”。常平仓是在金世宗时设立。“丰年则增市价以收者，恐物贱伤农。俭则减价以出者，恐物贵伤农。增之损之以平粟价，故谓常平。”金世宗大定十四年（1174），曾定制，诏中外行之。之后废置。章宗明昌元年（1190）八月，御使请复设。明昌三年（1192）章宗令“可各县置仓，命州府县官兼提控管勾”。遂定制，县就州六十里内就州仓，六十里外则特置。州县有仓仍旧，否则创置。明昌五年（1194）九月，尚书省奏：“明昌三年始设常平仓，定其永制。天下常平仓总五百一十九处，见积粟三千七百八十六万三千余石，可备官兵五年之食，米八百一十余万石，可备四年之用。”[30]
 可知，金朝在各地州县均设有常平仓。其储备可备四年之用。“故廪庾之积，尤为吾州之大政。……即以新仓为事，度材于山，赋庸于兵，心计手授，百堵皆作。”[31]
 从上文可知，直至金末，常平仓储仍未废。

3.及时上报雨情、墒情、苗情

为了及时了解下面的墒情，金朝规定，各路每月上报雨泽田禾分数。章宗明昌四年（1193）五月，“谕左司，遍谕诸路，令月具雨泽田禾分数以闻”[32]
 。地方州郡要及时向尚书省汇报庄稼的长势及雨情。泰和二年（1202）六月，“谕尚书省，诸路禾稼及雨多寡，令州郡以闻”[33]
 。在庄稼生长期间，朝廷经常派人下去巡察农事，以防虫灾等灾害的发生。泰和八年（1208），“诏谕有司，以苗稼方兴，宜速遣官分道巡行农事，以备虫蝻”。[34]
 在庄稼收获之时，各路要向户部申报雨雪情况以及庄稼收获之数。“诸路雨雪及禾稼收获之数，月以捷步申户部。”[35]


四　救灾措施

当灾害发生后，金朝中央与地方采取各种救灾措施，降低灾害的危害程度。对遭受水、旱等灾害的灾民，金朝实施政府、个人、民间救济相结合的办法救济灾民。

（一）朝廷、官吏、民间赈济

金朝在遇到灾害年景时，朝廷、官吏、民间三方面或出粟，或出钱物等救济灾民。

1.朝廷赈济

赈贷米粟：天会二年（1124）十月，泰州发生水灾时，太宗下令把宁江州之粟，赈济泰州灾民。大定十一年（1171）正月，世宗命赈济南京屯田猛安受水灾者。章宗承安元年（1196）六月，以百姓艰食，诏出仓粟十万石减价卖给灾民。崇庆元年（1212）卫州旱灾，卫绍王命赈济河东南路、南京路、陕西东路，山东西路。

也有的中央、地方官吏，积极发仓赈贫，受到乡民的拥护。“侯天锡，明昌岁饥，发仓赈贫，为乡曲所归。”[36]
 “时岁饥，民无所于粜，公（商平叔）白之行台，得开仓赈贷，赖以全活者甚众。”[37]
 段铎在任大名府治中兼本路兵马副都总管时，旱灾肆虐，民饥多死，段铎“遍加赈济，民由是免害”[38]
 。

有的地方官员上奏朝廷，对灾民减价出粜米粟，救济灾民。梁公任昭义军观察判官，承安年间，“潞州、泽州、怀州、孟等州，再罹荒旱。公驰驿按视，思复拯胥。自春徂夏，两申朝省，蒙圣恩垂悯，再仓均济外，令减价出粜，不堲数十万石。由是粟无涌贵，人获再生”[39]
 。宣宗时，徐州等地饥馑，“运京师粮八万石，赈徐、邳。饥民踵来，（御使程君）凡所以为贷、为粜、为赈赡，忖度肥瘠，无一失其当”[40]
 。

赈济钱物：熙宗时期，河朔诸郡地震，“诏复百姓一年，其压死无人收葬者，官为敛藏之。陕西、蒲、解、汝、蔡等处，因岁饥，流民典雇为奴婢，官给绢，赎为良，放还其乡”[41]
 。

赈济牛、羊：大定十七年（1177）十月，世宗给予乌古里石垒部羊十万，用以畜牧，其繁殖子羊给予贫民。朝廷有时发储币、耕牛以赈济灾民。大定二十八年（1188）十一月“诏南京、大名府等处避水逃移不能复业者，官与津济钱，仍量地顷亩给以耕牛”。章宗泰和五年（1205）十一月，山东阙食，赐钱三万贯以赈之。哀宗正大四年（1227）十二月，以牛千头赐贫民[42]
 。

养济院、普济院

养济院设立于金熙宗皇统元年（1141）。“陕西大旱，饥死者十七八，以慎微为京兆、鄜延、环庆三路经济师，许以便宜，慎微募民入粟，得二十万石，立养济院饲饿者，全活甚众。”[43]


章宗承安二年（1197）冬十月，以米千石赐普济院，令为粥以食贫民。章宗承安四年（1199），京、府、州、县各设普济院，在每年的10月至来年4月设粥棚，救济贫民。

2.官吏出己俸（粟）赈济

除了朝廷救济外，金朝官吏还拿出自己的俸金或拿出自家的米粟，救济灾民。赵秉文在任宁边州刺史时，“岁饥，出俸粟为豪民倡，以赈贫乏，赖以全活者甚众”[44]
 。金朝末年，“岁值凶荒，人皆相食。公（谢将军）廉于自俸，以余粮活其众。命皆保全”[45]
 。

有的地方官员则拿出自家粮食，做糜粥以救饥者。五翼都总领豪士信公“生口北渡，道殣相望，作糜粥以救饿者，思欲遍及之”。[46]
 朝散大夫同知东平府事胡公在“秋冬之交，量以布絮散寒者，仍作糜粥以食之，岁以为常”。[47]
 京兆转运判官王礎，“平蓟大饥，逐食之民，疾疫死亡，相藉于路。先君谋及僚属，为割廪余，日具膳粥，以食饿人。既而，豪宗大姓争出粟相助，赖以全活者十七八”[48]
 。

有的金朝官员亲自为灾民治疫病。广威将军郭琩，“时疫流行，君躬自调护，多获全济”。[49]
 东平贾氏世代为官，熙宗皇统中，“适岁饥，民无所于粜。君拜章乞赈贷，未报而民益急，君辄开仓救饿者。郡众聚居，病疫所起，君出己俸市医药”[50]
 。

3.民间救济

金朝的赈灾救济，除了朝廷与地方官员外，地方的富豪大户以及寺院、道观也伸出援手，对灾民进行救济。

富户出钱粮救济灾民

金朝的民间救济，主要是富户出粮粟，救济灾民。为了使灾民能够及时得到救助，减少因灾害而饿死人的现象，金朝廷采取让富人出粟，赈济灾民的办法。金朝命灾民随处官长，计口分散，令富者出粟养之，限以两月，其粟充秋税之数。皇统四年（1144），熙宗立借贷饥民酬赏格。富民张子厚，“明昌初，岁艰，以饥死者，十室而五。公（张子厚）日设糜粥，以赡旁近病者。亲诣护之，赖以全活者甚众”[51]
 。赵诚，“明昌中岁饥，民无所于粜，能出其家所有，以活旁近”[52]
 。姚孝锡，“州境岁饥，出家所藏粟万石赈贫乏，多所全济，乡人德之”[53]
 。

道人救济

金朝的道人在灾害年间多伸出援手，救济灾民。黄冠师明真子高公志条者，西京威宁人，家世宦族……南渡后，逋亡累累，无所依托。公竭力救援者甚众[54]
 ，道人处玄，灾害年间，存恤亲旧，赈赡贫乏。“其先九世孝友相继……其存恤亲旧，赈赡贫乏，祖父皆有先世之风。”“曾岁饥，资用乏绝，先生辟谷数旬，以供给来者。”[55]


实行民间借贷法

借贷法是金朝实行的一种救济灾民的办法。对于缓解灾害时期粮食的紧张，救济灾民起到一定的作用。熙宗时期，设立借贷饥民酬赏的律令。皇统四年（1144）十月，立借贷饥民酬赏格。大定初年，广宁大饥，民多流亡失业，同知广宁尹卢孝俭，“乃借僧粟，留其一岁之用，使平其价市与平民，既以救民，僧亦获利”[56]
 。大定十七年（1177），赈济东京等路饥民，三路赈济之粟不够，世宗命以邻道粟取之。[57]
 章宗明昌六年（1195）定制，“诏制内饥馑之地令减价粜之，而贫民无钱者何以得食，其议赈济”。如其民实无恒产者，虽应赈贷，亦请赈济。

（二）延缓收税或减免赋税

对于灾荒年间的税收，金朝采取延缓征收的办法，缓解民众的生活压力。明昌三年（1192）九月，“去岁山东，河北被灾伤处所阁租税及借贷钱粟，若便征之，恐贫民未苏，俟丰收日以分数带征可也”[58]
 。

为使灾民度过荒年，金朝对灾区民众实行减免田租的政策。天会二年（1124）正月，“以东京比岁不登，诏减田租、市租之半”。世宗大定五年（1165），金朝在旱、蝗、水溢之处，免其租赋。大定九年（1169），以中都路等水灾，免税。哀宗正大八年（1231）四月，“旱灾州县，差税从实减贷”。[59]


有的地方官吏主动向朝廷奏请减免灾区赋税，叶县令刘君就是其例。“（刘）君曰：‘自扰攘之后，户减三之一，田不毛者千七百顷，而赋仍旧，可乎？’请于大司农，减两万石，民赖以济，流民自归者数千。”[60]
 这是在地方官的据理力争下，朝廷减免了赋税，从而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三）允许粮食越境买卖与迁移灾民就食他处

允许粮食越境买卖

以往，金朝在黄河南北设立关卡守卫，严禁物斛北渡。而黄河北岸人民艰食，饿殍遍野。因此大臣上奏，使黄河南北渡口开禁，允许物斛北渡。“伏见沿河悉禁物斛北渡，遂使河北艰食，人心不安。……臣谓宜于大阳、孟津等渡委官阅视，过河之物每石官收不过其半。”[61]
 黄河南北渡口开禁，河北粮荒得以缓解。

不仅是黄河南北限制南粮北渡，而且和朔地区也禁止民众输贩粮食。“今河朔饥甚，人至相食，观沧等州斗米银十余两，殍殣相属。……愿止其粜，纵民输贩为便。”[62]
 朝廷的有识之士建议开禁粮食的输贩，自由买卖，以满足灾区民众对粮食的需要。

灾民迁移就食

金朝救灾的主要措施之一，是让灾区的灾民到其他地区就食，分流灾民，缓解当地救灾压力。大定三年（1163），滦州闹灾荒，金世宗下诏：“滦州饥民，流散逐食，甚可矜恤，移于山西，富民赡济，仍于道路计口给食。”[63]
 同年，中都以南八路均有蝗灾。金世宗下诏：“临潢汉民逐食于会宁府、济、信等州。诏免去年租税。”[64]
 宣宗大安年间，“时耕稼既废，道殣相望，乃率涿州、定兴、新城户数千，就食东平”[65]
 。金朝人墳云，“遭岁饥，乃能为父母
 车，就食千里”[66]
 。灾民离开灾荒之地，到其他地区就食，是当时的救灾措施之一，可暂时缓解当地的救灾压力。

此外，金朝地方官员还把灾民迁移到新的地区，重建家园。金末，大兴府尹郭汝梅“以乡村地势湫下，数经水害，人有避居之意，乃出家资，立新庄七所，于其高敞之地，分处里人，永远为主，仍给贫者牛粮，不使偿纳”[67]
 。

（四）审决冤狱、官为赎身、募饥民为兵

审决冤狱

发生灾异时，金代朝臣认为是天下有冤情，上天才做出灾异的反应。因此在灾害期间，朝廷审理冤狱，赦囚，以求社会的安定。例如金熙宗天眷三年（1140）六月，大旱，金熙宗派萧彦让、田毂决西京囚。金熙宗皇统九年（1149）五月，“以天变，肆赦”。[68]
 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山东路灾，赦死罪以下。卫绍王大安二年（1210）六月，大旱，曲赦西京，太原两路杂犯，死罪减一等，徒以下免。金宣宗时，旱灾不断，宣宗多次下诏，审决冤狱。金宣宗贞祐四年（1216）六月，“以旱，诏参知政事李革审决京师冤狱”[69]
 。哀宗正大二年（1225）丁丑，金哀宗以旱甚，责己避正殿，减常膳，赦罪。如果碰巧，在审理冤狱后，事竟而雨，就被金朝君臣认为是无冤民之应，是上天对此事的直接反应。审理冤狱有其积极的意义，对于无辜蒙受冤屈的平民百姓来说，可洗刷冤屈、重见天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

官为赎身

自然灾害发生后，灾民无家可归，有的甚至卖身为奴。金朝采取官府为之赎身的办法，使卖身者家人团聚，以求社会安定。熙宗皇统四年（1144）十月，“陕西、蒲、解、汝、蔡等处因岁饥，流民典雇为奴婢者，官给绢赎为良，放还其乡”。[70]
 世宗大定三年（1163）十一月，诏“中都，平州及饥荒地并经契丹剽掠，有质卖妻子者，官为收赎”[71]
 。章宗泰和四年（1204），敕陕西、河南饥民，所鬻男女，官为赎之。

募选饥民为兵

金末，灾荒遍野，饥民无所依倚，为了防止其啸聚为乱，朝廷把饥民募选为兵，让其且战且耕。《金史·侯挚传》记载：“邳、海之间贫民失业者甚众，日食野菜无所依倚，恐因而啸聚以益敌势。乞募选为兵，自十月给粮，使充戍役，至二月罢之，人授地三十亩，贷之种粒而验收所获，量数取之，逮秋复隶兵伍。且战且耕，公私俱利。”

（五）纳粟补官与赐度牒

纳粟补官法

金朝从建国初期至金末，曾多次实行纳粟补官法，纳粟补官法的实行范围，从普通民众、一般官吏到僧尼道士，只要缴纳一定数量的钱粟，即可升迁为官。而所缴纳的钱粟，则用于救灾或军储。熙宗皇统三年（1143）三月，陕西旱饥，诏许富民入粟补官。世宗大定二年（1162），“行纳粟补官法”。宣宗贞祐四年（1216），“军储不足，凡京府节镇以上僧道官，乞令纳粟百石”[72]
 。章宗明昌三年（1192）十一月，河州定羌民张显孝友力田，焚券己责，又献粟千石以赈饥。棣州民荣楫赈米七百石、钱三百贯，冬月散柴薪三千束，皆别无希觊，特各补两官，仍正班叙[73]
 。

赐度牒

金朝灾荒年实行赐度牒之法，即由朝廷发给僧尼凭证。金世宗大定五年（1165），上谓宰臣曰：“顷以边事未定，财用阙乏，自东南两京外，命民进纳补官，及卖僧、道、尼、女冠度牒，紫、褐衣师号，寺观名额。今边鄙已宁，其悉罢之。庆寿寺、天长观岁给度牒，每道折钱二十万以赐之。”[74]
 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卖度牒、师号、寺观额，复令人入粟补官。宣宗贞祐四年（1216），僧道已具师号者，许补买本司官。

但是纳粟补官、卖度牒法的实施，实为饮鸩止渇，为金代社会埋下了更大的隐患。正如《金史》卷四十六《食货志》所说：“进纳滥官，辄售空名宣敕，或欲与以五品正班。僧道入粟，始自度牒，终至德号，纲副威仪、寺观主席亦量其资而鬻之。甚而丁忧鬻以求仕，监户鬻以从良，进士出身鬻之及第。名实混淆，伦法襗坏，皆不暇顾，国欲不乱，其可得乎。”

（六）灾后重建

1.生产自救

金朝重视灾后重建，朝廷给予灾民牛、种，贷以官粮，鼓励逃散的灾民返乡自种，进行生产。卫绍王大安二年（1210）三月，下诏：“去岁荒歉，所在流民失业，在处闲田旷土甚多，官给其粮种，贷以牛力，候岁有成，官司量与收入。”[75]
 宣宗兴定元年（1217），延州原武县雨雹伤稼，诏官贷民种改莳[76]
 。

2.惩治防灾救灾失职、不作为人员

金朝对于在救灾中失职的官员，给予处罚。大定三年（1163），“梁肃坐捕蝗不如期，贬州刺使，削官一阶，解职”。大定七年（1167），“右三部检法官韩赞以捕蝗受贿，除名”[77]
 。“祁州刺使顿长寿等坐赈济不及四县，各杖五十”[78]
 。对于虚报灾情或隐瞒不报灾情的，要给予刑法处置。章宗明昌三年（1192）四月，制诸部内灾伤，主司应言而不言及妄言者杖七十，检视不以实者罪如之，因此而有伤人命者以违制论，致枉有征免者坐赃论，妄告户长坐不以实罪。泰和八年（1208），诏更定蝗虫生发坐罪法。诏颁捕蝗图于中外[79]
 。

五　自然灾害的成因与影响

在金朝统治的百余年的时间里，多次发生水、旱、风、雨、霜、雪、蝗虫、地震等自然灾害。自然灾害的成因较复杂，自然灾害对于金代社会与民众的生活有着很大的影响。

（一）自然灾害的成因

金代自然灾害的成因较为复杂，既有气象、地理等客观的成因，也有决策的失误及人为的因素。

客观的原因

1.气候异常。金疆域内多属于亚温带气候。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初步研究》[80]
 中认为，历史时期我国气候的冷暖、干湿波动呈现出交替的变化，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温暖和三个寒冷期。从公元1000年到1200年为第二个寒冷期，属于我国历史上的金宋时期，进入12世纪，中国气候急剧转寒，且持续时间较长。这一历史时期发生寒灾、冰雪灾害次数较多。

2.人类活动影响地理环境发生改变。沙尘暴是一种风与沙相互作用的天气现象和灾害性天气。气候变化、人类的活动和荒漠化是沙尘暴天气形成的主要原因。沙尘暴发生的原因一是干旱气候和大风；二是人类活动影响地理环境发生改变，如植被遭到破坏、土质松散等。历代王朝重农轻牧，并向草原地带大量移民和屯田，使大片草原转化为农田或遭破坏，而草原畜牧业由于得不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始终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只有对草原加强管理，保持畜草平衡，才能使草原畜牧业协调稳定地发展，减少灾害的发生。

3.地理环境的影响。金代西部地区多为草原与浩瀚的沙漠，风沙大，因此金代风灾较多。而中原地区的黄河，在金朝的百余年间，或决或淤塞，经常泛滥成灾。中都附近还有潞水河、高梁河、卢沟河、滹沱河、漳河等。长城以北，有鸭绿江、海兰江、松花江、黑龙江等。每到汛季，由于暴雨连绵，或疏通不当，导致河水上涨，泛滥成灾。

地处环渤海一带和华北地震带的京畿地区和西部地区，地震的发生较为频繁。

4.灾害链的连锁反应。大旱之后必有蝗灾，战争之后必有饥馑发生。蝗虫的发生多与旱灾相关。大定四年（1164）九月，“平蓟二州近复蝗旱”。[81]
 世宗大定十六年（1176）五月，金境内大旱，“中都、河北、山东、陕西、河东、辽东等十路旱蝗”。饥馑之后必有大疫。天兴二年（1233），蒙古兵围城，城内数十万民众饥寒交迫，以致人相食。史书记载，“步军始出封丘门采薪蔬。五月，大寒如冬。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十一月壬子，京城人相食”。

决策的失误及人为的因素

金太宗天会六年（1128），东京留守杜充为了阻止金兵南下，在今河南滑县境内人为扒开河堤，使黄河的洪水流经豫东南、鲁西南地区，由泅水汇入淮河。从此黄河离开了河北平原，进入了黄淮平原。金、元开始，黄河河道逐渐向南摆动，数股并存，迭为主次，洪水在黄淮平原上漫流。洪水所到之处城庐漂没，良田被毁。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正月，“决河水卫京城”。这是人为地掘坝放水，由此导致的严重后果是水旱灾害连绵不断。

金朝治理河患只顾眼前，不顾长远，致使黄河多次泛滥成灾。黄河由于年深日久，“河道淤积，不能受水”。[82]
 加之雨季，因此容易泛滥成灾。但是朝廷为了减少工役，只在李固南筑堤，以防决溢，没能从清理淤积等方面解决根本问题。在治河问题上，相关的人员疏于治理、管理不当，也是引发水灾的原因之一。

（二）自然灾害的危害与影响

频发的自然灾害，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与严重的损失。给金朝廷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与影响。

1.水土流失严重，加速沙漠化，使得人类居住环境恶化

金代自然灾害的直接后果是水土流失严重，加速沙漠化。金代中后期，多有大风及沙尘暴的出现。史书记载：海陵贞元三年（1155）夏四月，“昏雾四塞，日无光，凡十有七日”。[83]
 大定二十三年（1183）三月，“气埃，雨土”。[84]
 章宗承安五年（1200）十月，云色黄，风霾。[85]
 宣宗贞祐三年（1215）三月，“大风，霾”[86]
 。昏雾、霾、气埃，都是沙尘暴飞扬的结果。说明当时沙漠化已经很严重，从而导致风沙、昏雾、霾、气埃的发生。

2.庄稼歉收，百姓陷入饥寒交迫之中

水、旱、蝗等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导致庄稼歉收。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1187），因河水泛滥，庄稼被害，朝廷免受灾者差税一年[87]
 。宣宗兴定元年（1217）四月，“单州雨雹伤稼”。“延州原武县雨雹伤稼。”[88]
 庄稼歉收的结果是，百姓的衣食无着落，生活无保障。刘祁《录大梁事》：金末，“百姓食尽，无以为生。米升值银二两，贫民往往食人殍，死者相望，官日载数车出城，一夕皆剜食其肉净尽。缙绅仕女多行乞于街，民间有食其子。锦衣、宝器不能易米数升。人朝出不敢夕归，惧为饥者杀而食”。“壬辰岁，余在大梁，时城久被围，公私乏食，米一升至银二两余，殍死者相望，人视金银如粪土，使用不计。”[89]


自然灾害的频发，使得百姓的庐舍漂没，城壁颓圻，民无归所。天会二年（1124）正月，庆阳府环、泾州大水，“漂军民三千余家”。[90]
 章宗承安年间，顺安县由于濒临大河，“时新被水害，庐舍漂没，城壁颓圻，公（赵雄飞）日以救灾为事”。[91]
 自然灾害夺去百姓的生命。熙宗皇统年间发生的地震，震死者无数，出现死者死后无人收葬之事。为此，“官方敛藏之”。[92]
 熙宗天眷元年（1138）七月，“按出虎水溢，坏庐舍，民多溺死”[93]
 。章宗承安三年（1198）十二月，大风寒，罢猎，冻死者五百余人[94]
 。卫绍王崇庆元年（1212），“河东、陕西大饥，斗米钱数千，流莩满野”。哀宗天兴元年（1232），“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95]


百姓流离失所，无处可居。熙宗皇统九年（1149）四月，“大风坏民居、官舍，瓦木人畜皆飘扬十数里，死伤者数百人”[96]
 。章宗承安年间，顺安县由于濒临大河，“时新被水害，庐舍漂没，城壁颓圻”。[97]
 可见，自然灾害的受害者是广大的民众，每当自然灾害发生时，民众或饥寒交迫，或死无葬所。

3.经济方面的影响

百姓的负担加重。在灾害发生时，金朝廷能够暂时减免赋税，但是为了应付日益庞大的开支，紧接着就是增加赋税以应急。史载：“官吏酷暴，擅括宿藏，以应一切之命。民皆逋窜，又别遣进纳闲官以相迫督。皆怙势营私。”[98]


金代正税主要是牛头税、两税、物力、榷税、商税等。随着朝廷财政收入的不足，逐年增加税额。宣宗南渡后，徙居河南的河北军户口粮不足，朝廷多次征敛于民。当时“今民之赋役三倍平时”[99]
 。朝廷吸民膏血，以解决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问题。

户口锐减，逃户日多，种田者日少。《全辽金文》中，《故叶令刘君遗爱碑》：君曰：“自扰攘之后，户减三之一，田不毛者千七百顷，而赋仍旧可乎？”请于大司农，减两万石，民赖以济，流民自归者数千。

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金朝自然灾害的发生，使得金朝政府收入减少，从而导致剥削加重，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金末，为了解决财政危机，金朝滥发钞币，钞币面额不断增大，致使物价连续飞涨。《金史》卷四十八《食货志》：“宝券初行时，民甚重之。但以河北、陕西诸路所支既多，人遂轻之。商贾争收入京，以市金银，银价昂，谷亦随之。”元好问在诗中写道：“壬辰困重围，金粟论升勺。”[100]
 正是当时物价飞涨的真实写照。

4.激化了阶级矛盾，加快了金的灭亡

宣宗南渡之后，内忧外患，灾害频发，蒙军入侵，而朝廷上下苟且偷安，没有救亡之策。“朝廷近侍以谄谀成风，每有四方灾异或民间疾苦将奏之，必相谓曰：‘恐圣上心困。’当时有人云：‘今日恐心困，后日大心困矣。’”[101]
 刘祁的这两段话，已栩栩如生地把金末腐败朝政概况描绘了出来。史载：“（宣宗）南渡之后，为宰执者往往无恢复之谋，上下同风，止以苟安目前为乐，凡有人言当改革，则必以生事抑之。每北兵压境，则君臣相对泣下，或殿上发叹吁。已而敌退解严，则又（大）张具会饮黄阁中矣。”[102]
 金的朝臣们平日作威作福，狐假虎威，可是，一旦蒙军压境，就束手待毙，把大好河山拱手相送。史载，围城期间，“时朝廷忧惧不知所为”。“末帝亲出东征，留参知政事完颜奴申、枢密副使完颜习你阿不权行尚书省兼枢密事，二守臣素庸暗无谋，但知闭门自守。百姓食尽，无以自生，米升直银二两，贫民往往食人殍，死者相望，官日载数车出城，一夕皆剐食其肉净尽。”[103]


金正大九年（1232）正月，金军与蒙军交战于三峰山，战败，蒙军长驱直入，包围汴京，金哀宗狼狈乞和。当时的汴京城里，粮食已尽，遍地饥馑，人相食，城内瘟疫流行，十二月二十五日，金哀宗逃离汴京。

由于自然灾害，粮食歉收，物价飞涨，赋税日重，民众逼得没有活路，看不到生存的希望，从而爆发了农民起义。贞祐二年（1214）十月，李全在潍州（今山东潍坊）、刘二祖在泰安（今山东泰安）起义，还有兖州（今山东兖州）的郝定、真定（今河北正定）的周元儿等各支起义军。杨鞍儿转战莱州（今山东莱阳）、登州（今山东牟平），并建立政权，设置官署，改元天顺。之后，在金朝重兵镇压和诱降之下，红袄军起义失败。虽然起义失败，但是分散了金军作战的力量，沉重地打击了金朝的腐朽统治，加速了金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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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社会生活

一　衣食住行

衣、食、住、行是人们进行生产活动、社会活动以及创造人类历史的必要前提。由于各族的社会发展程度不同，社会经济状况不同，其生活方式也不尽相同，因此，金代女真族的生活方式带有时代与地域的特色。金迁都中都之后，由于与各民族杂居，其生活方式有了很大变化，从其生活方式的变化中，可以看到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发展趋势。

（一）服饰

女真人的服饰，早期带有浓厚的民族特点和地域特点，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及受汉族的影响，服饰方面发生了变化。金代宫廷服饰、民间服饰与其他民族服饰有明显的区别。下面分述之。

金朝宫廷服饰

金制，皇帝服通天、绛纱、袞冕、偪舃，即前代之遗制也。皇帝的朝服为：“纯纱栿头，窄袖赭袍，玉扁带、黄满领。如遇祭祀、册封、告庙，则加衮冕、法服。平居闲暇，皂巾杂服，与士庶无别。”[1]


百官朝服。据《金史·舆服志》记载：“其臣有貂蝉法服，即所谓朝服者。……惟公朝则又有紫、绯、绿三等之服。”金朝女真官员的日常服装为盘领衣、头戴巾、带，脚穿鸟皮靴。其束带称为吐鹘，可佩挂腰牌和刀、弓、剑等。巾是用皂罗若纱一样的织品做成的。上结方顶，折垂于后。顶之下际两角各缀方罗，径二寸许，方罗之下各附带六七寸长。横额之上，或为一缩
 帻。显贵者在方顶，循十字缝以珠。在中间贯之以大珠，称为顶珠。带旁各络珠结绶，下垂长半带。

金朝君臣之服，大体与中原相似，区别在于金朝服饰为左衽。女真官服与官员高低，文、武臣之别也有关系。《金虏图经》载：“其臣下之服不从乎职而从乎官。如五品官便可衣五品服，虽职上下并不改易。至于服绯紫，亦无岁月可限，但官与服色等则服焉。如武臣至四品腰皆横金，文臣则加鱼，不待锡赐而自许服焉。”

女真皇后冠服：“花株冠，用盛子一，青罗表、青绢衬金红罗托里，用九龙、四凤，前面大龙衔穗毬一朵，前后有花株各十有二……帏衣，深青罗织成翚翟之形，素质，十二等，领、褾、襈并红罗织成云龙。中单以素青纱制，领织成黼形十二，褾、袖、襈织成云龙，并织红縠造。裳，八副，深青罗织成翟文六等，褾，襈织成红罗云龙，明金带腰。”[2]
 足见其服饰华丽、讲究。

女真民服

女真族男子的服饰，多为穿袍、着靴、裹小巾。“金俗好衣白。辫发垂肩，与契丹异。耳垂金环，留颅后发，系以色丝。富人用珠金饰。”[3]
 贫穷者春夏穿布衣，秋冬则穿用牛、马、猪、羊、猫、犬、獐、鹿、鱼、蛇之皮做成的衣裤，用以御寒。

女真族妇女的服饰“曰大袄子，不领，如男子道服，裳曰锦裙，裙去左右各阙二尺许，以铁条为圈裹以绣帛，上以单裙笼之”[4]
 。其颜色多为黑紫色、皂色或绀诸色。下束簷裙，裙以黑紫色为尚。在裙上编绣全枝花。用六个折裥。

女真族未婚妇女则着绰子，用红或银褐明金，作对襟式，领加彩绣，前齐拂地，后拖地五寸余。年轻妇女大多喜爱以金和珠玉作为装饰，头戴羔皮帽或裹逍遥巾、头巾。

金朝对服制曾有严格的规定，并以此作为区分贵贱的标准。霞帔为五品以上的母、妻所用；云肩为贵族命妇所披用，并禁止绣有日、月、龙纹；嫔妃导从服云纱帽，紫四楑衫，束带，绿靴。

普通妇女首饰不许用珠翠钿子等物，翠毛许装饰花环冠子外，余并禁止，庶人只许服
 、绢布、毛褐、花纱、无纹素罗、丝绵，其头巾、系腰、领帕许用芝麻罗、涤用绒织成者，不得用金玉犀象诸宝玛瑙玻璃之类为器皿，以及装饰刀把鞘，并银装钉床榻之类；不得服纯黄色、银褐色。

兵卒许服无纹压罗、
 、绢布、毛褐、粗布。

奴婢只许服
 、绢布、粗绸、毛褐等。不许服明金。

娼优除迎接宣诏、圣节赐宴及公宴承应的情况下，可暂服绘彩服饰，平常则与庶人相同。

金朝中后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及汉化的影响，女真人的服饰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风俗趋向奢侈，注重衣着用料的讲究与式样的入时。女真膏粱子弟“惟以装饰体样相夸，膏面镊须，鞍马、衣服鲜整，朝夕侍上，迎合谄媚”。[5]
 普通民众的服饰也趋于奢华。据《金史·世宗纪》载：“今则吏卒屠贩奴仆之贱，各衣罗纨绮绣，服带金鱼，以致钱货尽入富商大贾及兼并之家，拟乞严行禁约，明定服色，自然民有余财。”梁肃从抑商和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角度出发，提出上述建议，可见，当时民间下层服饰冲破了金朝等级森严，贵贱分别的服制禁规，反映出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二）饮食

人类每天都离不开饮食，饮食是维持人类生命的源泉。金代女真人的饮食习惯具有特殊的地域与民族特点，在金朝前、后期，其饮食习俗有所变化，金代其他民族饮食习惯也各不相同。

金代宫廷饮食

金代宫廷饮食由民间饮食发展而来，比民间饮食更为奢侈、讲究。《北辕录》记载：金朝招待南宋使者的宴饮为：“先设茶筵，一般若七夕乞巧，其瓦垅、桂皮、鸡肠、银铤、金钢镯、西施舌、取其形、蜜和面油煎之，虏甚珍此。次供馒头血羹、毕罗肚羹、荡羊饼子、解粥肉齑羹、索面骨头盘子，自后大同小异。酒味甚漓。”“冠栉毕，点心已至，灌肺油饼，枣糕面粥、有供糕糜处。”据《北行日录》记载，金朝招待南宋使者的食品：“分食二盘，一盛大肉山，以生葱、枣、栗饰之。其中藏一羊头。一盛茶食、糖糯粥、粟饭、麦仁饭，皆以枣、栗布其上。”可知，金代宫廷饮食中，主食以面粉用油煎制的各式点心，馒头、枣糕、油饼以及用米做成的糖糯粥、栗饭、麦仁饭等。副食为动物的血羹、血肠、羊肉等。女真族居处东北，“地饶山林，田宜麻谷，土产人参、蜜蜡、北珠、生金、细布、松实、白附子。禽有鹰鹞、海东青之类，兽多牛、马、麋、鹿、野狗、白彘、青鼠、貂鼠。”[6]
 其人“善骑射，喜耕种，好渔猎”。[7]
 据此可知，女真人的饮食结构为鱼肉类、谷物类与蔬菜类。除各种飞禽走兽的肉类外，还有各种蔬菜。宫廷饮食中的蔬菜，据《金史·礼志》记载，用于祭祀的蔬菜有芹菹、筍菹、葵菹、韭菹、菁菹等（菹为切碎的菜）。

民间饮食

金初上京周围只种稗子。“自过咸州至混同江以北不种谷麦，所种只稗子。”[8]
 在金朝东京以南，燕京周围地区，种植五谷杂粮，如黍、稷、谷、麦、稻、粱、稗、粟。一般是把米做成米饭、粥，也有做成炒米的。面食的做法多种多样，可做成馒头、饼、肉包子、炒面。《南烬纪闻录》记载：“取水吃干粮，次于皮筪中取出牛肉数枚。”干粮即干馍、馒头。在行军途中常带炒面，

世祖“令士卒解甲少憩，以水沃面，调
 水饮之”[9]
 。

副食品有各种鱼肉、蔬菜和水果。女真人食肉的方法即把肉烤熟、煮熟或生吃。女真人善做“鱼羹”。许亢宗出使上京，在红花务，金人“馈鱼数十枚，烹做羹，味极珍”。蜜渍羊肠和马肠，也是上等的“珍味”。《三朝北盟会编》卷四记载马扩随阿骨打出猎及饮食的情景：“遇阿骨打聚诸酋共食，则于炕上用矮台子或木盘相接。人置稗子饭一碗，加匕其上。列以齑韭、野蒜、长瓜，皆盐渍者。别以木楪盛猪、羊、鸡、鹿、兔、狼、獐、麂、狐狸、牛、驴、犬、马、鹅、雁、鱼、鸭、蛤蟆等肉，或燔，或烹，或生脔。多以芥蒜汁渍沃，陆续供列。”金初建国，女真皇帝尚未脱离民间饮食习惯。女真人“其饮食则以糜酿酒，以豆为酱，以半生米为饭，渍以生狗血及葱韭之属和而食之，芼以芜荑。食器无瓢陶、无匕筯，皆以木为盆。春夏之间，止用木盆贮鲜粥，随人多寡盛之。以长柄小木勺数柄回环共食。下粥肉味无多品，止以鱼生、獐生、间用烧肉。冬亦冷饮，却以木楪盛饭，木椀盛羹，下饭肉味与下粥一等。饮酒无算，只用一木勺子，自上而下循环酌之。炙股烹脯，以余肉和菜捣臼中，糜烂而进，率以为常”[10]
 。可以看出，女真人饮食的特点是喜食葱、韭、酱，用以调味。喜食各种肉类，常食炖菜（以余肉和菜捣臼中，糜烂而进，与炖菜方法相似）。

女真人还喜欢食用各类瓜果如西瓜、樱桃、枣、桃、栗、梨、杏、李子等。宁江州产桃李；锦州、遵化等地多产梨；易州出产甜栗；西瓜是五代时从西域传入契丹的，是女真人喜爱的水果。《松漠纪闻》卷下云：“西瓜形如扁蒲而园，色极青翠，经岁则变黄，其瓞类甜瓜，味甘脆，中有汁尤冷。”

为便于贮存食用，女真人把各种水果制成果脯、果干。如干桃、干栗、干菱。

酒与茶是女真人日常喜爱的饮料。酒的种类分为粮食所酿的酒和果酒，女真人把酒作为待客访友的佳品。在新婚宴席上，酒更是喜庆之品。婿拜门必携酒前往。“少者十余车，多至十倍，饮客佳酒，则以金银器贮之，其次以瓦器，列于前，以百数，宾退则分饷焉。”[11]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记载：“其饮宴，酒行无算，醉倒则逃归则已。”酒能御寒，舒筋活血，又能助兴，使人文思泉涌。耶律楚材曾写诗：“丽墨疾书千首敏，浮白痛饮百樽空。醉吟闻有香山老，倒用颠拈意暗同。”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金朝把酒列为国家专卖的十种榷货之一。同时严禁私自酿酒。大定二十七年（1187），依中都例，酒由国家专卖改为收麹课，而听民酤。

茶也是女真人喜爱的饮料。金朝不产茶，多与宋贸易或岁贡而来。女真人饮茶风俗当受汉族影响，一般为饭后饮茶：“宴罢，富者瀹建茗，留上客数人啜之，或以粗者煎乳酪。”[12]
 金代饮茶之风很盛，“比岁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商旅多以丝绢易茶，岁费不下百万”。[13]
 茶之所以受到女真族上下各阶层的青睐，是由于茶不仅能醒脑、提神、助消化，也能使文人墨客文思泉涌。劳累了一天的农民，晚上坐在家中喝上一碗浓浓的香茶，是很惬意的事情。写诗、品茶更是文人们所津津乐道的雅事。饮茶不仅醒脑提神，还能激发起文人的灵感与诗兴，“啜罢江南一碗茶，枯肠历历走雷车。黄金小碾飞琼屑，碧玉深瓯点雪芽。笔阵陈兵诗思涌，睡魔卷甲梦魂赊。”由于饮茶给女真人的生活带来无穷的乐趣，因此金朝上下竞相嗜茶，每年所费不下百万。为此，金章宗、金宣宗时多次下令禁茶。“乃制亲王、公主及见任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禁不得卖、馈，余人并禁之。犯者徒五年，告者赏宝泉一万贯。”[14]
 女真人饮茶风靡全国，朝廷三令五申也未能禁止。

（三）居室

居室是人们起居行止、休养生息的栖身之所。各族的居室形制不一，各不相同。女真族地处东北，气候严寒，居室更是必不可少的御寒栖身之所。在其形制上，带有地域性、民族性的特点。

宫廷建筑

建国之初，金朝皇帝所居宫殿相当简陋，且有名无实。“金主所独享者，惟一殿，名曰乾元，所居四外栽柳行，以作禁围而已。其殿宇绕壁尽置大炕，平居无事则锁之，或时开钥，则与臣下杂坐于坑（炕），后妃躬侍饮食。”[15]
 女真人把其称为“皇帝寨”、“国相寨”、“太子庄”。可见金初宫室制度极为草创，当时“居民往来，车马杂遢，自‘前朝门’直抵‘后朝门’，尽为往来出入之路，略无禁制。每孟春击土牛，父老士庶无长幼皆聚观于殿侧”。[16]


金熙宗时，因上京会宁旧内太狭窄，役五路工匠，重新修建，规模悉仿汴京。宫殿宏伟壮观，焕然一新。其宫室有乾元殿、庆元宫、朝殿、明德宫、明德殿；凉殿有泰和殿、武德殿、薰风殿。其行宫有天开殿，有混同江行宫，有太庙、社稷、原庙，有供皇帝击毬校射之所的皇武殿，有笼鹰之所的云锦亭、临漪亭。

贞元元年（1153），海陵王完颜亮把都城从上京迁到中都（今北京市），开始大兴土木，建造宫殿。新建城之四围凡九里三十步。在原辽南京析津府旧城的基础上又向东西南三面各扩筑三里，分内外城。内城是皇帝所居的宫城，建有宫殿九重。金碧翚飞、规模壮丽。主要的门、殿全用绿琉璃瓦覆盖，用汉白玉作华表。其豪华程度超过汴京。据《北辕录》记载：“北宫营缮之制，初虽取则东都，而竭民膏血，终殚土木之费。瓦悉覆以琉璃，日色晖映，楼观翚飞。”当时，役民兵一百二十万，数年方就，死者不计其数。除宫殿外，还建有同乐园、瑶池、蓬瀛、柳庄、杏村、琼林苑、广乐园等皇室贵族游乐之所。在中都北郊又兴建了离宫——太宁宫。中都的修建为后来元、明、清各朝定都北京奠定了基础。

宫殿是皇帝及其妃嫔饮食、起居的场所，也是金代帝王处理朝政之所。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体现了封建帝王君临天下的威仪和穷奢极欲的生活，体现了一个王朝的总体建筑水平。

女真民居

女真人在建国前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没有房屋。《金史·世纪》载：“黑水旧俗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入处其中，迁徙不常。献祖乃徙居海古水……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其地为‘纳葛里’，纳葛里者，汉语居室也。”可见，献祖以前的女真人还没有房屋，居住在靠山背水的洞穴中，直至献祖时才开始建筑房屋，有了居室之制。但是这种房屋还相当简陋：“其俗依山谷而居，联木为栅。屋高数尺，无瓦，覆以木板，或以桦皮，或以草绸缪之。墙垣篱壁，率皆以木。门皆东向，环屋为土床，炽火其下，寝食起居其上，谓之炕，以取其暖。”[17]
 可见，女真人的居室是以当地严寒气候为出发点，选择山谷避风处，用厚木板搭房屋，抹厚泥，门东向，烧火炕来取暖。

金建国初期，居民房屋无多大变化。据《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中所载：“……一望平原旷野，间有居民数十家，星罗棋布，纷糅错杂，不成伦次，更无城郭，里巷率皆背阴向阳，便于牧放，自在散居。”从上述记载可知，金初女真人的居室有如下特点：1.采取聚居的形式，数十家为一村落。2.已由过去居住山谷间，迁徙到平原旷野之地。3.房屋排列不规则，无城郭里巷。4.房屋都背阴向阳。与建国前的女真人的居室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与进步，这就是由山谷地带迁移到平原，说明女真人的生产活动范围扩大，已由过去的狩猎佃渔，转为农耕放牧。

（四）交通工具

金代女真族的交通工具为车辇、轿、船。金代女真贵族与普通民众所使用的交通工具大体相同，只是形制与装饰上有所差别。金代其他民族的交通工具因其居住地域、生活习俗不同而稍有差别。下面分述之：

宫廷的车辇、轿、船

金代女真贵族普遍使用车。其车辇装饰华丽、舒适方便。《大金国志》卷三十四记载：“国主伞或红或黄无定，以金龙为顶盖，后用金凤，太子用金龙。妃紫伞用金孔雀。一品青伞，用银浮图。二品三品用红浮图，四品五品用青浮图。”“后妃并用殿车，其车如五花楼之状，上以锦缘青毡为盖，四围以簾，秋冬亦用毡，并用锦缘柱廊，月板护泥皆饰以金玉。或四轮，或两轮，并朱。车之四角，后用金凤，妃用金孔雀，如一品二品车之四角，并用银螭头。”上述记载说明，金代车制有严格的等级区分，国主、后妃、朝官中的一品至五品之官车的规制与装饰是不同的。皇帝的车顶盖饰物为金龙，皇后用金凤，妃用孔雀。一品用银浮图，二、三品用红浮图，四、五品用青浮图以别识之。

民间的车辇、轿、船

金初，民间多用马、牛载人载物。《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记载：“（女真）善骑，上下崖壁如飞。济江不用舟楫，浮马而渡。”“以牛负物，或鞍而乘之。”“病，则巫者杀猪狗以禳之。或车载病人至深山大谷以避之。”可知女真人不但使用马、牛载人或物，还使用车来载人或物品。

女真人冬季多用狗爬犁，《辍耕录》记载：“其地极寒，海亦冰，自八月即合，至明年四、五月方解。人行其上如平地。征东行者每岁委官至尼鲁于须用站车，每车以四狗挽之。”（站车，可能即北方人冬天所用的爬犁，无轮，可在冰雪地面上滑行。）

女真人用于海上的交通工具是船。《大金国志》附录一《女真传》记载：“先是建隆以来，‘熟女真’由苏州泛海至登州卖马，故道犹存。”女真人很早已学会造船，除用于运输外，也用于军事作战。金正隆六年（1161），海陵王完颜亮命人建造巨船，训练水卒，入侵江南，最后失败身亡。

金代女真族的生活方式带有明显的地域、民族、时代特点。我们可以从其中总结出其生活方式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其一，金代女真族生活方式与社会经济状况及生产力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也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女真族所居地的自然环境为平原、山谷间，他们喜耕稼、善射猎，善养彘。女真先世居住在地穴中，以梯出入，是为防止北方严寒的气候的侵袭而采取的居住方式。

其二，女真族的生活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女真族在金朝前期与后期，其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变化。金朝前期，女真社会经济还较落后，在生活方式上，女真族去古未远，还未脱离简陋的生活方式，皇帝的宫殿只是在房舍周围栽柳树以作禁围。绕壁尽置火炕，被民众称为“皇帝寨”。金熙宗即位，仿汴京之制，建造宫殿。史称“宫室之壮，服御之美，妃嫔之盛，燕乐之侈，乘舆之贵，禁卫之严，礼仪之尊，府库之限，以尽中国为君之道”。[18]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女真族一改旧日原始、落后的社会风貌，风俗日趋奢侈。以致吏卒屠贩奴仆也衣罗纨绮绣，服带金鱼。说明了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女真族生活水准的提高，必然引起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

其三，在金代女真族生活方式的变化上，可以看到各族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影响与融合的历史发展趋势。在女真服饰上，逐渐出现汉化的趋势。金世宗、章宗时期曾三令五申女真人不得学南人装束，违者杖八十，编为永制。但并没能阻止女真服饰汉化的趋势。连女真皇帝海陵王也“见江南衣冠文物，朝仪位著而慕之”。[19]
 金朝统治者在汉人居住地区，强制推行汉人女真化的政策，使得女真人的衣着、发式在部分汉人地区流行开来。史称“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胡矣。自过淮已北皆然，而京师尤甚”。[20]
 金代各族服饰的变化，是各族间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的结果，反映出各民族相互融合的历史趋势。

二　婚俗与婚制

建国前的女真人，在婚姻习俗上，还保留着氏族制的残余。建国后，逐步摒弃了过去的婚姻习俗，朝廷以法令的形式颁布了与婚姻相关的律令。建国前、后的婚俗与婚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一）建国前女真人的婚俗与婚制

建国前的女真人，保留氏族社会中男女婚恋自由，男就女家的婚姻习俗，其婚姻，多为氏族外婚制与部落内婚制。每个氏族都有固定的通婚对象。

1.男女婚恋自由

女真先人挹娄的婚俗，在《通典》卷一八六《边防二》挹娄条记载：“将嫁娶，男以毛羽插女头，女和则持归，然后致礼聘之，妇贞而女淫。”说明当时男女婚恋自由，婚前同居也习以为常。嫁娶以男女合意为准。结婚之后，妇女要忠于丈夫，恪守贞洁。“妇贞而女淫”，反映了在生身父亲对子女的确认上，要求妇女在婚后保持贞操，但是还没有完全禁止女子婚前的性自由。

2.男就女家的婚姻习俗

男就女家的习俗，是肃慎族系的女真先人的婚俗。《魏书》卷一〇〇《勿吉传》记载：“初婚之夕，男就女家，执女乳而罢，便以为定，仍为夫妇。”女真先人还保留“初婚之夕，男就女家”的“上门”习俗。是对母系氏族社会以女性为主，尊重女性的社会遗俗的保留。

3.氏族外婚制

《金史》记载的女真族的婚姻是从始祖函普开始的。在《金史》卷一《世纪》有关始祖的婚姻记载看，是实行氏族外婚制。始祖至完颜部，居久之，其部人尝杀他族之人，由是两族交恶，哄斗不能解。完颜部人谓始祖曰：“若能为部人解此怨，使两族不相杀，部有贤女，年六十而未嫁，当以相配，仍为同部。”始祖为两部约法三章，女真之俗，杀人偿马牛三十，自此始。既备偿如约，部众信服之，谢以青牛一，并许归六十之妇。始祖乃以青牛为聘礼而纳之，并得其赀产。后生二男，长曰乌鲁，次曰斡鲁，一女曰注思板，遂为完颜部人。完颜氏与徒单氏之女结成婚姻。始祖以青牛为聘礼，说明当时实行氏族外婚制与聘婚制。

4.世婚制

女真人在原始氏族制时期，实行氏族外婚、部落内婚制，每个氏族都有固定的通婚对象，与之进行交互通婚。建国后由此演变为帝后之家的世婚制度。

《金史》卷六十四《后妃传》说：“金代，后不娶庶族，甥舅之家有周姬、齐姜之义。”在《金史》中，对女真宗室与某些异姓部长贵族之家的世婚，有较多记载。“金之徒单、拿懒、唐括、蒲察、裴满、纥石烈、仆散皆贵族也，天子娶后必于是，公主下嫁必于是，与周之齐、姜无异，此昏礼之最得宜者，盛于汉、唐矣。金昭祖娶徒单氏，后妃之族，自此始见。有国家者，昏因有恒族，能使风气淳固，亲义不渝，而贵贱等威有别焉，盖良法也欤。”

世婚制，是宗室完颜氏与某些异姓氏族的交错从表婚，是从氏族制时期的氏族外婚制演化而来。女真人实行世婚制习俗，除了保留原始氏族外婚制的遗风外，还是巩固政治联盟的一种手段。

（二）建国后的女真族的婚俗与婚制

1.自由婚配

金建国之初，仍存在自由婚配的现象。“贫者则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申求侣之意，听者有未娶欲纳之者，即携而归之，后方具礼偕女来家以告父母。”[21]


2.“男下女”的习俗

在女真人的相亲、定亲仪式中，保留了许多原始习俗。定亲时，男方及其亲属携带酒食到女方家里，女方家里无论大小，都坐在炕上，男方家的人罗拜其下，谓之“男下女”。礼毕，男方牵马百匹，少者十匹，供女方家长选择，女方仅留十之二三，或皆不选。以留马少为耻。女方家也给予男方一定的回礼。

3.抢婚的习俗

抢婚也被称作掠夺婚。在女真人建国前后还保留“抢婚”的原始婚俗。在战争期间，抢劫妇女强制为妻妾，是一种普遍的行为。“破其城，尽俘获之，以功差次分赐诸军。”[22]


这种掠夺为婚习俗，大多保留在本民族早期历史中，但在女真族建国后也保留着一些掠夺婚的残迹。金将领夹古撒喝在追捕浑都仆速时，取其妻子而还[23]
 。在渤海人中，还留存着抢婚的习俗。金世宗在大定十七年（1177）下令：“以渤海旧俗男女婚娶多不以礼，必先攘窃以奔，诏禁绝之，犯者以奸论。”[24]
 女真人的后裔满族婚礼中，其“抱轿”的习俗，就是以残存着的形式反映出掠夺新娘的遗俗[25]
 。

4.接续婚

也称作收继婚。即在一个家族内娶来的女人，在其丈夫死后，不能再嫁他族之人或回娘家，要在丈夫的家族内转房，由另一位男性族人收继，娶之为妻。《虏廷事实》记载女真人收继婚风俗：“虏人风俗，娶妇于家，而其夫身死，不令妇归宗，则兄弟侄皆得以聘之，有妻其继母者。”“父死则妻其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死，则侄亦如之。无论贵贱，人有数妻。”[26]


《金史》中也记载了许多关于女真人收继婚的事实，如：宗干为金太祖阿骨打的庶长子，宗雄是为康宗乌雅束嫡子，宗干与宗雄是从兄弟，宗雄死，宗干纳宗雄妻[27]
 。海陵王昭妃阿懒，是海陵叔叔曹国王宗敏的妻子，海陵杀宗敏而娶阿懒，是侄娶其婶[28]
 。接续婚习俗，在许多民族中都曾有过。接续婚是防止私有财产外流，是对私有财产继承权的保护。

5.隶役婚

隶役婚是男女成婚以后，丈夫要在妇家服役一段时间。洪皓《松漠纪闻》记载：“既成婚，留妇氏（家），执仆隶役，虽行进酒食，皆躬亲之。三年，然后以妇归。妇（家）用奴婢数十户，牛马十数群，每群九牸一牡，以资遣之。”隶役婚是夫婿留在妇家执役，以补偿女方家庭女儿出嫁的损失。

6.指腹为婚

“金国旧俗多指腹为婚姻。既长，虽贫贱殊隔，亦不可渝。”[29]


7.一夫一妻制与一夫多妻

早在金建国前，女真族的先人勿吉已经实行一夫一妻制。史书记载：“其妻外淫，人有告其夫，夫辄杀妻而后悔，必杀告者。由是奸淫事终不发。”[30]
 进入文明社会后，金朝实行一夫一妻制，但是，在金代社会中，与一夫一妻制相伴的是一夫多妻。《松漠纪闻》记载：“其良人皆有小妇侍婢。”海陵时规定：“命庶官许置次室二人，百姓亦许置妾。”[31]
 《三朝北盟会编》也云：“无论贵贱，人有数妻。”[32]
 朝廷允许一夫多妻的存在，一夫多妻被认为是合理的社会现象。可见，一夫一妻制只是对妇女实行限制，而男子则不在其列。

婚姻政策：

1.禁止女真人的接续婚。

太宗天会八年（1130），禁“继父继母之男女无相嫁娶”。[33]
 《金史》卷四十六《睿宗贞懿皇后传》：“旧俗，妇女寡居，宗族接续之。后乃祝发为比丘尼，号通慧园明大师，赐紫衣，归辽阳，营建清安禅寺，别为尼院居之。”世宗的母亲贞懿皇后为渤海人，汉化的程度比较高，她的出家当是对接续婚的一种反叛。章宗承安五年（1200），“定妻亡服内婚娶听离制”。[34]
 之后，又定本国婚聘礼制。泰和五年（1205），制定本朝婚礼。[35]
 可见，社会上还存在女真人的婚姻与封建礼仪不合的状况，因此章宗多次定制，以约束不合礼仪的婚姻。金朝后期，女真人的接续婚习俗，随着女真人汉化的加深，逐渐销声匿迹。

2.同姓不婚。

同姓为婚是一种陋习，不利于人类的种族繁衍。太祖时期，已经开始进行限制：“同姓为婚者，杖而离之。”[36]
 但是仍有同姓为婚者。太宗天会五年（1127）再次下令：“合苏馆诸部与新附人民，其在降服之后同姓为婚者，离之。”[37]


3.女真族与各民族相互通婚

随着女真人陆续迁入中原及华北等地，女真人与汉人及其他民族杂居，女真人与其他民族间的通婚现象也日益增多，并得到金朝廷的认可。章宗明昌二年（1191），尚书省言：“齐民与屯田户往往不睦，若令递相婚姻，实国家长久安宁之计。”[38]
 泰和六年（1206），“诏屯田军户与所居民为婚姻者听”[39]
 。女真人与汉族、渤海族通婚已经得到朝廷的认可，可知当时女真族与各族通婚已经是普遍的社会现象。

三　葬俗

女真族的丧葬习俗，主要为土葬、火葬及土葬火葬相结合的二次葬。

1.土葬

建国前女真先人的早期葬式则为土葬。如女真先人勿吉，“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令不雨湿；若秋冬死，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40]
 。黑水靺鞨“性忍悍，善射猎，无忧戚，贵壮贱老”。“死者埋之，无棺椁，杀所乘马以祭。”[41]
 由此可见，女真族在建国前，其葬俗基本为土葬，无棺椁。但是有陪葬品，即死者生前所乘之马。

建国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女真人逐渐从原来简单的土坑墓发展到大型石室墓或砖石墓。从无棺椁发展为有木棺或石函等葬具。从已经发掘的金代女真人墓葬看，无论土葬还是火葬，多数都有棺敛之具。葬具有木棺、石函、瓮罐等[42]
 。

2.火葬

金朝建国后，女真族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葬俗也有了新的变化，既有土葬，也有火葬。或火化后土葬的二次葬。例如，宋使陈过庭死后，“以北俗焚之，其卒又自剔股肉，投之于火，曰：‘此肉与相公同焚。’”[43]


金代道士亦行火葬，尹皮袋死后，“咸平集真观刘道士，载归本观，火其尸而焚之”。[44]


3.土葬火葬相结合的二次葬

土葬火葬相结合是在尸体火化后，将骨灰及随葬品装入木棺下葬，再在墓穴内，将木棺、骨灰和随葬品一同焚烧。这种葬式在吉林省、黑龙江省的金代女真人墓葬中，都有发现[45]
 。

葬俗：

1.“送血泪”

史书记载女真人在亲人死亡后：“则以刃嫠额，血泪交下，谓之‘送血泪’。”[46]
 即亲人去世后，以刀嫠面表示其哀痛之意。

2.殉葬

女真人有殉葬制度。这种野蛮、落后的习俗是源于人类灵魂崇拜与祖先崇拜的原始信仰。“死者埋之而无棺椁。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47]
 生焚奴婢，视人生命如草芥，这是女真族奴隶制的残余。

3.烧饭之俗

女真族有“烧饭”之俗，即在死者葬后，每逢朔、望、节辰、忌日等，焚烧酒饭、祭礼亡灵。“所有祭祀饮食之物尽焚之，谓之烧饭。”[48]
 烧饭一般是晚辈给长辈，下给上烧饭，如《金史》卷一〇六《张
 传》所记：明昌二年（1191），太傅徒单克宁薨，章宗欲亲为烧饭，是时，孝懿皇后梓宫在殡，张
 奏：仰惟圣慈，追念勋臣，恩礼隆厚，孰不感劝。太祖时享，尚且权停，若为大臣烧饭，礼有未安。今已降恩旨，圣意至厚，人皆知之，乞俯从典礼，则两全矣。章宗从之。宛王完颜允升薨。既殡，烧饭，宣宗亲临祭奠[49]
 。

4.送葬习俗

金代社会中流行着亲人哀悼死者与送葬的习俗。天会十三年（1135）太宗崩，熙宗诏中外，诏公私禁酒。不举乐。重要朝官如逝世，皇帝为表示哀悼之意，或辍朝，或亲自送葬。大定六年（1166），丞相仆散忠义死，世宗亲临哭之恸，辍朝奠祭[50]
 。尚书右丞仆散揆死，章宗“哀悼之，辍朝，遣使迎丧殡于都城之北。百官会吊，车驾临奠哭之”[51]
 。《金史》卷八十六《李石传》记载，李石以太保致仕，进封广平郡王。十六年，薨。上辍朝临吊，哭之恸，赙钱万贯，官给葬事。少府监张仅言监护，亲王、宰相以下郊送。

5.守坟习俗

女真人在亲人死后，有生者为死者守坟的习俗，一般为一年至三年。如刘政，洺州人。性笃孝，母死，负土起坟，乡邻欲佐其劳，政谢之。葬之日，飞鸟哀鸣，翔集丘木间。居于墓侧者三年[52]
 。温迪罕斡鲁补，西北路宋葛斜斯浑猛安人。年十五，居父丧，不饮酒食肉，庐于墓侧。官员为父母守丧，朝廷给予放假，《金史》卷七十三《完颜谋衍传》：“天德元年，完颜谋衍摄其兄活女济州万户，部内称治。以母忧去官。起复知积石军事，转同知河南尹。”完颜彀英，起为西京留守，以母忧去官。寻以本官起复[53]
 。官员守丧期间的假期，上述文中有的没有具体的日期记载，只是在《刘政传》中记载为3年。一般官员守丧假期应为1年至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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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金代文化

一　金代文人与文化

金代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1]
 ，第一时期为太祖、太宗时期，是金代文化孕育时期，为楚才晋用；第二时期为熙宗至章宗时期，是金代文化的形成、发展繁荣时期；第三时期为卫绍王至金末，是金代文化的成熟时期。金代文化的渊源有本族文化、辽文化、宋文化、其他少数民族文化。

（一）金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金太祖、太宗时期，女真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文教未开。灭辽伐宋后，得辽、宋旧人而用之，为楚才晋用和金代文化的孕育时期。正如《金史·文艺传》所说：“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来，渐立条教。太祖既兴，得辽旧人用之，使介往复，其言已文。太宗继统，乃行选举之法，及伐宋，取汴京图籍，宋士多归之。”“完颜希尹乃依仿契丹字制女真字。女真既未有文字，亦未尝有记录，故祖宗事皆不载。宗翰好访问女真老人，多得祖宗遗事。太宗初即位，复进士举，而韩昉辈皆在朝廷，文学之士稍拔擢用之。”

太祖、太宗时期，女真族的经济、制度与辽、北宋的经济与制度并存，在文化上也是女真、契丹、汉文化并存。这一时期是金代文化的孕育时期。但是已经出现通晓契丹、汉、女真文字的女真人，如完颜希尹等人。太祖在位的八九年间（1115—1123），文学作品还较少，多属实用性的文字。这一时期的文人以韩昉、吴激等人为代表。“韩昉、吴激，楚材而晋用之，亦足为一代之文矣。”[2]
 韩昉，仕辽，累世通显。天庆二年（1112），中进士第一。补右拾遗，转史馆修撰。韩昉的作品以诏册、碑志一类文字居多。“昉自天会十二年入礼部，在职凡七年。当是时，朝廷方议礼，制度或因或革，故昉在礼部兼太常甚久云。”他善属文，最长于诏册，作《太祖睿德神功碑》，当世称之。太宗完颜晟即位以后，任用原宋、辽文士蔡松年、吴激、宇文虚中等，他们的作品以诗词为主。蔡松年，“文词清丽，尤工乐府，与吴激齐名，时号‘吴蔡体’，有集行于世。”吴激，建州人，米芾之婿。“工诗能文，字画俊逸得芾笔意。尤精乐府，造语清婉，哀而不伤。将宋命至金，以知名留不遣，命为翰林待制。”有《东山集》十卷行于世。[3]


熙宗至章宗为第二个时期，为金代文化发展繁荣时期。熙宗为改革女真旧制，推行汉官制，在文化上的变革是取消南北选，合二为一，确立了以儒学为国学。并着力培养女真本族文人。随着汉文化的传入，熙宗款谒先圣，北面如弟子礼。尊孔崇儒，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日。熙宗“能赋诗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棋象戏，尽失女真故态矣”[4]
 。

海陵时期，蔡珪被称为金代文派正传之宗。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当时儒者虽无专门名家之学，然而朝廷典策、邻国书命，粲然有可观者。

金朝文化“一变五代、辽季衰陋之俗”[5]
 。“大定以后，其文笔雄健，直继北宋诸贤。”大定、明昌是金朝发展的极盛时期，也是文化发展的繁荣时期。世宗“所用多敦朴谨厚之士，故石琚辈为相，不烦扰，不更张，偃息干戈，修崇学校，议者以为有汉文景风”。“章宗聪慧，有父风，属文为学，崇尚儒雅，故一时名士辈出。大臣执政，多有文采学问可取。能吏直臣皆得显用，政令修举，文治灿然，金朝之盛极矣。”[6]
 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兼容女真等各族文化的金代文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金代文人，有蔡珪、党怀英、王寂、王庭筠、周昂等人。其中蔡珪、党怀英、王寂、王庭筠诗文兼擅，刘迎、周昂等则专工于诗。此时的文人与前期由宋、辽入金的文人有着明显的区别。较安定的社会环境和传统的科举制度为他们个人的进取造就了有利条件，他们的作品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这一时期是金代文学发展的繁荣时期。

第三时期，卫绍王至金末，是金代文化的成熟时期。由于蒙古开始兴兵南犯，金朝的国势每况愈下，人民的负担日趋沉重，忧时伤乱开始成为这一时期诗文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自宣宗完颜珣（1213—1223年在位）贞祐二年（1214）金室南渡以后，兵连祸结，内外交困，国势衰落。蒙古军队占领了今东北和华北北部的广大地区，并觊觎中原。南迁后的金文化，并没有随着金王朝的衰落而衰落。文化一经产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不但没有衰落，而是继续发展。

在章宗后期的文坛上，“作诗者尚尖新，南渡后，文风一变，文多学奇古，诗多学风雅，由赵闲闲、李屏山倡之”[7]
 。“金百年以来，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时者，大定、明昌则承旨党公（党怀英），贞祐、正大则礼部赵公（赵秉文），北渡则遗山先生一人而已。自中州断丧，文气奄奄几绝，起衰捄坏时望在遗山（元好问）。”[8]
 这一时期的许多文学家的诗词和散文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蒙古对金战争带来的灾难。赵秉文、杨云翼被称为当时文坛的领袖。南渡时皇帝诏令“皆公（杨云翼）笔。其应制《白兔诗》云：‘光摇玉斗三千丈，气傲金风五百霜。’”[9]
 李纯甫为文，下笔便喜左氏、庄周，故能一扫辽宋旧习。赵闲闲晚年，诗多法唐人李杜诸公，九日登极目亭，作诗：“魏国河山残照在，梁王楼殿野花开。鸥从白水明边没，雁向青天尽处廻。未必龙山如此会，座中三馆尽英才。”麻知几、李长源、元裕之辈鼎出，故后进作诗者争以唐人为法。[10]
 他们的作品以时危世乱、民生疾苦为主题，表现出当时的战乱之苦，亡国之痛。在其作品中，形成所谓“陶（潜）之达、杜（甫）之忧，盖兼有之”。[11]
 金末，对文坛影响最大的文学家当推王若虚、元好问。王若虚著有《滹南遗老集》，是金代杰出学者，他长于经史考证，“贵议论文字有体致，尤以助辞为尚。又多发古名篇中疵病（按，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四十五卷，辩论居十之九，其他诗文只数卷）。千古以来，唯推东坡为第一”[12]
 。王若虚是当时最具权威的评论家。他初步建立了文法学和修辞学。

金末文学家、史学家元好问被认为是金朝集大成者，他著有《遗山文集》，他的《论诗绝句》30首，重在衡量作家，开后来论诗的一个重要派别。他首开以诗存史的先例，《中州集》为金代诗词总集，收录了近251名金代文人的作品以及传记，共10卷，其作品有2062首。《中州集》基本上以时代先后为序。作者小传，内容丰富，一般除载生平事迹外，还常举名句、名篇为例，以说明各家的特征。在小传中，编者对金代诗坛风尚、诗歌的源流演变以及当时的政治历史事件亦有介绍。如卷一《蔡珪传》，称国初文士如宇文虚中、蔡松年、吴激等，皆宋儒；国朝文派，断自蔡珪，是对金初期诗人的概括论述；卷九《贾益谦传》，述贾氏称《金朝实录》诬海陵“淫毒狼骜”，“百可一信耶”，《四库全书总目》评论《中州集》说“大致主于藉诗以存史，故旁见侧出，不主一格”，故此书不仅为金诗之渊薮，而且也是治金史者所必备之书。卷十《辛愿传》，称南渡以来，后生以风雅自名，转相贩卖；主文盟者泛爱受愚，不加裁抑，是对南渡以后诗风的批评。

金代文人辈出，在女真人中成就较高的有金章宗完颜璟以及女真文人完颜
 等。章宗天资聪悟，诗词多有可称者。《宫中绝句》云：“五云金碧拱朝霞，楼阁峥嵘帝子家。三十六宫薕尽卷，东风无处不扬花。”密国公
 ，越王允功之子。幼有俊才，能诗，工书，自号樗轩居士。平生诗文甚多，晚自刊其诗三百首，乐府一百首，号《如庵小稿》，赵闲闲序之，行于世。其绝句：“孟津休道浊于泾，若遇承平也敢清。河朔几时桑拓底，只谈王道不谈兵。”[13]


南渡后，诸女真世袭猛安、谋克往往好文学，喜与士大夫游。如完颜斜烈兄弟、移剌廷玉温甫总领、夹古德固、术虎士、乌林答肃孺辈，作诗多有可称。[14]
 正如《金史》所论：杨云翼、赵秉文，金士巨擘，其文墨论议以及政事皆有足传。云翼谏伐宋一疏，宣宗虽不见听，此心何愧景略。庭筠之累，秉文所为，兹事大愧高允。蔡珪、马定国之该博，胡砺、杨伯仁之敏赡，郑子聃、麻九畴之英
 ，王郁、宋九嘉之迈往。三李卓荦，纯甫知道，汾任气，献能尤以纯孝见称。王庭筠、党怀英、元好问自足知名异代。王竞、刘从益、王若虚之吏治，文不掩其所长[15]
 。

金朝实行科举选士，一批文士脱颖而出。“大定已还，文治既洽，教育亦致，名士之旧与乡里之彦，率由科举之选。父兄之渊源，师友之讲习，义理益明，利禄益轻。一变五代辽季衰陋之俗。迄贞祐南渡，名卿材大夫布满台阁。”金末，杨云翼被元好问誉为“元光正大以来大夫士推公为中朝第一，而不以百年计之者”[16]
 。因此，金朝末年，名卿材大夫布满台阁，金代文人与文化仍旧大放异彩，并未被战火硝烟所摧毁。

（二）金代文化的渊源

金代文化的渊源有四：辽文化、宋文化、本族文化、其他少数民族文化。

1.辽文化

依仿契丹字制女真字。金太祖灭辽，任用辽朝旧人，其制度、文化皆取于辽朝者为多。“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来，渐立条教。太祖既兴，得辽旧人用之，使介往复，其言已文。”女真文字是仿照契丹字而制成的。完颜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17]
 。

礼仪制度。太祖崩，宋，夏遣使吊慰，凡馆见礼仪，皆辽人刘彦宗次子刘筈详定。熙宗幸燕，法驾仪仗刘筈讨论者为多[18]
 。鼓吹乐。“马上乐也。天子鼓吹、横吹各有前、后部，部又各分二节。金初用辽故物，其后杂用宋仪。”[19]


辽人韩企先对于金初议礼制度贡献较大，韩企先博通经史，知前代故事，他损益旧章，或因或革，咸取折中。

政治制度。金初，在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上，多用辽制。“太祖入燕，始用辽南、北面官僚制度。是故刘彦宗、时立爱规为施设，不见于朝廷之上。”天辅七年（1123）以左企弓行枢密院于广宁，尚踵辽南院之旧。“太祖定燕京，始用汉官宰相赏左企弓等，置中书省、枢密院于广宁府，而朝廷宰相自用女真官号。斜也、宗干当国，劝太宗改女真旧制，用汉官制度。天会四年（1126），始定官制，立尚书省以下诸司府寺。”[20]
 以上史料说明金初制度多采用辽朝南北面官制度，在地方设立中书省、枢密院，而在朝廷仍旧用女真官制。直到太宗天会四年，改革女真旧制，在中央用汉官制度，立尚书省以下诸司府寺。到熙宗时，在金朝中央颁行新官制及换官格，除拜内外官，其制度始定。

边疆地区的官职设置，大抵因辽之旧。“其后惟镇抚边民之官曰秃里，乌鲁骨之下有扫稳脱朵，详稳之下有麽忽、习尼昆，此则具于官制而不废，皆踵辽官名也。”[21]


金设科举皆因辽、宋之制，有辞赋、经义、策试、律科、经童之制。

任用辽朝旧文人。韩昉，仕辽，累世通显。辽天庆二年（1112），中进士第一。为金朝礼部尚书，翰林学士修国史[22]
 。

左企弓字君材。辽天庆末，拜广陵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太祖驻跸燕京城南，企弓等奉表降，太祖俾复旧职，皆受金牌。企弓守太傅、中书令。[23]


虞仲文，字质夫，武州宁远人也。七岁知作诗，十岁能属文，日记千言，刻苦学问。第进士，累仕州县，宰相荐文行第一。讨平白霫，拜枢密直学士，权翰林学士，为翰林侍讲学士。天会七年（1129），赠兼中书令。

刘彦宗，刘氏六世仕辽，相继为宰相。彦宗擢进士乙科。太祖奄至，驻跸城南，彦宗与左企弓等奉表降。太祖一见，器遇之，俾复旧，迁左仆射，佩金牌。彦宗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加侍中，佐宗望军。宗望奏，方图攻取，凡州县之事委彦宗裁决之[24]
 。

筈，彦宗次子。天辅七年，太祖取燕，筈从其父兄出降，迁尚书左司郎中。太祖崩，宋，夏遣使吊慰，凡馆见礼仪皆筈详定。天眷二年（1139），改左宣徽使，熙宗幸燕，法驾仪仗筈讨论者为多。

时立爱，辽太康九年，中进士第，调泰州幕官。及宗望再取燕山，立爱诣幕府上谒，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其子侄数人。立爱从宗望军数年，谋划居多，封陈国公。久之，加中书令。[25]


韩企先，燕京人。天祚帝乾统间，企先中进士第。都统完颜杲定中京，擢枢密副都承旨，稍迁转运使。以企先为尚书右丞相，召至上京。方议礼制度，损益旧章。企先博通经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中。弥缝阙漏，密谟显谏，必咨于王。宗翰、宗干雅敬重之，世称贤相。因此《金史》赞曰：“太祖入燕，始用辽南、北面官僚制度。是故刘彦宗、时立爱规为施设，不见于朝廷之上。军旅之暇，治官政，庀民事，务农积谷，内供京师，外给转饷，此其功也。韩企先入相两朝，几二十年，成功著业，世宗称其贤焉。”[26]


2.宋文化

宋朝文人得到金初朝廷的重用。“太宗继统，乃行选举之法，及伐宋，取汴京图籍，宋士多归之。”[27]
 宇文虚中，字叔通，蜀人。初仕宋，累官资政殿大学士。天会六年（1128），兴兵伐宋，金朝已留王伦、朱弁不遣，宇文虚中亦被留。朝廷方议礼制度，颇爱虚中有才艺，加以官爵，虚中即受之，与韩昉辈俱掌词命。天会十三年（1135），宗翰乞致仕。批答不允，其词虚中作也。书《太祖睿德神功碑》，进阶金紫光禄大夫。

施宜生，字明望，宋政和四年，擢上舍第，试学官，授颍州教授。天德二年（1150），参知政事张浩荐宋朝文人施宜生可备顾问，海陵召为翰林直学士，撰《太师梁王宗弼墓铭》，进官两阶。正隆元年（1156），召为尚书礼部侍郎，迁翰林侍讲学士。试《一日获熊三十六赋》擢第一。[28]


高士谈，入朝，官至翰林直学士。虚中、士谈俱有文集行于世[29]
 。

金初的政治制度基本遵循辽宋旧制。“天会四年，建尚书省，遂有三省之制。至熙宗颁新官制及换官格，除拜内外官，始定勋封食邑入衔，而后其制定。然大率皆循辽、宋之旧。”[30]


科举制度。“金承辽后，凡事欲轶辽世，故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其及第出身，视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31]


刑法制度。基本取于辽宋之制。《金史》卷四十五《刑法志》：“太宗虽承太祖无变旧风之训，亦稍用辽、宋法。”熙宗皇统间，诏诸臣，以本朝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辽、宋之法，类以成书，名曰《皇统制》，颁行中外。[32]


仪卫制度。大抵模仿宋制。金制，天子之仪卫，一曰立仗，二曰行仗。立仗则有殿庭内仗、殿庭外仗，凡大礼、大朝会则用之。“大抵模仿宋制，错综增损而用之。”[33]


乐制。太宗取汴，得宋之仪章钟磬乐虡，挈之以归。皇统元年（1141），熙宗加尊号，始就用宋乐[34]
 。

3.渤海族文化

渤海人善于冶铁、炼银、造车。渤海人聚居的辽东地区是银、铁的重要产地，银冶在东京地区的银州，以及渔阳，泽州、严州等地。据承德地区文化局调查，陷河银冶地当在今河北平泉会州城西南。此地开采时间很长，历金、元、明直至清朝仍可开采[35]
 ，储量丰富。

渤海人能歌善舞，其渤海乐在金朝廷中仍被演奏。“有散乐，有渤海乐，有本国旧音。世宗尝写其意度为雅曲，史录其一，其俚者弗载云。”泰和初，“有司又奏太常工人数少，即以渤海，汉人教坊及大兴府乐人兼习以备用”[36]
 。

4.本族文化

女真族以本族文化为基础，并充分吸收辽、宋、渤海等族文化，逐渐形成了金代文化。

创立本族文字。

金人初无文字，随着国势日强，与邻国交好，乃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国字，备制度。希尹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其后，熙宗亦制女真字，与希尹所制字俱行用。希尹所撰称为女真大字，熙宗所撰称为女真小字。

撰写本族的史书。天会六年（1128），太宗诏书求访祖宗遗事，以备国史，命完颜勖与耶律迪越掌之。勖等采摭遗言旧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综为三卷。凡部族，既曰某部，复曰某水之某，又曰某乡某村，以别识之。皇统元年（1141），所撰《祖宗实录》成，凡三卷。皇统八年（1148），奏上《太祖实录》二十卷，撰定《女真郡望姓氏谱》及他文甚众[37]
 。

女真本族的文人及其诗作。熙宗猎于海岛，三日之间，亲射五虎获之。完颜勖献《东狩射虎赋》，完颜勖能以契丹字为诗文，凡游宴有可言者，辄作诗以见意。熙宗、海陵、世宗、章宗皆有诗文流传于世。

修撰本族谱牒。金初未有文字，阿离合懑对祖宗族属时事并能默记，与斜葛同修本朝谱牒。见人旧未尝识，闻其父祖名，即能道其部族世次所出。或积年旧事，偶因他及之，人或遗忘，辄一一辨析言之，有质疑者皆释其意义[38]
 。

设立学校。金朝在各地设立京、府、州、县学以及私塾，教授学生。同时设立女真学。自大定四年（1164），以女真大小字译经书在金朝境内颁行。后挑选猛安谋克内良家子弟为学生，诸路至三千人。十三年（1173），始设女真国子学，诸路设女真府学，以新进士为教授。在金朝北部地区的上京、胡里改、恤频、合懒、蒲与、婆速、咸平、泰州、临潢、北京以及中原地区都设置了女真府州学。

制定朝廷政治、礼仪、法律制度。太宗天会四年（1126），建尚书省，遂有三省之制。至熙宗颁新官制及换官格，除拜内外官，始定勋封食邑入衔，其政治制度基本确定。金代天子之仪卫制度在熙宗时期制定。熙宗皇统年间，诏诸臣，以本朝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辽、宋之法，制成第一部成文法典《皇统制》，颁行中外。女真文化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

（三）金代文人的构成与区域分布

金代文人的构成，主要为民族构成、文艺专攻构成、属籍地域构成等。

金代文人的民族构成分为女真文人、汉族文人、渤海族文人、契丹族文人等。在金代文化发展第一阶段，主要以汉族文人为主，如韩昉、吴激、刘敏行等。此外是女真族文人，如完颜希尹、完颜勖、宗雄等。契丹族文人如耶律固等。第二阶段，主要以女真族、汉族文人为主，此外还有契丹族文人、渤海族文人等。第三阶段，为汉族文人与女真文人平分秋色，此外还有元好问等少数民族文人。

文艺专攻，是指其主攻方向，擅长的技能。文艺专攻在第一阶段主要以应用型为主，例如韩昉，最长于诏册，完颜希尹、完颜勖制女真字，撰《祖宗实录》，撰定《女真郡望姓氏谱》。阿离合懑修《本朝谱牒》，当时的文人都是围绕朝廷对外交流的需要以及本族发展的需要而展现其自身最擅长的文字技能与文学技能。第二阶段文人的主要作品为诗词、书法、绘画、诏告、碑刻、修史、起居注等。出现众多文学修养与文学艺术造诣很高的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名家、绘画名家等。如任询，被当时人誉为“书为当时第一，画亦入妙品。评者谓画高于书，书高于诗，诗高于文”[39]
 ，任询可谓集诗书、绘画、文章各种技艺于一身的名家，而扬名于当时的文坛。也有单工一技者，如吴激、蔡松年专工乐府，“文词清丽，尤工乐府，与吴激齐名，时号‘吴蔡体’”[40]
 。第三阶段，金代文人较著名者如元好问、赵秉文、李纯甫等人。他们有的是以经学为主的经学家、有的以文、史、诗词集于一身。如元好问，其文学、史学造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

下面按照历史时期，把金代文人属籍地域及其分布列表如下：


太祖太宗时期





续表





熙宗至章宗时期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卫绍王至金末





续表





续表





续表




从上表中我们看到，金代文人的区域分布主要在以下地区。

1.京畿核心文化区及其周边地区

金初太祖、太宗时期，没有文字，完颜希尹造女真字。当时的文人以辽宋时期的旧文人为主，女真族中出现了诸如完颜希尹等新兴文人。这一时期的文人多分布于金上京，随着金王朝对外交流的需要，金朝开始任用辽宋旧文人。

熙宗至章宗时期，金代文人辈出，有女真人、汉人、契丹人、渤海人。其分布的区域，熙宗、海陵时期，文人多在上京。海陵迁都中都后，文人多在中都。首都始终是金代文化的中心，也是金代文人的聚居之地。

卫绍王至金末，随着宣宗南迁汴京，金朝的文化中心也随之南迁。金代文人多在南京及其周边地区。

2.新兴文化区域

新兴文化区域是指上京及其周围地区。上京作为金初的首都，是金初的文化中心，辽宋文人先后降金，被留在上京，为其定制度、行法律，作诏文等等。中原文化传到上京地区，儒学典籍也成为女真皇帝的必读之书。熙宗亲祭孔子庙，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自是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日。海陵迁都后，上京地区的文化仍旧薪火相传，被留在上京的女真人继续发扬光大。由于史书对迁都后的上京文化发展记载不多，故从史书中摘录有关记载如下。

女真歌舞。大定二十四年（1184）五月，世宗至上京，居于光兴宫。世宗倡导女真文化，在上京时，他说：“朕寻常不饮酒，今日甚欲成醉，此乐亦不易得也！”宗室妇女及群臣故老以次起舞，进酒。上曰：“吾来数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为汝等歌之。”命宗室子弟叙坐殿下者皆坐殿上，听上自歌。其词道王业之艰难，及继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慷慨悲激，不能成声，歌毕泣下。右丞相元忠率群臣、宗戚捧觞上寿，皆称万岁。于是，诸夫人更歌本曲，如私家之会。

骑马、射猎、击球的习俗。世宗出巡上京，幸按出虎水临漪亭。又阅马于绿野淀。七月丙午，猎于勃野淀。四月己未，世宗到春水。幸皇武殿击球，许士民纵观。

儒学和文德教化。世宗巡视上京时，对宰臣说：“天子巡狩当举善罚恶。凡士民之孝弟渊睦者举而用之，其不顾廉耻无行之人则教戒之，不悛者则加惩罚。”乙卯，上谓宰臣曰：“今时之人，有罪不问，既过之后则谓不知。有罪必责，则谓每事寻罪。风俗之薄如此。不以文德感化，不能复于古也。卿等以德辅佐，当使复还古风。”

端午节与尊老习俗。大定二十四年（1184）二月世宗曰：“朕将往上京。念本朝风俗重端午节，比及端午到上京，则燕劳乡间宗室父老。”二十五年（1185）正月丁亥，宴妃嫔、亲王、公主、文武从官于光德殿，宗室、宗妇及五品以上命妇，与坐者千七百余人，赏赉有差。百姓年七十以上者补一官。

元旦、重午节。女真人重视的节日为元旦、重午。“元旦则拜日相庆，重午则射柳祭天。”[41]


女真旧俗。上京同时也是女真旧俗保留较多的地方，随着大批女真族南迁中都，女真族逐渐汉化，金世宗即位后，大力提倡女真旧俗。他到上京巡视期间，曾多次对随行的群臣说：“上京风物朕自乐之，每奏还都，辄用感怆。祖宗旧邦，不忍舍去，万岁之后，当置朕于太祖之侧，卿等无忘朕言。”

（四）金代文人对金代文化的影响

1.金代文人对金代文化的影响

金代初期，文人对金代文化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如女真文字的创制，各种诏令的起草，科举学校的设立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引进中原文化，教授女真子弟学习汉字及中原文化典籍。在中期，金代文人多有作品传世，推动文化发展繁荣。金代文人多为科举出身者，有大量作品问世，反映了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

2.对上京等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影响

金代文人对上京等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上京地区原为女真族聚居区，金初文化还未开化，没有纪年，用青草几度青黄来纪年。没有本民族的文字，经过几代人的苦心经营，女真族有了自己的文字，有了本族的文人，开设女真科举。在史学、医学等方面也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3.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金代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度、文化对以后的元明清各朝，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二　儒学

金朝把儒家思想作为其统治的根本思想，儒家学说在金朝得到女真贵族的重视与提倡，并在金朝境内广泛传播。

（一）儒学在金朝境内的传播

金初，女真贵族多有让羁留在那里的宋朝使者教授他们子弟学习经书和文化知识。如朱弁、张邵在金太宗时使金被留，教女真贵族子弟学习儒家经书。

熙宗完颜亶崇尚儒学，他亲祭孔子庙，并对侍臣说：“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孔子虽无位，其道可遵，使万世景仰。”他苦读《尚书》、《论语》等书[42]
 。完颜亮、金世宗、金章宗都精通儒学。世宗大定二十三年（1183），译经所把《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杨子》、《文中子》及《新唐书》等书翻译后进献世宗。世宗说：“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命颁行之，并以女真文《孝经》赐护卫亲军[43]
 。章宗时，置弘文院，译写经书，并令参加科举考试者，必须通治《论语》、《孟子》，以“涵养器度”，令亲军学习《孝经》[44]
 。

随着金代官学的恢复与发展，推动了儒家经书在金朝境内的广泛传播。《诗》、《书》、《易》、《礼》、《春秋左氏传》、《论语》、《孟子》、《孝经》等，被规定为各级官学必修课程及科举考试的内容。杜时升，字进之，于章宗泰和、承安间南渡，隐居嵩、洛山中，讲授伊洛之学，前往就学者甚多，金代“以伊洛之学教人，自杜时升始”[45]
 。

金朝的士人多研习五经。冯延登，长于《易》和《左传》，平生以攻研《易》为业，并集前人章句，名为《学易记》。麻九畴，精通经义之学，初学《易》，后潜心易学。雷思，字西仲，有《易解》行于世。雷渊，字希颜，注释《易》，行于当世。李献甫，博通经传，尤其精通《左传》。辛愿，字敬之，对六经百家无所不通。张特立，字文举，通晓程氏易，晚年教授学生，著《易集说》。吕豫，擅长易学，著有《易说》。王若虚，字从之，通晓儒学，且不为章句所困。有《五经辨惑》、《论语辨惑》、《孟子辨惑》等传世，对汉唐注疏及宋儒议论多有驳难。经过以上汉族士人的著书立说，儒学在金朝很快得以传播发展，对金代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金代儒学代表人物及学术思想

金代有影响的儒学代表人物是赵秉文。赵秉文（1159—1232年），字周臣，自号闲闲，磁州滏阳（今河北磁县）人。大定二十五年（1185）进士。仕五朝，官六卿，诗文书画皆工，主盟文坛近三十年。学术方面的著作有《易丛说》十卷，《中庸说》一卷，《扬子发微》一卷，《太玄笺赞》六卷，《文中子类说》一卷，《南华释略》一卷，《列子补注》一卷，删集《论语解》、《孟子解》各十卷等。这些著作大都失传，现存反映他的学术思想的著作有《原教》、《性道教说》、《中说》、《诚说》、《庸说》、《和说》、《法言微旨引》、《道学发源引》等篇，均收在《闲闲老人滏水文集》中。

赵秉文提倡孔学，其思想源于韩愈的道学及二程的理学。他认为，道是超自然的，形而上的，无形的：“道无彼无此，无大无小，备万物，通百氏”[46]
 ，天下万物皆备于道，道是万物的根源。

赵秉文继韩愈的性三品说，进而把性、情、才并提。他认为韩愈所说的性有上、中、下是“言其才也，非性之本也”。在赵秉文看来，“无一毫人欲之私”就是天理，是人的最高境界。“圣人修道以教天下，使之遏人欲，存天理。”赵秉文认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都须臾离不开这个道。因为倘若可以离开，道更不成其为道了。每个人都应该从近处去做，要“始于慎戒，惧于不见不闻之间”。好慎独。赵秉文把“诚”看做道德的极致，诚是“不自欺”、“无妄”、“无息”，等等[47]
 。显然，这些是对周敦颐理学思想的承袭。

赵秉文主张儒为百家之源。他说，天下学问，至孔子而大备，而道术、阴阳、名、法、兵、农，一本于儒。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是“天下之通道”，最为适中，其他各家都不免偏颇。在诸学说中，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一脉相承，是“大中之道”。[48]


赵秉文的思想，是理学在北方的延续和发展，是为金代统治服务的。

元好问（1190—1257年），字裕之，号遗山，忻州秀容（今山西忻州市）人。元好问相信唯心主义的天命，认为天命主宰了历史的变迁和决定人的品质。元好问认为“生而静之谓性，静而应之谓材，材与性出于天”。“仁、义、礼、智，出于天性。”他认为治国平天下不外“教”与“刑”而已。“刑所以禁民，教所以作新民。”[49]


李纯甫（1177—1223年），字之纯，号屏山居士，弘州襄阴（今河北阳原）人。李纯甫自称早年本“儒家子”，初业词赋，后攻经学，擢经义进士。他晚年喜佛，并力探其奥义。他说佛学至高无上，“学至佛则无可学者，乃知佛即圣人，圣人非佛，西方有中国之书，中国无西方之书也”。他主张佛为诸家之源，说“宋伊洛诸儒，虽号深明性理，发扬六经圣人心学，然皆窃吾佛书者也”。[50]
 他“自类其文，凡论性理及关佛老二家者号‘内稿’，其余应物文字为‘外稿’。又解《楞严》、《金刚经》、《老子》、《庄子》；又有《中庸集解》、《呜道集解》，号‘中国心学、西方文教’，数十万言……”[51]
 李纯甫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鸣道集》，以尧、舜、禹、汤、文、武之后道术中断，遂奉老聃、孔子、孟子、庄周及如来为五圣人，而推老、庄、浮屠之言，以为能合于孔孟。

三　萨满教

（一）建国前女真族的萨满教

建国前的女真人信奉萨满教，尤其崇拜天神。女真人把世间的一切都看做天意的安排，看做绝对的，不可抗拒的。

崇拜天神。

女真人认为天神主宰着人世间的世事及宇宙间的一切。女真部落联盟时期，部落联盟长实行公选。《金史·世纪》记载：“肃宗下马，名呼世祖，复自呼其名而言曰：‘若天助我当为众部长，则今日之事神祇监之。’语毕再拜。遂炷火束缊，顷之，大风自后起，火益炽，是时八月，并青草皆焚之，烟焰涨天。我军随烟冲击，大败之。”《金史》卷二十三：“太祖之生也，常有五色云气若二千斛囷廪之状，屡见东方。辽司天孔致和曰：‘其下当生异人，建非常之事，天以象告，非人力所能为也。’”这些现象都是由于“天神灵验”出现的事象，被女真人看做天意所示和天意所助。女真人把“大风”、“火”、“云气”都视为“天象”，正是萨满教多神观念的反映。但是，《金史》中所宣扬的“天”，已经不完全是萨满教的多神教的本义，而逐渐赋予了“天命论”或“天命有德者为君”的新观念。

万物有灵。女真萨满教中的万物，都具有灵性，它们以各种征象预警人类，昭示人类的各种吉凶祸福。《金史·五行志》：穆宗攻阿疎日，辰己间，忽暴雨昏噎，雷电环阿疎所居，是夕有巨火，声如雷，坠阿疎城中，遂攻下其城。《金史·熙宗纪》记载，天眷元年（1138）夏，有龙见于熙州野水，凡三日。初，于水面见一苍龙，良久而没……七月丁酉，按出浒河溢，坏民庐舍。巨火、苍龙，以生动的形象，预示着即将发生的事情，给人以警示。

拜日习俗。女真人中存在拜日祝祷的习俗。“金之郊祀，本于其俗有拜天之礼。其后太宗即位，乃告祀天地，盖设位而祭也。”[52]


梦卜。在女真人中，与神灵崇拜有关的是相信梦卜。他们认为梦可以预兆吉凶、胜负。而托梦的正是神灵对人的启示与忠告。“康宗梦逐狼，屡发不能中，太祖前射中之。旦日，以所梦问僚佐，众皆曰：‘吉，兄不能得而弟得之之兆也。’是月，康宗即世，太祖袭位为都勃极烈。”[53]


女真人既然相信万物之神灵，那么沟通人神之间的使者便应运而生，这就是萨满教中的巫师萨满。女真人的萨满在社会中地位很高，其神验包括很广：

1.可为人医病。女真人“其疾病则无医药，尚巫祝，病，则巫者杀猪狗以禳之，或车载病人至深山大谷以避之”[54]
 。

2.可为人求子。“昭祖久无子，有巫者能道神语，甚验，乃往祷焉。巫良久曰：‘男子之魂至矣。此子厚有福德，子孙昌盛，可拜而受之。若生，则名之曰乌古乃。’是为景祖。又良久曰：‘女子之魂至矣，可名曰五
 忍。’又良久曰：‘女子之兆复见，可名曰斡都拔。’又久之，复曰：‘男子之兆复见，然性不驯良，长则残忍，无亲亲之恩，必行非义，不可受也。’昭祖方念后嗣未立，乃曰：‘虽不良，亦愿受之。’巫者曰：‘当名之曰乌古出’，既而生二男二女，其次第先后皆如巫者之言，遂以巫所命名名之。”[55]


3.可诅祝仇家。《金史》卷六十五记载：女真“国俗，有被杀者，必使觋以诅祝杀之者，乃系刃于杖端，与众至其家，歌而诅之曰：‘取尔一角指天，一角指地之牛，无名之马，向之则华面，背之则白尾，横视之则有左右翼者。’其声哀切凄婉，若《蒿里》之音。既而以刃画地，劫取畜产财物而还。其家一经诅祝，家道辄败”。女真习俗，在杀人复仇或进行掠夺财产的战争时，一定要派巫（萨满）行以巫术。

（二）建国后女真族的萨满教

金朝建国后，萨满教依然流行。在近年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有关金代萨满教的文物，有萨满帽、铜镜、金属悬饰等，还有头顶小鸟的萨满雕像，形象、生动地说明了金代萨满教的流行。

金朝建国初期，萨满仍然在社会中有较高的地位。金太宗时期的丞相完颜希尹，就是女真萨满。《大金国志》附录一记载：“兀室（完颜希尹）奸猾而有才，自制女真法律文字，成其一国。国人号为‘珊蛮’。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通变如神。”

女真人相信自然界的各种征兆是预警人类的吉凶祸福。1115年5月，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与辽朝军队作战，“北方有光烛地，火星出，殷殷有如雷声”。“是年，生红芍药花，北方以为瑞。”11月，败辽师于混同江[56]
 。女真人既然相信自然界的各种征兆是预警人类的吉凶祸福，那么，对于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及征兆就要进行破译。于是，中原的星象术、占卜之术兴盛起来，深得女真皇帝的信奉。海陵王伐宋，恰逢镇戎军之地地震、大风，海陵王问司天监马贵中，对曰：“伏阴逼阳所以震也。”又问曰：“当震，大风何也。”对曰：“土失其性则地震，风为号令。人君命令严急，则有烈风及物之灾。”[57]
 武祯，宿州临涣人。行枢密院仆散安贞每出师必资焉。其占如响。时久旱祈祷不应，朝廷为忧。祯忽对王铉曰：“足下今日早归，恐为雨阻。”铉曰：“万里无云，赤日如此，安得有雨。”祯笑曰：“若是，则天不诚也，天何尝不诚。”既而东南有云气，须臾蔽天，平地雨注二尺，众皆惊叹[58]
 。

金朝廷保留了女真人的拜天、拜日的习俗，天会三年（1125），“（金军）行至三河，郭药师之兵戈甲鲜明，步伍整肃，金人初见亦惧。斡离不乃东向望日而拜，号令诸部而进”。

金朝祭天，初兴是望日而拜，后来才设位而祭。祭天的礼序比辽朝更为庄重。天辅六年（1122），“郊，合祭天地”。“金初用本国礼。天会四年正月，始朝日于乾元殿，而后受贺。熙宗天眷二年，定朔望朝日仪。海陵天德年间以后，有南北郊之制，大定二年，以无典故罢。大定十五年，言事者谓今正旦并万春节，宜令有司定拜日之礼。”大定、明昌之后礼仪完备。“其节序，元旦则拜日相庆，重五则射柳祭天。”[59]


女真人相信卜筮。女真皇族死后，下葬之前，先要占卜其埋葬地：“祖宗以来，止卜葬于护国林之东，仪制极草创。迨亮徙燕，始有置陵寝意。遂令司天台卜地于燕山之四围。”[60]


金朝末年“因边场多事，南方未宾，致令孔庙颓落，礼典凌迟。女巫杂类淫进非礼，自今有祭孔庙，制用酒脯而已，犯者以违制论”。可见金末社会中，女巫（萨满）仍很活跃。但是朝廷对女巫的活动似乎有所限制。章宗时，元妃李氏因嫉妒其他妃嫔，曾让女巫李定奴做纸木人、鸳鸯符从事厌魅活动，致使章宗断绝后嗣。卫绍王即位后，赐李氏自尽，其他人都依法治罪[61]
 。

金末，时局动荡，政局混乱，一些术士声称能够预测未来时局，女真皇帝召他们入宫，问询时局的发展。李懋，有异术，被人举荐于哀宗。“居之繁台寺，朝士日走问之，或能道隐事及吉凶之变。人以为神。帝恶其言太洩，遣使者杀之。”[62]
 胡德新，言祸福有奇验。密对其友曰：“某自去年来，行宛、叶道中，见往来者十且八九有死气，今春至陈、许间，见其人亦有太半当死者，若吾目可用，则时事可知矣。”明年，大元兵由金、房入，取峭石滩渡汉，所过庐舍萧然，胡亦举家及难，其精验如此[63]
 。杜时升，霸州信安人，博学知天文。章宗时期，他对亲属说：“吾观正北赤气如血，东西亘天，天下当大乱。乱而南北当合为一。消息盈虚，循环无端，查往考来，孰能违之。”是时，风俗奢靡，纪纲大坏，世宗之业遂衰。金末占卜之术的兴盛，说明金人对时局的关注与不安，同时也说明中原的星象术、占卜之术得到女真人的信奉与青睐。

四　佛教

佛教在金建国前已传入女真人中。10世纪初期，崇信佛教的渤海国、辽王朝与女真比邻。渤海灭亡后，有一部分渤海遗民逃入女真内地，而他们信奉的佛教自然会对女真人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辽朝曾把女真人中的一批大户强迁到辽朝腹地。辽朝崇佛，对女真人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金以武立国，金初战事频繁，未修文事。佛教在金朝是逐渐发展起来的。金太宗天会元年（1123），上京庆元寺僧献佛骨，金太宗推辞不受。后来又下诏“禁私度僧尼”[64]
 。说明佛教在女真人中的影响还不普遍。尽管如此，在女真人中仍有佛教信徒。斡离不，即宗杰，他天性仁慈，喜谈佛道，在军中被称为“菩萨太子”[65]
 。

从金熙宗时，佛教开始兴盛、发展起来。金熙宗崇信佛教，在其子出生时，他大赦天下，“诏其境内童行有籍于官者，悉度为僧，道士亦如之”[66]
 。女真皇帝、皇后都信奉佛教，在女真贵族的倡导下，佛教迅速发展，当时的燕京佛寺林立，佛教信徒众多。不少女真人“多舍男女为僧尼”。僧侣在金代社会中地位很高，“在京曰国师，帅府曰僧录，僧正，列郡曰都纲，县曰维那”[67]
 。

在女真内地，佛教也有较大发展，金上京曾建有庆元寺、储庆寺、兴元寺、兴王寺、宝胜寺、林光寺等佛寺。宝胜寺出土的《上京宝胜寺前管内都僧录宝颜大师塔铭志》记述了宝颜大师的生平事迹和在上京的宗教活动，以及宝颜大师与海陵后徒单氏等宫廷贵族的密切关系，从实物上证实了女真崇尚佛教的历史事实。

金世宗的母亲贞懿皇后是虔诚的佛教信徒。她在丈夫死后，在辽阳清安寺出家为尼。她生前曾“自建浮图于辽阳，是为垂庆寺”。并嘱咐世宗，在她死后葬于此地。金世宗在母亲死后，遵从母训，在东京清安寺建神御殿，诏令有司增大旧塔，起奉慈殿于塔前，即今辽阳白塔。据出土的铭文记载：“始清安寺以太后所建，有资巨百万，凡市易者十数，金帛如山。中有僮仆四百人。”又记载：“初，垂庆寺，即太后所居者，其尼尽戚里贵人，旧例皆以清安入室。”此外，昭圣皇后也崇信佛教，她平生“最喜佛书”。[68]


金世宗大定初年，因财用缺乏，卖僧、道、尼、女冠度牒，紫褐衣、师号、寺观名额。大定二年，凡释，道之居无名额者许进输赐之。大定十六年（1176），朝廷普试僧道。佛教徒日增，出家为尼、僧遂成为民众逃避田赋徭役的处所。金世宗虽提倡佛教，但他对佛教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曾对大臣说：“至于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为同泰寺奴，辽道宗以民户赐寺僧，复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69]
 他为防止滥建佛寺，告诫宰臣：“闻愚民祈福，多建佛寺，虽已条禁，尚多犯者，宜申约束，无令徒费财用。”金世宗对崇佛的见解是入木三分的。但在金世宗的晚年，却作起佛事来。大定二十六年（1186），香山寺建成时，金世宗“幸其寺，赐名大永安，给田二千亩，栗七千株，钱二万贯”[70]
 。又据《大金国志》卷三十六《田猎》载：“世宗立，尤甚，有三事令臣下不谏：曰作乐；曰饭僧；曰围场。”这些记载似乎和金世宗以往对佛教的态度相互矛盾。实际上金世宗晚年做佛事，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而做做样子，从根本上说，金世宗是不信佛教的，他做佛事是为招抚佛教信徒的权宜之计。

随着佛教的香火日盛，一些不满金朝统治的民众，利用宗教外衣为掩护，举行反金起义，给金朝统治造成威胁。大定三年（1163）二月，“东京僧法通以妖术乱众，都统府讨平之”。大定十三年（1173）九月，“大名府僧李智究等人谋反被诛”[71]
 。因此，从金世宗大定中期到明昌年间，金世宗、章宗先后采取措施抑制佛教的膨胀与发展。其措施是：（1）条禁、约束建立佛寺。（2）禁止私自披剃为僧道者[72]
 。（3）严禁女真贵族与僧尼道士往来。知大兴府事王翛，看到僧尼多游贵戚门，下令僧尼午后不得出寺。有一僧犯禁，皇姑大长公主为其求情，王翛拒绝说：“‘奉主命，即令出之。’立召僧，杖一百死，京师肃然。”[73]


明昌之后，金朝放宽了对佛教的约束和限制，佛教重新开始恢复和发展。第一，允许僧人已具师号者度弟子，可补买本司官。承安年间，章宗下令长老、大师、大德、不限年甲，长老、大师许度弟子三人，大德二人，戒僧年四十以上者度一人[74]
 。如僧道已具师号者，许补买本司官。第二，大建寺院，广度僧尼。太后赵氏死，章宗下令和龙府建大明寺，并且“建九级浮屠，遣太后殿内侍侯衍往监造，务极壮丽，且度僧三万人，施以度牒。时征行调发，民方厌苦，闻有度僧之命，远近犇就，遂及五万人。于寺旁建八寺以处之”[75]
 。第三，金朝皇帝给予高级僧侣以国师的待遇：“威仪如王者师，国主有时而拜，服真红袈裟，升堂问话讲经与南朝等。”[76]
 女真皇帝亲自拜佛，亲耳聆听僧人讲经。无论女真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虔诚地信奉佛教，于是佛教成为女真人所尊崇的宗教之一。

五　道教

金朝道教分为三派[77]
 ，即全真教、大道教和太一教。金朝道教创立后，受到朝廷的重视，在政策上给予扶植。道教得以很快发展起来。

（一）道教的创立与发展

全真教创立于金正隆四年（1159）。其创始人为王喆，号重阳真人，全真教的教旨为：“以柔弱为本，清静为基。”[78]
 倡导善行、忍辱、柔弱、清静。主张“节饮食，绝思虑”。

大道教创立于金皇统二年（1142）。其始祖为刘德仁。大道教的教旨为：“以苦节危行为要，不妄求于人，不苟侈于己。”

太一教创立于金天眷初年（1138—1140年），其始祖为萧抱珍，河南汲县人，其教旨为“曰弱者道之用也”，“做仙佛不难，只依一个弱字便是。”[79]
 三教的教旨可谓殊途同归，共同归结为“柔弱谦下、清净无为”。全真、大道、太一教的创立，是当时民族压迫下的产物。这三教的创始人都是汉族士人，他们不满女真民族的统治，寻找到宗教这条出路以求解脱。

金代的道教产生后，受到女真统治者的重视，为争取汉族士人的支持，女真皇帝分别对三教的头领进行招抚。首先，在天眷年间，金熙宗召见太一教道首萧抱珍，敕立太一教汲县祖庭道院“万寿额碑”。其次，大定七年（1167），金世宗召见大道教始祖刘德仁，赐号东岳真人。大定二十七年（1187）十一月，金世宗召见全真教玉阳真人王处一进京，第二年二月，又召长春真人丘处机进京，让他主持万春节醮，赐予他袍子，敕居官庵，半年后，王处一、丘处机才离京，临行赐给丘处机钱十万。

金朝皇帝对全真，大道、太一教道首们的招抚，不仅把汉族士人的敌对派争取过来，而且在客观上促进了道教的发展。金世宗敕立太一教“万寿额碑”后，“声教大振，门徒增盛，东渐于海”。大道教教首刘德仁被召见后，“传其道者几遍国中”。王处一、丘处机被召见后，全真教出现了“东至海、南薄汉淮，西北历广漠，虽十庐之邑，必有香火一席之奉”的空前局面。

受其影响，女真人也崇信道教。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出家为道士。女真人之中，有很多人出家为道士。如完颜志宁就是加入太一教的教徒之一。在《甘水仙源录》、《祖庭内传》等全真教史上也记载着女真教徒的名字。在金上京地区，今黑龙江阿城松峰山，有一块曹道士碑，上面记载了曹道士在上京地区传教的情况。道教在女真人的集中居住区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宣宗南渡后，道教名重一时，“京师贵游闻师名（紫虚大师），奔走承事，请为门弟子者不胜纪”[80]
 。

2.信奉道教，讲道、听道。女真皇室贵族多信奉道教。显宗孝懿皇后，“好诗、书，尤喜老庄，学纯淡清懿，造次必于礼”[81]
 。金章宗常召道士入宫讲道。通玄大师李君“召对称旨，又召入禁中访道，君仪观秀伟，占对详雅，玄谈衅衅，听者忘倦，章宗特敬异之”[82]
 。

3.求道士治病祈子。章宗的一个宫人久病，诸医治疗无效，遂命太一三代度师萧志冲直抵宫闱，“治以符水而愈”。章宗无子嗣，一再召萧志冲和别的道士为他“祈皇嗣”。[83]
 《金史》卷九十三《忒邻传》记载，“忒邻，泰和二年八月生。章宗久无皇嗣，祈祷于郊、庙、衍庆宫、亳州太清宫，至是喜甚。弥月，将加封，三等国号无惬上意者，念世宗在位最久，年最高，初封葛王，遂封为葛王。十二月癸酉，生满百日，放僧道度牒三千道，设醮玄真观，宴于庆和殿”。

4.每遇天灾，请道士祈禳设醮。承安元年（1196）正旦日食，“父老惧灾”，请道士萧志冲“作醮于神霄宫”。泰和七年（1207），蝗虫成灾，章宗命萧志冲“依科作醮”禳治蝗虫。

由于道教得到女真皇帝的支持与扶植，“上动至尊，流传很广”。太一三代度师萧志冲声称：“吾门徒数万，而试经具戒者完颜志宁及王某而已。”[84]
 道教在女真人中有相当的影响，并产生了造诣较深的女真道徒。

道教迅速发展，信徒日益增多，民间百姓由于不满朝廷的统治，利用宗教外衣作掩护，进行反金起义，引起了朝廷的恐慌并加以限制打击。大定十三年（1173），大名僧李智究反金起义后，金世宗曾问宰臣为什么南方民众反复无常而背叛朝廷？左丞石琚认为：“南方无赖之徒，假托释道，以妖幻惑人，愚民无知，遂至犯法。”[85]
 因此，朝廷内外对佛、道二教的发展都感到忧虑：“县官惧其摇世，欲锢其说，以叛涣其群。”“上之人亦尝惧有张角斗米之变，著令止绝之。”[86]
 金朝从章宗初年，采取抑制道教发展的政策。明昌元年（1190）正月，朝廷下令禁止私自披剃为道者。十一月以“惑众乱民”为由，禁罢全真及五行毗庐。明昌二年（1191）十月，禁太一混元受录和私造庵室者。

由于朝廷对道教的限制与打击，一度曾使道教处于萧索散逸的状态。明昌六年（1195）“朝省罢无敕额庵院悉没于官，祖庭亦在其数，自是门庭萧索，道侣散逸”[87]
 。可以看出，金朝统治阶级对宗教的政策是，在民众利用宗教形式进行反金活动，对统治秩序形成威胁时，千方百计给予限制打击；而在宗教不危及统治基础，却能麻醉人民时，则给予大力扶植与笼络。

金章宗在打击、限制道教教徒后，在道教处于萧条状态而无害社稷的情况下，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主动对道教徒进行了各种招抚活动。首先，为笼络道首与女真贵族合作，章宗多次召见全真、大道、太一教的道首，让他们入京讲道以示重视。又赐钱给道首命重建道观。为取得道教首领对金朝统治的支持与拥戴，章宗给道教首领以高官厚禄。道首们有的当了“提点中都太极宫事”，有的在府州任“领教门事”。[88]
 在女真皇帝的招抚下，全真教等道教派别“势如风火，愈扑愈炽”。“已绝而复存，稍微而更炽，五七十年以来，盖不可复动矣。”[89]


（二）金代宗教发展的原因、特点与社会影响

金代女真宗教，既包括本民族原有的萨满教，又吸收了从中原传入的佛教与道教。金代佛教、道教发展、兴盛的原因，一是金朝统治阶级对多民族统治的需要。由于佛教、道教被广大汉族、契丹族、渤海族、女真族等金朝境内的人民所信奉，金朝廷出于对多民族统治的需要和维护统治秩序等方面的考虑，而加以提倡。二是由于金朝统治者的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人民群众生活贫苦无望，佛教以其来世安乐和成佛的教义争取到广大的信徒，并给贫困无助的民众带来希望与憧憬。而道教宣扬清静无为的思想，让人们柔弱谦恭，与世无争，忍受苦难，逃避现实来求得精神上的修炼与解脱，同样受到民众的青睐。三是统治阶级的提倡。佛学宣称的所谓涅槃的理想境界给苦难的人民带来希望，而一心追求虚幻的彼岸世界，忍受现实生活的苦难。佛教宣扬众生皆有佛性，在成佛问题上，人人是平等的。那么现实社会的不平等是无须改变的，只要积善修德，等待来世的轮回。因此佛教学说对于安定社会秩序，巩固统治是有利的。而道教的柔弱谦下，提倡善行，对维护巩固统治秩序同样有益，因此，女真统治阶级竭力提倡、推行佛教、道教。四是女真民族封建化与汉化的必然结果。金朝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维护统治秩序的需要，先后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方面进行了变革。与此同时，女真民族在进入中原地区后，由于与汉人居住在同一地域，他们在生活方式、习俗等方面先后被汉人同化，在思想信仰上也发生变化。女真民族接受中原的佛教与道教，是女真民族汉化与封建化的必然结果。

金代女真宗教，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具备如下特点：

1.女真本民族的宗教——萨满教随着女真族的汉化而日益失去其初期的重要地位，表现在女真统治者对萨满教的压制与打击。金世宗对女巫杂类淫进非礼，以违制论处，卫绍王对女巫大搞厌魅活动，依律令制罪。但在金代北方女真部族中，萨满教仍很流行。

2.女真宗教的汉化。女真统治者对于从中原传入的佛教、道教给予各种优厚的待遇，使得佛教、道教迅速发展、传播，成为女真人所信奉的宗教。佛教、道教在女真人中都有深刻的影响，在女真人的意识形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女真宗教的汉化，说明中原文化对女真人具有强烈的向心力与凝聚力。

（三）三教合一的历史发展趋势

金代儒学、佛教、道教体现出三教合一的历史发展趋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金代儒者与佛、道教徒的交往日益密切，儒者精通佛教、道教教义，有的甚至加入佛教、道教。金海陵王时，左丞相张浩、平章政事张晖每次到寺院，都让僧人法宝坐正座，他们坐在两旁，毕恭毕敬的聆听其讲经布道。金代著名文人元好问自称与僧人通真子“道相合而意相得也”。[90]
 金代道家通玄大师与金代名儒往来甚密，如“竹谿党公世杰，黄山赵公文孺，黄华王公子端皆以道义缔交于君。大丞相胥公于人物慎许，可及为君作赞，至有百世清规之语”。[91]
 女真进士完颜志宁，加入太一教，深受太一教三代度师萧志冲的器重。[92]
 女真文人完颜
 ，被人称为当代儒者。完颜
 事佛谦恭，曾“参禅于善西堂，名曰祖敬”。[93]


2.道家、佛家一般都精通儒家经典，集儒、释、道于一身。太一教讲儒经和道德经，全真教道首王喆也要求弟子们诵读《孝经》等儒家经典。与道家相同的是，佛教僧侣也都精通儒学。金代僧人袁从义，“资乐易行已接物得于吾孔孟书者为多”。他“道风儒业名动京师。年八十，章宗特征授礼官先生尽传其学，通经史百家，旁及释典，亦称该洽，而于易学盖终身焉”[94]
 。

3.三教教理的合一。三教合一，主要表现在教理的一致。正如完颜
 所说：“道与儒教其名虽析为二，既究经纶之教，其道乃归一也。”[95]
 大道教始祖刘德仁据《道德经》阐述其教旨中的九戒：“一曰视物犹己，勿萌残害凶嗔之心；二曰忠于君，孝于亲，诚于人，辞无绮语，口无恶声；三曰除淫邪，守清静；四曰远势力，安贫贱，力耕而食，量入为用……”从刘德仁的九戒中可明显地看出，大道教所提倡的视物犹己、忠、孝、诚等，与儒家所倡导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孝、节、义并无二致。刘德仁身体力行：“养母如礼，及亡，丧祭一尊世教无愆度者。”

全真教则更进一步明确地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论。全真教道首王喆，“凡立会必以三教名之”。“足见其冲虚明妙，寂静园融，不独居一教也。”[96]
 王喆还让道士们诵读《道德清静经》、《般若心经》及《孝经》等道、佛、儒三家经典。

与道教的主张大同小异的是，佛教主张“慈悲”、“爱物去杀”、“尚施周人”，劝导人们济世行善，与儒教所宣扬的“仁”殊途而归。

儒教则以“仁”为核心，以“礼”为手段，“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在思想上趋于保守。由此看来，道教、佛教、儒教，其追求的目标归根结底是一致的。他们都以追求永恒静寂的本体、修习自身作为修行的目的。三教适应不同的环境和对象而从事教化，所采取的传教、修行的方式是不同的。因此佛、道、儒同本共源，儒家讲治国安邦之道，道家讲寡欲少动之教，佛教讲“精神不灭、人可成佛，心作万有，诸法皆空”。三教殊途同归，习善共辙。三教对维持封建统治都是有利的。金末元初的儒士、佛教信徒耶律楚材明确地提出：“三圣真元本自同，随时应物立宗风。道、儒表里明法典，佛祖权宜透色空。”[97]
 宣扬佛、道、儒三教同源说。耶律楚材在给师万松行秀的信中，提出了“以儒治国，以佛治心”[98]
 的观点。元好问也认为：“全真家，其谦逊似儒，其坚苦似墨，其修习似禅，其魂然无菅，又似夫为浑沌氏之术者。”[99]
 进一步阐明了三教合一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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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社会改革及其向一元制度的发展

一　中央官制的改革

金朝中央官制，是经由太宗、熙宗、海陵王改革之后，逐步确立、完备起来的，并与金朝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演变和中央集权制的形成过程紧密相关。金朝中央官制的改革，对金政治制度由二元制向一元制度的转变，以及女真民族政权的汉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金初中央官制及其改革的原因

作为社会上层建筑最主要部分的政治制度（国体和政体），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并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改变。金朝中央官制由最初的勃极烈制改革为汉官制，其根本的原因，是适应对汉族地区的统治和女真族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演变的需要而出现的。汉官制的改革首先是在汉人地区进行，最后才推行全国。汉官制的改革只表明金政权汉化的完成，还不能认为是女真族封建化的完成，两者是有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

女真族所建立的国家是奴隶制国家。“牛具税地”是女真族奴隶制土地占有的基本制度。奴隶主依据占有奴隶和牲畜的多少，占有不同数量的耕地。土地最高所有权属于国家，不能够自由买卖。

在金朝占领的北宋和辽的燕云地区，依然实行封建租佃制。处于边远地区的女真及其他民族的氏族部落，依旧生活在原始氏族制度下。在金朝诸社会经济形态中，以女真奴隶占有制经济形态为主。与这种经济形态相适应，金朝的政治制度实行奴隶主贵族专制的勃极烈制。这是由原来的氏族部落议事会演变而来。勃极烈，女真语为部长，是勃堇的转化。勃极烈制为金建国初期的官制。勃极烈按其职权大小分为以下几种：都勃极烈，为部落联盟首领，即统领诸部的诸部长。在太祖完颜阿骨打由都勃极烈袭位为皇帝以后，不再设立。谙班勃极烈，为皇位的继承人；国论勃极烈（左、右），为国相；移赉勃极烈，为位处第三者；胡鲁勃极烈，为统领官；阿买勃极烈，为管治城邑之官；乙室勃极烈，为迎迓之官；昃勃极烈，为主阴阳之官；迭勃极烈，为副职[1]
 。太祖天辅年间，金中央勃极烈官员有：谙班勃极烈吴乞买，国论胡鲁勃极烈撒改，阿买勃极烈辞不失，忽鲁勃极烈完颜杲，昃勃极烈蒲家奴，移赉勃极烈宗翰，迭勃极烈斡鲁，国论乙室勃极烈阿离合懑。其中，吴乞买为太祖母弟，是皇位继承人；撒改为景祖之孙；辞不失为昭祖之孙，景祖之侄；杲为吴乞买弟；蒲家奴为景祖之孙；宗翰为撒改长子，斡鲁之侄；斡鲁为劾者第三子，撒改之弟；阿离合懑为景祖第八子。他们之间，或为兄弟，或为叔侄，或为父子。太祖天辅年间，勃极烈成员死后可补任。如国论胡鲁勃极烈撒改死，由国论昃勃极烈斜也担任。诸勃极烈参主朝政，共议国事。每议事，诸勃极烈围坐在地，以手画其土记其事，已毕，则泯灭其迹，无人知晓。“凡臣下宴集，太祖尝赴之，主人拜，上亦答拜。”[2]
 君臣之间关系平等融洽，由此可见，金初勃极烈制具有以下特点：（一）带有浓厚军事民主主义遗风，皇帝与大臣之间地位平等，共议国事，然后作出决策；（二）勃极烈制保留兄终弟及的传统遗风，还没有确立皇位的嫡长子继承制；（三）带有世选制的遗迹和血缘关系色彩。

金朝的地方行政机构，则是实行军政合一的猛安谋克制。建国前，猛安谋克原是生女真各部孛堇在战时的称呼，金太祖阿骨打起兵反辽后，则又赋予了新的含义，即猛安谋克不仅是部队统率者或部队单位，而且也是女真社会的地方行政单位及其首脑的称呼。

汉官制的实行，是在天辅六年（1122）太祖下燕京后，“行枢密院于广宁”，用汉官治理汉地，但朝廷宰相仍用女真官号[3]
 。

金朝中央官制在太宗、熙宗、海陵王时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革，其原因如下：

1.随着女真族内部生产力的发展和封建生产方式的影响，熙宗时，在牛具税地的基础上出现了“计口授地”[4]
 ，即按各家族的每个人分配土地。它的出现，有利于个体经营的发展。《金史·兵志》记载：“猛安谋克杂厕汉地，听与契丹、汉人昏因，以相固结。迨夫国势侵强，则归土地，削位号，罢辽东、渤海、汉人之世袭猛安、谋克者，渐以兵柄归其内族。”熙宗时期，猛安谋克南迁，女真人猛安谋克屯田与汉人的封建土地交错，逐渐汉化。这是进行官制改革的前提。

2.金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即皇权与相权、集权与分权的矛盾，是促进金朝政治制度变革的又一原因。金建国初期的勃极烈制，由旧的氏族议事会演变而来，因此保留有旧痕迹。君臣之间，“乐则同享，财则共用，至于舍屋、车马、衣服、饮食之类俱无异焉”[5]
 。重大问题君臣共作决策。国君若违背誓盟，大臣可宣称有罪而对其行杖责，然后扶上宝座而谢罪[6]
 。甚至立太子，大臣也参与定夺。这些显然与皇权存在着矛盾。此外，女真旧贵族拥有较大的权力，因此敢同皇帝分庭抗礼。太宗时，为伐宋而设立都元帅府，是金朝廷最高军事机构。都元帅“必以谙班勃极烈为之，恒居守而不出”。而左、右副元帅实掌兵权。当时宗翰为左副元帅，宗望为右副元帅。他们拥兵自重，被称为“东朝廷”和“西朝廷”，“国事大小，决于宗翰”。太宗曾以空名宣头百道给宗翰，让他“当迁官资者以便宜除授”。[7]
 由宗翰提拔起来的女真、汉人、契丹人官员，形成一股强大的宗派势力，如时立爱、高庆裔、萧庆、完颜希尹等人，他们分别担任当时的尚书省、门下省、枢密院等重要官职。这股宗派势力，与皇权存在着不可调解的矛盾。当时，金右副元帅许王宗望卒于燕山，金太宗命宗翰止南下之兵，宗翰不听。“一时将相如粘罕、兀术、兀室，皆开国大功臣，桀黠难制，太宗居位，拱默而已。”[8]


金熙宗即位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更加尖锐。主要围绕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对宋战争、实行汉官制等问题而展开。当时，金朝廷内分为三派：以宗翰为首的一派为朝廷内的实权派，其中有完颜希尹、高庆裔、萧庆等人。以熙宗为首的一派为改革派，有宗干、宗弼等人。以宗盘为首的一派属于反对派，包括宗隽、挞懒等人。熙宗即位时十六岁，朝廷的实权被宗翰一派所把持。宗翰当时为国论右勃极烈，兼都元帅。他权倾朝野，左右政局。天会十年（1132），“谕枢密院磨勘文武官出身迁秩冒滥，命西京留守高庆裔主其事，夺官爵者甚众”[9]
 。熙宗即位，也与宗翰有关。“初，太宗亦无立熙宗意，宗翰……谓宗干曰：‘合剌，先帝嫡孙，当立，不早定之，恐授非其人’……入言于太宗，请之再三。太宗以宗翰等皆大臣，义不可夺，乃从之。”[10]
 而宗翰更深一层的用意，是熙宗“幼小易制”[11]
 。熙宗即位后，为铲除这股与皇权作对的宗派势力，首先收回宗翰一派所掌的兵权，即解其外任，给以高位：封都元帅宗翰为晋国王、太师，领三省事；封元帅右监军完颜希尹为陈王，除尚书右丞相；山南西路兵马都部署高庆裔为尚书左丞；河南东路兵路都部署萧庆为尚书右丞[12]
 。之后，熙宗以罪杀高庆裔于会宁。[13]
 其余连坐甚众，皆宗翰之党。高庆裔死后不久，宗翰也郁闷而死。天眷三年（1140），熙宗杀希尹、萧庆；宗翰一党分崩离析。朝廷内只剩下以熙宗为首的改革派和以宗盘为首的反对派。宗盘为太宗之子，当时为尚书令、领三省事，因未继承帝位常耿耿于怀。他反对中央集权制，常发难于熙宗。宗盘与宗隽（太祖子、右丞相）、挞懒（穆宗子、左副元帅）阴相党与，图谋不轨。宗盘常与宗干争论于上前，持刀向宗干，都点检萧仲恭呵止之。又倡议以河南、陕西地与宋，使其称臣。熙宗命群臣议，“宗室大臣言其不可。宗盘、宗隽助之，卒以与宋”。“其后宗盘、宗隽、挞懒阴谋作乱，宗干、希尹发其事，熙宗下诏诛之。”[14]
 不能排除《金史》作为官修史书，有为熙宗诛杀宗盘制造口实的一面，但是，纵观宗盘所为，确已成为熙宗进行改革的绊脚石。金熙宗铲除反对派，为金朝实行中央集权制扫除了障碍，改变了过去由诸勃极烈左右朝政的局面。为适应女真社会封建化的需要，熙宗开始对中央官制实行改革。

3.中原封建制度、思想文化的影响与渗透，是金朝进行政治改革的又一重要原因。金熙宗完颜亶自幼随汉人文士学习汉文化，能书写汉字，吟诗作赋，“尽失女真故态”，“宛如一汉户少年子”。[15]
 金熙宗所领导的汉官制改革，除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之外，与金熙宗及女真社会的汉化也有关。此外，韩昉、韩企先、宇文虚中等汉人文士，对传播中原汉文化、制定封建的典章制度、官爵品秩，起了推动和促进作用。金朝的典章制度，多出尚书右丞韩企先之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16]


金朝占领的原宋、辽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较高，不适合用女真猛安谋克制进行管理。《金史·兵志》记载：“天会二年，平州既平，宗望恐风俗揉杂，民情弗便，乃罢是制（猛安谋克制）。”金初编为猛安谋克内的汉人、契丹人、渤海人，曾在太宗时期举行过逃亡、起义[17]
 ，以反抗金朝的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为了适应封建生产方式的需要，缓和已激化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必须彻底废除勃极烈制度，实行中原的汉官制度，这是金朝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金朝中央官制改革的历史过程

金朝中央官制改革的历史过程，就是金朝中央官制汉化、金代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演变以及封建中央集权制形成和巩固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逐步开展的，首先从金太宗时期开始。

金太宗在天会年间进行了第一次汉官制改革。这次改革，是在中央没有取消勃极烈制的情况下，在部分地区实行三省制。这次改革不同于太祖天辅七年（1123）在燕云地区中书省、枢密院的设置，也不同于熙宗即位后取消枢密院和刘豫政权的改革，而是在原燕云地区及黄河以北的汉人地区实行统一的三省制。即使这样，也不能完全消除汉人地区和原宋地区之间的差别。但是，这次改革为后来熙宗时期废除中央女真勃极烈制，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汉官制创造了条件。

金太宗的官制改革

这次改革是为了统治新占领区的需要。天会三年（1125）十月，金朝大举伐宋，燕山府州县悉平。为了巩固新占领的地区，天会五年（1127）三月，立宋太宰张邦昌为大楚皇帝，令其统治河北地区。这个地区原属宋朝，只能用汉官制进行统治。天会八年（1130）九月，随着伐宋的深入，占领地区的扩大，金朝立刘豫（原宋知济南府，后降金）为大齐皇帝，代替张邦昌，令其统辖河南、山东、陕西地区，并下令原宋官员，各上本国诰命，等第换授。这样，金朝用三省制代替了原来辽朝的中书省制，即在辽宋地区用统一的三省制进行管理。汉官制的实行，是灭辽伐宋后必然的结果，是统治汉地的实际需要。

这次改革使中央勃极烈制出现汉化、缩减的趋势。金朝在新占领的北宋部分地区和原辽地区实行汉官制的同时，女真勃极烈制也逐步缩减编制。女真勃极烈制的官员死后，不再补任其职。如阿舍勃极烈谩都苛，天会二年（1124）死后，不再补任此职。迭勃极烈斡鲁，天会五年（1127）死后，也没再补任此职。天会十年（1132），太宗下令把勃极烈成员缩编为四员：谙班勃极烈完颜亶，国论忽鲁勃极烈完颜宗盘，国论左勃极烈完颜宗干，国论右勃极烈完颜宗翰，这四名勃极烈的职权较前期也有新的特点。谙班勃极烈相当于皇位的继承人；国论忽鲁勃极烈相当于尚书令；国论左勃极烈相当于左丞相；国论右勃极烈相当于右丞相。这一时期，虽未废除勃极烈制，但是，汉官制已在原辽、宋地区实行。金中央勃极烈制不能不受其影响。两种官制并存，勃极烈制的汉化，正反映出金朝处在新旧两种制度交错、变革时期。当时汉官制虽已在汉人地区开始实行，但权力有限，金朝的军政实权基本上掌握在诸勃极烈手中。

这次改革是残缺不全的。天会年间的三省制，其机构的设置还很不成系统。尚书省职官，只见到尚书左仆射、尚书省令史[18]
 。中书省、门下省职官只有中书令、门下侍中等职[19]
 。六部官职，则仅见到吏、礼二部尚书完颜晏[20]
 。其他官职还未见设立。这些官职大都由辽宋降官担任，并且都是治理汉地事宜的。故《金史·韩企先传》说：“凡汉地选授调发租税皆承制行之。故自时立爱、刘彦宗及企先辈，官为宰相，其职大抵如此。”

这次改革为实行全面汉官制改革打下了基础。据《金史·选举制》记载：选举制始于太宗天会元年（1123）十一月，“时以急欲得汉士抚辑新附，初无定数，亦无定期。……五年，以河北、河东初降，职员多厥，以辽、宋之制不同，南北各因其素所习之业取士，号为南北选”[21]
 。参加南北选的主要为汉人，只在辽宋局部地区取士。当时，金中央没有设专门的机构管理选举事宜，由宗翰主管。海陵时开始并南北选为一。而女真人进士科选举之法，直到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才正式制定，选举制才由辽宋之地而转为全国。

天会十一年（1133）八月，金太宗下诏：“比以军旅未定，尝命（元）帅府自择人授官，今并从朝廷选注。”太宗准备收回用人大权。天会十二年（1134）正月，金太宗下诏“初改订制度”，准备全面进行中央官制的改革，并把韩企先调上京任右丞相，以辅助太宗进行汉官制改革。但不久，太宗得中风病，半瘫于床榻，改革不得不中止。

金熙宗的官制改革

金熙宗即位后的第一年，即天会十三年（1135）三月，进行了第二次官制改革。这是金太宗天会十二年（1134）改革的继续。韩企先、宇文虚中、韩昉等汉人文士，都参加了这次官制改革。副元帅宗干、宗弼支持这次官制改革。这次改革，金朝完全废除勃极烈制，代之以三省六部制。皇帝以下设置三师三公，尚书省设尚书令，“总领纪纲，仪刑端揆”。下设左、右丞相及左、右丞（副相）。原来的勃极烈成员宗盘、宗干、宗翰分别授太师、太傅、太保衔，并领三省事。宗盘为尚书令，完颜希尹为左丞相，韩企先为右丞相，高庆裔为左丞，萧庆为右丞。

中书省掌进拟庶务、宣奉命令等事宜，设中书令、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侍郎等职。天会十四年（1136），时立爱任中书令[22]
 ，完颜勖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23]
 。

门下省掌审命令，驳正违失、受发通进奏状，进请宝印。设门下待中、门下侍郎等职。天会十三年（1135），完颜希尹为侍中[24]
 ，宗宪为门下侍郎。中央的军事机构，仍由都元帅府统领。

天眷元年（1138），金熙宗下诏进一步改革官制，即颁行新官制及换官格。原来女真、辽、宋的官职，依照新制统一换授；确立了“勋封食邑”制度，按功勋等第授予不同的封爵勋级、食邑；增设平政事和参知政事二职，进一步扩大了尚书省的权力，以完颜奕为平章政事，李德固为参知政事[25]
 。设立御史台，掌管监察百官，处置官员的违法行为。废除刘豫的齐国，立行台尚书省，以统治汴京地区。金中央官制走向全国统一，完全汉化。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金朝社会已开始向封建化过渡，金朝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海陵王的官制改革

海陵王为进一步统一金朝的政治制度，加强中央集权，进行了第三次官制改革。首先，天德二年（1150），废除行台尚书省的设置，统一由金中央管辖汴京地区。正隆元年（1156），海陵王对中央官制作了重大改革，废除中书、门下省，只置尚书省，直属于皇帝。熙宗时，虽然在中央设置三省，实际上中书、门下二省附属于尚书省，门下侍中和中书令都由左、右丞相兼任，中书、门下省形同虚设。海陵王撤销中书、门下省，只设尚书省[26]
 ，尚书省成为最高执政机关，尚书令为最高行政长官；不设左、右丞相、参知政事和平章政事。

天德以前，金朝中央的军事机构为都元帅府，都元帅及左、右副元帅统领重兵，左右政局。天德二年（1150），海陵王废除都元帅府，改为枢密院，由朝廷任命枢密使、副使。枢密院每遇用兵，则更为元帅府，罢则复为院。这样，金朝的政治、军事分管于尚书省、枢密院。从此改变了过去都元帅掌管重兵，中央难以指挥的局面。

海陵王的官制改革具有重大的意义。它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制，提高皇权，并中书、门下二省于尚书省，使中央机构更加精简、集中。金朝的政治制度，经过这次改革之后，基本上确定了下来。海陵王以后，官制不再有大的变动，只在局部上略有增损，如金世宗时期，仅增设平章政事两人。金章宗时期，基本沿袭以前官制，只增设一些机构。大定二十九年（1189），初置提刑司，兼劝农采访使[27]
 。承安二年（1197），初设讲议所官十员，共议钱谷。泰和八年（1208），初设三司使，掌判盐铁度支，劝农事。章宗时期增加了经济机构，从侧面反映出金朝经济的发展，封建化的深入。承安二年（1197），始置军器监，掌治器械。章宗时期，金朝官制基本上趋于完备。金朝中央官制的最终确立与形成，标志着金朝中央集权制的巩固，金朝社会也达到它的鼎盛时期。

（三）金朝中央官制的渊源与历史作用

作为金朝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官僚机构，是仿照中原的汉官制度而设立的。这可以从熙宗时的《上官制答子》看出：“臣等谨按当唐之治朝，品位、爵秩、考核、选举其法号为精密，尚虑拘牵，故远自开元所记，降及辽宋之传，参用讲求。有便于今者，不必泥古，取正于法者，亦无徇习。”[28]
 说明金朝官制基本上仿唐、宋之制而成。今将金朝中央汉官制与唐、宋中央官制列表，大略作一比较，从中可以看唐、宋、金三朝官制的渊源关系及金代官制的特点。

金中央官制与唐、宋官制比较表：





续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金朝中央官制渊源于唐宋官制。三朝官制的基本结构相同，官署的名称与职掌也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唐、宋中央官制设立三省六部（表中省略），而金并三省为尚书省，使中央集权更加强化。金朝的都元帅府、枢密院为中央最高军事机关。它的特点是，枢密院每遇用兵，则更为元帅府，罢则复为院。

金朝中央官制的改革，使金初的二元的中央政治制度变为统一的一元化的政治制度，这是金朝汉化与封建化的必然结果。金朝中央官制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金朝封建化的完成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动、巩固的作用，这可以从金朝采取的一系列抑制奴隶制因素增长，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政策中看出来。

金中央官制为以后各朝所沿袭。金官制到末期，由繁而滥，泰和年间，“在仕官四万七千余……则三倍世宗之时矣”。[29]
 官僚集团逐渐臃肿庞大，官僚制度弊端百出，阶级矛盾日益激化。曾逞威于大半个中国的金王朝，在大元军的铁蹄践踏下，很快土崩瓦解。把金朝推向灭亡道路的，是统治阶级腐败的政治、内忧外患与不可解决的社会矛盾等等。而金朝后期官僚制度的黑暗、腐败，是加速金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二　币制及其改革

金代币制经过了从没有货币到借用辽、宋旧币，进而创制了自己货币的从无到有的过程。金代币制承袭辽、宋，并在币制发展史上有新的改进。但是却制止不了金朝末年的币制紊乱给社会经济造成的严重危害。金代币制的发展和变化以章宗为界，分前后两期。从金建国至章宗，为金代前期，是金代币制创立、发展时期，从章宗至金末为后期，是金代币制滥发与紊乱时期。

（一）金前期的货币

金建国之初，“无市井，买卖不用钱，惟以物相贸易”。[30]
 当时社会上的商品交换尚不具备使用货币的条件，也没有对货币的认识与需求。占领辽、宋旧地后，为适应对汉人地区商业发展的需要，始用辽、宋旧钱。天会末，曾用刘豫“阜昌元宝”、“阜昌重宝”。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金代商业也逐步活跃起来，从而刺激了对货币的需求。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金朝创制了自己的货币。

金朝发行自己的货币，是在海陵时期。金朝先后发行的货币，有铜币、银币、纸币。其中纸币最先开始发行。纸币的发行始于海陵贞元元年（1153）迁都之后，户部尚书蔡松年复钞引法，遂制交钞，与钱并用。金在中都设立交钞库、印造交钞库、抄纸坊及交钞物料场等机构。在上京、西京、北京等十四府，瑞、蔚、平等七州设交钞库，抄纸坊。范成大《揽辔录》记载：“虏本无钱，惟炀王亮尝一铸正隆钱，绝不多，余悉用中国旧钱，又不欲留钱于河南，故仿中国楮币，于汴京置局造，官会谓之交钞。拟现钱行使，而阴收铜钱悉运而北，过河即用现钱，不用钞。钞文曰：‘南京交钞所，准户部符尚书省批，降检会昨奏。南京置局印造，一贯至三贯，例交钞，许人纳钱给钞，河南路官私作现钱流转，若赴库支取，即时给付，每贯输工墨钱十五文，七年纳换，别给钱，以七十为陌，伪造者处斩，捕告者赏钱三百千。’前后有户部管当令、史干当官、交钞库使副书押，四周画云鹤为饰焉。”[31]


海陵时所造交钞分为大钞和小钞二种。印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等为大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为小钞。金代交钞出现比南宋会子早六年，交钞以铜钱为钞本，而金朝少铜又无自己铸的铜钱，因此是一种应时而定的权益之法。交钞开始发行时以七年为限，期满后以旧换新。从海陵贞元二年（1154）至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先后换了五期。到公元1189年，改为无限期流通。这就使纸币的地位愈加巩固。但后来军费开支过于庞大，以致滥发纸币而导致通货膨胀，尽管一再更换新钞，但币值越换越小，信用越换越低。

金朝建国四十余年后，开始铸本朝的铜币。铜币是在海陵正隆年间铸造的。海陵正隆二年（1157），始议鼓铸。三年（1158），在中都、京兆府分设宝源、宝丰、利用三钱监，铸铜币，面文曰：“正隆通宝”，肉好，字文峻整，与旧钱在市面上通用。

世宗大定十八年（1178），在代州立监铸钱，铜币其前文曰：“大定通宝”。字文肉好胜过“正隆通宝”。大定十九年（1179），始铸至万六千余贯。大定二十年（1180），诏先以五千进呈，之后命与旧钱并用。在新钱未行前，以宋大观钱作当五用之。官私所用钱皆以八十为陌。大定二十七年（1187），在曲阳县置钱监，铸钱为“大定通宝”。但是，金自铸钱以来，“鼓铸岁久，而钱不加多”[32]
 。国家铜质缺乏，以致下令铜禁，民间私造腰带、铜镜，都在禁例。而致伤民。大定八年（1168），禁止民间铸镜。十一年（1171）二月，“禁私铸铜镜。旧有铜器悉送官，给其直之半。惟神佛像、钟、磬、钹、钴、腰束带、鱼袋之属，则存之”。二十六年（1186）十一月，上谕宰臣曰：“国家铜禁久矣，尚闻民私造腰带及镜，托为旧物，公然市之，宜加禁约。”[33]
 章宗泰和四年（1204），“凡寺观不及十人，不许储法器。民间输铜器期以两月送官给价。匿者以私法坐，限外人告者，以知而不纠坐其官”[34]
 。

金代铜少，虽然鼓铸，但铜钱短缺，因之金代的铜钱没有力量取代纸币而成为主要的货币。交钞以铜为钞本，金朝为解决财政困难，又不顾钞本不足与否，滥造印刷，民间多储铜钱，流通领域铜钱日少。所以交钞日轻，而铜钱日重，遂成为金代后期币制发展的主要矛盾。

（二）金后期的货币

金章宗至金末，是金代币制的改革与紊乱时期。金章宗在我国币制发展中首次铸法定的银币“承安宝货”，罢纸币七年厘革之限，定交钞字昏方换法，使纸币成为永久流通的货币。但是由于章宗时期乱发行纸币，开金代币制紊乱之始，从此金代币制便陷于极端混乱之中。

金代银锭始于金天会年间。近年在各地出土许多金代银锭，在内蒙的墓葬中出土一枚砝码形的银锭，重约三百五十四公分，约合当时十两，上面有“龙江饷银天会年造”八字，隶书，分两行。另一面也有八字，似女真文，其文义大约与正面相同。一端有“阿扭记”三字，可能是银匠的名字。可知金初已有银锭并作为官兵的俸饷之银与边戍军需。宣宗兴定二年（1218），“及见省差买马官平凉府判官乌古论桓端市于洮州，以银百铤几得马千匹……若捐银万两，可得良马千匹”。[35]
 银在市场上流通和使用，在章宗承安二年（1197）以前是以锭来计算，银锭的重量为五十两，价格百贯文。银锭还不是货币。

到章宗承安二年始铸银币，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制定并销铸及接受稽留罪赏格。这在我国货币史上，从汉武帝以来，第一次使用白银作为法定的通用货币。法定银币在金朝出现，其在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大，直接影响到元代币制的变革。当时，有私铸“承安宝货”者，多杂以铜、锡，寝不能行，京师闭肆。

章宗初即位的大定二十九年（1189）十二月，雁门、五台民刘完等上诉运铜之弊病：“‘自立监铸钱以来，有铜矿之地虽曰官运，其顾直不足则令民共偿。乞与本州司县均为差配。’遂命甄官署丞丁用楫往审其利病，还言：‘所运铜矿，民以物力科差济之，非所愿也。其顾直即低，又有刻剥之弊。而相视苗脉工匠，妄指人之垣屋及寺观谓当开采，因以取贿。又随冶夫匠，日办净铜四两，多不及数，复销铜器及旧钱，送官以足之。今阜通，利通两监，岁铸钱十四万余贯，而岁所费乃至八十余万贯，病民而多费，未见其利便也。’宰臣以闻，遂罢代州、曲阳二监。”[36]
 章宗明昌五年（1194），宰臣上奏，民间（铜）钱之所以难得，是因为官豪家积聚之故。因此定制：“令官民之家以品从物力限见钱，多不过二万贯，猛安谋克则以牛具为差，不得过万贯，凡有所余，尽令易诸物收储之。有能告数外留钱者，奴婢免为良，佣者出离，以十之一为赏，余皆没入。”[37]
 可知金代铜钱的艰贵难得，铜钱多为官豪之家所存储。

泰和四年（1204），铸大钱一直十，篆文曰“泰和重宝”。自此以后，金代不再铸铜钱。

交钞在金朝中后期一直用于商品流通领域。章宗初期还被重视，但由于发行过多，交钞多于见钱，交钞稍滞，几不能行。金后期币制紊乱，主要是乱发行纸币，每一次发行都提高所当旧币的额数，不仅不能保证币制，反而更加贬值，纸币大量发行，人们争夺钱和银，特别是银的地位愈来愈高，物价上涨，商旅不行，社会经济陷于危机之中。为此，金代后期为了保证纸币通行，只好用强制手段实行，但却无效果。

当时为了使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提高交钞信用，金朝采取了一些补救的办法：

第一是扩大钞本，允许民众以钞换钱。泰和间铸“泰和重宝”，以一当十，与钞参行，又铸“承安宝货”，与钱兼用，以代钞本。

第二是禁钱越境法，以阻止铜钱的外流，缓和钞价贬值所引起的各种矛盾。承安三年（1198）定制：“以钱与外方人使及与交易者，徒五年，三斤以上死，驵侩同罪。捕告人之赏，官先为代给钱五百贯。”[38]


第三是采取限钱法，以限制铜钱的存留，加速铜钱的流通和政府的占有。金朝命西京、北京、临潢等路一贯以上俱用银钞、宝货，不许用钱，一贯以下听民使。又更定官民存留钱法，三分为率，亲王、公主、品官许留一分，余皆半之。其盈余之数，在五十日内尽易诸物，违者以违制论，以钱赏告者。限钱法使得商贾“坐化”，钱多流入宋。

第四是在各种税收中，收敛交钞。实行“三合同交钞”。“至泰和二年，止行于民间，而官不收敛，朝廷虑其病民，遂令诸税各带纳一分，虽止系本路者，亦许不限路分通纳。户部见征累年铺马钱，亦听收其半。”[39]
 泰和七年（1207），命河南、陕西、山东及其他行钞路，“院务诸税及诸科名钱，并以三分为率，一分纳十贯例者，二分五贯例者，余并收见钱”。同时许高人以钞买盐引。“自是而后，国虚民贫，经用不足，专以交钞愚百姓，而法又不常，世宗之业衰焉。”[40]


第五是以强制手段推行“钞法条约”。泰和七年（1207）五月，添印大小钞，七月章宗下令：民间之交易、典质、一贯以上并用交钞，毋得用钱。须立契者，三分之一用诸物……犯者徒二年，告者赏有差，监临犯者杖且解职，县官能奉行流通者升除，否者降罚，集众沮法者以违制论。工墨钱每张止收二钱。商旅赍见钱不得过十贯。所司籍辨钞人以防伪冒。八年（1208）正月，以京师钞滞，定所司赏罚格。以钞通滞为升降。又收毁大钞，行小钞。一贯以上皆用交钞，不得用钱。[41]


金章宗时所采取的措施都未见实效。交钞滞塞仍然是社会经济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卫绍王、宣宗、哀宗时期，国家的经济政策与货币政策，都依照世宗、章宗时期的做法。在币制的实行中，宣宗不仅不改章宗时期屡更币制所造成恶果的做法，反而全盘继承下来，愈演愈烈，愈陷愈深。由于货币屡屡更改，交钞日轻，市民怨恨。《金史》卷四十八《食货志》记载：大安三年，“会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车（纸币）为军赏，兵衄国残，不遑救弊，交钞之轻几于不能市易矣”。宣宗贞祐二年（1214）二月，为使几不能市易的纸币，由轻转为重，更作二十贯至百贯例交钞，又造二百贯至千贯例者，不仅不能解决由轻变重的问题，反而愈更愈滞。乃至迁汴京后，国蹙民困，战争不息，供亿无度，轻又加甚。贞祐三年（1215），纸币发行后而收不回来，由于市民不信任交钞，交易多用见钱，每贯只值一钱，其值不如印一贯交钞所用的工墨费用。在这一年，又改交钞名为“贞祐宝券”，发行的结果无助于革旧钞之弊，其轻与旧钞无异。商贾利用交钞初行，人尚重之，于是入京师，争着以交钞市金银，银价即涨，谷价也随着上涨。后来又造“贞祐通宝”，自百至三千等值为十，但不得过五千贯，与旧券参用，于兴定元年（1217）二月正式发行，凡一贯当千贯。至兴定五年，其弊又复宝券之末。其初行时，四贯为银一两，现在则八百贯只值银一两，贬值之甚可以想见。又于元光六年（1227），造“兴定宝泉”，与通宝兼行，每贯当通宝四百贯，以二贯为银一两，第二年五月，更造每贯当通宝五十，又以绫印制的“元光珍货”，同银钞及余钞行之。行之没多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但以银论价。于是政府强行法定：“银一两不得过宝泉三百贯，凡物可直银三两以下者不许用银，以上者三分为率，一分用银，二分用宝泉及珍货、重宝。京师及州郡置平准务，以宝泉银相易，其私易及违法而能告者罪赏有差。”于是“市肆昼闭，商旅不行，朝廷患之，乃除市易用银及银宝泉私相易之法”[42]
 。哀宗正大年间，民间但以银市易。天兴二年（1233）十月，又在蔡州印“天兴宝会”，自一钱至四钱四等，同见银流转。此钞面以钱不以贯计（当时钞面以银计之），是纸币的新开张。

金朝后期，交钞滞塞仍然是社会经济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当时正值战争之时，军费开支较大，“唯赖宝券，然所入不敷所出，是以侵轻”。金宣宗为了解决“入不敷出”的问题，让宰臣讨论对策。术虎高琪主张：“宜更造新券，与旧券权为子母而兼行之，庶工物俱省，而用不乏。”濮王完颜守纯等人对更造已经恐惧，提出：“不若量其所支复敛于民，出入循环，则彼知为必用之物，而知爱重矣。”陇州防御使完颜宇认为应罢印造，“以见在者流通之，若滞塞则验丁口之多寡、物力之高下而征之”。[43]
 从以上可看出，百官中有的认为主更造，有的认为主征敛，有的认为仍行旧法，也有的认为二者可并行。宣宗因众意纷纷，月余不决，乃诏如旧。之后，造贞祐通宝一贯当千贯用，但是随出而随坏。

为了解决纸币回笼、交钞滞塞、物价上涨过快等问题，金朝采取了以下的办法：

第一，为防止纸币发行后只出不入，重新设立回易务，使货币回笼，以解决券法不流通问题。宣宗时的翰林侍讲学士赵秉文上言：“比者宝券滞塞，盖朝廷将议更张，已而妄传不用，因之抑遏，渐至废绝，此乃权归小民也。自迁汴以来，废回易务，臣愚谓当复置，令职官通市道者掌之，给银钞粟麦缣帛之类，权其低昂而出纳之。仍自选良监当官营为之，若半年无过，及券法通流，则听所指任便差遣。”[44]
 于是下诏讨论实行。重新设回易务，以使货币回笼。从后来的争论看，这个问题仍未解决。

第二，为解决物价日贵，民间物价旦暮不一问题，宣宗贞祐三年（1215），采取时估与限价的办法。时估就是由国家据时估价，使市易者都按估价交易。时估之法实行后，御史台言：“自多故以来，全藉交钞以助军需，然所入不及所出，则其价浸减，卒无法以禁，此必然之理也。近用‘贞祐宝券’以革其弊，又虑既多而民轻，与旧钞无异也，乃令民间市易悉从时估，严立罪赏，期于必行，遂使商旅不行，四方之物不敢入。夫京师百万之众，日费不赀，物价宁不日贵耶。且时估月再定之，而民间价旦暮不一，今有司强之，而市肆尽闭。复议搜括隐匿，必令如估鬻之，则京师之物指日尽，而百姓重困矣。臣等谓，惟官和买计赃之类可用时估，余宜从便。”[45]
 因此，时估之法也没有全面实行，只用于官府和买计赃之类。由于京城附近郡县的粮谷多籴于京师，引起谷价飞涨，金朝廷提出两种办法，一是以五斗出城的可阑籴其半，二是宜悉禁止往外出。为解决这个问题，没有采取全面禁止的办法，而是实行限价，由官府制定价格，不许妄自提价。

第三，实行计价。加征税收。因为当时钞法屡次变更，随出而随坏，制纸的桑皮故纸又都取于民，至是又很难得，于是实行计价，但征宝券、通宝，名曰“桑皮故纸钱”。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人民租税负担已比过去增加三倍，又以岁收通宝，不足以充所用，从民间敛桑皮故纸钞七千万贯作为补充，但因通宝稍有滞塞，便又增加两倍。又计口，计税，计物，计生殖之业而加税。人多逃亡。

金朝作为纸币的交钞，受纸币流通的规律性所支配。金朝廷采取滥发纸币的办法以弥补财政开支的不足，以解决入不敷出的问题，结果受到货币流通的规律所惩罚。金代交钞以钱为钞本，则交钞的发行应相当于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钱的货币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交钞与钱相等的购买力。而金朝的实际情况是铜少，所铸钱不足以用，而交钞的发行又远远超过了商品流通所需要的钱的数量，则交钞为民所轻，不断更改，不断贬值，物价随之上涨。由于交钞发行过多而引起通货膨胀，国家为弥补财政赤字，便千方百计向人民掠夺。金朝统治者不仅以滥发交钞作恶，而且也以此亡国。

三　社会经济问题及其对策

金朝社会经济发展的初期，由于各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平衡，因而社会的经济成分也多种多样。封建租佃制与奴隶制以及两种社会相互交替、过渡的社会经济成分，原始氏族制的社会经济成分同时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及它们存在的各种矛盾和摩擦，不可避免地要引发出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随着社会封建化程度的加深，封建租佃制在金代社会经济结构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金代社会中后期经济的主要问题也与建国初期有了不同的变化。概括起来有二：一是土地问题，二是财政问题。

土地和财政问题，历来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中的最主要、最基本同时也是最尖锐的问题。这两个经济问题，直接涉及封建社会中各个阶级和集团的切身利益，是关系到封建王朝命运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金朝地处北方，其社会经济结构由多民族、多种经济成分所构成，所以，金代的土地和财政问题以及政府的对策，不可避免地带有若干不同于中原王朝的特点。

（一）土地问题与对策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占有和分配，涉及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地主阶级内部中、小地主和大豪强之间以及豪强地主阶级和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它决定着封建社会内部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土地的分配和占有不均，一直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中的主要问题。由于金代的土地问题是发生在女真和汉族之间，问题尤为突出。

金朝进入中原后，有条件解决当时的土地问题，《金史》卷四十六《食货志》记载：“金起东海，其俗纯实，可与返古。初入中夏，兵威所加，民多流亡，土多旷闲，遗黎惴惴，何求不获。使于斯时，纵不能复井地沟洫之制，若用唐之永业、口分以制民产，仿其租庸调之法以足国计，何至百年之内所为经画纷纷然，与其国相终始耶。”

金入主中原后，有大量的旷闲的土地，借以在全国实行有效的解决农民的土地政策，确实能收到好的效果。但是金朝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女真猛安谋克迁入中原，还处于奴隶制的发展时期，其土地的经营方式和生产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中原，骤然改变女真族的奴隶制，进行封建生产是不可能的。从另一方面看，女真族是以农业为主的奴隶制经济，与进入中原，保留本族游牧经济的民族不同，女真族需要的不是变农田为牧地，而是对中原的官地、民地的夺取以满足女真奴隶主对土地的要求。金朝不同于辽朝实行南北面官制，把女真猛安谋克局限在北面，实行南北面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而是把猛安谋克南迁，与汉人同在中原，实行两种不同的制度。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在中原并行，是当时土地问题产生的总根源。

金朝把猛安谋克户迁入中原后，其土地对策主要是采取括地的方式，而括地的对象和性质前后也有变化。

金熙宗、海陵时对土地的对策，一是恢复发展封建的土地占有关系，二是括官地及荒地。前者是恢复中原的土地制度，后者是为满足迁入中原的猛安谋克的土地的需求。当时金朝正处于经济全面恢复发展之初，土地问题还没有显露出来。金熙宗于皇统五年（1145），创屯田军，“计其户（口），授以官田，使其播种”。[46]
 海陵为解决迁入中原的猛安谋克户的土地问题，而进行括地。《金史》卷四十七《食货志》记载：“（海陵）正隆元年二月，遣刑部尚书纥石烈娄室等十一人，分行大兴府、山东、真定府，拘括系官或荒闲牧地，及官民占射逃绝户地，戍兵占佃宫籍监、外路官本业外增置土田，及大兴府、平州路僧尼、道士、女冠等地，盖以授所迁之猛安谋克户，且令民请射，而官得其租也。”当时授给猛安谋克户的土地，都是因不合制度而被没收的官田，大多是贫瘠的土地。这样的土地对策与当时熙宗、海陵倾心汉制，重点恢复发展中原的封建经济有关。这种情况大约延续到世宗初年。

金世宗大定二十年（1180）前后，北方地主经济发展起来，女真族奴隶制也急剧地向封建制转化，地主的私人土地与猛安谋克的土地占有关系发生了严重的矛盾。金世宗面临严重的土地问题，在对策上发生了新的变化。如果说熙宗、海陵时是采取恢复、发展中原地主土地关系，采取以官地授猛安谋克相结合的对策，以解决土地问题，而金世宗则是扩大括地内容，对封建土地加以限制的办法解决土地问题。这就是括地与限田。金世宗的具体措施为：

第一，限制豪强的土地。由于豪强之家多侵占官地，或侵夺民地，造成豪强之家与农民的对立。世宗规定土地的最高占有数目。大定十七年（1177），邢州男子赵迪简言：“随路不附籍官田及河滩地，皆为豪强所占，而贫民土瘠税重。”[47]
 大定二十一年（1181）三月，“陈言者言，豪强之家多占夺田者。上曰：‘前参政纳合椿年占地八百顷，又闻山西田亦多为权要所占，有一家一口至三十顷者，以致小民无田可耕，徙居阴山之恶地，何以自存？’”。又省臣奏：“椿年子猛安参谋合、故太师耨碗温敦思忠孙长寿等，亲属计七十余家，所占地三千余顷。”[48]
 根据这种土地兼并的情况，当时朝廷规定，除牛头地外，只许占有土地十顷，余皆拘入官，赐给贫民。

第二，更改熙宗、海陵时只分给猛安谋克瘠薄的官地为换给良田。大定十七年（1177），世宗对省臣曰：“官地非民谁种，然女真人户自乡土三四千里移来，尽得薄地，若不拘刷良田给之，久必贫乏，其遣官察之。”又谓参知政事张汝弼曰：“先尝遣问女真土地，皆云良田。及朕出猎，因问之，则谓自起移至此，不能种莳，斫芦为席，或斩刍以自给。卿等其议之。”为保证女真户得到良田，于是金世宗括民田，分给女真人户，多余的才“依元数还民”，或以官地给其他民众[49]
 。

第三，保存牧地，不许民开垦，已开垦者括为官田。大定二十年（1180）五月，金世宗谕有司：“白石门至野狐岭，其间淀泺多为民耕植者，而官民杂畜往来无牧放之所，可差官括元荒地及冒佃之数。”[50]


金世宗时的括地，不仅是把被占的官地括为官田，而且把民间的土地括为官田。民田都是农民已开垦的良田，其主要目的是满足女真猛安谋克对于土地的需要。另外金世宗把括地与限田结合起来，规定女真贵族占有的牛头地最多不过四十具，而私人占有的出租土地不得超过十顷。限田的实质是制止女真贵族完全变为出租地主，维护女真族的猛安谋克制。金世宗的土地对策，扩大了猛安谋克占有土地与汉人占有民田之间的矛盾。

金章宗在女真族奴隶主已经转化为地主的形势下，对土地的对策又有新的变化。自金熙宗皇统五年（1145）创屯田军，一般的猛安谋克，土地分配的办法是牛头地；屯田军的猛安谋克，土地分配办法是“计口授地”。到金章宗时，随着女真族封建化的完成，把猛安谋克作为国家的封建屯田军继续保留下来。金章宗初对猛安谋克屯田军的土地对策基本上因袭世宗时的对策。《金史》卷四十九《食货志》载：明昌元年（1190）三月，敕：“当军人所受田，止令自种，力不足者方许人承佃，亦止随地所产纳租，其自欲折钱输纳者从民所欲，不愿承佃者毋强。”但由于猛安谋克户，大多将土地出租给汉人，于是制定了新的对策，泰和四年（1204）九月，“定屯田户自种及租佃法”。[51]
 并制定齐民与屯田户可以通婚的政策。金章宗时的齐民与屯田户的关系是封建土地内部的关系。

（二）财政问题与对策

金朝在立国之初，由于统辖的疆域不广，官僚队伍从简，国家的财政支出也较节俭。虽然战事频繁，但军费的开支可在战争中掠取。金朝中期，由于生产发展，收入增多，贮积渐多，财政问题并不突出。金中期以后，随着各种开支日益增大，以及战争的兴起，财政问题日益成为金朝社会经济的主要问题之一。主要表现在：

第一，官僚机构急剧膨胀。金初，从中央到地方，官制还不完备，官员有限，事简职专。熙宗、海陵健全了各级官僚机构，职有定位，员有常数，浮员者少。《金史》卷五十五《百官志》记载，大定二十八年（1188），在仕官员一万九千七百员。至章宗泰和七年（1207），在仕官员增至四万七千余人，相当于世宗时的2.4倍。由于官僚机构庞大，中央与地方官员的俸禄则是一笔数目惊人的支出。

第二，皇室贵族的日常费用日益扩大。《大金国志》卷三十三记载：“国初无城郭，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国相寨’、‘太子庄’，后升‘皇帝寨’曰会宁府，建为上京。”“城邑、宫室无异于中原州县廨宇，制度极草创。”至于宫廷内的生活也极简朴，还保有女真旧俗。“在内廷间或遇雨雪，虽后妃亦去袜履，赤足践之。”[52]


熙宗之后，女真皇室贵族渐染华风，追求奢侈的生活和享乐。宫廷内的消费大为增加。海陵王即位后，大修宫室。范成大《揽辔录》记载燕京，“遥望前后宫室崛起处甚多，制度不轻，工巧无遗力，所谓穷奢极侈者”。之后，汴京宫殿的装饰与规制，也极尽壮丽之至，“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彩……一殿之费以亿万计”。[53]
 但这还是在经济发展与建制中出现的奢靡现象，后来世宗虽然崇尚俭朴，但是财政也逐渐成为社会的严重问题。章宗明昌之后，渐失俭朴而崇尚奢华。宫廷内的生活也极为讲究，以宫闱岁给为例，“太后、太妃宫，每岁各给钱二千万，彩二百段，绢千匹，绵五千两。诸妃，岁给钱千万，彩百段，绢三百匹，绵三千两。嫔以下，钱五百万，彩五十段，绢二百匹，绵二千两”[54]
 。皇帝的消费更是不言而喻。

第三，军费开支不断增大。以金章宗明昌六年（1195）为例，为防北边，“以银五十万两、钱二十三万六千九百贯，以备支给。银五万两、金盂二千八百两、金牌百两、银盂八千两、绢五万匹、杂彩千端、衣四百四十六袭以备赏劳”。[55]
 这次备银及银盂共五十五万八千两，金盂、金牌二千九百两，钱二十三万六千九百贯。

金朝财政支出靠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金朝的财政收入有以下几项：

第一，租税。是金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大定初年，每年田赋收入九百万石。其中，各项经费所用七百万石，二百万石用于水旱灾害蠲免赈贷[56]
 。大定十七年（1177），金代赋税为六百万余石，通检后增为二千万石，增加三陪多。

第二，商税。大定年间，“中都税使司岁获十六万四千四百四十余贯”。[57]


第三，榷场。大定间，泗州“岁获五万三千四百六十七贯，承安元年（1196），增为十万七千八百九十三贯六百五十三文”。“泰州西子城场，大定间，岁获三万三千六百五十六贯，承安元年，岁获十二万二千九十九贯。”

第四，国家榷货收入。盐，七盐司旧课岁入六百二十二万六千六百三十六贯五百六十六文。明昌五年（1194）增价后岁入一千七十七万四千五百十二贯一百三十七文二分。酒，大定间，中都麴使司岁获钱三十六万一千五百贯；西京酒使司，岁获钱五万三千四百六十七贯五百八十八文。承安元年，中都麴使司岁获四十万五千一百三十三贯，西京岁获钱十万七千八百九十三贯。醋，自大定初，以国用不足，设官榷之，以助经用。

第五，物力钱。大定二十六年（1186），天下物力钱共集三百二万余贯，这是历年征收的最高数字[58]
 。

金朝主要依靠这五项主要收入来养活人数众多的官僚，支付皇室宫廷内奢侈的消费和庞大的军费开支，还有灾荒年间的赈济以及对有功官僚人员的赏赐。但由于各项开支的增大，朝廷渐渐入不敷出，为了支付庞大的各项开支，金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增加正税征收额。金代正税主要是牛头税、两税、物力、榷税、商税等。随着财政收入的不足，则逐步增加税额。宣宗南渡后，徙居河南的河北军户口粮不足，朝廷又征敛于民。当时“所征租税三倍平时”。[59]
 朝廷吸民膏血，以解决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问题。

第二，新立税目，以增收入。世宗大定三年（1163）对宋战争，军士每岁可支一千万贯，而官府只有二百万贯，于是摊派军需钱以补贴军费。章宗承安三年（1198），以河夫钱为比，每征河夫钱一贯的征军需钱四贯。金治黄河按物力摊派，称黄河夫钱。又征驿递、养马、造船费为铺马钱。又有桑皮故纸钱等，行之不久，增至两倍。

第三，纳粟补官。这是金熙宗至金末，金朝廷为荒年岁歉、弥补财政不足而采取的一种补救措施。以此来增加米粟，补充国家的需要。熙宗初年，因荒年岁歉，实行纳粟补官法。之后，海陵、世宗、章宗、宣宗、哀宗继续实行纳粟补官法，又卖僧、道、尼、女冠度牒、紫、褐衣师号，寺观名额。章宗时，除实行纳粟补官法外，朝廷继续卖度牒、师号、寺观额，以此来增加朝廷的收入。宣宗贞祐二年（1214），制定权益鬻恩例格。之后又实行纳粟入官，米百五十石迁官一阶，正班任使。七百石两阶，除诸司。千石三阶，除丞簿。

纳粟补官等办法的实行，暂时缓解了军粮欠缺的燃眉之急。但却扩大了官僚队伍，同时又增加了朝廷的官俸支出。纳粟补官之人当官后，借机掠取，以补充所纳之粟的亏空。他们穷凶极恶地在农民身上揩油，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金史》卷四十七《食货志》说得很明白：“别遣进纳闲官以相迫督。皆怙势营私，实到官者才十之一，而徒使国家有厚敛之名。”金末吏治腐败，政治黑暗，纳粟补官则是助纣为虐，使官吏更为贪暴残酷，榨民骨髓，加深了朝廷与人民之间的矛盾。

第四，滥发钞币。章宗后期泰和年间，水旱灾害连年不断，国库日益空虚，出现了所入不敷所出的窘况。财政出现严重危机。章宗时，把滥发交钞作为扩大财源，增加收入，弥补财政危机的重要措施，而大量滥发纸币。泰和七年（1207），增设了钞库官吏，立钞法条约，添印大小钞，再次强调限钱法，并把能否促进交钞流通作为考核官吏的条件。允许农民用钞交一部分税。但是，由于交钞发行过多，其数量已超过了商品流通的需要量，加剧了纸币的贬值。贞祐二年（1214），金朝只得用提高交钞面值的办法来改变市场上一次交易就使用许多张交钞的现象。印制二十贯到百贯，二百贯到千贯例的大钞，但随着新钞数量的激增，交钞价值快速贬值。贬值后又更定钞名，发行面额更大的交钞。金后期利用更定钞名，增加钞值而发行的交钞前后达五种之多。滥发交钞没有解救金朝的财政危机和经济的衰落，反而加剧了财政危机和经济衰落，引发金朝社会各种矛盾的激化。

当时，朝廷内的有识之士已看到滥发交钞的弊病，也曾提过很好的建议。如贞祐四年（1216），“监察御史田迥秀言：‘国家调度皆资宝券，行才数月，又复壅滞，非约束不严、奉行不谨也。夫钱币欲流通，必轻重相权、散敛有术而后可。今之患在出太多、入太少尔。若随时裁损所支，而增其所收，庶乎或可也。’因条五事，一曰省冗官吏，二曰损酒使司，三曰节兵俸，四曰罢寄治官，五曰酒税及纳粟补官皆当用宝券”[60]
 。田迥秀所言正中其弊，倘若朝廷从长计议，采纳他的建议裁损所支，会使当时的局面出现转机。但是，朝廷除了采纳第五条酒税从大定之旧外，余皆不从。

（三）金代经济对策的得失及其评价

从金朝解决土地问题的对策中，我们看到，金朝对待女真民族的政策是优遇的。对女真猛安谋克的土地采取换贫瘠为肥沃土地的办法，把贫瘠的土地换给了汉人。这种做法极大地伤害了汉族农民的积极性。

金朝把括地用以维护猛安谋克土地供给作为政策的重点，所以章宗及其以后也一直没放弃括地的做法。括地是国家与豪强之家的土地矛盾，通过括地满足猛安谋克户的土地以及失去土地的农民的土地需求。括地只满足了女真猛安谋克对土地的需求，但是，同时也侵害了汉族农民的利益。虽然朝廷也曾采取限制地主豪强侵吞土地的政策，但是并不彻底。《金史》记载：“上闻六路括地时，其间屯田军户多冒名增口，以请官地，及包取民田，而民有空输税赋，虚报物力者。”从而加深了女真猛安谋克与汉人之间的矛盾。至宣宗时，括民田已遭社会舆论的非议，只好括荒地、牧地给屯田军猛安谋克。

宣宗南迁后，大批军户随之迁徙河南，但是没有给他们土地。大臣上言：“军户自徙于河南，数岁尚未给田，间以迁徙不常，莫得安居，故贫者甚众。请括诸屯处官田，人给三十亩仍不移屯它所，如此则军户可以得所，官粮可以渐省。”朝廷听从了上述建议。可是当时的情况是，饥民流离者大半，南京路、东、西、南路也如此，朝廷虽招民复业，民恐复业之后生计未定，而赋敛随之，往往匿而不出。京南、东、西三路，屯军老幼四十万口，岁费粮食百四十余万石，皆坐食民租。朝廷只议而不行。

金朝土地政策的失误导致务农者日渐减少，而商贾、佛老及其他游食者日渐增多。其结果是粮食储存减少，入不敷出。章宗明昌元年（1190）正月，上事者言：“自古以农桑为本，今商贾之外，又有佛老与他游食，浮费百倍。农岁不登，流殍相望。此末作伤农者多故也。”章宗下令，禁自披剃为僧、道者。当年，天下户为693.9万，口为4544.79万，而粟为5226.1万石，除官兵二年之费，余验口计之，每口月食五斗，可为44日之食[61]
 。

金世宗时期的括地对策，波及的面很广，并且多占夺汉族百姓的熟地。金世宗对此也有所闻：“朕闻括地事所行极不当，如皇后庄、太子务之类，止以名称便为官地，百姓所执凭验，一切不问，其相邻冒占官地复有幸免者。”[62]
 而猛安谋克占地后不自耕，悉租于民，有一家百口垅无一苗者。土地兼并的产生以及分地不均，从而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矛盾。回顾金朝在女真族封建化过程中，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最佳时机，如果把女真封建化与在全国实行均田制结合起来，取消齐民与猛安谋克军户的区别，变女真猛安谋克户为编户，除弊兴利，全面发展封建租佃制，打击豪强，扩大国家公田和自耕农民的土地，可能使金代土地问题会出现新的转机，把金朝的社会经济推向更高的发展。但是并非如此。总的看，金朝对土地问题的解决是失策的，行汉制是不彻底的，这是金朝产生土地纠纷和社会经济发展受到阻碍的重要原因。

金朝的财政政策基本上也是失策的。为了解决金朝的财政问题，增加赋税，卖官鬻爵，滥发纸币，不但没有很好地解决财政危机，反而对当时的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的损害。

为解决财政困难，金朝加重百姓的赋税，卫绍王时，军旅不息，宣宗立而南迁，迁徙之余所在为虚矣。户口日耗，军费日急，赋敛繁重，皆仰给予河南。民不堪命，率弃庐田，相继亡去。宣宗兴定四年（1220），“河南以岁饥而赋役不息，所亡户令有司招之，至明年三月不复业者，论如律”。“时河
 为疆，烽鞞屡警，故集庆军节度使温迪罕达言，亳州户旧六万，自南迁以来不胜调发，相继逃去，所存者曾无十一，晹山下邑，野无居民矣。”《金史·食货志》记载：“方今军国所需，一切责之河南，有司不惜民力，征调太急，促其期限，痛其棰楚，民既罄其所有而不足，遂使奔走旁求于它境，力竭财殚，相踵散亡，禁之不能止也。”[63]


滥发交钞，是金朝为解决财政危机的另一种对策，但是这一对策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影响是消极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交钞贬值和阻滞，造成政府收入减少，导致剥削加重，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金史》卷四十八《食货志》载，“河南调发繁重，所征租税三倍于旧，仅可供亿，如此其重也。而今年五月省部以岁收通宝不充所用，乃于民间敛桑皮故纸钞七千万贯以补之，又太甚矣……民既悉力以奉军而不足，又计口、计税、计物、计生殖之业而加征，若是其剥，彼不能给，则有亡而已矣。民逃田税，兵食不给，是军储钞法两废矣”。其结果导致人民起义反抗，在金末爆发了红袄军起义，加速了金朝的灭亡。

第二，造成了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金朝滥发钞币，钞币面额不断增大，致使物价连续飞涨。《金史》卷四十八《食货志》：“宝券初行时，民甚重之。但以河北、陕西诸路所支既多，人遂轻之。商贾争收入京，以市金银，银价昂，谷亦随之。若令宝券路各殊制，则不可复入河南，则河南金银贱而谷自轻。若直闭京城粟不出，则外亦自守，不复入京，谷当益贵。宜谕郡县小民，毋妄增价，官为定制，务从其便。”可见谷价涨落和币制紊乱有极大关系。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会河之役，甚至以八十四车交钞充为军赏。金章宗时以万贯交钞只买得一个烧饼[64]
 。一百缗的纸币只能买到一碗面[65]
 。

第三，引发币制紊乱，影响商业流通，导致市场的倒闭与萧条。章宗承安二年（1197），铸承安宝货后，由于私鋳者杂以铜锡而铸承安宝货，结果“浸不能行，京师闭肆”[66]
 。泰和七年（1207），“时民以货币屡变，往往怨嗟，聚语于市”。或“相聚论钞法难行者”。反映了由于币制紊乱而引起市民的普遍不满。贞祐年间发行贞祐宝券，“遂使商旅不行，四方之物不敢入（京师）”，“而民间价旦暮不一，今有司强之，而市肆尽闭”。[67]


滥发交钞加速了金朝经济的全面崩溃。金朝把扭转财政危机的希望寄托于交钞，而这种凭空产生的财产不能为人民所接受，这就堵塞了金朝政府的财源。“军旅调度悉仰于钞，日之所出动以万计，至于填委市肆，能无轻乎。”[68]
 而官吏拿到俸禄不能满足花费，兵士拿到饷钱也不能养家糊口，军队亦难筹集供给。从而加剧了金朝财政的枯竭。

在金朝统治期间，出现许多经济方面的问题。而土地、财政是金朝经济发展过程中较为突出的两个问题。金朝所采取的对策，从总的方面讲，既有有利于金代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措施，也有不利于经济发展甚至阻碍经济发展的措施。随着金代统治的日渐腐败，朝廷在经济上没有作出重大的改革，最后终于使刚刚繁荣起来的经济又走向残破，继而金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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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移民与民族融合

金王朝统治时期，曾多次进行了大规模的集团移民。随着女真族灭辽伐宋，南下进入中原，金朝由此迁都北京。移民使得原来的民族分布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移民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本族生存发展的需要。金朝对移民的治理方式，既有沿袭又有创新。移民使得各民族杂错而居，相互影响。各民族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道德观念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从而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为元朝的全国大统一奠定了基础。

一　移民

金朝建国之初，定都金源故地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经过太祖、太宗、熙宗几代人的苦心经营，金上京初具规模。但是，海陵王即位后，毅然舍弃故都，实行了举族南迁中都（今北京）的重大举措，开启了此后金、元、明、清四朝定都北京之始。

金王朝实行大规模的集团移民及定都北京的原因如下：其一，为了实现对新占领地区的统治与管辖。据《大金国志》记载：“秋，起女真国土人散居汉地。女真，一部族耳。后既广汉地，恐人见其虚实，遂尽起本国之土人棋布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1]
 同书又载：“创屯田军，凡女真，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记其户口授以官田，使其播种，春秋量给衣马。若遇出军，始给其钱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山之南，淮、陇之北，皆有之，多至六万人，皆筑垒于村落间。”[2]


其二，为了充实首都上京的军事力量，拱卫上京，金朝把契丹等族向北部迁移。太祖收国元年（1115）正月，“上自将攻黄龙府，进临益州，州人走保黄龙，取其余民以归”。这是把辽人俘回上京。收国二年（1116）正月，金太祖下令：“自破辽兵，四方来降者众，宜加优恤。自今契丹、奚、汉、渤海、系辽籍女真、室韦、达鲁古、兀惹、铁骊诸部官民，已降或为军所俘获，逃遁而还者，勿以为罪，其酋长仍官之，且使从益居处。”[3]
 这是对自动降金的各族人，金朝廷为其安排居处。金太宗天会元年（1123），“发春州粟，赈降人之徙于上京者”。天会二年（1124）四月，“诏赎上京路新迁宁江州户口卖身者六百余人”[4]
 。上面史料说明，金朝初期的移民，多为灭辽后降服的契丹人、奚人、汉人、渤海人、室韦人等。金朝廷把他们徙居上京，使其远离故土，断绝复国之念，利用他们守卫皇都。

其三，为了本民族发展的需要和实现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女真人原来居住在东北黑龙江地区一隅，灭辽和北宋后，金朝占领了中原地区更为广阔的地域。为了本民族长远的发展，曾多次以集团移民的方式，迁徙女真人进入中原，为本民族的生存发展创造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也为统一全国做准备。海陵王完颜亮具有统一全国的雄心，他曾作诗言志：“自古车书一混同，南人何事费车工。提师百万临江上，立马吴山第一峰。”[5]
 为此，他把皇都由黑龙江省阿城（原金上京会宁府）迁至今北京（原金中都）。把女真宗室贵族迁徙至中都以及山东路、河北路等地。为彻底断绝女真贵族重返家园之念，又把上京皇宫焚烧一空。并发动侵宋战争，欲统一全国，但壮志未酬，死于侵宋途中。

金代移民分为三个发展阶段：[6]


第一阶段为金初至金熙宗时期。这一时期的移民为中原汉人、契丹人、渤海人北上，女真人南下，从而形成南北互动的移民态势。金代的民族大迁徙、大调动，打破了以往民族分布的格局。

汉族、契丹族移民北上。金初，在占领辽、宋之地后，把有技能者及战俘迁往金内地上京，供其使用。《金史》卷二《太祖纪》：“既定山西诸州，以上京为内地，则移民实之。”天辅七年（1123）四月，金取燕京路，“及燕京豪族工匠，由松亭关徙之内地”。“上户凡二、三万，起发由松亭关、去燕中。”除汉人外，还迁徙奚人、契丹人北上。“奚人六猛安，已徙居咸平、临潢、泰州。”朝廷派遣昱及宗雄分诸路谋克之民万户屯泰州。金初移民主要为降服人口，多迁往上京、咸平、泰州，约16400户，每户以五口计，合计约10万人。

女真移民南下。金立国于东北，女真人僻居北部边陲，气候严寒，地多山林。金灭辽以后，占据辽的全部国土，并且频频发动与宋朝的战争。为了实现对新占领地区的统治和本民族长远的发展，金太宗时期，开始实行大规模的集团移民。把女真人由金上京路、咸平路等地迁往金中都、河北东、西路、山东东、西路等地区安置。《大金国志·太宗文烈皇帝》记载，天会十一年（1133），“金左副元帅宗维（宗翰）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汉地。惟金主及将相亲属卫兵之家得留”。“女真一部族耳，后既广汉地，恐人见其虚实，遂尽起本国之土人棋布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可见其移民规模之大。

此外，金初由各民族组成的军队，参加对宋战争后，一部分留在了中原。根据《三朝北盟汇编》卷九十九《北记》记载：“此中随国相来者，有鞑靼家、有奚家、有黑水家、有小葫芦家、有契丹家、有党项家、有黠嘎斯家、有火石家、有回鹘家、有室韦家、有汉儿家。”其中的奚族士兵，就没有回原来居住地，而留居于关内。

第二阶段为海陵王至金世宗时期。海陵王即位后，把金朝首都由上京迁往燕京，改燕京为中都。并强行迁徙女真宗室贵族至中都等地。《金史·兵志》记载：“遂徙上京路太祖、辽王宗干、秦王宗翰之猛安，并为合札猛安，及右谏议乌里补猛安、太师勖、宗正宗敏之族，处之中都。斡论、和尚、胡剌三国公，太保昂、詹事乌里野、辅国勃鲁骨、定远许烈、故杲国公勃迭八猛安处之山东，阿鲁之族处之北京，按答族属处之河间。”这次对上述12个女真贵族猛安的安置，集中在今河北、北京、山东等地。金朝对自愿迁往中都的民众给予优惠政策：“诏请四方之民欲居中都者，给复十年，以实京城。”

金世宗时期，对迁入中都的猛安谋克各部又进行重新调整和迁徙。这是由于“女真人口自乡土三四千里移来，尽得薄地”。据《金史》卷七《世宗纪》记载，大定十九年（1179），把按出虎等八猛安从河南迁往大名、东平安置。之后，又于大定二十年（1180）“徙遥落河、移马河两猛安于大名、东平等路安置”。[7]
 大定二十一年（1181）三月，“遣大兴尹完颜迪古速迁河北东路两猛安”。[8]
 之后，又迁徙河间宗室于平州。

为了增强守卫上京的军事力量，金世宗把速频一猛安、胡里改二猛安二十四谋克迁往上京水土肥沃之地，“盖欲上京兵多，他日可为缓急之备也”。[9]
 又把契丹、奚人北迁到上京屯戍。“徙西北路契丹人曾预窝斡乱者，上京、济、利等州安置。”之后，又把西南、西北招讨司的契丹人迁到乌古里石累部及上京安置。同时把奚人迁徙到咸平、临潢、泰州，把女真人迁徙到奚人旧地。奚人旧地靠近西京与中都，从安全的角度考虑，金朝把奚人与女真人相互调换，这样，既填补女真猛安谋克迁出后的空缺，又增强了上京北部边疆地区的军事力量，防止奚人、契丹人反叛，对中都安全构成的威胁。经过这几个阶段的移民，金朝境内的各族人民完成了由北而南，由东而西的大调动、大迁徙，初步实现了金朝移民的目的：“若令递相婚姻，实国家长久安宁之计。”[10]


第三阶段为卫绍王至金哀宗时期。金末，为躲避蒙古军队入侵，金朝进行了第三次民族大迁徙。河北军户从原居住地河北、山东、山西等地迁徙到汴京。这是带有撤退性质的转移，与前两次迁移的性质不同。随着蒙古军队南下，河北诸州郡失守，河东州县也连连告破，中都岌岌可危。宣宗决意南迁，诏告全国。随宣宗南迁的，有宗室贵族、朝官和军户。占迁移人口大多数的是军户。《金史》记载：“近河北军户迁徙河南者几百万口。”除军户外，就是家属和流民。宣宗南迁“遂尽拥猛安户之老稚渡河”。[11]
 贞祐三年（1215），“朝廷以为应州已破，朝为孤城，其势不可守，乃迁朝之军民九万余口分屯于岚、石、隰、吉、降、解之间”。

关于金朝移民的分布，据《金史·地理志》记载，金朝境内共划分为十九路：“上京路、咸平路、东京路北京路、西京路、南京路、中都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山东东路、山东西路、大名府路、河北北路、风翔路、鹿延路、河东南路、京兆府路、庆原路、临洮路。”那么，在上述各路中都有哪些是金代移民的居住地？《三朝北盟汇编·金虏图经》记载为：“今日屯田之处，大名府路、山东东西两路、河北东西路、南京路、河南路、关西路四路皆有之。”而在《金史·李通传》中记载得更为详细：正隆四年（1159）二月，海陵遣使籍诸路猛安部族，及州县渤海丁壮充军，仍括诸道民马。“于是遣使分往上京、速频路、胡里改路、曷懒路、蒲与路、泰州、咸平府、东京、婆速路、曷苏馆、临潢府、西南招讨司、西北招讨司、北京、河间府、真定府、益都府、东平府、大名府、西京路，凡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虽亲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听。”由此可知，金朝移民主要分布在上京路、咸平府路、东京路、北京路、西京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山东东路、山东西路、大名府路以及中都路、南京路。

根据金代移民的路线我们可知，金代皇都由建国之初的北部黑龙江阿城，迁至燕京，又迁至汴京。金的统治中心步步南移。皇都所在地既是政治中心，又是经济、文化中心。皇都的南移与女真猛安谋克的南迁，使金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随之步步南移，由此奠定了元朝定都北京的基础。

二　移民的治理方式

金王朝如何对为数众多的移民进行治理，是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的大问题，金朝统治者十分重视这一问题，其治理方式基本上采用本族的猛安谋克制和中原的路府州县制。

公元1114年，随着对辽战争的胜利，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把原来氏族部落联盟时期的军事组织猛安谋克改革为地方行政组织，把领夫制改为领户制。《金史》卷二《太祖纪》：“命诸路以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建立起军政合一的地方统治机构。从此，金朝即以猛安谋克组织作为地方的行政组织，其长官称为猛安谋克。“所居止处皆不在州县，筑寨处村落间，千户百户虽设官府，亦在其内。”[12]
 移民中原的女真人，都被组织在猛安谋克内，受都元帅府管辖。金朝对契丹、汉人、奚族人、渤海人等各族移民，也用猛安谋克的方式进行治理。熙宗皇统五年（1145），“又罢辽东汉人、渤海猛安谋克承袭之制，浸移兵柄与其国人”[13]
 。金朝虽以猛安谋克的方式统辖汉人、渤海人，但却不允许汉人、渤海人承袭猛安谋克官职。金世宗大定三年（1163），诏罢契丹猛安谋克，其户分隶女真猛安谋克。这是由于契丹人窝斡叛乱之后，为防止契丹人再生事端，因此不再把契丹人独立编组为猛安谋克，而是把其分散编入女真猛安谋克之中，以便监管。奚族与渤海族的移民，也被编入猛安谋克之中。《金史》卷四十四《兵志》记载：“所谓渤海军，则渤海八猛安之兵也。所谓奚军者，奚人遥辇昭古牙九猛安之兵也。奚军初徙于山西，后分迁于河东。其汉军中都永固军，大定所置者也。”

关于猛安谋克的官职，是以猛安为从四品，比防御使，谋克为从五品，比县令。村寨使比村社的主首。猛安的职责是：“掌修理军务，训练武艺，劝课农桑，余同防御。”谋克的职责是：“掌抚辑军户，训练武艺。唯不管常平仓，余同县令。”[14]
 从猛安谋克的官职可以看出，他们既掌兵又理民，一身而兼二用。

金朝对移民的治理，除了采用猛安谋克制之外，还采用中原的路府州县制。《完颜娄室神道碑》记载，天辅元年（1117）“遂下川、成、徽三州，徙其民于咸州、黄龙之地，太祖命王（完颜娄室）为黄龙府路统牧”。可知，金初在占领的辽地设置了路一级的机构，并派遣官员前去管辖。完颜娄室因此成为黄龙府路统牧。《金史·太祖纪》：天会二年（1124），“以耶懒路都勃堇所居地瘠，迁至率宾，改为恤品路”。可知，女真移民也设路府来管辖。天辅五年（1121），“遣昱及宗雄分诸路猛安谋克之民万户屯泰州。以婆卢火统之”。[15]
 并设泰州路都统司，以完颜婆卢火为都统。这是受辽朝影响而形成的一种路制，所不同的是，辽的都统司，军帅司多为军事机构，而金朝则为地方行政机构与军事机构并行。燕云地区则保留了原有的府州县制度。金朝占领原北宋地区后，曾先后移民到新占领地区。在治理方式上，设兵马都总管府路，路下设府州县各级机构。

管理移民的各级地方长官，有女真人，也有汉人、契丹人、渤海人等。金初对新占领的汉地的治理，大多委派降服的汉人。“初，太祖定燕京，始用汉官宰相赏左企弓等。置中书省、枢密院于广宁府，而朝廷宰相自用女真官号。太宗初年，无所更改。及张敦固伏诛，移置中枢、枢密于平州，蔡靖以燕山降，移置燕京，凡汉地选授调发租税皆承制行之。故自时立爱，刘彦宗及企先辈，官为宰相，其职大抵如此。”“凡州县之事委（刘）彦宗裁决之。”汉族移民多被编入地方州县之中，一般情况下由汉人治理。伐宋战争中，汉人被组编成军队。在汉军中，汉人也可以任猛安谋克之职。例如，司空李德固生前曾任猛安，死后其职应该由子孙世袭。但是，金世宗认为：“德固无功，其猛安且缺之”。金世宗没有把猛安授给李德固之子。郭企忠，天会三年（1125）伐宋，领西南诸部番汉军兵，为猛安。后任沁州刺使[16]
 。王伯龙，天会二年（1124），授世袭猛安，后任延安尹[17]
 。

契丹人为辽代遗民，金灭辽后，金朝对契丹人进行了迁移。对契丹移民的治理，在金朝初中期，多由契丹人担任猛安谋克与地方官。例如，移剌成，天会间隶挞懒手下为行军猛安。后因伐宋有功，金世宗授其为世袭谋克[18]
 。耶律怀义，率领谋克从军，后任太原尹，中京留守[19]
 。移剌道，曾担任金朝的咸平尹，平章政事[20]
 。金世宗时，契丹人窝斡谋乱，金朝迁徙契丹人曾予窝斡谋乱者到上京、济、利等路安置。“窝斡既平，诏罢契丹猛安谋克，其元管户口，及从窝斡作乱来降者，皆隶女真猛安谋克。遣完颜兀不喝于猛安谋克人户少处分置。未经罢去猛安谋克和承袭者，仍许承袭。”“其猛安谋克官，选契丹官员不予乱者充之。”[21]


金朝对奚族人的管理，是用本族人管理本族人。例如，萧王家奴，率乡人来降，命为千户领之，授世袭千户。之后，又为万户、尚书令[22]
 。萧恭，其父萧翔随从宗望伐宋，萧翔领建、兴、成、川、镒五州兵为万户。萧恭任兵部尚书，授世袭谋克。伯德特离补，其父达不也授世袭谋克，宗望伐宋，特离补为军马猛安。后任滨州、涿州刺使[23]
 。金代世袭谋克，可以父死子继或兄死弟继。但是也有例外，萧赜死后，其弟安州刺使萧颐请求承袭其兄谋克，金世宗未许，而以其兄家产付给萧颐[24]
 。

渤海人与女真人属同一族属，因此在各方面受到金朝廷的优遇。对渤海人的治理，采用以本族人治理本族人的方法。渤海人在朝廷、地方或猛安谋克中担任官职的人很多。例如，大怀贞，为武胜军都总管，压军万户[25]
 。李石，天会二年，授世袭谋克，行军猛安。高桢，授猛安，燕京留守。张浩，海陵王时任户部尚书，参知政事，金世宗时为左丞相。大臭，收国二年（1116），为东京奚民谋克，猛安，同知东京留守事。天眷二年（1139），罢汉人渤海千户谋克，朝廷命他依旧任世袭千户。海陵时，任东京留守，领三省事。其子大盘，承袭其父猛安之职。

总之，金代对移民的治理，采用本族的猛安谋克制和中原的州县制，担任猛安谋克和地方州县长官的有女真人、契丹人、奚人、渤海人。一般是以本族人管理本族人。对于谋反作乱，危及朝廷统治的，则坚决镇压，不允许再从事管理移民之责。

三　民族融合

经过几代移民，金朝境内各民族杂错而居，相互通婚，并逐步走向民族融合。下面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看金代的民族融合。

1.生产方式

金建国前后，女真人活动的地区为辽东至长白山、阿什河、乌裕尔河、黑龙江、牡丹江一带。在辽代，这一地区是以渔猎、畜牧业兼营农业为主要的生产方式。金初，由于国家的政治中心设在这里，以及中原汉人的进入，从而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即由原来的渔猎、畜牧业生产为主向以农耕生产为主的生产方式转型。女真人以猛安谋克的形式入主中原后，实行屯田制，进行农业生产。金朝廷为鼓励女真人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出台了奖励农耕的各项政策。一是赏赐民户耕牛。“天辅五年二月，遣昱及宗雄，分诸路猛安谋克之民万户，屯泰州，以婆卢火统之。赐耕牛五十。”[26]
 二是把移民转移到水土肥沃的地方从事农耕。“既而与蒲家奴按视泰州地土，宗雄包其土来奏曰：‘其土如此，可种植也。’上从之，由是徙万余家屯田泰州。”[27]
 三是对移民实行计口授田。《大金国志》卷十二记载：“凡女真、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授以官田，使其播种。”据《金史·食货志》记载，金世宗时期，全国猛安谋克垦田数为169万顷有余。当时猛安202个，平均每个猛安垦田8366顷。史书记载，“中都、河北、河东、山东，久被抚宁，人稠地窄，寸土悉恳”，说明北方垦田面积的发展和扩大。同时也说明，农业生产已成为金代女真人主要的生产方式。

2.生活方式

在以农业为主导的生产方式影响下，金代移民的生活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下面从饮食、服饰、居住习俗入手，看其发展和变化。

饮食

建国前后，由于生产力不发达，女真人的饮食较为简单、粗糙。据出使金朝的宋使记载，太祖完颜阿骨打与君臣围坐炕上，每人端着稗子饭一碗，加匕其上，列以葱韭野蒜，长瓜，皆盐渍者，别以木楪盛猪、羊、鸡、鹿、兔、狼、獐、麂、狐狸、牛、羊、犬、马、鹅、雁、鱼、蝦蟆等肉，或燔或烹，或生臠，多以芥蒜汁渍沃。各用佩刀，大块吃肉[28]
 。而民间百姓的饮食，就显得简单多了。《三朝北盟汇编》记载：“以半生米为饭渍以生狗血及葱韭之属，和而食之。”[29]
 金代女真人移居中原以后，受汉人、契丹人的影响，饮食习俗有了很大变化。他们沿袭辽人的习俗，宴会上先汤后茶。女真人的茶食，有蛋糕，“以松实、胡桃肉、渍蛋和糯粉为之，形或方或圆”。《北辕录》记载，其糕点的形状有“瓦垄、桂皮、鸡肠、银铤、西施舌、金刚镯，取其形，蜜和面油煎之，虏甚珍此”。金世宗曾于开封府接待宋使楼钥，首先，“就座点汤”，“初盏臊子（肉丁）粉，次肉油饼，次腰子羹，次茶食，以大盘贮四十碟，比平日又加工巧。别下松子糖粥、糕糜、裹蒸蜡黄批、羊饼子之类”。“次大茶饭，先下大枣豉，两大饼，肉山，又下鱼咸豉五碟。继即数十品源源而来。”说明女真人的食品已经相当丰富与多样化。女真人学习汉人的饮茶习惯，非常喜欢饮茶。“上下竟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30]
 文人道士亦以饮茶为雅事。全真道士王哲在《和付长老分茶》一诗写道：“尘散琼瑶分外香，汤浇雪浪于中白。清怀不论死生分，爽气每嫌天地窄。”诗中由衷地赞美了饮茶后心清气爽的精神状态。

女真人的饮食文化对金境内的汉族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宋人范成大使金，路经北宋旧京，见到那里“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梦粱录·面食店》记载：“向者（北宋）汴京开南食店，川菜分茶，以备北南往来士大夫。谓其不便北食故耳。南渡以来，几二百余年，则水土既惯，饮食混淆，无南北之分矣。”

服饰

金朝女真人的服饰，男子穿袍，着靴，裹小巾。女子穿团衫，着裙，左衽。男女皆留辫发，垂于脊背，系以色丝，富者饰以珠玉。《松漠记闻》载：“北方苦寒，故多衣皮。虽得一鼠亦褪皮藏之。夫人以羔皮帽为饰，值至十数千。敌三大羊之价。”《大金国志》亦载：“女真土产无桑蚕，惟多织布。贵贱以布之粗细为别。又以化外不毛之地，非皮不可御寒。所以无贫富皆服之。富人春夏多以纻丝绵铀为衫裳。亦间用细布。”“妇人服装如大袄子，无领，如男子道服。裳曰锦裙。”金朝女真人的服饰，颜色尚白。金占领辽宋之地后，对汉民族下服饰令：“不如式者，杀之。”“禁民汉服，一律皆短巾，左衽，违者处死。”实行强制同化的政策。即便如此，也很难阻挡住各族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发展趋势。到金朝中后期，女真族开始逐渐汉化。金熙宗是较早接受汉族生活方式的女真人，他“能赋诗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棋象戏，尽失女真故态矣”。“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31]
 当时的上京会宁府“燕饮音乐，皆习汉风”。海陵王“见江南衣冠文物，朝仪位著而慕之”。[32]
 女真贵族崇尚中原文明，习染汉化，也影响到社会各阶层服饰的变化。“自灭辽侵宋，渐有文饰，妇人或裹逍遥巾，或裹头巾，随其所好。”为保护女真旧俗，金朝多次下令：“敕女真人不得改为汉姓及学南人装束。”[33]
 金章宗下令，女真人不得学南人衣裳：“违者处杖八十，编为永制。”各民族在生活方式上的影响是双向的。除了胡人汉化外，还有汉人胡化。女真衣冠在北宋旧都汴京（开封）成为时髦商品。范成大在《相国寺》诗中说：“闻说今朝恰开寺，羊裘狼帽趁时新。”寺中杂货，“皆胡俗所需”。女真的服饰传到了南宋京城临安。隆兴元年（1163），南宋臣僚奏称，如今，许多原辽、金、西夏归服本朝者及本朝士民流落邻国后重新回归者，往往不改“胡服”。诸军也效仿女真衣装，有乱风化，应严加禁止，不得“左衽胡服”。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34]
 南宋诗人陆游在诗中写道：“上源驿中捶画鼓，汉使作客胡作主。舞女不知宣和装，庐儿尽能女真语。”宣和为北宋末年宋徽宗时的年号。从诗中可以看出，金统治下原北宋地区的汉人、舞女早已不着北宋的服装，而着胡服。女真服饰对金境内的汉族以及原北宋地区的民众都有一定的影响。

居住与建筑

女真早期居室较为简陋。《金史·世纪》记载：“黑水旧俗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入处其中，迁徙不长。献祖乃徙居海古水，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大金国志·初兴风土》：“其居多依山谷，联木为栅，或覆以板或桦皮如墙壁，亦以木为之。冬极寒，屋才高数尺，独开东南一扉。扉既掩，复以草绸缪塞之。穿土为床，煴火其下，而寝食起居其上。”这是由于女真人居处东北，气候严寒，其居室带有明显的北方居室特点。依山坡建屋，联木为栅，木篱壁，门皆东南向，屋内有火炕。现在东北农村仍旧保留这种居住习俗。

金朝建国后，初期仍无城郭，星散而居。皇帝、大臣所居之处被呼为皇帝寨、国相寨、太子庄。其实只是一排大屋，屋内设火炕而已。《许奉使行程录》记载了正在兴建中的上京城：“山棚之左曰桃源洞，右曰紫微洞，中作大牌，题曰翠微宫，高五七丈，建殿七栋，甚壮。榜额曰乾元殿，阶高四尺许。阶前土坛，方阔数丈，名曰龙樨。”[35]
 可见，金初的上京城正在草创之中。之后，又陆续修建了庆元宫、明德宫、奉和殿等建筑。

熙宗即位后，仰慕中原文明，加快了汉化的步伐。他命人大修宫室。“宫室之壮，服御之美，妃嫔之盛，燕乐之奢，乘舆之贵，禁卫之严，礼仪之尊，府库之限，以尽中国为君之道。”[36]
 从金太祖至海陵王经数十年的经营，金上京已初具规模。海陵王迁都后，却把上京付之一炬，成为一片废墟。

海陵王迁都中都（今北京）后，下令筑宫室于燕。“都城四围凡七十五里，城门十二。”“金碧飞翚，规模壮丽矣。”[37]
 金章宗时又进行增筑。中都的皇城周围为九里三十步。内城南为宣阳门，上有重楼，制度宏大，三门并立。宣阳门之北应天门，四脚皆垛楼，瓦皆琉璃，金钉朱户。正东为宣华门，正西为玉华门，正北为拱辰门。皇城内有文武楼、来宁馆、会同馆、千步廊。东西相对各二百余间。宫城附近，东西各有廊百间左右。弛道两旁种植柳树，廊脊覆盖碧瓦，宫阙殿门纯用碧瓦。皇城内有36殿，“西出玉华门，同乐园、瑶池、蓬瀛、柳庄、杏林尽在于是”[38]
 。根据史书记载，今北京城内外留下不少金代遗迹。如北京市西山马鞍山麓的戒坛寺，始建于唐，金代所栽植松树还在。围抱可四五人，高不过三丈，荫布一庭。北京西郊香山寺，创于何朝说法不一。根据《金史·世宗纪》记载，大定二十六年（1186），“香山寺成”。因此香山寺应属金朝所建。史书赞誉：“百二河山势自西，青芙蓉直与天齐。九重瑞望楼城蔼，十里香过花柳堤。陋洗辽金元殆尽，气凌韩赵魏皆低。”[39]
 金代的琼华岛，元朝建为万岁山，海子为太液池。清时，改称琼华岛为白塔山，为今北海公园，这是我国保存下来最早的皇家建筑。广安门内慈仁寺，为辽金时报国寺旧地。诸如此类的辽金时期的遗迹还很多。北京自辽朝定为南京，金朝定为国都中都后，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兴建，历尽千年的沧桑，给我们留下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汉族、契丹、女真、蒙古族、满族等北方少数民族都为首都北京的发展繁荣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3.思想观念

金朝建国后，把儒学作为国学。金熙宗时，确立了孔子在全国的地位。“（熙宗）自是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史》、《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40]
 熙宗亲祭孔子庙，退谓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41]
 金世宗即位后，让人用女真文字翻译《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新唐书》等。金世宗说：“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42]
 金世宗的治世思想继承了儒家的中庸思想，强调做人要仁义、孝道。

金章宗自幼习读汉文，熟读《尚书》、《论语》，设立弘文院翻译经典。他令三十五岁以下的侍卫亲军必须读《孝经》、《论语》。女真猛安谋克贵族，多是在反辽斗争中靠攻城野战之功，而获得显赫的官爵与世袭的特权。因此在女真人中长期存在尚武的观念。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汉文化的传播，使女真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金世宗曾诏令：制猛安谋克皆先读女真字经史，然后承袭。金章宗欲女真人兼知文武，令猛安谋克举进士。女真贵族中出现了弃武从文现象。传统的“尚武”观念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如裴满亨，性格敦敏习儒，中大定二十八年（1188）进士[43]
 。

由于汉文化的传播，使传统的“忠、孝、仁、义”等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深入到女真人的思想观念中。《金史》中记载了很多具有忠、孝、仁、义道德品质的女真人的事迹。如温迪罕斡鲁补，具有孝的品德，他十五岁丧父，“庐于墓侧。母疾，剐骨肉疗之”。[44]
 而“忠”的观念在女真人的思想中占有更为突出的地位。《金史·忠义传》记载了金朝末年，军民不畏强敌，以身殉国的人士有几十人之多，其中包括女真族妇女。说明传统的忠、孝、仁、义的观念已被女真人普遍接受。金初女真人中，流传收继婚的遗风，妇女寡居，宗族接续之。金世宗之母李氏，在丈夫死后，没有遵从这种落后的婚俗，而是削发为尼[45]
 。据《金史·列女传》：“若乃蛰居寡处，患难颠沛，是皆妇人之不幸也。一遇不幸，卓然能自树立，有烈丈夫之风。”书中记载了独吉氏等数名女真妇女于国难之时守节自缢，反映了女真人受儒家传统道德观念影响之深。

值得一提的是，女真人经过长期与汉人混居，长期使用汉字，女真语言渐渐被汉语所代替。金世宗时，出现了女真人不会讲本族语言的现象。语言是构成民族特征的要素之一，女真语言被汉语所代替，说明女真人与汉人之间的语言界限在逐渐模糊、消失，汉语成为汉族、女真族两族间通用的语言。金世宗时，女真人普遍说汉语，改汉姓，穿汉服，与汉族通婚。金朝后期，女真人“故家遗俗，存复无几。后生于中原者，父虽虏种，母实华人，非复昔日女真”。女真人与汉人之间，在思想观念、社会习俗诸方面，已经相互影响和融合。金代的民族融合，是双向融合，既有女真人汉化，也有汉人胡化。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女真人冲破了金朝统治者所设立的人为的藩篱，自觉同化，自愿汉化，女真族绝大多数逐渐消融于中华民族的母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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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本书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名家自由探索计划”项目的研究成果。

自留校任教以来，我一直从事中国古代史、辽金史和北方民族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近十几年来，我把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研究重点放到辽金社会与文化以及辽金时期的民族交融方面，相继承担并完成了与此相关的项目，陆续发表了若干篇文章。本书就是在我以往对辽金社会与文化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修订、补充、扩展而成的，也是对辽金社会与文化研究的学术总结。在辽金社会与文化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辽金时期的民族交融。无论是社会制度、社会生活还是社会文化，都体现出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民族的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特色。民族交融是双方面的互动，既有少数民族汉化，也有汉民族胡化、民族交融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发展大势，本课题对辽金社会的这一重大变化予以重点关注。辽金王朝在建立初期都采用二元制度（本族制度、中原汉制），到中后期逐步向一元制转化。金朝的转化更为彻底，辽朝虽然最终没能全面完成这种转化，但是，汉化的趋势在社会制度、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等方面表现得很突出。华夷同风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2002年，我作为客座教授去日本讲学半年，在此期间，得到日本学者边土名朝邦、王孝廉先生的热情帮助，修改并发表了与本课题相关的论文。在本课题研究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宋德金先生对相关论文提出了修改建议；赵永春、王德忠、张国庆等教授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给与了热情的帮助。我的博士生、硕士生王欣欣、朱良娟、秦欣欣，杨超等人帮助校对史料。再此一并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本书虽然付梓出版，但是由于本人的学识、功力所限，定会有错误疏漏之处，恳请师友及各位专家不吝赐教。

本书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浩先生与宫京蕾编辑的大力支持，责任编辑宫京蕾为此书出版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吉林大学“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中国边疆史地创新基地对本书的出版予以经费资助，在此一并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OEBPS/Image00001.jpg
U E RS R T

TEVESE N

YRAL4E 4l





OEBPS/Image00002.jpg





OEBPS/Image00000.jpg





OEBPS/Image00069.jpg
HHiE %






OEBPS/Image00071.jpg
0428’





OEBPS/Image00068.jpg





OEBPS/Image00066.jpg
Bt Py i KA
i KO, KA. Al KO K, AR Al SR
ol
= KR A, @ KA Ak, A e M
GE:
Ao 1 .
1 PIRTRN i
o | EEH g RS
FRH 1 g
PR 2 %
- R TR
g :%1‘ SuE 1 | 4R e
: SEch SHEH
" I P T
s AE
# S L, R 1 S S RS
P 1. fFR 1 P R PO S
L . At s
nr S L S R R,
WA 1, R 1 A R T (s
T L R 1 T T S
Hef 1 -
" 7 - +=1
s Ao = e
AT 2B 1 <o e
BB 1 e
- = = o
=a b “ut =,
Bk etk 1 bk Wtk
f R 1 kR e
o A 1 .
B A B 1 A R
. AT R R 4 1 .
e et 1 A B
5 B g 1
mp sl 1 L
S SRR 1 =+ P

[ A 3B 1






OEBPS/Image00067.jpg
Bk SEA KE 4
e 1A B8 B 1 s g
B AR B 1 . e
P FEATE B 1 i .
BB e ., bl . LR
AR
— bR S MRS MRS
AR AR Ak ket
b+
s KA1 X =
A4 P TN W,
. FIR S 1 " "
Ko IENF FlE ka2 ES 1 L1 Il 1] . A
PN [N B Y i,
KB RN B W, W,
R W1, W W Sl Wi Sl
RS KWL, K1 s, Al R, Ef
K U Wl A g, i [
W DR, B. k& %, »%
TR W1, B W, At Wi
K W1, i WL D i, &
TR TR 1, IR 1 L i,
- B 4 2
i S W H A 4 il
E 15 2
K A BMER R EN 8 4

B iy A 8 66 o5 A






OEBPS/Image00064.jpg





OEBPS/Image00065.jpg





OEBPS/Image00063.jpg





OEBPS/Image00061.jpg
A%

IR
CRAIE D

IR Z

#ik

SCHK H ik

R

HltA

(6

W

KRS . DR AR, K
MW B B AR SEW, %
LM, hETEE (213 EEE,

(&) %126
(RILHAED

e

RN

W

DR A, IR . kMR
AEFTESFREE. ESEEESC, T, A
AR, 2oz,

(&5) # 126
()

1B

ESIN

A

Wk

HICEMEIC, EEA . ST E.
WiFfRiE. HFEA. EFMEY BL
FAL, RMPIE. SRR, L5 .
A, IR EARENS ¥ WH L GEF, ET
Bz.

(&9 %126
CEfiBTED

i

PRI A

W

?hi't TR, MEfAT R, COB . K
A, RGBS BT
Hx, Aol HEgE ==
e

(&) %126
(FEife)

R

W

Ml A e, JUH (R BRIBEE. HA
#it Lo T 00 208 NGB L B AR I
AR . 265 TR B . R
. BEATRES SR, ANHBESE. BFE
WES (KRG, BiFR, FEERT
AL, f Tt

(&4 %110
(MR 1)

IDEURCETN

M

W

L. Ak, () T
e Ty A K, Y Y
T FABE . fE AR .
Fe N, 5 M Z A

%, BT 0 AE i Wk R, IH%N‘I
."

(&g # 110
(S

LES

b

M B
A

L)

W

FI’HJ;:M k. REEE. “4
RELE S
ERKEJ%’DJHTZHI iT Z. Bhhlit
A" XH . u#l\flz. WHAHH
Ei " Szt zUR
W E"?‘?’GL%THHHJ‘L oL e A it L
G Rl . FUEERZ. FRE
“PABEE R T R
RHRETIR" v,
BB, TR
EHEZI,

IH%5 . &K -5

CEd) %127
R KAL)

I

WK

ﬂ— THGHES. B RRESE [

— H T A B A o i
E HHJ*WI) ) AT
AR, HEE HUZ PR A9, f
SCATHLR . PEHOHE AT E AR, AT
TH. wEAaD . Hitia. waH
KA A BN AR RRER.”

(&8 %127
(EEfE






OEBPS/Image00062.jpg





OEBPS/Image00059.jpg
A%

I8
CEEIFHD

IR Z 3

R

Fil

SCHR 4k

LA

BN

LN
(CEY

B

WAL A (1197 BXkt. HEAR
T TR AMARCTE. EXA

SO IR WU R . BT
EH (KRG HTE QkmlE) HT
BT,

() %126
CEF S

IR L

SMA

EHWNT. LSS ERTH IR
#He —WHB MR, FHHEAKE AL
. WHE CHZ). T (5. (FEH 7~J
Jolk. MEAR, WIFHAT, WREZ
; Ekm E&tﬂ*tﬂ HW
h%mﬁ“l*
Hksek &EMHH [EEZCE 8
15#%.%&2$.WI§R~5%&
ST, SR AEIEE . H R 6T ¥
. WSCHTE A, PR TE

(A1) 4 126
CRRE L5

TEAF

H-%K&

ﬁ@)\

[N
LM

MBI A o R WA
. AN . AL Z . LK
SEAREE L, TRAREGN, E R
22D 5. BeAT N A A2 R BUAMRE.
Sy AT R, A AL M A O T 4
Bl RUFTSTE . TOE S LA, L
SRAFA ., HRH R, Bom . B
e, IFZRL HRER. WA, WS
BREHER. K5, SRR, fFm

1. HFTE O T4, (i —
B CREFFRE) =%, (Ml —%.
CEXCAE) 6. BAFEUFE ﬁﬁ
HUEWICHK T, ﬂhﬁrvﬁl}ULb(
e, CHFYIE.
WIPR JIE
SREEFTIL AL . 7 .
T A EFJ*#?;? %
BAE B, R4 R .
SRAME I A7 T 75 I LA F 48 405 Ju.i%
LB HA ChHge) R
%) HTE. B (g9, 2X

() % 126
(L4 1)

Wi

(LR

B

FRECHEHE T8, B R0 #T

. (%) HTE. CHALHE) 0.

(AR, CE) (IR H—, (LR

ﬂﬁH —. CRgED R, (AR
Do (RBA) FEBMTH.

(&) % 110
[$7F= 313






OEBPS/Image00060.jpg
T

N | i | ez | o Wit ik ik
HRE S RE (1185) PEb. WEN
AR (1195) . AN R % Mo I%WIM
i, SEILAR (1717) w#z;i ﬁ
it ki
VB, KN
W b2, LEE.
R CHEEE) R, B
CHMBY 8. PR —%. (AT
oy | EH - | mr0 —g. CREER) A% GoPT | (B % 10
BRX | g | W R s . (R 8. GITH | GRS
i) Mk GEIE) . (ETH) &—
A5, CRELR) — PTG KRS
BRI =11, T XK TR
USRI IE . R LAALR
ERIIL A A1 (R
4. SUERNZ. B
o A E,
A, AT Bl
5 K= b —AF (1182 b P, M|
O mea | ot || . e ew. mum. | (200
§ L, PBRIEE. S
W | KE | o | | W FAKE | (o) % 121
LA | BA (1188) -t LI E Ml R AL )
'UJE Q19D ik, TEAN AL
o VbR R A R R "
G wma | B as AR, ERBR AN Bpd
B B, W T, R RA,  | ¥
G | AR | 185 k. RAAFH | (@ %12
il | A | R BRI | i i )
L RUTAHR
B, BEZHE
IR T AN TP o L A
R TURIERTLO | ,
AE | dEA | mw || S X rEMENE . 22;;?'“
A 5 00 K6 4 A M AA( S
. UMMM, EHEICE, BRR
W2L WAXZERBEI B h
R CERTE. T2
g o, AR, AREMA.
TSGR, O IAE G, ik
i e | KRR FERAG. WAkK. MR, 05 | (R 2126
T | A PR e m s, EAKBZE, BRI | CELEE)
s WILMRI G IO . AT

S






OEBPS/Image00057.jpg
J

N (%ﬁﬂp/ﬁmZﬂ % 803 SCHik Ak
KEE, W LUK T AR, KA DU &
M T . RE/NE (11300, Wikt
Ko, BRBE., KREBFELRT, R
s T PH o i REEBRN, BT DR, BT | (S8 %82
a N - | F BAMETSCE . W, RE | ORI

AE(1139), FEREWAMYA, L T
A=A, FALE A WG R
W BHESMEE,






OEBPS/Image00058.jpg
i

N4 CHSHEMD R 4 | R% 3 SCHik &b
BRI (1200) HAW, AERAEG e
XA | mEEA | mes | U | MOoE, Mgk, T, iﬁiiﬁ;”
BERTFHE, AFAET, 4 G145, fit
WK, WA, SRR, .
i | wEA | W | |ORmE) BEes. B (e FR | LoD B
. R 1 )
I35
& M g (&) 4% 126
g | 3 Wik | AL HEA GEIED. i
WAL, Rk (ERER), KB,
ST U
N Nl L
ol | M| || L AR t&ﬁ%xa' jiﬁ%gfﬁ
: Y P e
SRRIAT N B, U (8
(RRIS). CET). GEFY. XA G
PR T IR T e
FXH” B TIE . DL A BT
g2 k%?f;ﬁlﬂ - o R, Ml A W, KRB A (1197), [ (&%) % 103
w5 SR, Bl O )
MIKR ML, KE R (1186),
EEE | . AR, BOMER. WERES, U& W
e | AR | L || s ARa n A o kw2
s fi 4z o (12000, 4RI+ . WA R, | N

il E L OKEH






OEBPS/Image00055.jpg
AN

8
CBIEF D

B2 e

SCHR i ik

54

st

P FT MR AT, IR E 5
AROK B DU R BT RE LR L B L
11, LABFFR. W Iimy).

(& d) %102
(SEB % )

i

i

WK

BRGEINE (1149) #H9, K=
(11500 BREIZEBMOCT . e

VLR, A AR L e K
Ko HALFFFRE . WMEE L. AOAE
Wbk SCEEE . BE . RN R
SR A K. EH Ak S BT
W AWACHE . HRARRECE. B
AL (IR RR I AH ) B, £
AHERKE . RIERNARP KT, BT
Befir. & ‘é“f“& JUHEE 0] & 450, L
RESCH B Z." K B2 T s e i o 4 4
A ERMAESZ,

(&) %125
1)

X &

MM A

s

WK

KA (1179) Bt W, BT F L
B . BRVEER, RRAR-—-R. F
PR MR, LT, FERRr. HIET
AR A R

(&d) %125
Bty

R

A . W s, AT E
ALARIBRAL . R, ZAlE
. . ThWEME. AR,
U2y, Z5F 0URGE . MW B2,
SRR, CEAER K, R W
EIEN. ZHATTF.

(@) %73
CoEBISF Il

s
i

G

BESHEAERAR . B AR I . PR A,
i KUBEAT o ﬁ%l.g A RS T . R

aﬁmﬂ&m
SRR BUHT . MR, (Rl
AR i) B,

e ]

ikt

CTR
i

e

A E LA 5. K&, ETHM
WBEARSE . Teil. EEMpd . A
wk. s,

(K&mE) %29
CHR TR LA )

k23

[PRPN

R

i

BUETAE (1142) k. EEARE L. W
SCRME. SERAL. R d R, WA
B JALER S G, AR AT, B2 X
wLHMb, WHRLZ,

(REREK) %528
(A






OEBPS/Image00056.jpg
8

M| gl | femezie | o it Skt
S B KA. R
P I i S
WAL, A WA Zi
R, AR S
atit | o | | | FEREL L A B A | ReM B
um | " R BB, SR, O |20 CBRRLE
W ] 0 A R B
). BRELE, T
o BLHE (SIS, W R,
TR
B, R, . WS |
i q“fél BB | . TR, KA (1139), it *?%Lfﬂs
B B, MMILE. HE LS, HoE
; . we T ARy g
R L e e w 2o B a e
T1 At ChEAan ’
WIY, W, ERR. RS, )
FRABE. W, R,
i RS, U
REE. KA. RETRE. %
ST R BAREMN .
w Dok B I BB e |
B | e | b | R 4w A || S
WA FAE . A, BRERREZ, A e
BRI S R, AL
AR SRR T T
k. SRS i, K
e bk, B
TR L, R 45 T
Lk BRRE, GIE) R RER
i | oun | k IS, AWEHE | o0y e
Fa | A [ f. K=t 16D B e
PR e, Rt A T
T B, R DLk W
ik,
o ms | Sk B oty 283
R | T | AR R S e, s b G )

AN it 2. %W
Ry TATHLER, SRR,
WE, T,






OEBPS/Image00053.jpg
A%

JE
CREITEMD

Rz i

R

#ilk

SCHK 4

H T

KRN

G

?m&ﬂ ﬁﬁ“ﬂ.” REE=4E (1151,

3 %
g DU Al
AR E X T ARE .

(&) 4 125
T )

ERLPN

Wk

TR . B SR . T
WWAEBIA B, ULz, B
¥, GRS (LSD RIS,
(R RN 1 R € o N £
HATFAE.

(&%) %126
CETEAED

LRSI . B B AE. R
B B AMHE. B, LT RE
fir. JCRATRE. AT HESRAD. KL K,
ARG [REE (). GRED
K (AR, CITH) AT, SABC4ER .
Mg . KGR, AR M
Gtk RE A HHGS .

() %4 (8
d)s (K&HE
%12

BB

=70
Gk

L ¥

BH: CHW IR, w4
T BRUETTMRIT b 5L S i
MR —k—04 . MY, BUTRE. S
5

(CREEE) %
13 (ifgbedn 1)

it

HoeEM
WRENG
e

A ST 4 ;‘fﬁ‘]lﬂ(l‘i \lﬁﬁg e

() #5128
(A B pL )

16158

i kst

i,
ek

HBHEAR . ITBEMRZE 2. W AR
i BEAs . WRSFRNT . MR
MEL CHIRA T RMIE6
1. GG IS, EMABERT. A
VI 2 . dEmZ b, fqsEzA "
AT TR 4. BB,

(k) 482
CH A )

A

HEP=SNEE

25

DhE . SRR )T TR
Wi, BEITT. BRI, FE
GI) R Ktghz, FL=1%.
ElEE, fNtE, L2, i .
WZERBR T, WAL, FEE
g FEEME L.

(ad) 4125
Gk L tE)






OEBPS/Image00054.jpg
A%

I i
CHt D

{EHZ 3

BB

SCHK A

S

WA

ke

DU

KSEHAE (L170) 5. RERE BB
HAEE . BAEGMOCT . WREEH. R
el PRACREIR . TAEH . IR
Z. KEZIE 1189),
SRUAKFRTMRTE GLd) FEE. M
&ﬁﬁk?—ﬁswﬁﬁ LA i
U B ) AL 1 %2

u_,fl iLHF, B L
1201), Hife (L) HEE =R
2.k, AETrE. K
Wi BOHR . RS
[Sid/ N

(@) #5125
LIRS

LS00

HFEAN

i

W2

T U UL
COSAES ELT5E 4 N 5
FERIKDORSH RK « HEABHRZ . 5
B SR AT CRINGED T

(i) %125
R gE D

EHEH

RN

h

W

R AR (1176) 5. ﬂ)iﬂ
(1192). #HM e

(11994 i R %
12010, SR, @}Mk
W=y, LERZ,
XREZ R, LA 5
MR . BRI 2
K, A (B T+ CRmtHE, B
BRI, SR, BRXMUAE,
FEB S WK AT

(&4 #5125
CERSE)

it
ne

iy

L

L

BB, FREB. AL TR BHE
who ML . O RO A, W
S8,

() % 104
(52 383

5

GRUMELON

W

PR S (1173) . BHRE
FE3C:

(@) 104
Caparte)

ES N

FEZHHAE (1185) . HAFEE
. AR 2 L, B R GE. R
AL

(@) 4 104
AR )

B

BEL A
[ kEpliea
RN

e

KSEZ A (1185) bk, W, &
P T MRS HSCT, K

(e 4104
Glige B B

74 14
LR IN

AR (1188) a4, BT R AL
A, B E R BRI, RN
‘Eﬁﬁik?

(&) % 104
(EEE L)

g3

e

I, R, AR TR WA
Wi E, ks HIAE (1175). EEA
GHEAR, WZH. CRET (H%) %4
WEE. I ONATZ . AR

) % 101
CREEAE)






OEBPS/Image00052.jpg
5

M| | ez | i Sk 4
A | s, krme, SR s, 6 | e %125
TRE ) KEA | ER R lpmne e T, CHERIEE)
B WAL S
ol e | | T BT, G AERESS | (25 %125
R BMETA B8 R i nws. BER—& (15D # | GEEE
e
SUETAE (1150) b gk %
L WA AR, RE G|
B | AR || | B AR, RAR. i | 2R
FF, WAMICIAE. 3 R A T
PAETTIC
BRAPHE LI BB T [
WA CBA | W | 0k | UBEE . BREE. B a2 1
B, A (REE) 7T, "
- N N e, WA AN, B W | (B % 66
o | e R R e CEB)
RATTAE (1138), BE%ES, REN,
BHMGHZ . BRERKCE, HA
Tl A CRRIBEEBOEAR . |
TE | BEA | w00 | EUERRICE, AEEERHEZ. A |

VAN, saffeEminese, #Rfdi, TR
T PIARE BT, S SERTA . LM
B—=.

(E3EfE)






OEBPS/Image00050.jpg
A%

R

(9773

il

Sk Y 4b

L

MR WIEETT AL S P A oy
FEALTR MR WA =, BRI, BKTH
T AE CRMUE FERI DD A1) . 4 HEFR 22

() 2125
Gt )

Rt

HMA

b

DL

Kz g, TRRESC, FmifRi%. 4
R JURE R R . R
# G VLRI BRI fir o T
W AT R ‘f—%ﬁTﬂf BEE
(1142) %,

() #8125
(SRte)

pUL oo

T A

LR

BREZE (125 . BRAR TR,
E Sl 2N

() #5128
CXIHATE )

HFA

LR

BEW. WIT. DY LR, BB,
Bhgme. @k CRBD A
VIRTSE i€ € M| LAF % 2, 230
AT FE T A . AfRIE. Bl
Wi, SFHUALIEIE W (M E SR . A 1%
T,

() %125
(thoE &)

e 1

(¢

E[4:9)

Ryt

FES T HE e AR Fﬂﬁ: <(JI
90 KA. kBtAEZ. fEL =8,
. et Lz

(&%) %125
GIF A LG )

SEEE)

TH

b AR FEA ﬁtﬁﬂlf;t‘?-
«ARBIY L WAL BRI
&+z REANE (11>x> iﬁ
W, A ’aﬁb‘ﬂliﬁ—':ﬂm#
. P F IR, G .
A=A, S, MERE. ZERKZ
Ho MHEIESHR, LB Z. BETE.
rﬂ?* «tﬂ"k%» . =%, dEA, 1%
s ST, S HZE, SRS
rmxz Rk A FFGS e . LSS
FF3C, LU SEAT AT W’ﬂ‘HUL
E. NMEL B LE KM %,
«t(é-l'ﬁgii&fhg‘b Befis 3CEEAR

(i) % 66
(SEBRN % )

LI

GFEE AR RN
Eya. SLikEm. HS5
HiCWA,. Wik, WE. %
THEIR,

Riiz. L&
HATE. &
M5 R






OEBPS/Image00051.jpg
N#

B
CBEIRF D

(ERS:)

R

i

SCHR Ak

It

ST XFE, EHHE, SEELLH, 77
HEFF, K RARET, &,
T F TGN T, HRFP R, A5
i, flaBy., RE=4 (1119 NH,
FAM, KEKB, Tz . HiEREIR
Hil L BT, SaF AR . A TR
WZ L H KT, BEFEEZNE,

(L) £73
CHEB A FHE )

Ex

Ex

LK

AN, —EI, Z5A%., HR
A MR RE R IR REEGE . SRER
EARGIERE . W TH AR 22, A 4 .
WD R AR et i i . BRI,
fbfez, NBURE, #l——HrEz. AR
BEH B R L

(&H) %73
B s A AL )






OEBPS/Image00048.jpg





OEBPS/Image00049.jpg





OEBPS/Image00046.jpg





OEBPS/Image00047.jpg





OEBPS/Image00044.jpg





OEBPS/Image00045.jpg





OEBPS/Image00043.jpg





OEBPS/Image00041.jpg





OEBPS/Image00042.jpg





OEBPS/Image00039.jpg





OEBPS/Image00040.jpg





OEBPS/Image00037.jpg
i





OEBPS/Image00038.jpg





OEBPS/Image00035.jpg





OEBPS/Image00036.jpg





OEBPS/Image00033.jpg





OEBPS/Image00034.jpg





OEBPS/Image00030.jpg





OEBPS/Image00031.jpg





OEBPS/Image00028.jpg
m)





OEBPS/Image00029.jpg





OEBPS/Image00026.jpg
1





OEBPS/Image00027.jpg





OEBPS/Image00024.jpg
7],





OEBPS/Image00025.jpg





OEBPS/Image00032.jpg





OEBPS/Image00023.jpg
el
Tos





OEBPS/Image00019.jpg





OEBPS/Image00020.jpg





OEBPS/Image00017.jpg
4,





OEBPS/Image00018.jpg





OEBPS/Image00015.jpg
4 FaH SRR R
HR A 7 2 3 4 (LRIT3C) 45 (HBHIE T 254D, 5 95 1L,
BEBRE K I A TR AL G 3 (ALY 10 (BREDNF G2 ). 25 309 0
UREP PN §E4iM 4 (ALY 10 (BREDNF G ZLIL). 25 309 5L,
FEEARKAE 3 (BIL) %6 (FEERKATEEBH), 5126 7T,
Hrwamass 6 (2IL30) %6 (BEHERKALEE®), %126 7T,
&it. 26 p 133 | PHEAEFL 5 12 A






OEBPS/Image00016.jpg
R I

B KE | FJA | maYge | R | RY | kR | R | ks | ER | A
AR
KAH—F2 52
907— 970 8 & L é 8 L
B2 W ez
ANTINAN 5 16 3 4 6 4 2 1 51
970—1055
i 52— KAk

10 23 8 8 3 2 3 1 3 2 63
1055—1125
&1t 31 45 12 12 11 9 5 2 3 2 132






OEBPS/Image00013.jpg
[i=4 Tk LEEE S
e1ie 5 CILAREZISCH ) (B REREED, 55 488 0T,
8 % 5 CIAE ) CEN S R RTEE ), 5 473 31
13 8 LU ISR CRAT PRE) . 5470 9T,
KT 6 | CILARAZICH) (HFREEE). 55 148 T
£ 5 GIRAZICHD (RPERAEED) . 55 334 5.
B 7 CGIACEZICH) (REEEEH). 313 T,
RS 5 [ (R0 %6 GREMEED. 0128 5.
ER, AE 3 | GIRAZICHR) CBBEER). 5 219 5T,
RK. FR, B[R 1 (AIL0) CREBEEEED . 5 136 5T,
FHTL KR 3 (A3 4 6 (IRILEED. 5 125 7.
i3:9 1 (RT3 %6 CIMIRELED . 5 123 BT,
X 10 (AT ) (BEERISEAE). 5 123 W0,
PE 7 CIIAREZICR) B ALY, 55165 5T,
i L | CRII30) %6 CHAIEERD. 5 116 BT,
I 8 | (AHLI) BT CEREZKD. B 1115
ERZA 4 (A3 46 CEBLEED. 5 107 3T,
EBRLEBK 5 (A0 4 6 (CEBLALXD. 5 107 5.
ER, KL 9 | GLARAT 24D
R 1 CITACE %134
EMZY 6 [SigiweE BE ]
MaZzE 7 CITACHZISCHR) (BRAZER). 55 79 1,
R4k CFETIC . BT 3 CILACEZI M) (kSR 5 7100,
XA § CILARAE 2R ) COfFMEEED . 59 .
T % 12 CIAE RS (BRTTER). 58 15 7.
MK CGIIUEZICHR) GRS EM AR, 521 0.
KRAHRK 1
g D | GIRR) R 42 5
LS RIRIS 2
Tz 6 (AT % 11 (O ZERERENC ), 55 316 1.
LiStipas 6 CIEARAZICHR) Fhdi CHRATIEED, 45691 B,
Ait. 5 154 | FRHEPATL6 05 A






OEBPS/Image00014.jpg
4 FTh# Ui 3

HRHA e b 5 (AILI0) 8 (HBH Jesiik). 45 198 B,

Ty " (RHEL3C) %8 CHBHY SeBER), 5 198 B, “TE2Z F KM WALt
A WA . HEFHR.” HLILEFAV. 53 A,

HBHEBL 5 T IR 5 (AIE30) %10 (HBHSA AR LT IR BE KD 55 304 5T,

T EE 6 | CGILACAZICH) (I T IR . 5 27 5L

AR BN 7 (AIL30) # 12 GRREE 28D, 5 351 T,

N L B e 10 | (&IL30) %9 GRFEEZIEE). 5 216 1T,

TR LT IC 2 (AII30) % 8 (HRHUR KD 4 182 .

FbE 3 A G 3 (AEL30) %8 (HBHSE AR, 45 182 7T,

T(‘;ﬁﬁﬁmz“*m § | (R0 %7 CRREEATIES) . % 148 I,
WL IS 0 (R BT OBREEARIL. B 148 T,
&3 439 1 (&I

WX F oz 5 (L1300

Ti kR T 1

MR 1 (LIL30) %7 CILRERHRTHEIER), 5 153 1.

UESTHIE TN i
BREAKAE 3 [ (RITX) %6 (FEEAKAZESH). B 126 0,
AL 6 (R0 6 EMEAKABHEH. B 126 7.
T 4 2 B £ 7 | GrfeE ) G, 5191 5,
HR e A A G o | GrREA R CBHRE ). 5 750 5,
R A L [RI0 B9 GEREEED. % 238 .

1

ERRESTSSETRC S35 FUNE 2I0N S

1

L | rrEmss) opELEE. 9291 5.

AR 2 2 3 6 G ZI3CH) CGIFRIZ 55D, 4 231 0T,






OEBPS/Image00021.jpg





OEBPS/Image00022.jpg





OEBPS/Image00008.jpg





OEBPS/Image00009.jpg





OEBPS/Image00006.jpg





OEBPS/Image00007.jpg





OEBPS/Image00004.jpg





OEBPS/Image00005.jpg





OEBPS/Image00003.jpg





OEBPS/Image00012.jpg
(=4 Fal Sk

ERAME, KK 8 | (NI %6 (oD, 0120 WL

ERZ B 5 (RIL3C) %5 CEBBLKD, 5 109 5T,

ER 4 [ ORII) &8 CHEE T RIE LKA 192 3.
HEARHER A B T 1 (41300 45 CKERIBHCEBD, M 113 7,
ER, #[E 9 CRIIX) %7 CGRBBIEEED. B 149 5,

g if A% G 8 CAII30) B 11 (R, P8 T,

i1 ' (&I # 11 CRMEERD, 31870,

1 5 | CARII) %9 CEWBEMIRAEK), 50247 9.
X 4 | ORI 10 (R KM, 5 270 9.
KRIT 10 [ (&I %9 (HICHEERMAR) . 5 264 5T,
FH, BT 19 [ €230 %13 CIRMEEE). 5 365 9,
KT 10 [ 4403 #13 CEMEE). 5367 5.

HhIT 1 (R & 10 CEMHREED. 5 200 9.

KA 2 4 (AL 411 CR A, 9 326 1.

E3i9 6 (RT3 10 CEgsne) . 5 271 5T,
HELT 5| C&EL30 %9 (HMIEEERD, 5 258 5.

BRI 3 AT % 4 (FERIUILE). 86 .
e 8 | (&I %13 CHEAMEEL). 5 369 7.

FR 6 &I & (N H kSR, 53371 5T,

FHEE Y 1 CGILARATZICH - Aha) (FERESEGD . 8 754 BT
TR EFR T | CGLARA I - AN CIERERERD . O 754 B,
AT 9 GILRAICHD (FR LB KD 748 L
TR 2 GIREHICE) (TR 5 681 9T,
ER 2 CILARAE 200D (R E B 95676 Ui
EA 7 G 11 OB ERMITHIc), 4328 5.
L2 3| GLIRAZICHR) (FXHEEK). 5§ 639 0.
FIT 6 CITARAT 230K ) (UM R R HGE ), 50 638 BT,
B9 2 LA (P NGL ). 5 630 T,
pUliS 3 GRS CEPEREE) . FE 611 L.

TR AR 5 LRSS s EREED, 4609 BT
B 6 CLRATZISCH ) (HAR LRI B ), 5 573 0L,
kT 3 GLACEZICH) CRBIEEIKITILE) . 5 566 71
R 5 LA A 30 R SR [T 566 1.

i [T 6 GLACATZICER) A T M W SR 2L ). 5 549 BT






OEBPS/Image00010.jpg





OEBPS/Image00011.jpg
4 FaH SRR R
% 5 (ALY 7 (EFEFERIER), 4 160 ¥,
ik % 13 | (&30 & 13 (HMEAEK), 5 373 71,
X1 G 5 (AIT30) % 13 (WhlezEaR), 5 375 7,
=5 6 (AT 30) % 9 OB, 4 236 T1,
KB4 B G 11 [ (£TX) %9 OFIBER), 5236 5.
% 6 (&) %9 (EHMEER), 5 2187,
RGNS S 6 = UN 10 | (&) £ 9 GFMALHIE), % 228 11,
iK% 5 (AIT30) %9 (FEREFRIRERD, 5 231 T,
ik % 8 (EIT30) % 11 (ELFEE), 5341 7T,
G 5 (AILC) 4 10 (T KD, 4 308 UL,
LRI 6 (&IT30) % 13 (ERFER), 5 3687,
T 5 (AIT30) 45 4 (RIEFEED), %5 89 T,
AN 12 | (A&T30) %5 (FHEE), 498 W,






